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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和跟进。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以及业界精英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际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以免长期在黑暗中自行低效摸索。

将近十年前，在何道宽教授与我的发起和主持下，在司马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开始启动，至今已推出十来种名著的中译本，在学界也较有影响。这首先是何道宽教授的贡献，作为英语科班出身、口译笔译俱佳的高手，依然投身于传播学经典的引进；退休前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每天清晨起床开始工作，每年推出好几本译著，而且专攻技术学派（何老师称之为“环境学派”），不但包办了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作的所有中译本，而且还延伸到保罗·莱文森等当代名家。

记得何老师说过，他热爱传播学学术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给我钱（稿费）我也愿意翻译。”我当时就感慨，新闻传播学界要是多有一些像何老师这样外语水平高、热衷翻译的专才就好了。可是在目前的学术考核著作下，译著辛苦和稿费低暂且不提，在多数学校还是不被承认科研工作量的。这就妨碍了许多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所累的年轻学人接续这一事业，尽管也出现了像刘海龙这样的优秀青年译者。

好在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了我九年多前说的两个80%：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当年启动时，我们深感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如果说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的巨大落差，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滞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们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眼界相当狭窄，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如今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仍属小学科，但是近十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猛增，其中译著的大量问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这些新闻传播学译著可能并非本本经典，事实上也出现了些许重复翻译。一些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问题，译校也比较粗糙。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学术的推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尤其是比较媒介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类译著，直接烘托了和滋润了年轻学子，令他们的研究水准迅速提升。回想十年前，尽管几乎所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言必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或“四大先驱”，可是当时他们的传播学译著一本也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译丛将奉献新闻学与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哈罗德·拉斯韦尔、埃尔·塔尔德、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库尔特·卢因、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佳作。大部分名著是新近翻译出版的，部分名著是中文版的修订本，还另附英文全文，以便读者查阅。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备至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者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中青年学人加入译者队伍，我们也将虚心聆听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展江

2012年11月20日


修订版译者序

10年前，在《帝国与传播》的第一版译者序里，我分三部分介绍了伊尼斯及其与麦克卢汉相得益彰的学术志趣，这三部分分别是：（1）何为帝国？何为传播？（2）伊尼斯的理论贡献。（3）多伦多的双星。

10年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决定出《帝国与传播》的汉英双语版，使我有机会获得新的发现和心得，特在这篇小序里向读者汇报。现在分四部分做一个小结。


一、媒介环境学派问鼎传播学主流


和绝大多数的国内外学者一样，我对多伦多传播学派的认识有一个过程。10年前我倾向于同意绝大多数论者的判断，将这个学派称为“技术决定论”，同时又隐约感到委屈了这个学派，并为其鸣不平。因此，我在本书第一版的后记里写道：“我要为‘媒介决定论’鸣不平。迄今为止，学界对‘媒介决定论’多有诟病。其实，在我看来，它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第一生产力’主要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问题，而‘媒介决定论’切入的角度，是媒介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影响而已。”

我对伊尼斯、麦克卢汉及其学派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以2006年为界。此前，我将其称为传播学的“技术学派”；此后，我根据北美Media Ecology学会的最新成就，将其称为“媒介环境学派”。

为系统研究这个学派，我译介了林文刚教授编撰的《媒介环境学：思维沿革与多维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译介了莱文森的《软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历史与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发表和宣讲了五篇论文：《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媒介环境学辨析——媒介环境学述评之二》（《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媒介环境学的思想谱系——媒介环境学述评之三》（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前沿课题研讨会，2007年5月）、《三代学人的薪火传承——媒介环境学评论之四》（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2007年8月，南昌）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命题、源流与阐释——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五》（《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8年第1期）。

2011年以后，以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为契机，我发表文章、接受访谈、出版新的译作，深入研究伊尼斯、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派，主要成果有：《下一个世纪的朋友：再说麦克卢汉百年诞辰》（北京《科学时报》，2011-7-28 B3）、《面向未来的麦克卢汉》（上海《社会科学报》，2011-8-4第6版）、《为什么要纪念麦克卢汉？》（深圳《晶报》，2001-7-14 B09版）、《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

在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的译者序里，我对三大传播学派做了一些比较，肯定了媒介环境学派的独特视角，高度评价了伊尼斯的独特贡献，兹摘引三段，以明其要：

“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以施拉姆和四位先驱为代表。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走向成熟，以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为代表。”

“20世纪50年代初，哈罗德·伊尼斯以两部篇幅不大的巨著《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阐述富有原创性的‘传播偏向论’，同时批判英帝国和当代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极度扩张，警惕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负面影响，唤醒政府和民众抵制美国的文化霸权。他的背景是经济学，受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

“从哲学高度俯瞰这三个学派，其基本轮廓是：经验学派埋头实用问题和短期效应，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学派固守意识形态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环境学着重媒介的长效影响，偏重宏观的分析、描绘和批评，缺少微观的务实和个案研究……真正摆脱服务现存体制、解放传播学的却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传播学的媒介环境学派。”


二、伊尼斯的霸气与豪气


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霸气和豪气兼而有之。其霸气从书名一望而知，书中上下六千年、纵横数万里扫描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其豪气却比较隐蔽，需要一点笔墨揭示。

他的霸气建立在30余年的严格训练和潜心治学上。在学术生涯的前20年里，他完成极具原创性的4部加拿大经济史著作。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转向文明史和传播史研究，贡献了两部世界级经典：《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多学科的学问背景使他能够高屋建瓴、以简御繁，所以他提出了“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

他的豪气来自于边缘对中心的反叛。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还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受到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以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做学问、当策士，对加拿大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产生广泛的影响。

他研究人类历史的几十种文明，其实是要寻找克服西方文明危机的救世良方。

为什么伊尼斯试图拯救西方文明呢？这和他的生涯与治学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送往欧洲去给英帝国当炮灰，洞悉了西方文明的危机。他认为西方帝国狂热追求开疆拓土，具有强烈的空间扩张偏向，反而忽视了文明在时间上的传承和积累。

新千年前后，他的思想遗产进一步得到弘扬。1994年，在伊尼斯百年诞辰之际，加拿大几所大学联手，隆重纪念加拿大这位学术泰斗。加拿大学界在成熟的信息社会里、在数字时代的门槛上，重温伊尼斯的思想遗产。这次纪念会的主要成果陆续问世，笔者已经见到有三本书，一本特刊。它们是：《教育技术棱镜下的伊尼斯》、《伊尼斯在新世纪》、《伊尼斯画像》、《加拿大传播学季刊·伊尼斯纪念特刊》。这些书刊全面介绍并继承了他丰富的思想遗产。


三、 伊尼斯研究的新成就


1994年伊尼斯百年诞辰以后，伊尼斯研究进入新阶段，他的三部代表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和《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纸质版和电子版继续出版，纪念他的专辑和两部传记也先后问世。已故传播学名家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1934－2006）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写了一篇超长的序言（1万余字），高度概括并肯定伊尼斯的杰出贡献。我们在这里概要介绍凯利对伊尼斯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几点是：

（1）伊尼斯思想的分期和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和马克思等思想家一样，伊尼斯的思想分为前后两期，中间似有一断裂，研究题材和哲学观点都有剧变。他的传播学论著横空出世，颇为突然。后期的著作独树一帜，极具胆略；前期的经济学论著精致准确，细节却可能使人昏昏欲睡……不过，我本人不持这样的看法，早期伊尼斯和后期伊尼斯之间不存在急剧的脱节。”（《变化中的时间观念》，p.viii，以下引文均为英文版页码）

（2）研究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和因素：“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既可能是共和主义的，也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既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反动的。抨击帝国时，他仿佛在独战风车，因为帝国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理智的问题是：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同上，p.xii）

（3）率先研究伊尼斯的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凯利注意到伊尼斯这方面的成就，颇有新意。他说：“在经济和传播领域，伊尼斯是最早、最明确表述全球化的理论家之一……伊尼斯讲述贸易、商品、技术和传播的复杂的历史，他考察的多半是全球化的前两个阶段：（a）北美的殖民和扩张，（b）19世纪帝国主义控制远方领地的竞争。”（同上，pp.xii-xiii）


四、“帝国论”的警世箴言——美帝国主义批判


伊尼斯关于“帝国”的思想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帝国与传播》（简称《帝国》）和《传播的偏向》（简称《偏向》）是第一阶段，稍后的《变化中的时间观念》是第二阶段。

在前期的《帝国》与《偏向》中，他所谓的“帝国”有两种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

他所谓的“帝国”有两种分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

至于他所谓“帝国”的性质，凯利的判断是：“在他的笔下，帝国既可能善，也可能恶……”（详细引文见上）

不过我认为，凯利的判断并不严谨，似有疏漏，仔细研读《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就可以发现，伊尼斯用大量的篇幅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为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并为其提供了自救的良方。

新千年以来，美国的战略走向令人不安。

和历史上一切走向衰落的帝国一样，美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阵痛。一方面，其“世界警察”、“全球领袖”、“一超独霸”的野心有增无减，且军事主义的倾向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其经济实力不断衰退，且“光辉”形象屡遭自毁，它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克服。

伊尼斯确有超前的眼光。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一书里，他对美国帝国主义倾向的深刻批判，连为其作序的凯利也忽视了。

为了补救凯利的疏忽，我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译者序里用了一大段文字，集纳该书的批判思想，借以展示伊尼斯深厚的历史睿智和洞见：

浏览《时间观念》的目录，赫然在目的批判文字就有：“美国宪法的军事意涵”（第二章标题）、“美国的扩张与战争政策”（第二章第三节标题）、“帝国主义在美国抬头”（第三章第四节标题）。伊尼斯刨根究底，以哲学家的明达睿智、史学家的纵横视野、批评家的深刻洞察，对美国的扩张冲动、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揭示和批判。

1.美国宪法嵌入了军事主义的种子，军事主义是美国“先定”的命运

就此，凯利对伊尼斯追究的军事主义根源做了很好的归纳：伊尼斯认为，美国宪法有两个根本的弱点：（1）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几乎不受制衡的控制权……他实际上就可以像君主一样行事了。（2）由于总统选举日期固定且可以预知，外交政策在政治竞选中被牺牲了……政策就听命于打赢选战的谋略，而不是服从国家利益，这就会产生政策的摇摆性和易变性。（《变化中的时间观念·凯利序》，p.xviii，下同）

他又说，伊尼斯论证，各国宪法普遍有一些基本的弱点，美国宪法的缺点尤甚……伊尼斯认为，由于美国是在暴力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它很容易表现出过分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凯利序，p.xviii）伊尼斯不希望美国成为鼓吹“美国天命”的醉汉：“在美国宪法的影响下，对武力的依赖日益成为必需的要义……将军出任总统几乎成了惯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俄国政治学家）说，上帝眷顾儿童、醉汉和美国。我希望，上帝偶尔也看看其他方向，眷顾我们这些其他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p.39）

2.将军出任总统的“传统”强化了军事主义的倾向

在第二章第二节“美国历任总统及两党政治”里，伊尼斯详细叙述了一百余年间总统竞选的两党政治以及历任总统的军事业绩。令人吃惊的是：从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的34任总统中，军人出身的就有10人。他们是：华盛顿、门罗、杰克逊、哈里森、泰勒、格兰特、海斯、加菲尔德、西奥多·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

3.频繁的战争叫嚣和扩张

1844年，第11任美国总统波尔克的竞选口号是：

经纬线50－45度，否则开战。（p.59）

1898年，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洛奇（Henry Cabot Lodge）叫嚣：

从里奥格兰德河到北冰洋，只应该有一面国旗、一个国家！（同上书，p.30）

华盛顿及其19世纪的继任者……在南北美洲稳步扩大美国的影响……向南部扩张以牺牲法帝国为代价，其突出表现是杰斐逊任内与拿破仑达成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交易；向北方扩张以牺牲英帝国为代价……稍后向南的扩张有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保驾护航。（同上书，pp.21－22）

4.隐而不显的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被描绘为“隐而不显的、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它之所以被视为有理三分、能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它坚决否认它搞的是帝国主义。（同上书，p.117）

5.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

这是个问心有愧的帝国主义，是粗暴得难以置信的帝国主义。我们再以西奥多·罗斯福在阿拉斯加边界争端中的手腕为例，还以他在巴拿马运河谈判中的谋略来说明问题。其粗野态度的最露骨表现是美国谈判代表坎贝尔的一句话。他问：“总统先生，在朋友之间，宪法算什么？”（同上书，p.59）

6.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在加拿大，我们看见美帝国主义以各种形式发酵：两国的渔业争端、美国人抗议我们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在阿拉斯加划界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出的威胁，无不是美国的帝国主义在起作用。（同上书，p.59）

我们的确是在为生存而战……只有坚持不懈地在战略重点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们才能够确保生存。（同上书，pp.11－12）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2年9月6日


译者序


一、何谓帝国？何谓传播？


《帝国与传播》问世已经50余年，20来万字，却被奉为传播学之圭臬。作者伊尼斯（1894-1952）去世已经整整50年，但是一直为人称颂。奥妙何在？因为这本书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学派，伊尼斯就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师。与他同时代但略晚的麦克卢汉，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个学派，成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也备受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对双星，继续照耀着21世纪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领域。

伊尼斯知识广博，通晓政治经济学和史学，对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尤其熟悉。这给麦克卢汉留下很深的印象。伊尼斯是口头文学的百科全书，是修辞学家梦寐以求的楷模。临终之前，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写1，000页左右的著作，论加拿大的传播史，表达他对纸浆和纸张、报纸和舆论的影响所做的思考。实际上，他做了许多麦克卢汉想做的研究工作。

他为后世留下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欲了解人类传播纵横数千年、数万里的历史，这两本书构成最佳的互补参照。麦克卢汉推崇这两本书，欣然为之作序。

在两篇序言中，麦克卢汉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他肯定伊尼斯的历史地位，推崇其研究路子，指出其研究特征：构建“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field-theory）等。我们从中撷取几句，看看他为什么钦佩伊尼斯。

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伊尼斯观点的注脚。”

伊尼斯创造的方法论叫“总体场论”。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称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说伊尼斯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包含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的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伊尼斯研究历史的宏大模式，用他本人的话说：“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以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又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

《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6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老本行。所以他在本书中说：“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只需略微翻检一下，就可以明白，他实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并没有认真讲经济史。他这一次的转向很值得庆幸。如果他囿于经济史，顶多成为一个二流的经济学家。这一次的“背叛”，成就了一位传播学大家，可喜可贺。

书名中的两个关键词颇费思量，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他不做界定就不简单，很值得玩味。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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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他所谓“帝国”，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我们要多费一点笔墨。

先说其定义。可惜他本人不下定义，我们只能从他的文字中加以演绎。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本书提到的“帝国”共30余个。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来看，既有横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得可以的小国；既有广为人知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也有读者未必熟悉的远古帝国，如阿卡德、亚述、巴比伦、赫梯、叙利亚、安息、萨桑、波斯、希克索斯；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非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比如米诺斯、迈锡尼、雅典、斯巴达，亦有世人意见一致的庞大帝国，比如中华帝国、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帝国、马其顿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沙俄帝国。此外，还有不太为人熟知的庞大帝国，比如塞尔柱突厥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

再说“帝国”的分类。伊尼斯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

我们接着说他心目中“理想”的帝国。他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他理想的帝国，是希腊帝国。他认为，希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把握其神韵……我们就应该弄懂，希腊文明有什么贡献。［《传播的偏向》，136页（原书页码，下同）］

希腊口头传统中产生的荷马史诗，表现出对空间问题的强调……口头传统的灵活性，使希腊人在城邦体制下求得了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平衡。（《传播的偏向》，68页）

为什么这个理想的帝国会衰落呢？

他惋惜口头传统的衰落，因为口头传统既倚重时间媒介（如文字），又倚重空间媒介（如金字塔、雕塑）。所以他说：

15世纪中叶印刷术的发现，意味着一个回归的开始。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传播的偏向》，138页）

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

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着重号系原文所有）他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5世纪末，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传播的偏向》，136页）


二、理论贡献


伊尼斯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危机和局限性

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推向极端，也没有苦心孤诣地把它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传播的偏向》，190页）

2.以媒介做文明分期

汤因比的文明划分标准，主要是历史、地缘和宗教。麦克卢汉的划分标准，虽然也是媒介，但是比较粗。伊尼斯的分期却比较细，一共分成9个时期：（1）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2）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3）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4）中国纸笔时期；（5）印刷术初期；（6）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7）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8）电影时期；（9）广播时期。

这样的分期似乎烦琐，请读者不要望而却步，因为他有一个简化的版本：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

3.“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传播的偏向》，34页）

欲知以上三个论点之详情，请见《传播的偏向》译者序言。至于他的第四个论点，则需要在此多费笔墨，因为这是他整个理论框架的基石和核心。

4.传播偏向论

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比如，石版文字和泥版文字耐久，它们承载的文字具有永恒的性质，容易传承。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不容易生产，不容易使用，因而不利于空间上的传播。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使用方便，能够远距离传播讯息，然而它们传播的讯息却限于当下，比较短暂。

他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下面这段话，痛快淋漓地阐明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意旨、要害，说明媒介的性质和偏向，并且说明媒介为何有这些偏向。他说：

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但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时，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帝国与传播》，原书4页，下引只标页码）

他进一步强调媒介偏向与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关系，并指出媒介与国家官僚体制和宗教的关系。他说：“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问题，也是宗教问题。”（23页）又说：“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137页）

他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媒介的性质，便于比较，现将他的思想做一番钩沉，两两相对，列于表1，以明其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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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对比清单只能罗列到这里。伊尼斯去世于1952年，未能看到后现代的传媒和数字时代的传媒。或许读者可以尝试加上一些两两相对的媒介？

再让我们举几条引语，给以上列表加一点血肉，以明其详。

首先看看他对媒介性质、特征的论述。“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33页）

口头传播和文字传播都有局限。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伊尼斯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到时间的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到空间的束缚。

伊尼斯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的口头传统，对希腊文明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

希腊文明丰富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它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化的力量能够唤醒各个民族潜在的特殊力量。凡是借用了希腊文化的民族，都可以开发出自己特别的文化形态。各家对此已做过描写，并且以罗马为证。沉睡的国力释放出来，通过对本土文化成分和希腊文化成分的诠释，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86页）

我们再看看他对一些媒介的论述。

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从象形文字简化为楔形文字。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因此而填平。（《传播的偏向》，27页）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发生变化。（《帝国与传播》，19页）

喇叭和广播的使用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在利用民族主义方面，口语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它可以诉诸更多的人，是一个更加有效的工具。文盲状况不再是严重的障碍。（《传播的偏向》，81页）

纸引起了极端重要的……一场革命，没有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去从事写作的艺术，印刷术对人类的贡献也将大大逊色……纸使我们能够用一种普世的物质去代替昔日传递思想的昂贵材料，它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传播。（同上，19页）

纸这个媒介把希腊科学、阿拉伯数字和更有效率的计算方法传到欧洲。（同上，19页）纸的引进和文字的普及，加速了本土语言的成长和拉丁文的衰落。（同上，22页）

他将一把解读技术的钥匙交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媒介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就容易读懂了。此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场挑战：媒介的评估和文明的评估。他说：

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有何意义，这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一种文明理解另一种文明并不容易……评估的困难显而易见，考虑时间因素时，尤其是如此……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帝国与传播》，8页）


三、多伦多的双星


20世纪50年代初，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执教。伊尼斯教经济史，任研究生院院长。麦克卢汉教英语文学，是安大略省少数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可是，这两个教书匠不甘作茧自缚，守自己那一摊，也不抱门户之见，抗拒他人之意见。二人都成为跨学科的奇才。

麦克卢汉1946年来到多伦多大学，二人共事和交友的时间不过5年。可是学者的惺惺相惜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伊尼斯的两部传播学经典著作，都由麦克卢汉作序。在《传播的偏向》的序文里，麦克卢汉谦恭地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惺惺相惜的纽带，是共同的情趣和追求。可是这两人的研究方法和文风是多么不同啊！现将两人异同之处作一番梳理，列于表2。

表2

[image: ]


二人的情趣交相辉映，照耀“媒介决定论”的旗帜。他们都善于驾驭宏大的主题，纵横数万里（甚至是超出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把人类文明史和媒介史概括成几个简明的模式。二人的行文风格相辅相成，暗合他们不同的学科背景。二人的研究方法，亦相辅相成。

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考证，喜欢考证。注释不胜其烦、不厌其详。仅以本书为例，区区18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全书注释竟然达到534条。有趣的是，该书1950年问世时，注释只有277条。然而，从该书1950年问世到作者去世（1952年）的一年多时间，他居然加上了257条旁注！这些眉批旁注经过他夫人玛丽·魁尔·伊尼斯（Mary Quayle Innis）的整理，在后来的版本中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与此相反，麦克卢汉是文学家，善于修辞而不求严谨，且不作一注。所以读者读他的著作，往往叫苦不迭。

关于研究方法，二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差。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对历史进行叙述和比较。在这一点上，他和汤因比一致。可是他又不止于此，而是前进一步，对历史和历史模式做出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的偏向、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空间的偏向、政治组织的偏向和宗教组织的偏向。然而麦克卢汉却只探索，不解释，并且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喻为开锁匠的方法，只等水到渠成，只等读者去做结论。要言之，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是比较传统的考据之学，而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麦克卢汉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求形而上而不求实证。

二人的语言风格也构成对立的两极。伊尼斯的叙述和阐释，不用任何文学语言，追求严谨细密。麦克卢汉却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

麦克卢汉的大胆创新，使他成为20世纪最负盛名且最具争议的媒介理论家。他扛起了“媒介决定论”的帅旗。可是这面帅旗的旗墩却是由伊尼斯夯实的。没有旗墩或旗手，这面帅旗都不能飘扬。

今天，使这面帅旗高高飘扬的，是一批杰出的学者。其中成就最著者，当数美国人莱文森（Paul Levinson）。他以《数字麦克卢汉》成名，又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

何道宽

2003年3月30日




 [1]
 关于媒介和传播的特质和偏向，请见何道宽所译《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及译者序言，容不赘述。(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下不一一标明。)


麦克卢汉序言

如果说黑格尔
 
[1]

 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ground）的历史外观（figures）模式，那么伊尼斯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正好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去寻求模式。无论新旧，媒介不仅是他观点指向的顶点，而且是活生生的力量漩涡。它们生成的环境，粗暴地磨灭老的文化形态。薛定谔
 
[2]

 给我们描述了人的观点从牛顿
 
[3]

 思想到量子力学的转变。这和伊尼斯的研究有关。

量子力学的揳入，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17世纪奠定基础的各种学说。这些理论主要是伽利略
 
[4]

 、惠更斯
 
[5]

 和牛顿建立的。这些基础已经动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并非无处不在地处在这个时期的魔力之下。任何时候，我们都使用其基本观念，虽然这些观念的形态对创始者来说已经面目全非。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智穷力竭、江郎才尽。［1］


伊尼斯认识到，牛顿思想中自然事物的等级系统已经崩溃。他丝毫不受其魔力的影响。他知道，在理解人事的组织安排中，我们必须向前飞跃。他以动态的态度看待过去，把历史当作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自然，他把历史当作成堆的废墟和错误的尝试。他揭示了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就是扭转剧情、揭开演员面具之神灵。他揭示了大型团体演员隐藏的动机，古代的城邦、罗马和巴比伦的官僚体制就是这样的演员。这样的能力几乎使他扮演了一个讥讽的角色。如果说在摆弄巨型历史情节中，他是艺术家的话，那么在揭示演员的乖谬和愚蠢时，他就具有讽刺大师的魅力。想必他会同意西格弗里德·吉迪恩
 
[6]

 的话。吉迪恩说，“对历史学家而言，没有什么陈腐的东西……决定性的一步必须由读者自己迈出去”。他接着说：

历史不是事实的编纂，而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而且，求得这一洞见，不能用全景式的扫描，不能用鸟瞰的方法，只能把某些具体的事件游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就像写镜头那样进行深入的检视。这种方法既能够从内部也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
 ［2］


伊尼斯不仅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景中去，从内部去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而且他总是处在悖论之中，因为他同时提供环境的许多侧面。柯利（Rosalie Colie）在《流行之悖论》中解释了古今之悖论。她说，从古至今，悖论的表述总是需要最高深、最广博的学问。伊尼斯就是这种悖论的首要代表。正是他广博的学问，迫使他去认识时代和文化运行机制中同步、互补甚至是矛盾的侧面。因此，伊尼斯指出，希腊的口头传统是从内部摧毁的。希腊人倚重书面文化和视觉形象，始终将其当作希腊特别的荣光。他始终指出，视觉文化和书面文化要求空间上的拓展。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对领土空间的控制，常常又伴生出对时间、传统和稳定的忽视。

许多人读伊尼斯有“困难”。原因何在？因为他用参与性关怀去研究历史运行机制，而不是用一个观点去研究历史。对历史运行机制越是熟悉，他就越是不想进行道德说教。他逐渐认识到，所谓历史命运，就是人们拒绝承认从文化模式生长出来的模式，实际上各种文化中都已经存在这样的模式。他把这些事情当作实际问题来对待。解决的方法则是直接的观察和分析、历史比较和对比，进而推出自己的感性认识工具。由此得到的意识（awareness）没有给说教留下什么余地，也没有给观点留下什么余地。一个观点依靠一个固定的立场。他的兴趣，是全神贯注于发展的运行过程。他不能用静态的立场，不能用纯粹旁观者的身份去思考历史景观。同样的道理，他不会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判断。世界史舞台上的伟大演员，对自己的时代的基本问题，都表现出无知和误解。他习惯思考这个问题，觉得可以原谅自己，不去对人性做判断。一个又一个文化因骄狂而自我毁灭，并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粗枝大叶，就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研究了这样的骄狂之后，他不想对孤立的个人进行价值判断。

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面对20世纪难以计数的学问分割，他并没有绝望，而是干干脆脆地将各门学问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无论是在阅读还是在与同事交流之中，他都掌握了时代的知识和思想行为的创新。在我们这个电气时代，伊尼斯这样的历史学家并非必然产生。不过，话又说回来，只有在这个时代，瞬间检索知识的速度才能够提供深度的、对结构的理解。

伊尼斯把这种心因性机制（psychogenetic）叫做“传播的偏向”。这也是吕塞兰《还有你们没有说到的光呢》的主题。他年轻时失明。遇到纯粹依赖视觉的、置身事外的冷漠专家时，他感到惊愕：

我遇到某些现代思想家所谓客观的神话，不禁感到生气。对他们而言，只有一个世界，对人人都是一样的世界。其他的一切世界都应该被认为是过去时代留下的错觉(illusions)。为什么不干脆称之为幻觉(hallucinations)呢？我付出代价之后，才知道他们的观点大错特错了。

从我自己的经验，我很明白，只要让一个人忘掉这样那样的一件事情、一个联想，就足以使他迷失方向、失去眼光，世界就会立即改变，立即变成另一个世界。一个迥然不同然而条理分明的世界就会诞生。另一个世界？也不完全是。更加正确地说，还是那个世界，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世界，用全新的尺度来衡量的世界。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所谓客观的等级结构，全部来了个底朝天，全部涤荡得灰飞烟灭，再也说不上是什么理论，而是成了心血来潮的东西。［3］


吕塞兰描绘的是个人经验成分的重新组合，是某一个感知成分变化而产生的结果。伊尼斯描绘的是大规模的社会经验的重组。从历史分析中，他认识到，每当引进新的技术发明，就会产生全新的服务环境，社会经验随即就实现大规模的重新组合。伊尼斯很早就想到了吕塞兰式的感知，可惜他在将其传达给别人时，收效甚微。他指出了社会延续的基础，即感知生活的重新组合，也即对环境的一种新的认识。我们无意之间、浑然不觉地用技术发明创造出来的环境，既是利，又是弊。这个新环境对意识和认识提出很高的要求。

接近本书末尾时，伊尼斯加快了他一连串的外观-背景镜头，几乎达到了电影蒙太奇拼接的速度。这个加速的过程和他的紧迫感相吻合。这是力图理解当前的人必然会有的紧迫感。读者要理解他的意思，就必须认识到，他表现历史运作机制的方法，和当前的现实是密不可分的。

本书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必然要触及到的听觉模式和视觉模式、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对此，他在书中过半的地方做了这样的解释（原文80-81页，以下引文均为原文页码）：

文字开始摧毁希腊生活的纽带。公元前470年，雅典还没有一个读者群。然而到了公元前430年，希罗多德
 
[7]

 却发现，把他吟诵的历史写成书，反而更加方便了。

他继续说道：

口头传统的力量表现在艺术发展中，也表现在政治演变中……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81页）

他又重申：

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瓦解。在斯巴达，口头传统及其对音乐的倚重保留下来。庄严制定并且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法律，就那么几部。莱克格斯
 
[8]

 的立法坚持了口头传统。

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许多古老的帝国专注于国际事务，希腊关注的却是个人的发展。文明关心的，是如何吸收这两股潮流。（84页）

在此，伊尼斯展示的是文明兴衰的运行机制。他指出，帝国自然而然禁不住诱惑，要用文字、纸张和官僚体制，来寻求空间上的扩张。另一方面，口头传统却喜欢倚重时间和人的个性，哪怕它被文字给“包围”起来。文明是社会组织的文字结构和口头结构的十分脆弱的平衡：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文化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政治帝国倚重的是空间，基督教帝国倚重的是时间。他们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到城邦这种合理的规模……然而，绝对主义观点的破除，自然为理性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个方法使西方的历史观念为之一变。（84页）

在此，伊尼斯并不是推出一个视角或观点，而是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他发现，文字传统和口头传统之间的外观-背景关系，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普天之下，莫不如此。物质条件可以使这种关系很快逆转。比如，在一种文化中，如果文字传统在某一个阶段的背景突然失去或得到什么文字材料，那么这个文字背景就会突然萎缩成外观。伊尼斯精心观察各种文化变化之中的物质条件，因为外观-背景关系的逆转，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使一种文化从个人本位的态势转变成官僚体制的或僧侣主宰的态势。伊尼斯给治理天下的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它们能够注意世界的动态，至少要像投资者注意道-琼斯指数那样研究它们治理的世界。伊尼斯认为，希腊人最终使自己的文字传统上升，压倒口头传统，把自己的贵族政治转变成了摊子很大的东方官僚体制。

如果要说伊尼斯在哪一点上，已经对人类组织中文字与口语、视觉与听觉的形式进行了完全的探索，那就难免是夸大其辞。
 
[9]

 他觉得，经过反复而细致地描绘古今各个时期历史舞台上的戏剧，他创造了一种手段，去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在对付这出永恒互动的戏剧产生的问题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觉悟。因此他说：“文字传统的力量使亚历山大时代成为‘学问和批评’的时代，成为专家而不是诗人和学者的时代。”他觉得，他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结构的真理，这个真理对理解过去和现在都具有意义。他把这种发现当作今天做实际工作的人的导航工具。他认为，这种形态结构的效果在历史上俯拾即是。他认为，和科学一样，历史也提供了有效释放我们能量的手段。他认为，历史或他人的经验具有雄辩的说服力，且人人都能懂。在这一点上，他和伊拉斯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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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英雄所见略同。伊拉斯谟说：单纯的个人的“经验是傻瓜的老师 ”。伊尼斯说：“印刷术的冲击，不仅表现在17世纪的哲学之中，而且表现在议会的兴起之中。”在这句话里，他推出了围观－背景互动的机制。他想强调印刷术作为一种形态的效应。在似乎不搭界的领域里，印刷术产生共振和冲击。实际上，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他认为，同样一个原因可以产生各种各样可以预测的特殊效果。文艺复兴以后，科学越来越倾向于量化因果关系，倾向于给每一个结果指认一个原因。自然，他要把这个倾向看成印刷和视觉上升的倾向。印刷和视觉逐渐压倒知觉和传播的口头传形态。伊尼斯发现了自希腊人以来西方文化一个严重的不足。他的发现，正是许多当代哲学家和文化史家开始观察的问题。这个发现是，希腊的物理学或“自然”观念是一种分类系统，而不是对经验动态模式的认证。他正在努力创造一种经验知识论（epistemology of experience）。他正在寻找亚里士多德
 
[11]

 所谓“隐德莱希”
 
[12]

 ，也就是心智能量和变革的模式，表现在具体的人工制造物和人的能力延伸的效应中。无数能量模式的纯分类形式，产生于具体的人类组织形式之中。这些组织形式有言语、文字和武器，还有加速工作和运行的媒介。这些分类形式回避了理解实际的努力。常规的历史著作写到“印刷术的冲击”时，仅仅是告诉我们印刷量有多大，出了多少书，有多少读者。这样纯粹的数量报告是因果的匹配，而不是去发现模式。它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置之不理。伊尼斯小心翼翼地避免因果匹配。他坚持要弄懂新结构释放的运行机制。在同一段里，他继续说印刷术的冲击——

法律摆脱了自然观念的影响。这个观念在科学兴起的过程中至关重要。“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本能而言，用政治意识形态来腐蚀法律观念令人作呕，对其而言，莫此为甚。”（152页）

倘若读者已经学到了伊尼斯对文字传统和口头传统的感知能力，就能够分享伊尼斯的乐趣。他发现，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自然要鄙视罗马传统和成文法传统。这个发现给人以乐趣。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通法，和罗马法律程序的视觉传统和书面传统格格不入。当口头传统慢慢淡化，从背景变成纯粹的书面形式时，“强权理论就取代了法学理论”。伊尼斯对文字传统和口头传统的感知中，有一种固有的认识：纯粹的蛮力和精神的贵族风度是截然相对的。

新的财政手段从安特卫普传到阿姆斯特丹再传到伦敦，议会至上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报纸的增加也促进了传播的改良。市政信贷的观念从意大利城市传播开来。（152页）

有些读者会莫名其妙，伊尼斯竟然把“传播的改进”看成有弊端的东西，甚至是灾难。他不倾向于把量的变化简单地划入“好事”的范畴。我不敢肯定，他是否在哪儿探讨过这样一个普遍的观点：一切的创新变化，盖源于冥冥之中某种普世而仁慈的上帝。这个主题可以发挥他的风趣和幽默。他的所有著作都证明，他反对这种普遍的假设。

他牢牢把握着历史运行机制的结构感知，所以他能够纵横驰骋、跨越时代、穿越不同的文化而游刃有余。

大不列颠的发展对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也对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不列颠的文学活动的扩张，曾经是政治压制的宣泄渠道，可是它却压倒了殖民地的文学，迫使其集中发展报纸，让文学进入报纸的副刊。（156-168页）

换言之，在一个地区有利于书籍的变革，在另一个地区却有利于报纸。正是这个感知的灵活性，使伊尼斯能够读懂变革和革新的语言，使他能够洞悉个中起作用的运行机制：

大不列颠不能够变通英格兰的制度，以适应新的情况，所以它在西半球失去殖民地，在东半球大英帝国本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胁。（158页）

这是对人类组织结构原则的理解。其含义是，对任何社会体制的一切领域的决策来说，这种洞见都有其实用价值。它使伊尼斯能够架设起一座桥梁，把19世纪的机械技术和20世纪的电子技术连接起来：

人们需要新闻扩大发行，这加速了电报业务的发展，也加速了新闻社的组建……这样的动荡又反映在政治变革之中。（161页）

用这种意识武装起来的伊尼斯，能够用先知的眼光进入20世纪。可是对他周围的人而言，他训练有素的感知和洞见却是朦朦胧胧、虚无缥缈的。很少有人真正用心去理解他真正的意思：

与新闻纸相关的经济十分敏感，其垄断地位与广告相关。这样的经济强调新媒介，尤其是广播。广播这个新媒介，后来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62页）

这一段话说明了背景-外形方法即象征主义方法的另一个特征，伊尼斯在后期的散文中使用的特征。我说这是他简练的特征。象征主义是集中研究结果的技巧，它不是集中研究“原因”。加上许多明暗技法的涂抹，加上许多文字说明，这种方法可以给人提供一种连续的透视眼光，最终得到想要取得的任何效果。然而，这种方法，仅仅是把结果放进一种迅速成为分类方法的视角。这样，结果就被大大简化，这种视角不足以显示实际的运行机制。无线电广播是广告和财富强化的结果，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媒介。它对整个工业体制交易的加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是信息速度和信息总量急剧增加的结果。因此，它是膨胀和萧条的重要特征。可以认为，信息膨胀对建筑、艺术和文学的影响，与同样共鸣和总体的结构，已经融合为一体：

文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庄园化，成为现代封建庄园式的东西。（163页）

萧条来自于膨胀和加速，这是一个悖论。通过专门化，极端的知识垄断又逆转成为老式的封建庄园制，知识界组织中的封建庄园制。这也是一个悖论。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不仅伊尼斯能够看到。只要不怕麻烦，读者也可以学会技术的各种语法和句法，这些语法就在我们身上。在这里，伊尼斯说的话，并不是他个人的语言，也不是什么专家的语言。他将一把解读技术的钥匙交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我们可以读懂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技术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

对纳粹的当选，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语主导的地区，回应广播讲话的魅力，想加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在某种很重要的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165页）

在这里，伊尼斯使用的是眼睛和耳朵、文字和口语的外形-背景关系，正如他到处所用的一样。这些两两相对的东西，任何一方推向极端之后，都向着对立面转化。文字推向极端之后，就成为官僚体制专门化的代理。口头传统被广播和电子媒介推向极端之后，就产生破坏性后果：

传播的突飞猛进，使野蛮行径突然爆发，这种野蛮行径和17世纪印刷术和宗教战争引起的野蛮行为，有相似之处。这一次的野蛮冲突，再一次使德语地区沦为废墟。（165页）

伊尼斯给读者提供了学习政治智慧和政治审慎的手段。他提供了用原因预测结果的一个新的感知体系，这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方式。莎士比亚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预见到了这种方法（第3幕第3场）：

什么事情都逃不过神的冷眼，渊深莫测的海底也可以度量，隐藏心中的思想也可以发现。

M.麦克卢汉

1971年5月14日


注 释


［1］Erving Shcodinger,Nature and the Greeks,（Cambridge,1964），p.15.

［2］Sigried Giedion，Space,Time and Architecture, （Cambridge,Mass,1967）.

［3］Jacques Lusseyran，And There Was Light,（Boston,1963）,p.112.




 [1]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erich Hegel, 1770-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其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代表作有《哲学全集》、《逻辑学》等。


 [2]
 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 1887－1961），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1933年诺贝尔奖得主。


 [3]
 牛顿（Isaac Newton, 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力学三大定律等等。代表作有《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光学》等。


 [4]
 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现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1632年发表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大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审判并软禁8年。1983年，罗马教廷正式宣布300年前的审判是错误的。


 [5]
 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 1629-1695），荷兰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创立了光的波动说。代表作为《摆动的时钟》、《论光》等。


 [6]
 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888-1968)，瑞士建筑史学家，在几所美国著名大学执教，著有《空间、时间和建筑》、《机械化挂帅》、《艺术的滥觞》、《永恒的现在》等，对麦克卢汉产生了重大影响。


 [7]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希腊历史学家，西方历史学家之父，著有《历史》。


 [8]
 莱克格斯（Lycurgus），斯巴达立法者，活跃于公元前9世纪。


 [9]
 他的朋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在《柏拉图导论》（Preface to Plato）中，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10]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欧洲北方文艺复兴主要人物，荷兰人文主义学者，1506年编定希腊文本《新约〈圣经〉》，1516年修正和编定圣哲罗姆的古拉丁文本《新约〈圣经〉》。


 [11]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之师，雅典逍遥学派创始人，著作涉及当时所有知识领域，尤以《诗学》、《修辞学》等著称。


 [12]
 隐德莱希 （entelechy），即实现了的目的，以及将潜能转变为现实的能动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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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伯(A.L.Kroeber)、米德(Margaret Mead)、马克思(Karl Marx)、默斯卡(Gaetano Mosca)、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维布伦(Oswald Veblen) 等人，都曾经就传播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做出了贡献，谁也不会漠然视之。我所做的工作，是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探究传播的意义，并说明其背景。20世纪令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持久不衰的文明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就反映了一种文明的类型。我认为，一切文字的著作，包括鄙人这一本，对口头传统的活力和文明的健康，都构成威胁。如果它们挫伤人们对文化的兴趣，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如果它们挫败了文化的宣泄功能时，其危害会更加严重。“你们看到的虽然是文字，但却是我对你们说的话。”［1］
 这是给西方文明发出的有力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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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20世纪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对文明研究的关怀。施本格勒
 
[1]

 、汤因比
 
[2]

 、克罗伯
 
[3]

 、索罗金
 
[4]

 等人著书立说，意在揭示文明兴衰的原因。这反映了我们对自己文明的未来走向，怀抱着强烈的兴趣。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显而易见，我们执著地考虑帝国兴衰的经济原因。对经济作用的重视，也许是不列颠帝国的特征。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估量经济原因对不列颠帝国兴衰的意义。稍后，我们还要研究经济对西方文明兴衰的意义。马克·帕提森
 
[5]

 的话有道理：

就一个方面的进步而言，英格兰的进步确实完整、规整，而且是发乎其内。在商业和制造业领域，英格兰进行了一场伟大的商业实验。可以说，这场实验代表了世界，但是风险却由它自担。这场实验，业已完成。我们的实践涵盖面广、样式很多。仅就我们自己的经验，而不必参照远古贸易国家或其他现代国家的实践，我们已经推导出了经济学的定律。一门新学科已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毋庸置疑…… ［1］


我们这所大学，离一个经济帝国的中心只有咫尺之遥。我们在这里评估经济因素，用的工具本身就是经济因素的产物。所以，我们立即遭遇到一只拦路虎，也许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本人是英联邦一个国家的公民，深受帝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长期执著于经济因素的研究，对经济影响的特征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个研究任重道远，我的研究是否十分客观，实在是不敢吹嘘。然而，开宗明义，指出危险之所在，这也是一个优势。至少，我们可以对这类偏向隐含的危险提高警惕。穷究经济因素的痴迷，正好说明知识垄断的危险，正好说明有必要指出这种研究的局限性。只有研究文明的局限性，再研究其制度的局限性，包括帝国的局限性，世上的各种文明才会绵延不绝。

我们要注意密尔
 
[6]

 的警示。他认为：

诚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仍然普遍实用。然而，如果没有适当的警觉，人就会成为自己假设的奴隶。这几乎是人的思想不可抗拒的倾向。人脑习惯于推理、感知和构想之后，在某些武断的情况下，它就会误认为主观构想是自然法则。［2］


我们要力图逃避他对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的束缚。他觉得，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有可能成为改革的敌人，他们面对着这样的危险。

他们永远在地主、资本家和劳工三个阶级之中转圈圈。他们似乎认为，三个阶级的区别，是上帝指令，而非人事，不受人的控制，正如昼夜划分一样一清二楚。几乎没有一个人去查询：随着社会前进，三个阶级的关系可能有何变化；三个阶级的划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修正而于人有利；在某种情况下，三个阶级的划分是否会逐渐消失。［3］


在多伦多大学，我看到有人对密尔的警示产生共鸣。也许，在北美大学受过训练的人，都容易接受这样的警告。然而，这不是我们自我吹嘘的时候。

我注意这些警告。同时，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是其他帝国种种现象的汇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这样说的。魁北克省法语区的人和南非的荷兰后裔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一接触到这庞大的课题，立刻使人望而却步。一望而知，我们必须挑选那些看上去对课题重要的因素。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在此，我要承认自己的偏好，我特别关注这个论题。我研究加拿大经济史，研究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帝国。我受到一种现象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加拿大尤其令人注目。因此，或许我有过分强调之嫌。简言之，大西洋的水道深深地揳入北美大陆。这些水道有密西西比河、圣劳伦斯河、哈德逊河等河流。在大陆北部（即加拿大），水道密布，前寒武纪地形的地位突出。这些条件促使大宗货物成为生产的重心。生产现在由土著文化决定。河流、湖泊和大西洋航行之利，对大宗货物生产，亦有决定意义。大西洋沿岸各地，都兴起了鳕鱼业，非集中化势在必行。在此，欧洲各国的政治利益都有广泛代表。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河、英国人在哈德逊海湾开发了珍贵的小宗皮毛贸易。大陆内部的发展，却意味着集中化。在这两条水道的竞争中，哈德逊海湾占了上风。1821年之后，圣劳伦斯河不得不改而依赖木材。哈德逊海湾公司垄断皮毛贸易，阻碍了圣劳伦斯河的英国人向西北方向推进。直到1885年，加拿大自治领地成立，政治组织积聚了足够的力量，这种情况才为之一变。这样，横跨大陆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完工。太平洋沿岸发现了金矿之后，定居的人口剧增，金矿很快耗尽。于是，适应太平洋航运的新的大宗货物生产应运而生。木材即为其一。铁路和汽船促使生产集中于农产品，尤其是加拿大西部的小麦。后来的货物，又集中在前寒武纪地形生成的产品上，这些产品有贵金属和一般金属、纸浆和纸张。集中生产大宗货物，以出口到工业更加发达的地区，先是欧洲，后来又包括美国。这对加拿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每一种大宗货物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每当大宗货物的生产转到新的大宗产品的时期，必然要产生危机。旧的结构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调整，然后才产生一个与新产品相关的新的结构模式。随着航运成本的降低，价值较低的货物随之兴起，成为大宗产品。鱼干出口到西班牙，以换取贵金属；木材出口，以支持防御。用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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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来说，“说不上富裕，但很重要”。最后，加拿大的大宗产品小麦满足了工业化的英格兰的需求。有人也尝试过追踪大宗货物早期生产的情况。但是，纸浆和造纸工业的影响，却鲜有清清楚楚的研究。研究纸浆和造纸工业，之所以困难，一是它兴起较晚，二是分析其成品需求很复杂。一个社会集中在大宗产品的生产上，这和地理环境有关。其中的问题不仅与产品的供应地有关，而且与需求地有关。兹略举几例，以说明这些产品的影响。中美洲硬币对欧洲价格，皮货对法国，小麦对英国农业和俄国革命，纸浆和造纸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公共舆论，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法国限制皮货生产；英格兰购货商抵制昂贵的木材，并最终导致《航运法》的废除；欧洲农业反对低价小麦；廉价新闻纸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控制新闻轰动噱头的尝试——这一切都说明，大宗原材料的大规模组织和生产，都会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我们关注的，显然只是某些工具。在深入研究加拿大经济史和英帝国经济史的过程中，这些工具证明是有效的。在研究公共舆论时，乍一看并不适用。我们说，20世纪英帝国性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纸浆业和造纸业的结果，是其对公共舆论影响的结果。表面上一看，这种说法似乎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我觉得用这些熟悉的并且业已证明有效的工具，是明智之举。康斯特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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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给默里（Murray）的信中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你就得等到将来，等到纸张降价之后。”［4］
 无论如何，我已经把自己的偏向对读者展示得一清二楚，希望他们能够有所警惕。

我将勾勒几个帝国之中传播的意义，借以了解传播在一般意义上的作用，借以提供一个背景，使人能够理解传播对英帝国的意义。布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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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从美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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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阿提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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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趋势是走向聚合：古代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不仅许许多多的小王国和共和国被罗马帝国吞并，而且罗马帝国本身也比过去的任何一个帝国都更加走向集中。罗马人的政权崩溃之后，这个走向被颠倒过来。在700多年的时间里，离心力大行其道……从13世纪开始，潮流又颠倒过来……民主制度也好，民族国家的原则也好，在平衡的情况下，都未能阻挡走向聚合的总体趋势。这是过去600年间的显著特征。［5］


在试图弄懂不同趋势有什么基础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关注帝国的问题，那些使“离心力和向心力”成功运作的因素，尤其是我们关注的东西。在广袤地域的组织工作中，传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意味深长的是，布赖斯的三个阶段大体上和以下三个阶段相当：首先是黏土和莎草纸为主媒介的阶段，其次是羊皮纸为主的阶段，再次是以纸为主的阶段。辽阔领土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传播。

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反映媒介对文明的重要意义。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这些笨重的材料适合建筑和雕塑。倚重空间的媒介。有些材料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莎草纸的供应源源不绝，成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与此相反，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有利于分层性质不太明显的行政体制。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这些媒介在盛极一时的历史条件中，文明反映的影响绝不止一种媒介的影响。在这些历史条件中，一种倾向非集中化的媒介，总是受到另一种倾向集中化的媒介的抵消。［6］


为求方便，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在文字时代，我们注意到各种媒介的重要性，比如两河流域的泥版，埃及和希腊-罗马世界的莎草纸，希腊-罗马世界和中世纪早期的羊皮纸，还有从中国引进的纸。在印刷时代，我们可以集中考虑纸这个媒介。但是我们也可以提一提19世纪初的机器造纸和机器印刷，还可以说一说19世纪下半叶用木材造纸的情况。

如果说书面词语和印刷词语决定了文明的历程，那是过于专横。我们应该好好注意帕提森的警告：“写书的人有一个职业倾向，那就是放大自己的功能。他们老是要夸张印刷词语的影响。”我们往往忽视口语词的重要意义［7］
 ，忘记口语词不留什么痕迹。就是在当代文明中，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口语词的重要意义。在条顿和古希腊民族英雄时代［8］
 的伟大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口语词的影响。18世纪末，北欧神话的发现对北欧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9］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口语词的影响。文字发明之前，一种节律的音乐发挥的作用，是减轻记忆压力。诗歌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口头传统的礼赞。萨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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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许多原始语言形态丰富，其潜在的丰富表现力，使当代文明的语言黯然失色。”书面传统对当代语言的影响，是有局限的。

经过世世代代文字传统和印刷传统训练的人，很难欣赏口头传统的力量。语言学家说，口语词起初是歌唱和语言的中间站，是激情的发泄，而不是思想的表达。［10］
 个体的人使用语言时，它和价值观相同的群体脑子里储藏的所有图画性的语词，是截然不同的。用卡西尔的话来说［11］
 ，语言把不确定的思想变成确定的思想，将其储存在有限的确定的领域。口语词给头脑创造的东西打上烙印，赋予它明确的形态，从整个意识领域里选取它需要的东西。然而，个人的言语继续不断地和群体的语言做斗争，总是不断地进行调整。“单纯从语法的观点来看问题，语言的历史几乎就是堕落的历史。”［12］
 斯宾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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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指出：“必须把语言看成是思想的障碍，虽然它是必需的工具。符号传达的简单思想是相当有力的，如果你记住这一点，你就会清楚地感觉到，语言确实是思想的障碍。”［13］
 梅特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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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道：“认为凭借语词，就可以实现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真正的交流，那是没有根据的……从我们有什么东西要向人说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迫保持沉默。”［14］
 他这一段话，也许是对印刷词语支配力量的礼赞。“他们运用思想，只是为了开脱其不公正，他们运用诗歌和格言，只是为了掩饰其思想。”（伏尔泰语）

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实际上，评估［15］
 本身似乎是某种类型的媒介的特征。媒介类型一变，评估类型随之而变，因此一种文明理解另一种并不容易。材料的特性增加了理解的困难，相对永恒的材料，尤其如此。皮雷纳
 
[15]

 曾评说历史的讽刺：由于材料的性质，写得少保存得多，写得多保存得少。莎草纸已经完全消失，而泥版和石头却大体上依然如故。用作永恒材料的石头和泥版，其功用是有限的。这个事实对它们辉煌时期的研究，是有影响的。评估的困难显而易见，考虑时间因素时，尤其如此。由于算术和十进制的支配地位，由于显然依赖手指头和脚趾头，现代学者接受了线性的时间计量。这种削足适履的手段，对于它评估的文明，显然是危险的。评估文明中的许多问题，由此可见一斑。我这篇讲稿，将要对这些困难予以一定的说明。在此，材料的组织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此，讲稿是标准化的、效率不高的交流方法。它强调的是教条的回答，而不是永恒的问题。

我试图用帝国的概念来回答上述问题，把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率的指征。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讲稿将反映具体的传播媒介的效用，看看它们如何创造出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条件。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华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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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乌尔维克(E.J.Urwick)成果的延伸。

关于发明文字的条件及文字对文明的影响，已有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这些成果大体上或过于狭窄，或过于空泛。贝克［16］
 说，文字的艺术便利了人与人之间记忆的传送。于是，人就有了人为拓展可以确认的记忆。记忆之中的物体和事件不必目力所及，也不必处在回忆之中。人思考的时候，用的是符号而不是物体。思想过程超越具体的经验世界，进入概念的关系。在这个观念的世界中，时间和空间均已放大。概念的关系就是这个世界创造的。时间的世界超越了记忆中的物体的范围，空间的世界超越了熟悉的地方的范围。文字极大地提高了抽象思维的能力。口头传统中语言的发展，显然说明了这个问题。名字本身就是抽象的结果。人的活动和力量的拓展，大体上与文字记载的使用和完善成比例。老的口语魔力转化成为新的更加有力的文字记载。僧侣与书记员诠释一个缓慢变化的传统，给既定的权威提供合法的解释。拓展的社会结构加强了领袖的地位，拥有军权的领袖又给其代理人发出指令，由他们去执行。剑和笔携手合作。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得到加强。功能的专业分化开始实行。书记员有余暇去保存和研究文字记载，这就有利于知识和思想的进步。文件的签署、漆封和传送，是军权之必需，也是加强政权治理能力之必需。文字使小型社区成长为大型的国家，又使国家强化而成帝国。城邦基本上是文字的产物。［17］
 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活动的范围拓宽，因而需要文字记载。反过来，文字记载又支持活动范围的拓宽。权力集中和拓展之后，政治结构不稳和冲突又接踵而至。于是，超越个人经验范围的、共同语言的理想形象，就强加在分散的社区头上，并被其接受。有人说，越来越多的文字记载不仅使拓宽的社会结构凝聚，而且使之更加能够改变生活方式。文字发明之后，口头传统和集体社会中那种升华的语言形态，让位于个人的写作。记录和信件取代了集体的记忆。诗歌用文字记录下来，从集体节日里分离出来。［18］
 文字使神话和历史、使熟悉和不熟悉的创作记录下来，使人能够评估玩赏。事物的观念从事物本身分离出来。事物和观念的二元分割要求思索和协调。生命和永恒宇宙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调和个人和宇宙精神的尝试随之而起。

在说到具体的帝国时，必须对上述概括进行修正。华莱斯提请我们注意，和说话相比，文字是第二重的印象，阅读是第三重的印象。二流人物的声音，和一流人物书面的意见相比，给人的印象也不知要深刻多少。

华莱斯先生关于文字意义的概括，可能会妨碍精确的研究并模糊文明之间的差别，因为不同的文明依赖的传播媒介各有不同。我们则试图说明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对不同的文明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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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马克·帕提森（Mark Pattison，1813-1884），英国作家、牧师，代表作有《英格兰的宗教思想趋势：1688-1750》、《布道词和随笔》等。


 [6]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心理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古典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自由主义之圣”,还有人将他的作品《论自由》的发表作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最后完成的标志。他还是经济学的古典学派的最后代表人物,心理化学理论的创始人,是公认的有史以来智商最高的人之一。除《论自由》外,他还著有《代议政治论》、《功用主义》等。


 [7]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主张自由放任，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代表作有《道德情操论》、《国富论》。


 [8]
 康斯特布尔（Archibald Constable, 1774-1827）, 苏格兰出版商。


 [9]
 布赖斯（James Bryce，1838-1922），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创办了《英国历史评论》，代表作有《美利坚合众国》（共3卷）、《神圣罗马帝国》等。


 [10]
 美尼斯（Menes），埃及统一的开国之君，约公元前3100年。


 [11]
 阿提拉（Attila），匈奴王，进攻罗马帝国的最伟大的蛮族统治者之一，434-453年在位。


 [12]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结构主义语言学描写语言学派的创建人之一，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语言，提出著名的语言决定思维的假说，代表作有《语言》。


 [13]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哲学是各学科原理的综合，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提出“适者生存”说，代表作有《综合哲学》、《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等。


 [14]
 梅特林克（Maurice Mea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奖。


 [15]
 皮雷纳（Henry Pirenne，1862-1935），比利时历史学家。


 [16]
 格雷厄姆·华莱斯（Graham Wallas，1858－1932），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费边运动的领袖，现代西方政治心理学创始人，著有《政治中的人性》、《伟大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传统》、《思维的艺术》、《天才的思考》等。


第二章 埃及

尼罗河的泛滥不规则使协力合作成为必须。必须要有被普遍接受的纪律，要有流域全体居民的共同善意，河流造成的黑土地才能得到开发利用。尼罗河行使秩序与集中的原则，必然要求集体的工作，促使人团结，强制人们接受各种组织机构，使人凝聚成一个社会。随后，尼罗河成为太阳神创造的河流，太阳神是宇宙的至上神。太阳神叫做“拉”，拉是造物主，创造了一切人间和神界的秩序，还创造了众神。其威力反映在绝对王权中，一切都从属于绝对的王权。据说，太阳神的威力随着天文学知识的增长而增长。凭借天文学知识，人们可以预测尼罗河泛滥的时间，恒星年发现之后，预测尤其准确。天狼星的升起与河水泛滥的时间巧合。莫瑞特（Alexander Moret）认为，早在公元前4241年，埃及人采用的历法就结合了太阴历和太阳历。这个历法的采用，是上埃及接受了奥西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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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太阳神拉的权威及尼罗河和太阳的权威的结果；如此，肥沃三角洲的大神就将自己的权威强加到埃及的其余地区了。对这些大神的崇拜，正好和政治权势的推广同时发生。普世神在一些地方兴起，其影响由于神权政治而得到延伸，普世神崇拜的传播又支撑起王国的发展。历法成为王家权威的源泉。历法与具体的天象拉开距离，数字的运用开始了，这就给现代的历法提供了基础。尼尔森（Nilsson）认为，这两种成就是时间计算的历史中最伟大的知识成就。

物质生活的成就、葬礼的信仰和习俗，都围绕着国王，由此而实现了统一的王朝，统一王朝的产生是文字发明的社会情景。永生不死的观念加强了国王的地位。金字塔使复杂的木乃伊制作程序，带上了具象艺术的色彩。具象艺术是葬礼的基本要素。

宇宙之初，神圣的语词具有创造性。它对神、人和万物产生作用。这种方式使我们想起“创世记”里的上帝和约翰福音。“我用我口里说出来的话创造各种形态的万物。那时，既没有天，也没有地。”［1］
 在古王朝时期，在固定巫术仪式和公式的过程中，月神透特（Thoth）［2］
 成为太阳神拉的朋友、大臣、书记员和治理国家圣书的保管者。他成为仪礼和巫术大臣。他用说话以及思想和说话的产物来代表创造。口里说的话具有原创性效能，墓葬里写下的文字则使之永恒不衰。［3］
 金字塔中的巫术话语，预设着口语词的丰富性和创造力。

有关神庙结构的小册子、庙堂的装饰书，可能构成埃及庙堂图书馆很大一部分藏书。在这些书里，透特制定了营造庙堂的规矩。图像装饰和圣书文字没有根本的区别。透特是智慧的代表，是“圣语之神”。他是未知而神秘的力量，是书记员之神，一切知识之神。抄书人笔下具有神奇的力量，具有神秘而有力的知识。他“使乌有的东西问世”（brought into being what was not）。神圣仪式的惯用语、特别有效的惯用语小册子、圣语书，都算到透特的头上。据信，他发明了语言和文字。神庙和墓葬的装饰用绘画和文字，图画用来描绘生灵和物体。以此为滥觞，绘图的原则经过延伸和调整，用来满足非图像表达的需要。公元前3500年，文字终于形成。圣书文字是希腊人给神圣文字取的名字。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起，国王的名字、战争、政治事件和宗教教义，用文字固定下来。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印章和花瓶上的名字和头衔、账目和库存、简短的记事。带着原始文字的印章和木牌，记下了阿比多斯王朝突出的事件。文字逐渐向拼音方向发展。到了美尼斯国王时期（公元前3315年左右）［4］
 ，许多图像符号已经具有纯拼音文字的价值，语词的拼写走向正规。

第一王朝（即提尼斯王朝）的开国之君美尼斯（Menes）提出了绝对王权的理论。他在孟菲斯建立新都，以求南北上下两个埃及的平衡。美尼斯是何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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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奥西里斯的继任者，是他们活生生的形象。他与神在一切领域都一模一样，以此确保长生久视。大约在公元前2895年到公元前2540年之间，神授的君权成为集权的王朝。公元前2850年前后的金字塔说明，人民也盼望国王身后如身前一样出现奇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公元前2540年之后，王权开始下降，僧侣和贵族的权力上升。计算恒星年很困难，它每年多出一天。这可能给绝对王权添了麻烦，于是寻找太阳年历的步伐加快。太阳年也许是僧侣发现的。对太阳神拉的崇拜提升到了主神的高度。国王的地位从大神(Great God)下降到拉的儿子，再下降到善神(Good God)。国王是太阳神，他是人，但不用工作，只需存在。他就像太阳，远距离对环境产生影响。太阳就是法律，它把法律强加到万物身上。然而法律又不同于太阳，因为连太阳也归法律管。这个事实的确认，被认为是对政府的发现。［5］
 太阳城是僧侣权力的中心。根据他们的教义，神是智慧之源。神构想了世界，用语词来表现自己。神是政府机构，是绵延不绝的创造力的工具，是法律和公正的信使。国王的敕令相当于造物主的创造。上司的命令下属必须要服从。这是文字的神秘力量强加于人的。其神秘力量是口语词魔力的反射。神极权的力量有利于政治思想的发展。

公元前2360年至公元前2160年经历了一段政治混乱。此后出现了新的政治秩序。王族权力取代了绝对王权。太阳城的僧侣创建了一种新的历法，强制在全国实行。特权从王族到僧侣阶级的延伸，使政治权力向寡头转移。王土的分割有利于封建僧侣阶级和王族官吏。底比斯的几代国王（公元前2160-前1660）恢复了秩序和繁荣。公元前2000年之后，宗教平等取得胜利。人民大众取得了宗教权利，其必然结果就是取得政治权利。法老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接受这个趋势，把权利推广到全体臣民。平民在今世的世俗生活受到承认，他们在来世的宗教权利和长生久视也得到承认。权力基本上是宗教权力，直接参与宗教崇拜的权利又普及到全体臣民，所以平民直接参与牲畜管理和土地占有的权利也随之增加。王土的管理交给农夫，允许平民享受住宅和墓地的部分权利，自由贸易权利和政府职位向平民开放。农夫、工匠和抄书人上升至官吏并参与宗教议事会。

在从绝对王权向比较民主的组织机构转移的过程中，埃及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动荡。与此巧合的是另一个转移，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石头曾经是威望的基础。莎草纸可以追溯到第一王朝，莎草纸卷可以追溯到第五王朝（公元前2680-前2540或公元前2750-前2625）。和石头相比，莎草纸这种书写媒介是极其轻便的。制作莎草纸的植物仅仅局限在尼罗河三角洲，制作的场所局限在它生长的沼泽边上。新鲜的草杆切成需要的长度，剥去绿皮，然后把它削成片，平展开，互相略微交叠，摊在吸水布上，吸水布上再铺一层莎草片，上面又盖一张吸水布，如此等等。然后捶击大约两个小时，使莎草片凝成一张薄纸，最后是把纸压平、晾干。这些纸可以连在一起做成纸卷，纸卷可以很长。这种商品轻便，可以远距离运输。［6］
 灯心草做成的笔用来书写。灯心草切成6英寸到16英寸长，直径约十六分之一英寸至十分之一英寸，一头削尖，击打以分离纤维。［7］
 抄书人的调墨盘有两个槽，分别盛红墨水和黑墨水，盘上还有一个水槽。他用圣书文字抄写，从右至左，或直行或横排，每行长度相等，构成一页。莎草纸卷则握在左手，边写边展开。［8］


石头上锲刻的文字成线形，线条或直或圆，成四方形，上下直行。相反，莎草纸上的文字则可以是草书，以便于快速书写。“圣书文字在石头上锲刻时，工匠小心谨慎，文字的装饰性强。在木头或莎草纸上书写时，文字简化，形态圆润……草书体或圣书体都匆匆挥就，笔法潦草、简省，或略或连……文字不再像图画，而成为单纯的文字。”［9］
 “由于摆脱了石头这个沉重的媒介，”思想得到轻快的特质。“所有的环境都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观察和反思。”［10］
 手写文字的数量显著增长，文字、思想与活动的世俗化就随之产生。古王朝走向新王朝的社会革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雄辩之才如滔滔流水，世俗文学取代宗教文学。

过去，文字仅用于政治、财政、巫术和宗教目的。莎草纸产量增加，圣书文字简化为僧侣文字以适应快速的草书，书写和阅读量随之增加，行政管理更加有效。抄书人和官吏构成有组织的文职人员，官吏负责税务、地租和贡赋的征收和监管。他们的账目必须清楚，同事要看得懂，最高的世俗监管神也要看得懂。到公元前2000年，中央政府雇用了一支书记员大军。文化水平高被认为是飞黄腾达的踏脚石。书记员成为一个职位有限的阶级，写作成为享受特权的职业。书记员进入议事会，和议员平起平坐……书记员无一不能吃上王族的食品。［11］
 “把写作牢记在心上，就可以保护自己，不至于干苦差，还可以官运亨通、享尽风光。书记员可以免予苦差。”［12］
 “书记员指挥所有的人干活。他不纳税，因为他的贡赋就是文书工作。他没有其他的贡赋。”［13］


民主革命（democratic revolution）之后出现了文字的传播。与此同时，新的宗教兴起，并相信不朽，对何露斯、奥西里斯的崇拜就是这样的新宗教。对太阳神拉的崇拜，非常政治化。个人发现了生命的终极意义和满足，这种满足超越了这位政治仲裁者地位的沧桑起落。［14］
 尼罗河神奥西里斯为了拯救人而被杀，因而他成为善神、先王以及儿子何露斯的楷模。作为农业神，他直面死亡，战胜死亡。他的妻子伊西斯（Isis）是巫神。她制定法典。丈夫征战世界时，她治理天下。她说服太阳神拉透露自己的名字［15］
 。因为名字赋予人神奇的自我控制的力量，所以她知道拉和其他神的名字之后，就有了控制他们的力量。到十二王朝时期，奥西里斯成为太阳神拉的灵魂，成为隐藏在拉身上的名字。所以，奥西里斯分享拉在宗教中的至上权威。这反映了尼罗河与太阳的双重影响。昼夜连成一体——奥西里斯代表昨天与死亡，拉是明天和生命。莫瑞特对伊西斯发明的葬礼，作了这样的描写：“这是埃及神送给世界的最宝贵的发现。”

奥西里斯的辅佐神是月神透特（Thoth），透特是文书和行政官。他发明言语和文字，是“创造性声音之主，语词和书籍之师”。他发明了有魔力的著作。奥西里斯成为普及的僧侣文学表现的中心，他以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来教育人。语词充满了力量。神的名字成为存在的本质，书记员的力量反映在神的身上。因为宗教和巫术都是神圣的，所以它们独立门户。僧侣念诵祈祷文，向神献祭；巫师却绕开祈祷和献祭而直接使用力量或骗术。家庭崇拜在奥西里斯的崇拜中保留下来。人民对实用巫术感兴趣，所以它很流行。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有了控制他的手段；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用声音造出一个精神意象；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画出一个物态的形象。在创造性语词的多种活动中，巫术渗透到形而上的观念之中。多神教保存下来，名字成为神的一种精神表现。巫术文学和流行故事保存了宇宙大神的传统。

国王在这次变革中得到实惠，他们成为王-神的肉身。国王是很多神的肉身，这些神包括鹰、何露斯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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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包括拉(Ra)和拉哈喇基提(la-Harakhati)，也包括奥西里斯与伊西斯（何露斯之子），亦包括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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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等等。国王的虔诚在人民中掀起了信仰的巨浪。宗教仪式使他能够指定一个代理人来宣告预言。权力分别委派给了专职的僧侣。他们首先是国王的化身，每天在神庙里主持仪式。对太阳神拉和天上众神（celestial gods）的崇拜仅限于僧侣和神庙。阿图姆城的僧侣浓缩了祭拜仪式中的启示。这种崇拜给神庙提出了偶像的要求。

从倚重石头转向倚重莎草纸，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给埃及文明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埃及很快就在外族的入侵下崩溃。这些外族装备了新的攻击性武器。他们的长剑、强弓和远程武器，击溃了埃及的防线。埃及人用的是战斧和短剑。叙利亚的闪米特人在喜克索斯国王（亦叫“牧羊王朝”）的率领下挥师西进，占领并统治埃及（公元前1660-前1580）。他们使用青铜武器，也许还有铁制武器，并用战马和马车。埃及文化成分抵制异质文化的蚕食，促进了重组，发动了反攻。征服者采用了圣书文字和埃及的习俗。但是埃及文化很复杂，所以埃及人能够抵制并驱逐入侵的异族。也许，他们学会了使用马匹［16］
 ，并向西方的利比亚人学会了使用轻便的马车。公元前1580年之后，尼罗河流域终于得到了解放。公元前1478年，图特摩斯三世在美吉多大获全胜，给喜克索斯王朝以最后的一击。在第十八王朝的统治下（公元前1580-前1343），新的底比斯王国建立起来了。

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定都底比斯，这是埃及文明东部的大都市。法老恢复了王权，夺取了神庙的财产，结束了僧侣割据的局面。王权集中的同时是宗教的集中。诸神都“化为太阳神”。底比斯神系的阿蒙神成为阿蒙拉。公元前1600年之后，阿蒙拉成为凌驾于埃及众神之上的主神。帝国征战的胜利，使僧侣攫取领土并牢牢站稳脚跟。他们的权势日益上升。王族内部争夺王权的问题，使他们能够攫取更大的权力。

赶走希克索斯人之后，莎草纸的使用迅速增加。在驱逐他们的过程中，在新王国时期，透特崇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成为巫术之神。他的名字具有巨大的权势和魔力。他的一些常用的语词被视为符咒，足以抵抗或驱赶凶恶的精灵。到公元前2200年前后，医药和外科手术取得长足的进展，因为木乃伊的制作普及了人体解剖知识。医药和外科手术克服了普遍的偏见。不过，喜克索斯人入侵之后，医学成为仪式和陈规的套语。埃及医学给希腊医生和亚历山大城的解剖学家开辟了道路。［17］


为驱逐侵略者而必须建立的军事组织，成为埃及帝国扩张和发展的基础。在边境之外建立了保护国，这是它保障兵源和减少行政费用的经济措施。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纳入了帝国的版图。增援的力量由海路送达被征服地区。到公元前1469年，埃及控制的领地抵达两河流域的卡尔基米什。公元前1460年至公元前1360年埃及称霸两河流域，法老在被占领的国家行使直接的权利。权利的有效性靠埃及化来实现。在阿梅诺菲斯二世和图特摩斯四世（公元前1447-前1415）时期，通过联姻（图特摩斯四世娶的两河流域米塔尼王国的公主）、阴谋和贿赂（给卡西特人送黄金）等手段，对领地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姻亲的结盟取代了世袭血统的统一。神系的混合成为团结境内不同民族的手段，辅助的措施就是联姻。

在阿梅诺菲斯三世(Amenophis Ⅲ)统治下，埃及帝国达到财富和国力的顶峰。首都和帝国各都市之间建立了邮路。楔形文字取代象形文字，成为比较简易的传播媒介。阿梅诺菲斯三世的儿子阿克纳顿
 
[5]

 试图实行一种新的信仰，把它作为帝国发展的宗教基础。也许他得到了有学问的僧侣的支持，这些人是鼓吹唯一神信仰的哲学家。对阿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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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崇拜，是为了提供一个超越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共同理想，超越埃及人和异族差别的理想。

这一类国际性的趋势遭到信仰阿蒙神的僧侣和司铎阶级的抵抗，他们得到大众情感上的支持。僧侣挫败了强加唯一神崇拜的企图。这种崇拜主要是考虑对帝国的义务。有人说，在反贵族的国王统治下，兴起了一个中等阶级的官僚阶层，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奥西里斯崇拜的民主化。［18］
 异教国王拼死摆脱底比斯僧侣日益占上风的权势，但遭到失败。阿克纳顿的女婿图坦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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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阿蒙神崇拜。他恢复了所有神灵的特权。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他把名字从图坦卡吞改为图坦卡蒙。阿克纳顿未能争取到人民情感上的支持，人民只好私下里转向崇拜奥西里斯，享受奥西里斯特权的那种欢乐。

战功造就了一个军事贵族阶级。他们占有土地，享受特权，成为世袭特权阶级。他们支持恢复阿蒙神的地位。大约在公元前1345年，一位名叫霍伦西布
 
[8]

 的将军篡位以后，在底比斯城行登基礼，接受阿蒙神所赐的王冠，他重建了有利于僧侣和军人的秩序。从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345-前1200）开始，神越来越多地干预个人的私事。僧侣得势，神受欢迎。国王的权威和世俗的公正受到削弱。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300-前1234）是这位阿蒙神的首席代言人，成为朝廷地位最高的人物。到了第二十王朝的时候，海路来的侵略者，夺取了叙利亚各省。到了公元前12世纪末，过去由王后掌握的王位继承权［19］
 成了阿蒙神第一代言人家族的特权之一。拉美西斯五世驾崩之后，王位继承由王族僧侣决定，国王的敕令实际上是阿蒙神的神谕。于是，僧侣的神权政治取代了人的王权政治。神权政治社会的弱点，在亚述人、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入侵中暴露无遗。不过，它也有优点，表现在周期性的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中。亚述人和波斯人企图在埃及建立自己的帝国，遭遇到困难，也许这就神权政治的优点。奈克塔内博（Nectanebo,公元前359-前342）是最后一位宣称自己是阿蒙神后裔的国王。

石头这个传播媒介的主导地位，给文字的性质留下了印记。莎草纸和灯心草笔发明之后，石头大大阻碍了文字的演化。“最早的文字大概是象形文字……同样的图画经过反复使用之后，不仅代表思想和物体，而且代表语词和语音。”［20］
 由于文字对宗教意义重大，莎草纸的供应又充足，所以埃及永远没有迈出逻辑的一步，没有抛弃笨拙的表音方法，也没有创造出一个字母表。它使用纯图像、纯艺术的文字，把图像和声像混合使用。它的文字从来没有前进到固定声音符号的阶段。这种文字用符号表示辅音，一音一符，主要是表示外来的名字和语词。但是，早先的象形文字保留下来，作为简便的缩略形式；抄书人学会了大量的象形文字以后，尤其喜欢使用更加古老的象形文字。埃及人成功于表现辅音，却失败于表现元音。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苏美尔人相反。他们用音符表现语词，把符号数目大大地减少到最低限度。［21］
 苏美尔人的文字区别辅音和元音，辅音表示词根，元音表示词根的形态及词根的意义变化。这就为完全分解词语和音节，寻找音素开辟了道路。阿卡德人却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走音节文字的道路。［22］
 埃及人则用24个符号来表示24个辅音。

文字发展的局限表现在文学中。文学的新鲜感，有赖于写作艺术与实际言语的和谐统一。［23］
 莎草纸发明以后，教谕性或反省式的文学到公元前2000年已经露头。不过，文学形式的高峰是在此以后才出现的。皮特里说明文明演进的模式时指出，公元前1550年，埃及雕塑越过了古典风格；到公元前1470年，其绘画奔放不羁、潇洒自然；到公元前1350年，文学风格也潇洒自由了；到公元前1280年，手工技艺已经十分重要；到公元前1140年，财富使埃及人独霸天下。［24］
 阿克纳顿试图击破僧侣的权势，重新塑造人民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的另一个潮流，是使书面语言和口语协调一致，并改进口语和文字。公元前1370年前后产生的《日轮颂 》，是世界上第一首真正的一神教的颂诗。［25］
 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僧侣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口语和书面语分离，因为僧侣的行文矫揉造作。人们认为，埃及是第一个拥有自觉文学的文明，他们是为文学而文学。然而，它的文学失去了清新的风格，让位于矫揉造作、虚夸浮华，往往置内容于不顾。

书记员享受的特殊地位，使希伯来意义上的先知无法出现。埃及人喜欢道德说教。最高级的文学是表现智慧的文学。［26］
 他们的文字来源于一系列意义双关的图形文字，他们追求“语不双关死不休”。他们没有大量的民族史诗，不过他们成功地推出了世俗的抒情诗，而“巴比伦人却完全忽视了抒情诗”［27］
 。埃及奉献给世界的，“就我所知，是最早的爱情诗”［28］
 。埃及也是短篇小说的故乡。埃及人讲故事就是为了讲着玩。

埃及人没有和《圣经·申命记》类似的法律书。在旧王国时期，严格意义上享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就是唯一的立法者。莎草纸发明以后，行政体制成为由许多官吏组成的政府。行政及其对文字的依赖，意味着政府要得到宗教的庇护。其结果是对法律的侵害。法律诉讼在埃及文学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埃及人对司法裁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第十九王朝以后的历代王朝中，埃及人始终致力于建立一个程序法，试图将其建立在对义务无所不晓的基础之上。他们把永久性财产当作具有法人属性的东西来处理，可能对罗马法产生了影响，也可能对公司法产生了影响。

书写困难，需要特殊的技艺，要学很长时间。读书也需要长时间的教育。书写之神和主要的神祇关系密切，反映了抄书人对宗教的影响力。这些书记员具有专业人员的全部资格，跻身于国王、僧侣、贵族和将军等上层阶级之中，与农夫、渔夫、工匠、劳工相对。写作的复杂性有利于僧侣垄断并增加控制权，有利于知识限制在特权阶级手中。知识的垄断与其复杂性相关，这也有利于神魔作品在民间流传。 巫术和宗教的捷径扎根在书吏手中。这是跻身统治阶级的一个令人尊敬的有学问的行当。国王试图逃避这个垄断的圈子，终究败在这个圈子手下。对知识的垄断控制，挫败了国王建立帝国的企图。埃及帝国之所以受到局限，原因之一就是其宗教制度太富有刚性；这个僵化的体制又受到知识垄断的支持，它的文字太复杂了。

尼罗河要求统一的调控，要求正确预报其汛期。也许，君主政体的建立和这些要求不无关系。君主修建金字塔，以加强自己的地位；金字塔反映君主控制时间和空间的权力。但是，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垄断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然而此时的知识垄断却不能准确预报汛期，因为它依靠恒星年推算汛期不准确。一个与石头竞争的媒介发明了，这就是莎草纸。它有利于宗教地位的上升。也许，其长处凑巧和另一种预测方法的发现有关。这种预测方法依靠的是太阳年。莎草纸发明之后出现了混乱，彼时的埃及正受到外族的入侵。国王和僧侣的融合支持了成功的反击，埃及帝国随之兴起。但是，这种融合无法维持，也无法建立灵活的宗教组织和政治组织。原因之一是与莎草纸相关的知识垄断，是复杂的文字。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对石头这种传播媒介的倚重，给绝对王权提供了背景。然而，其垄断地位又诱发了莎草纸的竞争，一种宗教和象形文字支配的新型垄断随之出现。这种新型垄断给埃及帝国带来麻烦，也给企图控制埃及的其他帝国带来麻烦。文字垄断倚重宗教和时间观念，挫败了解决空间问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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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奥西里斯——冥神和鬼判。


 [2]
 何露斯（Horus），埃及太阳神，奥西里斯与伊西斯（Isis）之子，状如鹰或鹰头人身。


 [3]
 塞特（Seth）,恶神，何露斯之兄弟。


 [4]
 阿蒙（Amon）为古埃及主神，相当于希腊的宙斯，与拉神融为一体，成为阿蒙拉。


 [5]
 阿克纳顿（Akhenaton, 公元前1380-前1362），人类历史上发明一神教的先驱。


 [6]
 阿托恩（Aton），古埃及太阳神，形状为日轮。


 [7]
 图坦卡蒙（Tutankhaten，公元前1341-前1323），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法老，原名字“图坦卡吞”，后改为图坦卡蒙(Tut-ankh-amun)。


 [8]
 霍伦西布（Horemheb），埃及第十八王朝最后一代国王，原为北埃及军队统帅，以孟菲斯为都城，在底比斯为阿蒙神修建神庙。


第三章 巴比伦王国

在埃及，计时和预测尼罗河汛期的能力成为权力的基础。在两河流域南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经过改造，以适应灌溉和有组织的控制。它们对预测汛期时间的要求并不高。苏美尔是一个由城邦组成的国家，大祭司是神的直接代表。城邦之神即国王，凡人之君只不过是神的佃农而已，但他有管理民事的地位和权力。

有人说，苏美尔文字的发明和计账及录事有关，因此说它是数学的产物。现存最早的泥版包括大量的法律合同、买卖契约和土地交易文书，它们反映了世俗和功利的兴趣。账目、库存目录、史记、神庙和城邦的描写等，都说明神的兴趣所在，说明神关注的是资本、土地和银行。随着岁入的增加，复杂的记账和文书就顺理成章，而且这些东西一定要使同事和继承人能一望而知。庙堂成为香火不断的“公司”。神庙的组织机构发展，它们占有的土地增加，积累的资源越来越多，其中的功能分化就越来越细。分工的细密和财富的增加带来了竞争和冲突。

巴比伦和亚述冲积平原的黏土用来造砖，并用来做成泥版书写。现代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文字记录，有助于我们描写苏美尔及尾随其后的文明，使我们能够描绘他们的重要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可能反映了某种偏向，而这些偏向仅仅是偶然与其传播材料的性质有关。另一方面，这个偏向又指明了该文明的显著特征。书写前，黏土要反复揉搓，做成薄片或薄版。刻写需要湿润的黏土，可是泥版干得很快，所以写的时候要快而准。芦苇秆锋利如刀，可以在泥版上刻出笔画很细的象形文字。在石头上刻写的线形文字大概也如法炮制。用芦管笔画线时，笔容易把泥版粘起来，刻写时要垂直或斜向运力，同时用力向下压。芦管笔杆呈四方形，笔尖呈三角形，长短如今日之铅笔，笔端削去一角以成斜面。这样的芦管笔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后半叶问世。笔端成楔形，用力时就刻下楔形的线条，如果轻压，就需要来回刻画几次，方能成形。而省力的原理却要求减少刻画的次数，所以象形文字的痕迹荡然无存。黏土这种媒介本身就要求从象形文字简化为楔形文字。“图画和文字之间的鸿沟因此而填平。”［1］
 楔形文字的特征是三角形，笔画平行。线条长短和深浅不一，刻写复杂，泥版的尺寸逐渐加大，手握泥版的角度也略有变化，这一切都使文字加速走向约定俗成。手握泥版角度的变化决定着笔画的走向，图像转变为符号的过程随之加速。［2］
 图画向文字的转变开始于最常用的符号，于是楔形的笔画很快就取代了一般的线条。象形文字不足以表现长篇的宗教文本或历史文本，于是许多符号就用来代表音节。到公元前2900年，文字形态成熟，符号丰富。到公元前2825年，书写的走向和词语在句中的逻辑位置固定下来。符号在大型泥版上分区排列。书写的走向从左至右，笔画的走向亦从左至右平行排列。圆筒形的东西可以在湿润的泥版上滚压，形成连续的印记。于是，石头雕刻的圆筒形印章开始启用。印章上刻着个人的印记，用来表示个人身份及财产归属。在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社会里，这样的印记是很必要的。人们把私章挂在脖子上，需要时就盖章，用来签署财产契约。

用具象的象形文字来表达复杂的词汇，需要用很多字。为了表示对原初意义的修饰，后来增加了大量的符号，大约有2000个。到公元前1900年，词汇中出现了音节符号。词汇多半是单音节的，修饰符号减少到600个。其中的100个表示元音，可是没有表现辅音的符号，也没有形成字母表。楔形文字既有音节文字的属性，也兼有会意文字的性质，多半是一符一词。许多符号是多音节词，且为多义词。苏美尔文字没有性的变化，而且常常省略数、人称和时态。文字和单词对应或音节对应的思想还没有完全形成。象形字和会意字已经具有抽象的音值，所以研究文字自然和研究语言联系在一起。

晒干的泥版容易变形。焙烧克服了这一缺陷。不容易毁坏的泥版，才能够担保商务函件和私人信札不被篡改。泥版适宜长期使用，然而它笨重，不适合用做远距离的传播媒介。这个属性有利于在人口非常分散的地区长期保存。适合远距离的文字倚重的是统一，倚重的是符号的稳定和规范。广泛的商业活动需要大量的书记员，或大批会读书写字的人。反过来，复杂文字的书写又需要长期训练，需要专门的学校。神庙的账目和记录编成了课本，上面还写着僧侣的名字。为了训练书记员和行政人员，建立了专门的学校和培训中心，这些学校常常和神庙有关系。学校特别强调语法和数学。书写成为教育的基础，受到僧侣的控制，所以书吏、教师和法官在一般的知识和判决中，都把宗教观点视为理所当然。书记员负责保存神庙中大量的记载，负责在僧侣法庭上做笔录。民事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涉及法律问题。一切都用笔录，而且盖上印章，契约的各方和证人都盖章。在每一个城市，法庭的判决成为民法的基础。神庙增加，崇拜的力量延伸，僧侣的力量和权威也随之增长。黏土的特性有利于文字的规范，有利于城市的非集中化，有利于神庙中组织的延续，有利于宗教控制。商务需要记账，不同地区之间的通商尤其需要数学，这就促进抽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僧侣和神庙组织聚敛的财富日益增加。与此同时，数学和文字也得到发展。城邦之间残酷的战争接踵而起，专职的行伍和雇佣兵也随之兴起。有人说，宗教组织对文字和教育的控制，使技术变革和军事力量受到忽视。神庙政府即僧侣组成的委员会没有能力指挥有组织的战争。于是，与僧侣比肩而立的世俗政府就应运而生。世俗政府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把王公带进神的世界。僧侣组成一个多层的体系。但是，由于需要统一指挥，君王的权力在战争中得到加强。“军队的本质是适宜君主独裁的。”作为战争首脑，君主指挥一个由专家组成的核心。军队给人才开辟了道路，但是，关心人才晋升的统帅，又暴露在竞争者的危险之中。战争的胜利，必然意味着对领土的控制；把领土的管辖权交给将领，可以减少他们觊觎妄为的危险。路途的延伸，管辖权的分派，激发了对司法行政的厌恶。国王对执法中的严厉和不公形成钳制，这样的严厉和不公是宗教统治的特征。［3］
 公元前2590年前后，乌鲁卡吉那（Urukagina）国王拯救了许多阶层的人民，使之免受僧侣的榨取，并遏制了奢靡的葬礼，解放了农奴。民法慢慢成长，人民受城邦的律令、体制、统治者和神束缚的情况，有所改变。

君主制最大的好处是明白易懂。“人们因为幻想力差而受到统治。”［白哲特（Walter Bagehot）语］威望高的人君成为人神（man god）。巫术时代过渡到了宗教时代，但是巫师变成了神君（divine king）。绝对君权的王朝往往不稳定，不仅因为军队里总有人跳出来挑战、形成威胁，而且还有继位的问题和是否得民心的问题。摧毁旧的首都，以摧毁被征服的统治者的威望，用新的首都取而代之，同时又允许被征服人民的神进入万神殿，这只不过是要将众神的地位重新排座次。新的君主试图使宗教富有弹性，以适应武力支撑的政治组织的需要。君主遭遇的困难，使乌尔人的第一王朝垮台，又使他们后来能成功抗击苏美尔人的入侵。

苏美尔人善于使用弓箭，发明了四驴拉车，但他们被阿卡德人征服了。在萨尔贡（Sargon）和阿加德（Agade）时期，阿卡德人（Akkadians）建立的帝国也许到了小亚细亚和地中海。阿卡德帝国的灭亡，可能是由于被征服者的反抗和古蒂人（Gutium）的入侵。苏美尔人的反抗最终获胜，第三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乌尔-拉姆，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474年。在权力集中的体制之下，各城的总督由于文官的扩张而受到削弱。第二位君主统治下建立了法制，以保证商务和文书制度的统一。闪米特入侵者自封为神，邓吉人（Dungi）萧规曹随，然而他们又抛弃了苏美尔人使主神掌实权、国王当副手的制度，并且在神化君主中迈出了最后的一步。对君主的崇拜旨在实现宗教的统一，宗教的统一成为政治统一的基础。在苏美尔人的统治下，土地属于神，人要缴地租。但是，闪米特人的制度比较简单，只需缴税就可以拥有土地。

君主制兴起，统一经济体制出现，这和分权的神庙制度形成强烈的反差。随之而起的是改朝换代的无休止的战争，战争和条约的文件中反映出人们对无休止战争的忧心。苏美尔文明具有文化和道德优势，可是公元前2187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却被野蛮的埃兰人（Elamites）摧毁了。公元前2125年亚摩利人苏美尔-阿本（Sumer-Abum）自封为巴比伦王。到公元前2007年，巴比伦王国控制了阿卡德人的大片土地。公元前1792年前后，汉穆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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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胜埃兰人，巴比伦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

苏美尔文明臣服于闪米特人，这对文字的程式化具有重要意义。苏美尔语显然是黏合语，征服者不愿意使用这种复杂的语言。不同结构的语言结合有困难，于是比较古老的语言就被新的语言取代。苏美尔人不需要多少符号来表示音节，但是巴比伦人不得不拼写出单词的每一个音节。苏美尔语是以单词为本位，阿卡德语是以音节为本位。［4］
 阿卡德语有275个符号，辅音和元音的结合，阻止了字母表的兴起。征服者放弃了原始的埃兰文字，对被征服者的文字略做调整，采用楔形文字。于是，苏美尔语就成为死的语言，仅仅保存在僧侣留下的宗教文献中。但是，其中非象形的音节符号被征服者接受下来，那些表征物体和观念的符号也接受下来，只不过把它们转换成为闪米特文字罢了。不过，这样的会意字却采用了苏美尔语的读音。和苏美尔文本的接触，使闪米特人认识到抽象符号的意义，其中一些符号成为代数的基础。［5］
 汉穆拉比完成了苏美尔文字向阿卡德文字的转变，使这种闪米特文字成为官方的语言。亚摩利人（Amorites）强化了阿卡德人的语言选择，他们的语言既是通俗语又是官方语。巴比伦人使用的文字不是闪米特文字，可是其读音基本上是闪米特读音。他们受苏美尔文字的影响，没有发明字母表，只学会了用音节符号来表示元音和辅音的结合。

没有人再说苏美尔语，它成为僧侣文本中的化石语言。不过，在它没落的过程中，苏美尔人还是表现出对入侵者的蔑视，其间发生了活跃的文学活动和历史活动。虔诚的书吏强调杰出的文化成就。他们抄写古代的书籍，把书籍分类安排存放在神庙的藏书室里。他们为神庙里的仪式准备颂歌、书籍和祷告文。他们训练有素，通晓苏美尔传统，讲究学问，强调知识的系统性。他们写语法书，编辑词典（或许叫“词汇表”吧），把苏美尔文献翻译成闪米特文，给闪米特读者使用。口头传统也记录下来，文学成为宗教的奴仆。他们发明了史诗的形式，用史诗来“详细表现半神半人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供宗教仪式使用。［6］
 抒情诗也用于宗教仪式，其水平接近最优秀的颂歌。［7］
 巴比伦文学对充满智慧的文学贡献不大，也没有显示出为文学而文学的倾向，［7］
 但是它达到了一个审美高度，它奉献给神的颂歌、抒情诗形式的祷告词和忏悔的诗篇，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8］


政权巩固以后，宗教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成为一个系统。在被征服者的脑子里，宗教拥有神圣的权威。苏美尔人的神保留下来，但是神已经改名换姓，换上了闪米特神的名字。神的数量减少，产生了向一神教过渡的动力。太阳神阿努（Anu）执掌天，乌鲁克（Uruk）处在信仰的中心，水神埃尔（Er）在埃里度（Eridu）城居于中心的位置。在苏美尔时代，尼普尔（Nippor）城的主神恩里尔（Enlil）雄踞万神殿之首，执掌风暴，吸收了太阳神和农业神的一些特性。辅佐他的宁里尔（Ninlil）成为众神之母。彼时，宁里尔臣服于马杜克(Narduk)，马杜克成为巴比伦神，他吸收了巴比伦帝国其他神的神力和神性，成为太阳神，执掌天地。世界分为天地水三界，每一界配一位主神掌管。马杜克的儿子那布（Nabu）成为掌管文书的神，他给予人理解力和智慧，书吏的笔是他的一个象征。

苏美尔人的影响见诸文字、宗教仪式和信仰，见诸征服者的军事组织中，也见诸法律。统一的巴比伦贸易开始扩张，接着就出现繁复的行政体制和复杂的社会生活，于是就需要各级法庭，于是僧侣的权威就削弱。神庙仍然是庞大的组织和司法中心。然而，宫殿庞大的工程又有利于私人商务的成长。汉穆拉比宣称，其法律是正义之神授予的，他把宗教法庭置于民事法庭之下。国王是法律的公仆，而不是法律的源泉。法律指引君主，保护臣民，被认为是神的敕令、圣裁。通过立法体系，而不是通过法典，新法和旧法协调起来。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司法行政得到重新组合。昔日僧侣用法典确定的权利和特权，如今按照贵族的地位做了调整。民法和被征服城市的风俗做了系统的安排，完全摆脱了宗教的仪轨。在苏美尔人的时代，领养小孩已成风气，可能是因为神庙里实行神娼，所以这里出生的孩子不知其父。不过与此同时，法律仔细规范苏美尔人的家庭生活，也保护个人的权利。显然，汉穆拉比想根除宗教影响。他用严刑峻法来维护家庭神圣的纽带。婚姻基本上建立在正式文书的基础上。家庭是一个单位，具有亲和力，用严格的规矩来保证财产的继承和分割。家庭财产的权利绝对不能撤销，家庭的团结因此而得到保障。子女安家以后，各自享有权利，但是严格的继承顺序是不能改变的。

为了遏制腐败和懒惰，汉穆拉比实行中央集权，完善行政体制，建立了国家大事的指挥系统，甚至对细枝末节也亲自监察。巴比伦帝国成为一个政治现实，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共同的首都，共同的成文法典，共同的历法，长期稳定的行政体制。为了标记和区分月份，它借用了苏美尔历法中的会意字，借用了月份的名称，一年354天，是太阴历。关心神庙地产管理的僧侣，对宗教仪式、节日时令和时间的计算进行调整，使之成为实用的职业。在农业社会里，宗教的重任是推算重要的日期，以确定循环变化的四时节令。显然，闪米特人首创了月亮崇拜。这适合炎热的气候，固定了时间的计量，并使之连续不断。研究天文学的目的，是要确定四时节令和庆典日期，观测的结果用文字记录在案，于是人就掌握了时间。在闪米特人统治时期，历法由一个中央权威机构来制定。计算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这使国王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一个月——闰月。黄道十二宫的观念形成，白昼也分为十二时，夜晚亦然。

数学和计时促进了气象学的发展，促进了60进位制的建立。“这个发明使巴比伦人光耀千秋。”［10］
 其流布范围远远超过了两河流域，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英国的货币制度。在处理分数上，60进位制显然比十进位制优越。国王宣布在整个帝国施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谷物和金属的计量统一，这就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统一帝国贸易的发展，自然就促进了数学的发展。研究数学和记账、土地丈量、历法的需要相关。数学文本用来补充口授之不足，所以常常出现在具体的事例中。学徒向老师学习建筑、工程和商务，尤其是学习利息的计算。显然，公元前2000年之前就发明了九九表，不过计算时主要还是用加法和减法。已经掌握了分数，掌握了位值数，不过零这个符号的使用并不始终如一。计量必然需要抽象思维，最后衍生出欧几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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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但是，数学符号并不发达，几何学的成就主要是表现在装饰艺术之中。

文字和数学的发展，度量衡的标准化，历法的调整，都属于都市革命的范畴。书写规则和标注系统用于生意买卖和税务管理。有人认为，“文字的发展，并非有意预设，而是社会秩序的产物，这个社会秩序建立在承认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11］
 科学的进步依赖这样一个“观念，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个人的权利受到相应的重视”。［斯佩塞（E.A.Speiser）语］［12］


都市革命之后，帝国财富积累，必然引起拥有有效战争手段入侵者的觊觎。山区的雅利安人学会了骑术、养马，学会了驾驭马车，所以他们能够支配整个帝国。赫梯人进攻巴比伦帝国，大约是在公元前1950年到公元前1926年之间，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促成了帝国的灭亡。赫梯人之后兴起的是卡西特人。大约在公元前1746年，干达什（Gandash）自封为巴比伦国王。他建立的王朝，直到公元前13世纪才灭亡。闪米特人向北推进受阻，于是被迫转向埃及的喜克索斯王朝即牧羊王朝。后来，赫梯人［13］
 ，包括米坦尼人 、凡尼人［14］
 和卡西特人侵扰北方，直到卡帕多西亚（Capadocia）地区。公元前2000年前后，商旅已经把楔形文字传入这个地区。楔形文字可能受到赫梯人象形文字的压制，不过它还是在博加西-丘伊（Boghaz-keui）等都会地区通行，它限制了赫梯人象形文字的发展。

赫梯帝国内外交困，因为它没有一以贯之的有效文字，也没有宗教起稳定作用的保守影响。僧侣国王二者兼于一身，国王即太阳，女僧侣就是众神之母。领土神是女王。但是，他们的宗教没有学问的支撑，也没有大量的书写材料比如黏土的支撑。米坦尼人遭到埃及王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Ⅱ）的进攻（公元前1470-前1420）。图特摩斯二世（Tutmes Ⅱ）娶了赫梯公主之后，进一步受到埃及人的影响。这一次的联姻从公元前1440年到公元前1380年。大约在公元前1370年，赫梯国王苏皮卢利乌马（Supiluliuma）制服了米坦尼人，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王国和中央政府，官吏均宣誓效忠。这就满足了日益复杂的帝国的集中行政的需要。一个强大的帝国首都，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加上铁器的使用，使赫梯人在巩固政权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埃及在叙利亚的省份受到赫梯人密谋的侵蚀。但是，到公元前1272年，赫梯国王哈图西利（Hatusil）与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签订条约，拱手把叙利亚和西亚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岸的土地都割让给埃及。不久，亚述帝国的撒缦以色一世（Shalmaneser Ⅰ, 公元前1280-前1250）征服了米坦尼人。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赫梯人的卡帕多西亚帝国崩溃。公元前1150年前后，赫梯人进攻巴比伦，但是被尼布甲尼撒一世击败。接着，大约在公元前1180年，卡西特人进攻巴比伦。公元前14世纪善于航海的民族亚加亚人（Achaeans）开始扩张，接着地中海东岸的国家遭到侵略。大约在公元前1184年，希腊人在特洛伊城打败了赫梯人的联盟。［15］
 赫梯人奋起抵抗来自南方和东方的蚕食，这就促进了爱奥尼亚地区国家的成长；赫梯帝国收缩，这给新的扩张提供了机会。

格拉希-皮雷萨（公元前1090-前1060）摧毁了赫梯人的联盟，为建立高效的帝国打下了基础。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阿拉姆人（Arameans）推进到幼发拉底河左岸，蚕食亚述人的领土，致使亚述帝国版图缩小。于是，公元前1050年，赫梯人就有机会在幼发拉底河上的卡尔基米什(Carchemiish)建立一个桥头堡。经过亚述帝国第一期的扩张之后，阿拉姆人也许吸收了赫梯人的文化，使自己的风俗和语言占了上风。他们被赶到叙利亚北部之后，可能把米坦尼-赫梯文化引进芝尤里(Zenjuli)地区，其中就有闪米特人浅雕文字的习俗。为了满足贸易的需要，公元前10世纪在卡尔基米什出现了这种简化的文字。公元前9世纪，这种文字传播到小亚细亚。这种文化引进，有利于加强叙利亚北部发展的趋势。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12世纪，这个地区比较太平，贸易发达。在这个时期，赫梯人的象形文字简约成为纯粹的线形文字。赫梯人的文字沿着一条独立的路线发展。与此相对，卡帕多西亚的象形文字受到楔形文字的阻碍而停滞不前。凸雕和浅雕的赫梯文字都用于印章，更加精细的文字广泛地用来记录大量的文件。在叙利亚中部，埃及的影响更加显著。到公元前900年，赫梯文字离腓尼基文字已经相去不远了，因为它已经具有半拼音文字的部分属性。在与腓尼基文字的竞争中，赫梯文字和凡尼人的文字一道消亡了。北方的黏土少，莎草纸和羊皮纸上的弧形笔画的线形文字又问世了，于是公元前10世纪前后的叙利亚北部［16］
 出现了一种由22个线形符号组成的字母表。

亚述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一个帝国的组织机构。他们强调行政管理作为帝国的基础。撒缦以色三世(Shalmaneser Ⅲ)完善了省政府的体制，委任省长，由省长征收贡赋。被征服的国王由亚述官吏取代。他放弃了昔日各帝国的治国政策。为了求得由国王个人名义实现的统一，过去的帝国，往往让国王一人用不同的名义和头衔，治理被征服的国家。亚述人不一样，他们缺乏商业兴趣。他们之所以夺取商业城市，并不是因为这些城市是竞争对手，而是为了掠夺、征税，为了夺取战略要地。在第二波的军事扩张中，他们依靠更加广泛使用的铁兵器，铁兵器是赫梯人生产的。同时，亚述人依靠改良的战马，依靠更加有效的军事组织。他们用上亚洲（Upper Asia）和欧洲的高头大马与轻巧的利比亚马杂交。高头大马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出现于巴比伦，轻巧的杂交马在公元前10世纪由埃及人出口到西亚。到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巴比伦的所罗门国王、赫梯王和亚述王都学会了使用非洲马。快速的利比亚马和粗壮的亚洲马杂交以后，驾驭马车的民族就成了骑马征战的民族。驾驭战车的军人仍然是亚述人中的精锐之师。不过，亚述纳西拔二世（Ashurnasipal，公元前885-前860）大量使用从盟友那里得到的骑兵，以弥补战车之不足。同时，他还使用众多的亚述本土的步兵集团。攻城锤和攻城车对付南方砖修的城墙，是非常有效的。

公元前877年攻占卡尔基米什的战役，说明了亚述武功的成就。到公元前740年，卡尔基米什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公元前717年，它成为亚述的一个行省。公元前729年，提格拉·帕拉撒三世（Tiglath-Pileser Ⅲ）成为巴比伦国王。改朝换代的困难露了出来。撒缦以色五世（公元前728-前722）之后，亚述将军萨尔贡篡位。他用低架战车取代了高架战车。原来的高架战车只有乘员二人，新的低架战车可载兵士三人。于是，骑兵广泛用于实战。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步兵中的弓弩手成为重要成分。亚述军队的战斗力登峰造极。

辉煌的武功也许正好给征服者的统治加重了困难，通过宗教来统治尤其困难。在巴比伦，神庙和宫廷分立。亚述人却将其合而为一。国王就自任大祭司。神王集于一身的国王成为政权的中枢。神庙从来没有独立的地位，僧侣的权力受到限制。宗教帝国主义以太阳神阿舒尔(Ashur)为核心，其配偶伊师塔（Ishtar）也单独受到崇拜，也有她自己的神庙。阿舒尔取代了巴比伦的马杜克和恩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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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雄踞万神殿之首。阿舒尔成为众神之父，阿卡德人的撒玛什（Shamash）似乎代表太阳神。巴比伦知识神那布的地位上升，这也许是抄书人行会强大的反映，因为那布是他们的行业神。到公元前709年，“楔形文字和君主政体的滥觞”［17］
 成为巴比伦国力上升的手段。巴比伦后期内外交困，公元前689年被亚述王赛纳克里布(Sennacherib)灭亡。然而，巴比伦僧侣的影响仍然很大，赛纳克里布的儿子伊萨哈顿(Esarhaddon)被迫重建了巴比伦城。

巴比伦的宗教仪式在削弱国王专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亚述人的一神教和普世宗教逐渐让位于巴比伦数量泛滥的巴比伦神。亚述人本来要抵消巴比伦的影响，但他们反而使巴比伦的影响增加。萨尔贡在杜尔萨卢金（Dur-Sharujin）修建宫廷和图书馆。他的儿子也扩大了图书馆，添置了苏美尔古方言的文本，又在尼尼微修建新的宫殿。他发布敕令，搜集亚述文的写本，以便抄写新本。亚述人收藏亚述书吏抄写的巴比伦文献，提高了尼尼微的地位，使之成为宗教中心和政治中心。这反而加强了巴比伦的影响。苏美尔经典有了译本，并有专人研究。原来用绵羊作牺牲并用羊肝占卜的习俗［18］
 保留下来。南方的庙塔传入北方，变化成庙堂的尖塔。亚述王巴尼拔（Ashurbanipal）在位时，征服了埃及，从巴比伦的原著中翻译出许多抄本、集子和修订本，从而出现了文艺的复兴。亚述人的语言在许多细部上和阿卡德语不同，他们使用汉穆拉比的楔形文字。但是，保守的倾向使他们的文字比巴比伦商人简化过的文字还要复杂。由于巴比伦的影响，亚述人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文学传统。本族的宗教文献完全以阿舒尔为中心。王族的历史记录完全是亚述人的风格。圆筒形泥版和六边形泥版发明之后，密集的线条可以用来刻写比较长的记叙文。提格拉·帕拉撒一世在位时，这样的风格得到充分的发展。

亚述人公元前674年入侵埃及，公元前671年夺取孟菲斯，公元前668年把底比斯劫掠一空。于是埃及成为亚述的一个行省。领土扩张增加的压力，形成了一场灾难。在伊萨哈顿统治下，战争的重负已经削弱了行政管理。历史证明，只有强有力的君主才能偶尔把幼发拉底河上游和下游统一起来，巴比伦的文化势力和宗教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在这个重负之外，又加上了吞并埃及的文化和宗教负担，亚述帝国的结构不得不实行了比较灵活的政策，帝国内部的巴比伦地区出现了自由的城市。各个城市享受一定的自由。市民领取的特许状注明享受的权利。王族周期性地腐朽衰败，于是就出现改朝换代。新王朝生气勃勃的统治者拒绝在旧都城修建宫廷。他们修建新的首都，以避免旧朝廷中的敌人，并由此抬高自己的威望。他们在两河流域下游用石头而不是用黏土和砖头修建新都，耗资惊人，耗尽了民力。在公元前4世纪末，又一拨操印欧语的马背上的民族，像潮水一样地涌进小亚细亚。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进攻吕底亚。公元前612年，锡西厄人（Scythians）、米底亚人（Medes）和巴比伦人联手摧毁了亚述人的都城尼尼微。

亚述帝国的扩张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阿拉姆人通过陆路把埃及、叙利亚和巴比伦的产品送往东方。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修建了蒂尔(Tyre)、西顿(Sidon)和比布鲁斯(Byblos)城，开展海上贸易。亚述帝国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和阿拉姆人使用字母表。膨胀的帝国内部实现了和平，生产效率随之提高。亚述文化是帝国文化。它征服和吸收了不同语言、种族和文化的民族。所以它大规模地使用驱逐出境的办法，以勾销民族主义和狭隘地方主义的文化。公元前7世纪末，阿拉姆人的城邦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占了上风，政治腐败随之出现。这些城邦被毁之后，阿拉姆人转向贸易，他们在叙利亚帝国的辽阔领土上做生意。公元前12世纪末，骆驼被驯化之后，骆驼商旅成长起来。巴比伦的度量衡推广到更辽阔的地区。精炼的银币上压上了神像，以担保银币质地纯正。这是有效金属货币的滥觞。到了公元前9世纪中叶，叙利亚已经广泛使用字母表。在叙利亚北部的文献中，发现了阿拉姆人使用腓尼基人的文字和语言。亚述王赛纳克里布之后，阿拉姆人计算重量时就只用自己的文字了。在商务文件中，他们用楔形文字，但是在目录和摘要中，他们却使用阿拉姆文字。到了公元前8世纪中叶，亚述人的文字记录已经完全使用阿拉姆文字了。泥版和陶土碎片上都已经发现了墨水写的阿拉姆字。一些图画中表现这样的两个抄书人，老师手握硬管笔和泥版，徒弟手握墨水笔和羊皮纸或莎草纸。羊皮纸最早出现在提格拉·帕拉撒王朝，侍奉古拉（Gula）和伊师塔（Ishtar）的僧侣用羊皮纸书写。由于莎草纸容易损坏，所以它的流布不如羊皮纸快，羊皮纸上可以用笔、墨水和字母书写。随着文字的演进和羊皮纸的使用，帝国的官员就处在被严密的监督之下。他们根据详细的指令办事，随时准备被召回述职。和首都的交流每天进行。行政工作效率更高，新的语言和新的传播媒介应运而生。

字母表发明以后，更加有效的文字迅速传播。这对帝国的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巴比伦和埃及文明以及由此派生的帝国，都与江河紧密相关。这样的文明必然要求中央集权。僧侣团垄断知识。通过知识垄断，他们控制着一朝又一代的政治组织。然而，促进帝国毁灭的正好是知识垄断的成功。

文明中心的知识垄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必然是，边缘地区的知识垄断就受到局限。尤其是在使用新语言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倚重简单的文字，而不是复杂的文字。边缘的阶级和边缘的地区都要求简单，这就削弱了书吏繁复文字的地位。皮特利1905年在西奈发现的古卷，加德纳（A.G.Gardiner）［19］
 研究以后说，在公元前1887年至公元前1801年这段时间里，埃及人对这个地区感兴趣，闪米特工匠用来记录的闪米特文字，避免了埃及文字的繁琐。也许，他们借用了字母表中最简单的符号，放弃了其余复杂的符号。可以肯定，闪米特人在公元前1500年之前和埃及人接触时，发明了一种字母表。这个字母表由巴勒斯坦人加工，腓尼基人最后使之完善。有一些地方，黏土难以为继，且难以运输，于是莎草纸和字母表在此胜出。喜克索斯人的入侵，显然在阿拉伯半岛的南北之间横亘了一条屏障，使两个地区的文字分道扬镳。

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闪米特字母表，被用来书写阿拉姆语。阿拉姆文字成长为商旅文字。其书写规范简明，没有楔形文字那样累赘，书写速度也很快。它收入了从印度引进的数字。阿拉姆语的兴起大概和羊皮纸这种新媒介有关系。由于阿拉姆人在闪米特人的北部商路上的影响，阿拉姆语传到了叙利亚和更加遥远的地区。到公元前8世纪末，阿拉姆语在小亚细亚和弗里吉亚人（Phrygians）的地区走势强劲。公元前500年之后，阿拉姆文字成为近东最重要的文字，成为波斯帝国的外交用语及其西部省份的官方文字。到公元前400年，它继希伯来语之后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口语。

在拉斯沙姆拉发现了楔形文字的泥版［20］
 。拉斯沙姆拉是青铜冶炼中心，铜矿从塞浦路斯进口。这些古文书说明，字母表至迟在公元前1500年就已经在使用了。米坦尼的王公尼格米德（Nigmed）大概就是这个时期的人。他养了一批有学问的僧侣和抄书人，让他们建立了一个泥版文书的图书馆，其收藏以宗教文献为主。藏品中有迦南人的诗歌。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4世纪，文学就已经产生了。神话关注自然的神秘——冬日来临的死亡和春季来临的复活。没有一件作品和个人经验有关。表现动物的文学难以见到，有也是次要的，万神殿的诸神都具有人的形态。厄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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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高无上，说明了一神教的发展趋势。大商人用巴比伦文字通信记账，但是书吏用26个符号的楔形文字。这个字母表和埃及、希伯来和迦南的字母表差别不小。埃及的字母表有29个辅音，希伯来和迦南的字母表有22个符号。

多利安人入侵之后，迈锡尼文明衰退。这就为腓尼基人在爱琴海地区的扩张开辟了道路。埃及人控制腓尼基以后，大批莎草纸显然通过比布鲁斯城(Byblos，《圣经》叫Bible由此而来)进入了腓尼基。公元前11世纪末，腓尼基人用上了莎草纸。公元前8世纪，亚述人也用上了莎草纸。［21］
 迦南人和腓尼基人的字母表，可能既受到楔形文字的影响，又受到莎草纸和软笔的影响。楔形文字倚重短的直线，莎草纸和软笔倚重弧线。软笔的笔画比较长，腓尼基字母笔锋的尾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软笔的墨水少，枯笔不会渗墨，同时笔画也流畅。莎草纸和软笔与楔形文字接触之后，促进了字母表的兴起，使22个表示辅音的字母从许多符号中抽象出来。［22］
 这些字母区别分明，形态简练。于是语音就分解成了基本的音素，用不同的视觉符号来表示了。

腓尼基人不搞知识垄断。如果搞知识垄断，宗教和文学就可能妨碍文字的演进。日益增长的贸易要求他们使用快速而简明的记账方法和快捷简明的文字。他们抛弃了多余冗赘的限定成分，以求快速和简捷。商务和字母表密不可分，尤其是字母用作数字的时候。腓尼基人的城市而不是各帝国都城反映了人们对贸易的关切。只要能够做生意，他们就能够容忍地头蛇。到公元前12世纪，西顿（Sidon）落入非利士人（Phi-listines）之手。但是，公元前1028年之后，蒂尔（Tyre）人又显赫一时。公元前8世纪，他们夺回了西顿。然而，由于亚述人的推进和海上力量的衰落，命运之神又开始宠爱他们独立的殖民地，比如迦太基和加底斯。迦太基是公元前814年建立的，加底斯则建立于公元前8世纪。

和楔形文字、象形文字或僧侣文字相对，灵活的字母表促进了语言的定型，有利于小城市和小国的发展，而不是有利于帝国。有了字母表后，这些语言中的口头传统尤其是其中的神话就可以记录下来。这些神话已经达到埃及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边缘地区。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是帝国共同语言中的方言。公元前1200之后，希伯来语大概在巴勒斯坦地区流行开来。希伯来人强调文字的神圣性质，认为口语具有创造的魅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埃及对他们的影响。口语传达了智慧的信息。神的信息、智慧和上帝几乎是相同的神学观念。

巴比伦帝国和埃及帝国的书面传统受到局限，它们着力于建筑和雕塑，着力于神庙、宫殿和金字塔。苏美尔平原南部的居民［23］
 在建筑中使用圆柱、拱门、穹窿和圆顶，在神庙顶上用坚实的砖头修建金字塔形的尖塔。苏美尔-阿卡德人的雕塑表现自然，这种艺术被卡西特人的艺术取代，卡西特人着重表现的是人的形态。平原的北部使用石头，因此它偏重于中央集权。用作刻写媒介的石头广泛用于雕塑，尤其用作镌刻法律的材料，还用作建筑材料。因为雕塑在支持宗教和政治体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希伯来人禁止使用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仿照天上、地下和水中的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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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代替雕像成为崇拜的对象。《塔姆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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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云：“一字的增删都可能意味着世界的毁灭。”谴责偶像崇拜，倚重文字抽象，从血亲关系走向普世伦理的道路就打开了，先知在反对绝对君权中的地位因此而得到加强。厌恶偶像崇拜必然产生文字的神圣，必然意味着遵纪守法，必然意味着崇拜本真无他的上帝。

字母表的演变，是在适应征服者的过程中，经过规范而完成的。有了字母表，吸收了被征服的民族之后，宗教更加约定俗成。希伯来人吸收了迦南人的宗教，将其净化，为己所用。希伯来先知吸收了巴比伦人的创世故事和洪水故事，把其中的神秘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25］
 在创世的过程中，上帝的血与黏土混合在一起，人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人和神相互交往。创世说中的自然主义观念，被一神教的上帝主宰一切的说教取而代之。摩西十诫中比较原始的律法可能是以色列人留下的，是古老的游牧民族的遗产。更加先进的律法可能是从迦南人那里吸收过来的。摩西十诫的基础可能是苏美尔法律，比如汉穆拉比法典中搜集的法律。和汉穆拉比法典相比，《圣约》（Book of the Covenant）是不太成熟的。［26］


埃及的衰落使以色列人的民族主义得以成长。公元前1090年到公元前1085年，大卫和扫罗反抗非利士人，接着出现了希伯来国王统治下以色列国和犹大国（Judah）的统一。随后就出现所罗门国王统治下短暂的繁荣。埃及人的政策是支持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猜忌与不和，挑起两个国家的宗教仇恨和种族仇恨。僧侣的强大抵消了政治的虚弱。在反抗非利士人的斗争中，僧侣的力量逐渐强大。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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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抗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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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然宗教中，坚持信仰耶和华的道德宗教。这个信仰对国王和农夫具有同样绝对的约束力，要求为人要正直。

文学被调动起来为宗教服务。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坡厄姆斯（J.Poems）把世代流传的口传故事和书面故事搜集起来，打上了文学的印记。这是最早的文学，经历了世代的吟诵，反映了丰富的口头传统。巴勒斯坦地区的生活安定，字母表灵活，文字广泛传播。有了这些条件，作家就可以捕捉住诗歌，将其当作引语编入散文书籍之中。这本书是第一本综合历史书，反映了一个聪明脑袋的兴趣。编者认为，历史思考意在明确上帝的意旨。不过，说故事的喜悦和技巧，还是超越了记叙文字的宗教目的。人们常常说，阿拉伯文学之前，希伯来文学是唯一的闪米特语文学。其特点是质朴、刚健、富有抒情力量。吸收了其他的闪米特语之后，希伯来语能够栩栩如生地描绘具体的物体和事件。希伯来文献抽象观念差，但是同义词丰富，其细腻差别足以描绘动作和事物。这些文献提供诗意的词汇，而不是富于哲理的词汇。生动而富于创意的明喻，由于单调和过分细腻而略显逊色。然而，卡尔顿对希伯来语的成就做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闪米特语固有的属性，使其心灵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带有一定强制性，在这一点上，它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和罗马。

大约在公元前750年，埃罗希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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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阐释《旧约》时，强调神权政治的观点，更加明确地把以色列的历史作为自己宗教思想的载体。他们警告国王和臣民要忠于上帝。他们认为君主制本性邪恶。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文学先知出现。他们攻击神权政治的局限性，抵消了神权政治的影响。阿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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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阐述了伦理一神教，强调普世公义和公正，而不是强调给上帝的奉献。公元前745年到前735年，何西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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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抨击地方的神殿，引起僧侣仇恨。公元前738年之后，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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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极一时。他原来喜欢辩论，因颇多是非而遭人反对，遂转而写作，传授上帝神圣的信仰。先知们认为，神的力量起作用，要靠个人加之于己的律法，加上怜悯心的调和。于是，宗教被转换成为对上帝的崇拜。这个上帝是造物主，万物的主宰，是社会公义、怜悯和爱心的上帝。

公元前732年，亚述人夺取了大马士革，接着又在公元前721年攻占了巴勒斯坦的撒马利亚。公元前734年之后，以色列沦为亚述的附庸。公元前701年，犹大国（Judah）被摧毁。在马纳西王（公元前692-前638）的统治下，亚述的影响在政治和宗教领域均独领风骚。耶路撒冷成为唯一的宗教圣地；在崇拜集中制、上帝一体方面，这个圣地影响深远。埃罗希姆派和耶和华派合而为一。先知和僧侣的观点在净化后的祭礼中实现妥协。于是，真正的社会道德和虔诚崇拜就得到满足。亚述末代国王亚述巴尼拔去世之后，犹大国发起了独立运动，并于公元前621年获得独立。新的法典赋予宗教一本权威的《圣经》，似乎是要把《圣经》变成宗教，并要创造一个书面的传统。《申命记》中的法典确立了一个圣所，《摩西五经》收录了公元前621年的资料。过去，僧侣的神谕是断案的终极根据，《申命记》中的法典规定，要增加一位非神职人员。刑法承认个人的价值，赋予他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圣经》全书贯穿着清醒的教谕，删除了不妥当的精神。于是，闪米特异教徒的传奇故事就被改造成为一神教。一切与耶和华格格不入的神都被驱逐了。

亚述帝国的崩溃导致力量的重组。在巴比伦，内波坡拉撒（Nebopolassar）大约在公元前625年挣脱了亚述人的枷锁，接着是内布查德尼撒继位（Nbuchadnezzar,公元前605-前562）。公元前87年，巴比伦人夺取了耶路撒冷。但是米提亚人和波斯人遏制了巴比伦人的扩张。米提亚人是雅利安民族。公元前15世纪末和公元前14世纪，他们在大规模的迁徙中来到伊朗高原和印度半岛。他们强调父系权威，实行一夫多妻制。公元前537年，亚述人把米提亚人洗劫一空。台奥赛斯（Deioces, 公元前708-前655）挺身而出统一米提亚，以求自卫。公元前632年前后，基亚克萨里斯（Cyaxares）仿照亚述人建立起一支军队。到公元前615年，他成功地挫败了西徐亚人（Cythians）的入侵。尼尼微陷落之后，米提亚的地位不再那么重要。米提亚人被居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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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败。公元前558年，居鲁士登基，成为阿善（Ashan）国王。公元前546年，居鲁士攻陷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Sardis），号称波斯国王。波斯人使用新的武器，比如长弓和长矛，因而取得令人瞩目的战功。巴比伦国王拿波尼度（Nboanidus）在巴比伦引进新神，引起僧侣反对而被推翻。所以居鲁士在公元前536年又被封为巴比伦国王。他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巴比伦诸神，在庙堂中恢复了巴比伦神像。公元前529年，其子冈比西斯（Cambyses）继位。公元前525年，埃及并入波斯帝国。［28］
 他全盘接受了法老的仪轨、王袍和光环，却因怠慢僧侣而遭到敌视。公元前522年大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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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位。为了赢得僧侣的支持，他把冈比西斯的政策颠倒过来。到公元前521年，他更加有效地控制了巴比伦。公元前494年，他侵扰希腊，夺取了米利都。

大流士恢复了帝国的秩序，成为伟大的善于行政管理的东方君主。一个传播体系建立起来，并在此发挥主导作用。他修建了一条从苏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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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达萨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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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马道，全长1，500英里。沿途设立驿站，直达首都。帝国划分为若干行省，由总督、督军和国务秘书各一人共同管理。他们互不隶属，直接听命于首都。权力集中于一人的局面因此而得到防止。总督和督军没有书吏为其效劳，因此不得不雇用原巴比伦帝国的文职人员。楔形文字继承下来，字符的数量减少到36个，没一个字符具有特定的意义。这一套字符由熟悉阿拉姆文字的书吏修订以后，用来表现印欧语。波斯语用阿拉姆文字书写，随后又创造了钵罗钵文字和帕提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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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这些变化和书写工具有关：莎草纸和软笔，羊皮纸和墨水笔。吕底亚的克罗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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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贵金属，将其作为交换媒介。大流士萧规曹随，大量使用金币。

整个波斯帝国只尊一位大君（Great King），他君临天下，支配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臣民对王室的忠诚成为帝国的基础。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斯(Achemenid)王朝凌驾于巴比伦帝国和埃及帝国之上。这是雅利安人对闪米特民族的统治。这种形势迫使波斯人给异族以自治权，他们只维持帝国军事和税务的组织框架。他们与亚述人不同，亚述人强迫被征服的民族进行大规模的迁徙，并将其偶像掠走。他们却实行宽容政策，承认两个区别明显的宗教中心的重要地位。他们允许巴比伦和埃及这两个臣服的民族保留自己的宗教。公元前539年，他们释放了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犹大国这个波斯帝国行省成为一个独立而高效的宗教组织。

波斯帝国“大君”的地位要求国王具有很了不起的治国才能。公元前485年，大流士去世，薛西斯（Xerxes）继位，其才能不如大流士。控制强大宗教中心的任务复杂。公元前486年，埃及反叛，公元前484年即被镇压。薛西斯放弃“巴别王”（King of Babel）称号，把贝尔马杜克的神像从宫廷中清除出去。接着巴比伦又爆发反叛，大概是在公元前484年到前479年。这次反叛也很快被平息。公元前484年，波斯人在马拉松被希腊人打败。继后的国王在埃及遭到没完没了的困难。公元前404年，埃及宣布独立；不过，公元前342年波斯人就恢复了对埃及的统治。与希腊城邦的冲突加速了波斯帝国的衰落。公元前333年，大流士三世在伊苏斯（Issus）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公元前331年，在阿贝拉（Arbela）又再次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帝国寿终正寝。

和亚述帝国一样，波斯帝国未能解决宗教问题。这个问题由于一个灵活的字母表而加重。波斯宗教未能抵御巴比伦的影响。阿舒尔胡腊玛达教（Ashura-Mazda）也许是由亚述人的阿舒尔神演变而来。他开天辟地，万神之中，唯其最尊。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或6世纪，琐罗亚斯德教
 
[19]

 来了一场革命，反对信奉阿舒尔胡腊玛达，因为它净化了崇拜，废除了流血的祭祀。这一新的宗教将开天辟地的世界分为光明和黑暗两个王国。造化的二元观念注入了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善恶二分观念。来世和审判的启示观念形成，这个观念取代了实行道德律法的氛围。每一个邪恶的念头、每一次邪恶的言行，都把人困在黑暗王国。光明神密特拉（Mithra）给人赎罪的教义。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祖先都信奉密特拉。稍后在印度《吠陀经》的颂诗中，在波斯的《阿维斯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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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特征。不过，印度人后来更加关注如何进入神秘而神圣的境界，波斯人却更加关注实际生活中的责任目标，这个责任应该与世间和人生没有冲突。在不同神学体系的困难环境中，阿舒尔胡腊玛达教抬出光明神密特拉，“以维持和监察这个万物皆流的世界”［30］
 。阿舒尔胡腊玛达是无坚不摧的战神，他使至高至大之神（Supreme Being）摧毁一切魔鬼。阿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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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在他的面前发抖。阿舒尔胡腊玛达教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形成的，它成为帝国诸邦国王信奉的专用宗教。一个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天下太平、富足，各个民族和部族之间互通有无，时代呼唤一个综合性质的宗教运动，形势有助于讲究仪式的宗教诞生。和琐罗亚斯德教相比，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inids）的宗教观念就比较简单了。

阿舒尔胡腊玛达信仰受到巴比伦迦勒底人（Chaldeans）深奥神学的影响。公元前8世纪，巴比伦人启用了一个准确的年表。公元前747年，在拿波纳撒（Nabonassar）统治下，巴比伦人开始计时。科学的天文学成为可能；天象周期性规律的发现，被用来计算天象的变化和预测。发现了天体转动的恒定性质以后，他们幻想发现了生命的规律。星体的影响被变成绝对僵化的教条，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宇宙观宗教（comsmic religion）随之诞生。人的活动，人和星体神性的关系，以及井然有序的自然，进入了一种太和之境。公元前6世纪，第二巴比伦帝国又昙花一现。此间，以星象为根基的宗教（astral religion）站稳脚跟，成为各种古老宗教被消解的强大力量。［31］
 这些宗教观念的司铎性质，给一个深奥的神学奠定了基础。这种神学影响了波斯宗教。此外，波斯宗教还搜罗了许多神，包括阿娜希塔即金星，它摧毁了阿舒尔胡腊玛达神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波斯，思辨性的一神教大约是天启宗教的起点。但是，企图驾驭埃及和巴比伦的庞大帝国的组织，却阻止宗教带上过分强烈的民族色彩。另一方面，波斯统治者的宽容，灵活字母表的长处，又有利于强烈的民族形态的宗教。犹大神权国的僧侣有意无意构建的宗教，就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宇宙之上帝被转变成了民族的神，而不是把民族之神转变成普世之神。［32］
 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犹太人沦为巴比伦囚徒，以西结
 
[22]

 把政体之国家置于宗教社区之下，试图从强烈的民族主义转向更加普世性质的人格神个性化的宗教。耶利米
 
[23]

 主张空灵化的宗教，将其与外在的制度甚至民族区别开来。犹太人发现，既可以在巴比伦信教，也可以在犹大国信教。结为一体的社会分解成为原子。生活是由数不清的一件一件的事情组成的。和其他宗教的接触，包括在沦为巴比伦囚徒期间和迦勒底人的占星术的接触，可能加强了他们的二元观念和魔鬼观念，也可能加强了他们灵魂不灭的观念。但是，这样的经历使以色列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更加明显，使他们保存了一个道德标准，一个伦理的上帝。上帝无条件的无所不能观念和邪恶的观念同时产生。

从流放地回归故土之后，犹太人的反应是偏爱排他性的独特信条。有人认为，从巴比伦回归的祭司相信普世的上帝，不相信国王或贵族与人民有契约。［33］
 神庙成为人们聚会的场所。神庙中的唱诗班歌唱颂诗，音乐成为团结的纽带。上帝直接管理人事的理想，就是对神化国王的反抗。他们从来不承认国王天然的神性，认为国王必须接受法律约束。倘若国王胆敢不守法，就会受到先知的威胁。与上帝的圣约使先知享有崇高的地位，使之胜过国王。耶和华之所以为上帝，不是因为他与信徒有血亲关系，而是因为他与犹太人有圣约。祭司严格监管经书，垄断经书，这就加强了先知的地位，使之对国王的威望构成威胁，并遏制了国王滥用绝对的权力。

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先知把信仰从众多神改为唯一神，赋予犹太教一个伦理的基础。远古的犹太教，无抽象术语，无自圆其说的力量，所以它不能产生哲人。通过“一个人格的、直接的、生动的形象”，宗教被赋予了伦理的色彩。伟大的先知们把责任视为公义，使之成为得到上帝恩宠的最有效方式。他们强调的是精神和举止，而不是崇拜。公义本身就足以拯救世人。至高无上的上帝观念，是用精神力量表现出来的，是由神管理宇宙的一神教的伦理内容反映出来的。《摩西五经》
 
[24]

 透露出伦理一神教的精神，和《圣经》中的史书一道，强调绝对服从。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以斯拉（Ezra）和尼希米(Nehemiah)的影响下，犹太教得到净化，律法也做了修正。先知的教导成为强化的集体道德形式。以色列这个民族团结靠的是血统纯净，但是它又受到一个圣约的强制，于是它踏上了精神使命的道路。

圣约的普世要求特别强调成就的仪式。先知强调道德，祭司强调仪式的神圣。《申命记》作者的时代以后，是祭司的时代。祭司律书的兴趣集中在神庙内部，这说明宗教不搞祭献也是可以的。祭司的律法大概完成于公元前500年；公元前444年，它成为犹太人生活的规范。神权组织强化了宗教仪式。［34］
 宗教成为一切历史的唯一动因，历史记载成为宗教教育的手段。历史显示宗教的真理，被用来讲经，并说明经书作者和制度的由来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政治经济力量被置于从属的地位。祭司的律法，加上崇拜制度引起的沉重经济负担，没有给国王留下立锥之地。由于这些倾向，到公元前400年，希伯来语不再是活的口语，而成为宗教的语言和学校教学的语言。祭司关心的是如何用神圣的语言来解读《圣经》。反过来，犹太教排他性的发展又使之与波斯帝国产生冲突。这就再一次说明了宗教和帝国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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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汉穆拉比（Hammurabi，公元前？-前1750），巴比伦第一王朝第六位国王（公元前1792-前1750在位）颁布汉穆拉比法典，这是刻在泥版上的迄今发现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2]
 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30－前275），古希腊数学家、“几何学之父”，提出五大公设，著有《几何原本》。


 [3]
 马杜克和恩里尔——均为巴比伦主神。


 [4]
 厄勒（El），西闪米特人信奉的主神。


 [5]
 《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


 [6]
 《塔姆德经》（Talmud），仅次于《圣经》的犹太经典。


 [7]
 伊利亚（Elijah），犹太先知。


 [8]
 巴力（Baal），腓尼基人的丰产和生育之神。


 [9]
 埃罗希姆派（Elohist），把上帝称为埃罗希姆而不是耶和华的派别。


 [10]
 阿摩斯（Amos）， 希伯来先知。


 [11]
 何西阿（Hosea），希伯来先知。


 [12]
 以赛亚（Isaiah），希伯来先知。


 [13]
 居鲁士（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90－前529），波斯王，释放巴比伦犹太囚徒，并能够向被征服者学习。


 [14]
 大流士（Darius Ⅰ the Great，约公元前522-前486），古波斯帝国国王，在位期间国力鼎盛，入侵希腊，败于马拉松。


 [15]
 苏萨（Susa），今突尼斯东北。


 [16]
 萨迪斯（Sardis），今土耳其境内。


 [17]
 钵罗钵文字（Pahlavi）和帕提亚文字（Parthian），均为古波斯文字。


 [18]
 吕底亚的克罗伊斯（Croesus of Lydia），吕底亚末代国王，以巨富著称。


 [19]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即波斯教/拜火教。


 [20]
 《阿维斯陀》（Avesta）, 即《波斯古经》。


 [21]
 阿里曼（Ahrima），琐罗亚斯德教中的邪恶之神。


 [22]
 以西结（Ezekiel），犹太祭司、先知。


 [23]
 耶利米（Jeremiah），犹太先知，悲观派。


 [24]
 《摩西五经》（Pentateuchal Works），《旧约全书》的前五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传统上认为是由摩西所作，故名。


第四章 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

灵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传播，促进了印欧语系语言文学的发展。后来西方政治帝国的问题，尾随着这个字母表的适应力而起起落落。

在适应新语言的过程中，文字逐渐演化为字母表。马的改良，铜铁兵器的使用，以及先进的军事技术，使军队能够控制辽阔的地区。因为字母表适合辽阔地区的需要，所以贸易尾随字母表的规范而兴起。依靠农业的万物有灵宗教经过调整，逐渐成为规范的一神教。最后，由于帝国被迫承认各种中心地区的各种宗教，政治组织也逐渐定型。亚洲和非洲文字、宗教和政治组织的定型，促进了其横跨地中海进入欧洲的传播。起初，希腊人与早期的文明有一水之隔，没有充分受到它们的文化冲击，只接受了适合自己需要的文化要素。字母表挣脱了圣书经文的局限，使有效的表音成分保留下来，使希腊人能保持丰富的口头传统，并使之完好无损。古代世界曾经饱受语音的困扰。

巴比伦帝国观念兴起的原因之一，是泥版和苇管笔的文明与石头和凿刀文明的冲突。在两河流域北部，建筑、雕塑和文字使用石头，帝国倚重君主制和中央集权。而使用泥版的宗教组织倚重时间和连续性。这样的宗教组织，必然和使用石头、倚重技术进步的军事组织发生冲突。技术进步的代表是铁兵器和马的改良。这样的军事组织倚重的是空间。闪米特国王与苏美尔僧侣的冲突，促进了法律的成长。法律的成长表现在汉穆拉比法典的问世之中。宗教变得更加具有弹性，更加适合武力的要求。诸神沦为秩序的棋子，井然有序，法律反过来依赖诸神。对军事组织和空间的倚重，就需要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政治组织对辽阔地区的支配，政治组织对宗教组织的控制，都促进了文字的传播。字母表更加有效，因而得到推广。稍后，阿拉姆文字的传播加速了贸易都会的发展，促进了贸易寡头的兴起，贸易都会和贸易寡头都得到亚述帝国的荫庇。埃及和巴比伦帝国宗教制度的文字垄断，由于新文字的出现而被摧毁。简化的新文字，为亚述和波斯帝国里的传播和政治组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石。由于改进传播媒介而兴起的政治组织，导致贸易都会的发展，贸易都会成为位于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之间的机构。新兴的政治组织还促进了贸易寡头的兴起，迦太基就有这样的贸易寡头。政治组织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和流动性相关的效率问题。这个流动性，与行政职位的能力产生联系。这样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文字参与沟通书面语和口语。语文的脱节必然产生垄断，垄断又和文字的复杂性相关。语文脱节必然会导致外族的侵犯。那些语文不脱节、技术发展不受阻碍的地区，必然虎视眈眈，要侵犯语文脱节的地区。侵犯之后，征服者又被迫和被征服者妥协，被征服者的语言成为神圣的语言，依然是被征服者曾经诉求的中心。在使用被征服者语言的过程中，宗教组织就削弱了征服者的影响。随后，军事征服者的行政官僚和神职人员及垄断组织互相勾结，使语文的脱节更加严重；于是缺口打开，新的民族侵犯就蠢蠢欲动了。字母表的效率高，能够适应不同的语言，因而成为人们短期避世的手段。它起到了两个促进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发展，促进了阿拉姆人和腓尼基人的贸易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宗教权力的基础是对复杂文字的垄断，它强调的是连续性和时间。相反，字母表却促进政治组织的发展，而政治组织是强调空间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商业天才“借用了苏美尔、阿卡德或埃及人的精华加以改造，以适应自己的紧迫需要”［1］
 。字母表通过有效的领土控制而成为政治组织的基础，又通过有效的控制而成为宗教的基础，其表现是一神教的建立。

饱受书面语传统陶冶的学者，不容易理解建立在口头传统基础上的文化。口头传统的轮廓，可以朦朦胧胧感觉到，只是在诗歌和散文中，在可以触摸到的出土文物中感觉到而已。承认口头传统重要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千百年来，学者们关注于解读文字的记载。［2］
 但是，希腊字母表与现代西方字母表相似，希腊文明与西方文明不可分割，这都依靠学者复杂的内省艺术。不同时代的个人和不同的国家，在审视经典传统的知识宝库时，看到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再现而已。［3］
 勒南
 
[1]

 写道：“进步永远是在发展希腊人构想到的东西中产生的结果。”格罗特
 
[2]

 对希腊文明的民主倾向作了一番描绘。弗里曼（E.A.Freeman）说：“雅典民主开风气之先，是法律取代武力之首例，此乃世界之伟大创新。”再后来，马克思主义的阐述［4］
 得到了预期的报偿。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唯我主义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使我们不可能对希腊文化作客观的解释。

希腊文明是口语词力量的反映。苏格拉底
 
[3]

 在《斐德罗篇》（Phaedrus）里转述埃及透特神和阿蒙神
 
[4]

 的对话。阿蒙神说：

你发明的文字使习字人的心灵患上健忘症，因为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相信外在的文字，记不得自己。你发明的这个特别有效的东西不能够帮助记忆，只能是帮助回忆。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是学不到任何东西；表面上他们似乎什么都懂，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伙伴，有智慧的显露，无实际的货色。

他接着又说：

斐德鲁斯，我觉得，遗憾的是，文字就像图画；因为画家的作品表现了生活态度，然而你若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保持严肃的沉默。说话也是这样的情况。你可能想象，说话人有智慧。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点什么，并向一个说话人提问，他做出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万变不离其宗的。

接着，苏格拉底呼吁人们使用更好的语词，即更好地讲话，希望人们说话更加富有表现力。“我指出的是铭刻在学习者心灵上的聪明的语词。我的意思是，学习者要学会捍卫自己，要知道何时说话，何时不说话。”

苏格拉底的性格贯穿在他的言谈中。他知道，“字母注定要扼杀生活中的许多（虽然并非所有的）东西”。［5］
 他是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最后一位阐述口语传统的人。柏拉图
 
[5]

 使散文这种新媒介适应苏格拉底的谈话。他用对话的形式，自由的布局和广博的内容来写这个谈话录。精心策划的谈话录意在发现真理，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他把对话这种形式发挥到极致，使之成为最有效的工具。柏拉图的成就，表现在他的作品无所不包的内容和永恒的生命力之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风格处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他的散文虽然缺乏严密的系统，然而其口头传统的力量却随处可见。他坚持不懈的哲学讨论意在发现真理。辩证法的生命力和流动性反对既定的教条体系。他甚至不能将自由拱手让给自己的著作，拒绝被自己的著作捆住手脚。“柏拉图的对话方法是一艘救生船，拯救了遭遇海难的古代诗歌及其孩子。”（尼采语）柏拉图抨击诗歌与荷马的教育价值，指出哲理与诗歌、真理与谬误的反差，并把诗人驱逐出他构想的理想国。散文这种媒介的发展是为了捍卫一种新的文化。他反对神和诗人的最高权威，却没有范例可以援引，只好诉诸对话、讽喻和发挥。他的后期作品反映了书面词和散文日益增长的力量。在亚里士多德的身上，口语词的力量急剧减弱，且成为混乱的源泉。他继续使用对话，可是他改变了对话的形式，把自己变成说话人。大体上说，他实际上放弃了文学活动，《政治学》（Politics）似乎是他的讲课笔记。这部精心集成的作品，风格更加趋向大众化，大概是为了出版。然后又改写成专论，这成为他教学和讲演的基础。“科学精神再也不觉得受到拘束，它不一定再需要文学精神姐姐的庇护。”［6］
 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书面传统得到延伸，其表现是他发起搜集和保存书籍的运动。运动发起的时间大致和他建立学园的时间相当，即公元前335年。不过，亚里士多德也好，柏拉图也好，都没有把图书馆当作一个理想国家的必备条件。

散文战胜诗歌，标志着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变化。文字的传播毁灭了一个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明。不过，希腊文化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的威力，贯穿着西方的历史。当书面传统的死亡之手，构成威胁，可能会摧毁西方人的精神时，这个口头传统的威力表现得尤其明显。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作的时期，是在口头传统的悲剧发生之后。雅典的衰落和苏格拉底被处死就是这场悲剧的见证。这是一种文化崩溃的征兆，是必须开辟一个新基础的征兆，这个新的基础要强调诗歌以外的另一种媒介。“越是古老的语言越是丰富”（布尔克哈特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只好在口头传统中去寻找另一种文化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世界从口耳相传转向阅读习惯”。

和小亚细亚的雅利安人不同，希腊人受被其征服民族的影响程度要小一些。米诺斯帝国的海上文明避开了大陆文明的全面影响。反过来，它对北方大陆移民的文化影响，也缺乏相当的力量。米诺斯文明的文字复杂，相对局限在克里特岛，这就使希腊人可以发扬自己的传统。一浪又一浪的希腊移民阻碍了保守适应文化特质的可能性。一个强大的王朝以及随后的若干分封的小王朝，有利于口头传统的成长，遏制了完全接受其他文化的倾向。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人的闪米特辅音字母表，又接受了塞浦路斯人的音节文字，将其修正，以适应自己丰富口头传统的需要。这个过程最迟是在公元前7世纪发生的。［7］
 公元前9世纪，希腊的古文字并不使用弧形的笔画，而是用腓尼基人的字母表。现存最早的希腊文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的文字，用于公告的文字大约是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出现的。闪米特人用来表示辅音的24个字母，可以输出给希腊人，也适合他们的需要。希腊语的结构和语音不同，闪米特文字的辅音字母对希腊语没有用处，所以他们把这些辅音字母加以改变，用来表示自己的元音，因为元音对希腊语必不可少。由于元音和辅音一样重要，所以每一个词都必须既标示辅音，又标示元音。这样的字母才能够表现细腻的区别和意思。“希腊语对希腊智慧的所有要求，都愉快地作出了灵活的回应……希腊心灵的自然流露创造出最早的艺术作品。”［8］
 乌尔纳（Woolner）把这个变化描绘成人类心智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口头传统的力量，隐含着一种适合它自身所需结构的创造力。吟游诗人创造了一种六音步诗行的史诗。这种韵律严密而富有弹性，适合口语的灵活变异。史诗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够灵活地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和常用表达。显然，多利安人(Drians)入侵以前，史诗就已经开始。亚加亚人（Achaeans）瓦解之后，北方一支亚加亚人即伊奥利亚人（Aeolians）保存了史诗的传统。伊奥利亚人又把它带进小亚细亚。传统史诗语言的积累，首先是借助伊奥利亚人的语言，然后又凭借爱奥尼亚人(Ionians)的方言。爱奥尼亚语的吟游诗人接过伊奥利亚人的史诗，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加以发展。荷马史诗用的是爱奥尼亚语，夹杂着相当一部分古语的混合成分。这些古老的形式之所以保留下来，那是因为它适合伊奥利亚史诗的风格，很适合做诗。一些固定的表达反复吟诵，因为它们的韵律方便吟诵。世世代代的诗人，使用某种音律的词语，相沿成习，其他的表达则舍弃不用。约定俗成的习语经久不衰，有助吟唱。听众认为这些装饰性的词语是英雄史诗风格的要素。［9］


尼尔森（M.P.Nilsson）描绘了史诗风格的形成过程。从公元前13世纪和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史诗的风格经过漫长的演化而逐渐定型。短小叙事诗反复吟唱，逐渐滚大，终于形成史诗。许多情节结合起来，构成行动上的统一体，取代古老民谣。史诗的特点是情节的极其复杂和统一。在早期发展阶段，史诗吟唱是歌舞并举的。歌唱由里拉琴伴奏，其节律固定了史诗的韵律，使之千篇一律。它要求很高的特殊技巧。这就是说，史诗掌握在记忆力好、吟诗能力和语言能力都强的人手里。这种艺术往往由家族代代相传。即兴的吟唱要符合史诗的技巧。诗文老化以后，诗人又用当代的语言使之焕发青春。宫廷吟游诗人的地位，在《奥德赛》中比在《伊利亚特》中显赫。这些人形成一个专门的群体，其兴趣是固定唱腔。这些吟诵故事的人积累了一些专用的符号，守护得很紧，自己用，不外传，用来帮助吟诵。对学徒的要求很严格，有才干的学徒才能使用师傅的秘籍。尼尔森指出，也许，一位伟大的诗人创建了一个门派，他使希腊史诗无与伦比地精美，盖世无双。［10］


荷马家族成为职业吟游诗人。为了讨好听众，他们要经常修改吟唱的诗歌，以满足新一代人的需要。古语诗化的适应力有一定的限度，行业内的人又想尽量少改。结果，荷马史诗对普通用语的回应力就不太强。［11］
 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使《伊利亚特》所塑造的形象日益强化，［12］
 并使之对希腊和欧洲的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一代又一代职业诗人的影响下，《奥德赛》反映的是一个变化了的、非集中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给王权设置了种种的限制。

英雄时代的荷马史诗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亲属关系在削弱，忠诚关系的纽带在加强。不负责任的王室通过军事暴力，把许多小王国强行合并在一起，使自己失去全民族的基础。部落崇拜让位于普世崇拜的人格神。社会失去了很多管束。部落法失去了效力，个人摆脱了对亲属和社区的义务。有很长一段时间，王室抢夺了古代文明的文化、财富和奢侈品，开化民族的印记打在了一个半开化的民族的身上。［13］
 一个贵族文明形成，其特点是居所固定，占有土地，尊重“门第”，妇女社会地位高。公正和恰当的交往成为最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对王公和农夫具有同样的约束力。［14］


史诗随着君主政体而兴衰。在贵族社会中，史诗的地位有一个预设：掌握文字意味着拥有精神上的王权。但是，出于口头传统的需要，史诗并非鸿篇巨制。一方面，它容许经常的调整和改进，另一方面，它又相对僵化，迫使用全新的内容去描绘显著的变化。在这一点上，希腊史诗和希伯来经书形成强烈的反差。希伯来经书是新旧成分的并存与结合，规模宏大，性质神圣，因而阻碍了新的发展。与此相反，吟游诗人控制之下的口头传统，却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流行诗歌使用的是荷马史诗的形态和语言风格。到公元前8世纪末，赫西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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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了史诗体八音步诗歌的内容，与荷马史诗形成强烈的反差。口头传统的适应力，表现在有个性人的产生。这样具有个性的人不掩饰自己的个性。这个传统对宫廷生活不感兴趣，也回避粗俗的话题。在荷马史诗中，妇女地位受到尊重。相反，在赫西奥德的诗歌中，女人成为万恶之源。

在赫西奥德的诗歌中，有个性的人与吟游诗人的传统决裂以后，口头传统更加灵活，诗歌变短，对新需要的回应更加有效。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从王国向共和国的转变，反映在哀歌和抑扬格作品的创造性风格中。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os）的抑扬格作品适应公共舆论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史诗诗体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的衰落。他的文学语言和亚洲爱奥尼亚语略为不同。公元前7世纪，雅典接受了他的诗歌语言，这反映了他的影响。音乐是口头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使口头传统更加灵活。里拉琴用来伴奏史诗，成为太阳神崇拜的主要乐器。歌唱与诗歌合而为一。莱斯勃斯岛的伊奥利亚人对歌与诗的融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音乐在抒情诗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抒情诗中，口头传统拓展到表现妇女的情感。用耶格尔（Werner Jaeger）的话说，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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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尽了个人感情的各个角落。

公元前7世纪后期和公元前6世纪，涌现出许多短小的个人抒情诗。据信，这和文字的传播、莎草纸供应量的增加是一致的。笔录的东西增加，文学就得到广泛传播和保存，职业吟游诗人的地位随之削弱。腓尼基衰落，希腊随之扩张。国内外的贸易增加，尤其是从吕底亚引进金属货币之后，其发展势头更猛。与此同时，贵族社会随之衰退。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变化，要求文学做出新的回应，也给文学提供了做出回应的素材。公元前670年。埃及港口向希腊开放。公元前660年之后，希腊人被获准移居到埃及任何地方。这是对他们在反抗亚述人的战争中当雇佣兵、屡建战功的肯定。大约在公元前650年， 希腊人在诺克拉提斯建立了一个定居地。公元前574年，尼布甲尼撒一世夺取蒂尔之后，希腊的扩张势头不减。不过，波斯人在公元前525年到来之后，希腊人的扩张受到遏制。莎草纸的供应有利于文字的流布，但是供应的困难又减慢文字对口头传统的侵蚀。

新的文学形态出现，说明口头传统表现社会变化的需要是有效率的。它给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人审视旧文学形态的地位。荷马史诗从古老文明采撷神圣的神话，进行人性化的加工，使之成为英雄神话。神成为人格神。神的崇拜中吸收了巫术仪式。过去，神的巫术或魔力无所不在。成为人格神以后，神祇的巫术性质被推到了背景之中。移民把神留在故乡，或者把自己的神放在随从的位置，在那些大神的等级系统中身居末位。宙斯位居众神之首。古老的自然神不能满足新的需要。具有普世意义的大神逐渐形成，以表现更高级的生活功能。神话经过加工以影响人的行为。神的拟人化，使神失去巫术而力量受到局限；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说明有必要寻找世界的秩序和条理。“希腊人关于人自身的观点是机械的观点。”超自然力信仰的削弱，用自然原因去解释自然的努力随之而起。寻求真理的努力独立成章之后，科学就从神话中分离出来了。“凭借宗教，人在世上就感到很舒服了。”［15］
 吟游诗人以后继之而起是狂放的吟诵诗人，再往后就出现了爱奥尼亚的哲人。诗人淡出以后，哲学家就站起来了。希伯来人有一句名言。《圣经》中爱用的一句话是“主说”［16］
 。耶和华每创造一样东西，这句话都要重复一次；这说明，他们把这句富于创造力的话即“逻各斯”处在一切创造行动之首。与此相反，希腊人把爱神“厄洛斯”放在一切创造行动之首。

“逻各斯”是上帝精神属性或特征的实现。造物主处在世界之外，用他自己的授权创造这个世界。希腊诸神却身处这个世界；他们是由天地而来，天地是宇宙最伟大、最受赞美的两个部分；他们是由威力无比的爱神“厄洛斯”创造出来的。厄洛斯同样身处这个世界，然而他是一个生成一切的原始力量。［17］


在海上贸易中，爱奥尼亚的城市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米利都。一种共同语的出现，满足了商人海运的需要。爱奥尼亚率先创造了一种不局限于自己一个城市的书面语言。泛希腊精神创造的史诗赋予希腊人民族意识。史诗的语言成为压倒方言的共同纽带，它开辟了一条道路，使希腊人接受爱奥尼亚字母表和阿提卡方言。有了书面语之后，方言差别就进一步削弱了。

航海使人深深地关怀自然，关怀海洋、空气和土地。米利都的泰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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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商人，大概对建筑学和农学感兴趣，他探索数学的各种可能性。据说，他在岸上测量航船的距离，发明了三角，接触埃及的土地测量之后，他对几何产生了兴趣。研究天文学对航海的意义使他掌握了巴仑比伦人的贡献，使他能够预测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食。在此，数学和伦理学、医学一样，是靠经验发展的学科，它止步于哲学之前。然而对泰勒斯而言，数学成为他抛弃比喻和神话的手段。他向前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普世的规律。他的结论是，万物的性质是水，万物皆有生命，都充满魔鬼或神祇。阿那克西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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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地图绘制员，追求不受属性局限的更加一般的观念，他用几何学推出地球和宇宙的观念。宇宙的观念意味着与现行的宗教信仰决裂，使人从中受到启示：存在（Being）是神圣的。只有在永恒的存在（eternal Being）中，才能找到永恒的生成（eternal Becoming）的源头。通过抽象推理，阿那克西曼德在超感知的灵魂实质及其体现之间，划上一条分界线。于是，原初的自然（physis）和可见的元素就区别开来。意味深长的是，他首先用散文记录自己的思想，而且将其发表［18］
 。显然他想对公众说话，而不是把思想留给自己。散文的使用是一场革命，是诉诸理性的权威，诉诸写作逻辑的影响。

米利都派哲学家筚路蓝缕，发现了基本的观念框架。他们攻克宗教和流行思想中长期强调的问题。社会的习俗、结构和制度隐藏在宗教的背后，宗教又隐藏在哲学的背后。奥林匹亚传统，在人与神之间，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在命运女神的观念中，每一位女神都充满具体的活力，活力又形成精灵、神祇和人的灵魂，其概念和意象都清晰可见。这一套观念给哲学留下了印记。受这套观念影响的哲学认为，世界是多元、合理、命定的。这套观念和彼世的思想（other-worldliness）对立［19］
 。根据这套观念，世界分布在不同的空间领域。自然是一个实体，同时又是灵魂、神祇和生命的物质，魔鬼、神祇和灵魂就是由这种有生命的物质形成的。这一派哲学家思考万物即自然的本质，思考这个充满活力和神性的实体。他们强调万物相似，有亲缘关系，有物质连续性。其结果是，因果关系的观念就是静态的、同步的和空间展开的。在命运女神观念和几何学的阴影下，自然科学关注的是事物本身及其永恒的属性，而不是此事物对彼事物有何作用。科学的理想就是几何学，空间计算的科学。它只关注结构、排列和秩序的静态属性。

有人说，发现自然是人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因为自然是普世定律的思想基础。它要求自我与外在客体拉开距离，必然引起思想关注人与客体打交道时的实际需要，必然产生这样一个信念：客体背后或客体之中存在着看不见的超自然力。从神学分离出来以后，科学不承认经验与天启的区别，不承认自然与超自然的区别。

口头传统的力量和相对简单的字母表，使高度专门化的书吏阶层不可能形成，这就遏制了僧侣对教育的垄断。军事贵族阶级限制了僧侣阶级的影响，诗人控制了公共舆论。希腊人没有《圣经》那种神圣的、用来解释事物因由和内部结构的文学。那种文学搞教条，扼杀科学于摇篮之中。由于没有经书，没有强大的僧侣，希腊人宗教的纽带就遭到削弱。于是，那些最聪明的希腊人就可以提出一些概括的规律，以满足人的需要，并让人接受。“希伯来人把哲学当做宗教的侍女，希腊人让宗教从属于哲学。”口头传统促进并鼓励新媒介的使用，比如数学。希腊人把神人性化，又没有神圣造物主的信仰，所以他们把人从教条偏见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恐怖。［20］
 于是，哲学就能逐渐转化，并在其固有的结构中发展，无拘无束，对世俗的大众产生吸引力。“拯救希腊的原因，与其说是没有僧侣阶级，不如说是有了科学的学派，”［伯内特（Burnet）语］他们没有浪费精力去学习另一种语言，口头传统的鲜活与弹性给希腊人的思想和文学打上了烙印。

除了贸易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殖民。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550年，海外殖民盛极一时，一批新的城邦随之诞生。人们说海外殖民是希腊人最伟大的政治成就。特尔斐神庙成为殖民者求神的中心。在太阳神阿波罗的庇护下，新城邦犹如雨后春笋。在公共地产中排除一些人，不让其共享和分割，自然会产生困难，而海外殖民就回避了这样的困难。殖民地个人的财产权利，大大削弱了母国的家族体制。“海外殖民地的自由如火如荼，古老的习惯无法保存……在家乡……当每个人靠双手自食其力的时候，就出现平等，即使在平等闻所未闻的地方［海尔伦（Heeren）语］。”［21］


城邦是为了安全而建立的，是在公共秩序解体的暴力时期浮出水面的。“希腊城邦及其公民所用术语的最后定名，是出于共同防御，是为了维护共同的避难所。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22］
 故此，希腊人不像腓尼基人那样痴迷于“难以平静的逐利精神”。［23］
 神的节日举行的运动会和音乐比赛，在城邦里创造了一种社区的氛围。对共同文学的兴趣加强了语言的纽带。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强化了这根纽带。“腓尼基人鄙夷的政治学，成为希腊人最高尚的实用科学之一。政治学是人的科学，它不研究做生意的人，而是研究发挥自己作用的人，这个人是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是生活最充实的人。”［24］


政治形式从英雄君主制过渡到贵族政治，与之伴生的是从自愿参与过渡到义务参与。在贵族政治的早期，行政官按照不成文的习惯法执法。“在没有成文法典的情况下，可以说，那些宣告和解释法律的人，就是制定法律的人。”（Thirlwall语）对执法的监察，是靠听取对法官的投诉。公元前7世纪中叶，雅典就指定专人来管理法制，保管公共立法的官方文件，并每年做一次审查。三组记录员（每两人一组）组成中级行政官，监察公共记录并修订法律。指定成对的记录员，意在记录保证准确无误。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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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时期，9位执政官，包括6位记录员和3位主要的司法官，享有广泛的立法权。使用文字之后，司法命令成为公共文件，明确而清楚。起初并不发表立法和司法的记录，不过，有了为发表而撰写的兴趣之后，识字的人口迅速增加。［25］
 德拉古和梭伦改革的立法，铭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钉在公共建筑的墙上。德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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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那一代人，一旦立法，就立即将其公示于墙上。

公元前7世纪，对法典的需求，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希腊的部分地区。接着，殖民者城邦不同的习惯法法制就顺理成章、接踵而至。特尔斐神庙的影响及其对立法的庇护，加强了文字的统一。［26］
 殖民地的成文法也许成了母国成文法的榜样。不过，母国的成文法是在和强大的口头传统的妥协中形成的。在公元前621年，世袭贵族德拉古修订并发展了既有的法律，用文字的形式将其定为法典。“没有宽容精神的宗教”决定了这部法典，使之对债务人非常苛刻。后来的修订对其严酷性质有一定的制衡，修订之后的法典允许个人在最高法院出庭，允许他对误判的法官提出起诉。

口头传统在雅典力量之强大有这样一些表现：法典形成缓慢，行政长官继续行使司法职能,司法制度允许伸冤，在困难时期授予个人立法权。公元前594年前后，贵族出身、本人经商的梭伦被授予非常大的权力去进行改革，以适应倚重工商业的社会。他追随爱奥尼亚人的科学思想，提出一条普世的真理：违犯公正就是破坏整个社会的生活。“任何不公正的行为，损害共同的利益，威胁每一个人的个体安全——家庭的团结并不能够对个人实施有效的保护。”［27］
 社会惩罚取代了个人报复。个人为自己损害权威的错误负责，出现了寻求妥协和秩序的思想。

世事变化，家庭削弱。爱奥尼亚贵族禁止亚洲女人繁冗的哭丧习俗。遗嘱制度使家长可以在家族之外指定一位继承人。兄弟可以分享遗产，女人享受继承权，不过其地位低于男人。家族财产不可剥夺，由此衍生出一种特殊的保证，财产可以出售，也可以赎买。地产上的石刻铭文，说明债权人的控制权和住户的权利。依靠个人可靠性的原始法律的困难，由于贵族控制财富和司法而雪上加霜。梭伦废除了个人担保制度，推倒地产上的石刻铭牌。口头传统有效地顶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蚀。禁止用人身作为债务担保，防止劳工受奴役，使其不至于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这一举措成为政治自由的救星。从神庙手里夺取土地，使劳工有其田，对财产的疯狂追求因此而受到遏制。梭伦努力使劳工的自由和负担有所调和。商业经过改造，以适应政治的需要，商业的追求被赋予新的理想和目标。这一点比腓尼基人略胜一筹。个人自由的原则确定下来，成为雅典人与生俱来、不可让渡的权利。［28］
 “我竭尽全力办好这些事情，把力量和正义融为一炉。这就是法律。”（梭伦语）

梭伦设计的国家机器容许不断调整，这反映了口头传统的力量。“法院的构建出于全民。这个民主的秘密所在，是梭伦发现的。在欧洲民选政府的成长中，梭伦因此而名垂青史。”［29］
 最高法院放弃了世袭的惯例，法官的人选由土地财产决定。贵族不再凌驾于民。执政官也可以在祭司阶级之外遴选。劳工阶级被排除在最高法院之外，然而经过修正的民选议会，却给人民以参政的发言权。宪法的设计旨在维持平衡，防止任何一个派别控制政府。人民享有足够的力量，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并确保法治。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控诉权，如果不服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向民选的议会上告。任何人都可以为任何人伸冤，向全民申诉。一切公共案子和私人案子都有记录，于是就积累了大量的案例。提案人负责做常规的记录。

梭伦的经济改革有利于希腊的商人，加速了从换货贸易到货币经济的转移，鼓励酒类和橄榄的“长期”生产，不鼓励贵族特别感兴趣的“短期”谷物生产。为了发展加工业，禁止出口天然的产品，不禁止出口橄榄油，手工艺的培养几乎是强制性的。橄榄油和陶器的出口支撑起贵族富豪。家族的庄园分割为小块的私人地产，劳工向城市迁移。金属货币使用量的增加，使弗里吉亚和吕底亚的商人能够开采金银矿。个体的人享有更多的机会去管理政治家的事物，因而更加独立自主。货币有助于建立社会关系，有利于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文字广泛流通以后，买卖增加，遗嘱、会计、合同和协定随之兴起。商人阶级反对地主和贵族，支持个人主义，促进僭主的兴起。“每一位希腊人的身上都隐藏着僭主的欲望。”早在梭伦担任执政官以后的第5年，就爆发了党派斗争。公元前561到前560年，庇西特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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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了一个矿主联盟，发了财，在雅典篡权而成为僭主。僭主不承担宗教职能，所以不能称王，但是他们利用了人民对贵族和富豪的憎恨。古老的贵族阶级享受政治特权，宗教支持贵族特权。为了抵消宗教的地位，庇西特拉图正式承认酒神崇拜。公元前537年，庇西特拉图的拥戴者搜集了许多神谕，以对抗特尔斐神庙的影响。他们认识到，艺术在争取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是，雅典娜神庙盖起来，泛雅典娜节成为盛大的民族节日，爱奥尼亚的吟游诗人朗诵荷马史诗。“通过庆典酒会，僭主的宫廷成为诗歌和艺术的源泉，取之不尽，凡数百年。”［30］
 由于斯巴达人的干涉，僭主们的统治在公元前510年被推翻了。

爱奥尼亚哲学作为政治学的基础受到局限。这表现在僭主的成功之中。传统和神话的权威被摧毁殆尽，个人的潜力释放出来。于是，爱奥尼亚人就失去了建设性的政治活力，因而不能建立一个持久而富有历史活力的国家［耶格尔（Jaeger）语］。政治上的低能和自然哲学家的成绩同时出现。一方面是命运女神主导的奥林匹亚神学，另一方面是由空间外在物化（spatial externality）的观念所主导的科学传统。这反映了希腊人对土地、土地测量和几何学的兴趣。贸易的扩张意味着对算术的兴趣，而不是对几何的兴趣。结果是神秘宗教和哲学神秘传统的兴起，以求恢复宗教与哲学的平衡。命运女神被时间和数字（时间的计量）取代，被正义之神取代。酒神是典型的神秘之神，基本上神人兼半。他四处游荡，不拘一地，在官方的国家宗教中并不占有固定的席位。但是他不乏信众追随，拥有一个跨越社会阶层的组织。在奥林匹亚派系之外，他成为一教之主。其信众与这个神人兼半的灵魂建立了 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只接受独一无二的酒神。酒神崇拜的典型仪式是牺牲——教徒团聚、人神一体。反之，奥林匹亚的教徒却是注重商务的，其形式是捐献或贿赂。奥林匹亚神学和空间外在物化的哲学强调非连续性和离散性。与此相反，神秘宗教给人指出与上帝合一的前途。酒神崇拜是现世和俗人的宗教，是关于人之必死却又再生的宗教。这个宗教具有神秘的生命力，既具有神圣的珍爱嫉妒之情，又具有难以逾越的命运鸿沟。在这一点上，它抵消了奥林匹亚信仰的影响。

新的宗教被迫与旧的宗教妥协，因而最终固化为条条框框，并失去活力。神秘宗教奥菲士的复兴，又使之得到改良和修正。这一次复兴大概受到密特拉教的影响，它由乡村向城市传播，以满足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个神秘宗教相信，灵魂来自上帝，因而不朽。其意味是，今世要保持灵魂的纯洁。奥菲士教关心的是拯救灵魂，通过净化仪式来拯救个人的灵魂。它设计出各种规矩戒律，通过净化仪式，达到灵魂的救赎，以免受到一世又一世肉体禁锢的惩罚。灵魂转世的信仰，和肉体的禁欲直接相关，和血祭的兴亡相关。神秘的净化仪式消除了人与神的隔阂，去除灵魂的污点，使人升华，求得神性，确保进入永生不死的至福之境。奥菲士教让每个人享受公正，它包含一个可怕的下界观念。这是一个惩罚为富不仁者的地狱。奥菲士教具有“无与伦比的首创性”，它把各种宗教结成一个体系，使个人愧疚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成为其教义的中心。通过强调圣典，它在公元前7世纪抵消了神庙的影响。不过，由于它没有固定的教堂，它的力量削弱了。

毕达哥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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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使奥菲士教的内容理性化。他是萨摩斯岛人，公元前530年前后，移居意大利南部。因为来自一个商业中心，所以他深知数学在计算金钱中的重要性。他和东方的安那克西曼德迥然不同。安那克西曼德认为宇宙对称，他则认为，数是万物之原理。“万物即数字。”算术与货币的背景取代了几何学和土地的背景。他认为，数是重要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自然秩序的任何表现方式。［31］
 他使绝对形式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这个现实与体现它们的世间万物有所不同。他发现音阶与算术比率有关。在同样的张力下，琴弦长度的比率和音符有关。在八度音阶里，四个主要的固定音符正好是6∶8∶9∶12的比率。音乐哲学取代了奥菲士教单纯涤罪的仪式。所谓纯洁性从仪式的观念拓展到道德的领域。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成为精英的崇拜，而不是大众的崇拜。希腊人的定居点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来。 奥菲士教和毕达哥拉斯哲学相互作用，使酒神崇拜和太阳神崇拜得以调和。酒神崇拜的狂欢形式有所节制，狂欢的仪式限制在正式的社区活动之中。酒神崇拜被纳入祖先崇拜一样的轨道。特尔斐神谕没有圣典经文，只有一些格言警语，比如“认识你自己”、“万事勿过”(Nothing overmuch)。所以，有人把特尔斐神谕比喻成一张严谨的报纸，由一个谨慎的社论部管理，却无需具体的原则。由于强大的口头传统，这张报纸战胜了宗教狂热分子煽动的极端的危险。宗教净化仪式把死人复仇的恐怖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提高了人对生命的尊重，消弭了世仇情绪。故此，宗教净化仪式成为支撑国家的基石。

阿波罗对神秘宗教的影响与僭主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代。克莱塞尼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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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致力于恢复政府得人心的形象，致力于制定宪法，以便使法律适应社会变革。为了弱化派系斗争的世仇，公元前508年至前507年，实行了流放政策。反对派领袖在不失去体面、公民权和财产权的情况下，自动流放一段时间。于是，反对派得以消除，政府就受到保护，不再受派系斗争和叛逆的困扰。于是，克莱塞尼兹战胜了他的贵族同僚，在公元前503年到前502年成功地实行了改革。［32］
 他把更加直接表达意见和控制政府的手段交给了人民。僭主和酒神崇拜都揭示了梭伦改革的弱点，其不足反映了爱奥尼亚哲学的影响。过去，父权制和血亲思想给豪门贵族特权。解释宗教律法就是他们的特权。宗教崇拜祭祀和节日的历法，靠的是太阴历，这带来计算周期的困难，人们要求从中解放出来。克莱塞尼兹用太阳历取代太阴历［33］
 。新历法每年10个月，每月36天或37天，由世俗的权威机构计算，历法与修订宪法挂钩。经过修宪，部落增加到10个。每个部落推选50人参加的公民大会，这500人轮流担任常委，每月轮替一次。选举制维护了神意的尊严，使之成为法律的基础。也是公民在法律面前权利平等的保证。最重要的施政机构就是这个500人的公民大会，以及由民选产生的陪审团出席的法庭。公民大会和法院意见不一的问题交给另一个论坛，分歧的解决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公共舆论。以选区为基础的民主选举制成为宪政的基础。由于世俗的权威机构控制时间和历法的计算，贵族的权力受到削弱。家天下的国家体制（the family state）被摧毁，其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由新型的国家接管。

希腊人把握并利用爱奥尼亚哲人提出的空间观念和神秘宗教倚重的时间观念，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社会，使之能够经受考验，抵抗波斯帝国的入侵。他们反对把神祇和宗教抬高到一个独立的地位，不让其凌驾于国家之上。他们给神权政治和君主制划上句号，使之不能构成威胁。公元前494年，米利都沦陷，落入波斯人之手。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这位激进民主派领袖被选为执政官。他下决心扩充舰队。商业利益和海事利益附加在民主事业之上。和重甲步兵相比，海军兵员来自于比较贫困的家庭，步兵相对富裕。公元前478年，波斯人战败，希腊获得新的市场、新的粮食供应和原料基地。共同的民族感情因此而加强。

克莱塞尼兹的改革削弱了宗教的影响，使外地人可以在雅典受到接纳。异族通婚的障碍扫除之后，雅典可能深受其惠［34］
 ；新鲜血液输入了，许多人能人尽其才。天资聪颖、富有胆略的爱奥尼亚人移居雅典。他们代表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是希腊历史上最蔚为壮观的现象”（穆雷［Gilbert Murray］语）。他们给雅典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爱奥尼亚思想家反对无批判地接受流行的意识形态。他们尽力调和静态的空间、秩序观念与神秘宗教的动态观念。赫拉克利特
 
[15]

 强调动态的观念，强调其中的正义（Dike）原则。他对摧毁国家专制主义（state absolutism）做出了贡献。他否定一切静态的存在（being），认为万物皆处在动态的生成（becoming）之中，这个生成的过程来源于对立面的斗争。“我思考生成（I contemplate the becoming）。”实在（actuality）的全部实质是活动，火是形成世界的力量。思想是形而上的事实，浑然不可分，超越一切运动。人完全是一种宇宙的存在。他认为智慧至上。其证明是，智慧教导人的言行，让人顺应自然的真理，追随自然神圣的法则。智慧见诸语言，因为语言是普通智慧的表现；普通的智慧又见诸一切人，它只是被个人的错误意见遮蔽而若隐若现而已。人的言语的结构体现了世界的结构。理性（logos）记录在言语之中，自然（physis）是社会意识的再现。“不必听我说，而是听造化之消息，承认万物归一（Do not listen to me but to the word and confess that all things are one）。”我为我自己而追求(I sought for myself)。博学未必授人以洞见(Great learning does not teach insight)。

巴门尼德
 
[16]

 约生于公元前539年，他用诗歌写作，目的是为了影响更多的人。他用教谕史诗说明，思想把一切东西还原为单一而相同的实质。就连心智本身也被消解，逻辑成为一种基本的形态，以便把真理的世界从观点的意见中分离出来。恩培多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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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是多利安国的公民，西西里医学流派的缔造者。他强调事物的复杂性，以求把神秘传统与爱奥尼亚科学结合起来。他修正火、气、土、水四元素说，加上爱与斗（strife）这两个灵魂的实体成分，提出存在（being）的概念和生成（becoming）的本源理论。阿那克萨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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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一元论，提出混沌说，认为自由意志的思想不必借助外力就可以逃出混沌。他因此而名噪一时。从此出发，他瞄准自我和个性（selfhood and personality）的原则。留基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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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德谟克利特
 
[20]

 认为，宇宙不可穿越、永存不朽但并不连续；宇宙是一个原初的实体，形态多变而排列无限。在原子论中，自然（physis）失去了成长和生命的联想。原子论提出静态论（staticism）和变化的观念，成为普世个人主义的背景。

哲学影响所及的人比较多。阿那克萨哥拉用散文写作，有一本书价格不贵，但使他的思想广为人知。［35］
 色诺芬尼
 
[21]

 用诗歌写作，形成一种讽喻的西洛伊体（silloi）。诗歌吟诵成为一时之尚，吟诵诗人受人尊敬。色诺芬尼抨击荷马是错误之源，他否定神具有人的形态。

倘若牛马长着人手，又会作画，

倘若和人一样，他们作的画惟妙惟肖，

那么，马就会把神画成马，

于是，牛就会把神画成牛，

牛马就会仿照自我，

给神造像，神就像牛马。

“人幻想神的形态，又幻想神的生活，使之像人自己。”（亚里士多德语）用耶格尔（Werner Jaeger）［36］
 的话说，色诺芬尼用政治家的影响推广了哲学，他把哲学的思想融入希腊的思想血脉中。他是宗教普世性的始作俑者。

面对特尔斐神庙、律法改革和哲学进步强加的限制，酒神传统步步退却。然而在僭主的宫廷中，酒神传统却大步前进，走向公元前5世纪的艺术勃兴。律法刻在石头上晓谕公众，铭文也勒石记之。雕塑从东方帝国主义传统的手中解放出来。多神教和以此为基础的雕像艺术，对神性一体的势头起到了遏制作用，使之不能成为教条。“神话的原因和造型艺术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迪尔（Dill）语］战胜波斯人以后，宙斯的庆典和崇拜更加盛况空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成为第一流英雄。希腊人给这些英雄塑像。雕塑再也不是宗教的婢女，而且从建筑中解放出来。底比斯人品达
 
[22]

 写赞美诗，讴歌运动员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他指出，诗歌的广泛传播胜过静止的雕塑。有人赞誉他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荷马。他醉心于灵魂转世的教义，深信灵魂要经过磨难和惩戒，才能为来世做好准备。他强调来生可以进入很崇高的精神境界，成为英雄人物。”（迪尔语）麦加拉学派的泰奥格尼斯（Theognis）对爱奥尼亚城邦煽动的社会革命感到厌恶。他的作品得到贵族赞助，以贵族为对象。西摩尼得斯（Simonides）更进一步。他按价定做颂诗，自己推销诗作。价格体系拓宽了范围，适应了新的需要。

品达使合唱抒情诗趋于完美。合唱抒情诗是史诗和戏剧的桥梁。有人说这种艺术形式是多利安贵族的艺术，正如戏剧是雅典民主派的表现形式一样。悲剧和酒神仪式相仿。它有一个基本的功能：“通过怜悯和恐惧，以净化这样的感情”（亚里士多德语）。净化感情的悲剧使人焕发新的活力。悲剧是神话的再生。在戏剧发展史上，其源头是原始的歌舞。50人的歌舞团围绕酒神祭坛歌之舞之。“一群不自觉的演员陶醉其中，感觉彼此情感迁移 ，心有灵犀。”（尼采语）后来，舞乐开始分割，模仿成分受到压抑。在模仿中，音乐比歌词重要。芦笛显然借用于爱奥尼亚人的早期文明。它成为酒神崇拜的主要乐器，成为“剧场中独一无二的乐器”。［37］
 由于史诗放弃了音乐伴奏，歌舞的风格得到了解放，50人的歌舞团也从音乐中解放出来，领舞领唱的人就可以靠朗诵来变换表演与合唱，他的朗诵围绕酒神的历险。后来，这个领舞人就成为戏剧中的演员。［38］
 朗诵的人也从舞蹈人中分离出来。至少不迟于公元前472年，埃斯库罗斯
 
[23]

 又加上第二个演员，戏剧情节的变化随之成为可能。以演员为中心的舞台改变为半圆形，观众坐成半圆，演员面对四分之一个圆周。在埃斯库罗斯生涯的后期，他加上了第三个演员。史诗精神和戏剧形式结合起来。由于一出悲剧不可能表现一部史诗，就用一个寓言把三出悲剧串联起来。索福克勒斯把合唱降格到戏剧成分之下，用三个演员，把合唱的人数从12人增加到15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三部曲，到索福克勒斯
 
[24]

 的手下成为独立的三出戏，彼此无联系。

埃斯库罗斯试图调和新旧正义之神，他对上帝爱人作出合理的解释，以此作为自己的理想。英雄可以“在自由的精神中新生”。索福克勒斯的英雄糅合了神性和人性。所谓“认识你自己”就是要知道人的无助，又要知道受难的人不可摧毁、不可征服的尊严。悲剧使希腊诗歌恢复了拥抱一切人利益的情怀。［39］
 悲剧需要关注全体人民的利益，需要全体人民的参与。口头传统的力量在悲剧之中达到了高峰。

尼采笔下的欧里庇德斯
 
[25]

 是摧毁神话的音乐天才。［40］
 他把观众从座椅送到舞台上。和索福克勒斯的剧中人相比，他塑造的人物挫败了信仰最猛烈的进攻。他用个人主义取代埃斯库罗斯的集体主义。悲剧不再是最有力的表现形式，不再能够反映最深刻的神话意义。听众失去了对生活的信仰，口头传统的力量开始衰退。欧里庇德斯的理性主义主导着新的喜剧［41］
 。民选议会成为公共舆论的宪政喉舌，戏剧家仿佛就是新闻记者，他排遣人的情绪，由此对人产生影响。预先设定的影响受到强化，反映在夸张的表现形式中。阿里斯托芬
 
[26]

 的喜剧仿佛是激烈的党派新闻，不过其矛头所指不是施政的措施 ，而是个人、一般原则或倾向。［42］


文字对口头传统的影响，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后半叶日益明显。散文反映了城邦的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家的需求。耶格尔认为，散文是新型国家的精神在演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成文法以散文的发展为前提，散文的发展必须是明快而普遍有效的句子。初期的散文是对公众简明、准确的重要公告。可是，荷马史诗模式的口头传统阻碍了它的发展。到了公元前6世纪，散文在哲学、家谱、地理和历史著作中出现。接着，散文的兴趣转向个人，转向人物和故事。文学的地位超过历史。爱奥尼亚作者分别处理城市的历史和人物。公元前5世纪初，“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Hecateus of Miletus）说：我写我认为真实的东西，希腊人的传统似乎种类繁多，滑稽可笑”。个人可以用“神圣崇高”的书本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文字开始摧毁希腊生活的纽带。在公元前470年，雅典没有一个读者群。然而，到了公元前430年，希罗多德却发现，他把自己吟诵的历史写成书，反而更加方便了。到了伯里克利
 
[27]

 的时代，雅典已经“全国书声朗朗”［库尔提乌斯（Curtius）语］。不过，散文的大发展主要还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
 
[28]

 之后。希罗多德是说话天才，他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他站在欧洲散文的源头。

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巅峰状态。狂想曲已经诉诸文字，其手稿已经在世间流传。对白和情节都具备的抒情诗从合唱衍生而来，接着又出现了剧情诗（dramatic poetry）。到公元前5世纪，在泛雅典运动会的诗歌朗诵会上，《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享有特殊的地位。最早的书籍买卖，是阿提卡悲剧流行的结果。公元前330年出现的第一座图书馆也是同样的结果。到欧里庇德斯的时代［43］
 ，戏剧演出之后，剧本在读者中广泛流传。据说，欧里庇德斯是第一位拥有图书馆的希腊人，其意义值得玩味。对文字的要求是提高效率，这个要求反映在书写的变化之中。紧随闪米特人之后，希腊人的书写从右向左。不过，他们继续用牛耕式的转行书写法。最后，到公元前5世纪末，才改为从左向右书写，而且把闪米特字母倒过来写。口头传统的影响，是要求用语忠实简洁。［44］
 阿提卡这种爱奥尼亚方言的变体，逐渐取代了原来的爱奥尼亚方言，成为希腊的主导语言。

口头传统的力量不仅反映在艺术发展中，而且反映在政治演变中。波斯战争以后，民族热情高涨，政治权威加强，神秘主义和个人崇拜受到镇压，城市崇拜和新的崇拜受到重视。城邦和宗教结成一体。在雅典，最高法院的威望在波斯战争中有增无减。但是，到公元前462年，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划上句号。公元前450年，公民注册人数大大减少，许多人被排除在外。公元前449年，伯里克利进一步剥夺了最高法院的重要权力。每天，国家给参加陪审团或公共集会的公民发一点补贴，公民在公共节日看戏也享受补贴。法院配备陪审团，人员用抽签产生。雅典人对限制领取津贴的人数感兴趣。大约有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公民从公共经费中得到补贴，成为靠租金吃饭的人。他们靠政府税收的盈利，或者靠异族缴纳租金。

这些变迁的后果很快就反映出来，雅典帝国遭遇到困难。［45］
 公元前454年，得洛斯联盟的中心从得洛斯迁到雅典，雅典成为希腊东部财政、制钱、最高法院、法律和商业的都会。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审理都是根据雅典制定的律令，适用全国。结果，案子堆积如山，引起怀疑，有人怀疑陪审团是否受到不相关申诉的影响。盟邦抗议令人压抑的司法控制，抗议贡税。地位不太幸运的盟友指控民主城邦搞任人唯亲。卡利亚斯和约（公元前449年）承认雅典在爱琴海和希腊海岸城邦的霸权，直至吕底亚的东部边境。公元前445年的和约说明，希腊城邦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这似乎标志自足自主原则的终结。公元前440年的大暴动以后，斯巴达支持的寡头城邦的利益和雅典帝国的民主利益之间，实现了总体的平衡。然而公元前445年，这个妥协原则达成之后才过去14年，诉诸武力的战争就爆发了。

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瓦解。在斯巴达，口头传统及其对音乐的倚重经久不衰。庄严制定并且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法律，就那么几部。莱克格斯的立法坚持了口头传统。公民要服从贵族军事体制。斯巴达［46］
 成为寡头政治的首脑与核心，雅典周围成为民主政治的中心。斯巴达的制度使希腊人在法律和纪律方面的能力发展到登峰造极之境。相反，雅典的制度却最大限度地使个人充实而自如地得到发展。爱奥尼亚和多利安的希腊人，本来就存在根深蒂固的裂痕。地理、方言和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二者之间的裂痕。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失败告终。稍后，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战役中，斯巴达人又败在底比斯人手下，其霸权随之衰落。公元前362年，底比斯人也衰落了。马其顿的菲力普国王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宣传，煽风点火，加重各城邦的不和。喀罗尼亚战役以后，除了罗德岛之外，希腊各城邦都对菲力普国王俯首称臣。古代各帝国全神贯注于国际问题，而希腊关注的却是个人的发展。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他们在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这两个观念之中打进了一个楔子。政治帝国倚重的是空间，基督教帝国倚重的是时间。他们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到城邦这种合理的规模（rational proportions）。对繁难文字的垄断权，曾经是东方大规模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垄断被摧毁了。字母表对不同语言的适应力，削弱了抹平差别、整齐划一的可能性，增加了行政管理问题的难度，给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带来致命的后果。然而，绝对主义观点的破除，自然为理性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改变西方的历史观。


注 释


［1］G.R.Driver, op.cit.,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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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基督教起源史》。


 [2]
 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著《希腊史》12卷。


 [3]
 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希腊哲学家，善辩，重面授，强调口头交流和口传文化，首创问答教学方法，认为哲学在于认识自我，美德即知识，反对文字撰述，其学说仅见于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转述。被控毒害年轻人而被处死。


 [4]
 阿蒙神（Amon），埃及主神。


 [5]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与其老师苏格拉底和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古希腊三大哲人，亦是全部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创办学园，提出理念论和灵魂不朽说，著有30余篇对话和书信。


 [6]
 赫西奥德（Hesiod），古希腊第一位笔头创作的诗人，活跃于公元前8世纪，著有《工作与时日》、《神谱》等。


 [7]
 萨福（Sappho），希腊抒情诗人，女性，活跃于公元前600年前后，常被视为女同性恋的象征，作品讴歌爱情，存世不多。


 [8]
 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公元前624？-前546？），哲学家、天文学家，米利都派创始人。


 [9]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0？-前545？），米利都派哲学家，认为世界由一种叫“无限”的物质组成，其著作已经失传。


 [10]
 梭伦(Solon，公元前638？－前559？)，古希腊政治家、诗人、执政官，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11]
 德拉古（Draco），公元前7世纪希腊政治家、立法者，他于公元前621年制定的法典偏向于严刑峻法。


 [12]
 庇西特拉图（Peisisitratos，公元前600？-前527？），雅典僭主，奖励农工商，实施大规模海外贸易和雅典城市建设，支持文化发展。


 [13]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2？-前49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教团创始人，提倡禁欲主义，认为万物和谐、万物皆善、万事健全、万象丰盈，认为数为万物之本。


 [14]
 克莱塞尼兹（Cleisthenes，公元前570？-前508？），古希腊政治家，曾任雅典首席执政官，公元前508年联合平民通过公民大会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15]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爱非斯派的创始人，认为火乃万物之源、万物皆流，著有《论自然》，但仅存130多个残篇，名言有“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16]
 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515？－前450？），希腊哲学家、爱利亚学派创始人、存在哲学代表，认为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不生不灭、不动的、单一的；承认理性的真实性，否认感觉的可靠性，认为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真理，认为“非存在”是不存在的；反对赫拉克利特变化的观点，认为创造（从无到有）和毁灭（从有到无）是不可能的；著有《论自然》。


 [17]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公元前490－前430)，希腊哲人、诗人和医生，提出水火土气四元说说，提出存在（being）的概念和生成（becoming）的本源理论，著有《论自然》和《净化》。


 [18]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前428？），希腊哲学家、原子唯物论的思想先驱，主张地球是一个圆柱体，相信天体和地球的性质大体上是同样的，把一切运动都归之于心灵或灵魂的作用。


 [19]
 留基伯（Leucippus，公元前500－前 44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奠基人之一、德谟克利特的恩师，受泰勒斯、芝诺、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的影响。


 [20]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前370？），原子论的奠基人之一，师从留基伯，著有《宇宙大系统》、《宇宙小系统》、《论荷马》、《节奏与和谐》、《论音乐》、《论诗的美》、《论绘画》等。


 [21]
 色诺芬尼(Xnophanes，公元前570？－前470？），希腊哲学家、诗人、史学家、评论家，信奉一神教。


 [22]
 品达（Pindar，公元前522?-前443?），希腊抒情诗人，有少量诵诗存世。


 [23]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写剧本80余个，仅存《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7部。


 [24]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6－前406），古希腊悲剧作家，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共创作123个剧本，仅存7部。


 [25]
 欧里庇德斯（Euripides ，公元前480？－前406），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并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大师，共创作了90多部作品，仅存18部。


 [26]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前385？），古希腊“喜剧之父”，相传著有44部喜剧，现存《阿卡奈人》、《骑士》、《和平》、《鸟》、《蛙》等11部。


 [27]
 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袖。


 [28]
 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斯巴达取胜。


第五章 文字传统与罗马帝国

希腊文明丰富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这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化的力量能够唤醒各个民族潜在的特殊力量。凡是借用了希腊文化的民族，都可以开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各家对此已做过描写，并且以罗马为证。［1］
 沉睡的国力释放出来，通过对本土文化成分和希腊文化成分的诠释，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显然，公元前7世纪初，意大利、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和希腊的贸易商引进了希腊字母表。到那个世纪的下半叶，希腊字母表演变成为希腊-伊特鲁里亚（Etruscan）字母表。［2］
 公元前6世纪，罗马也出现了类似希腊僭主统治的时期。伊特鲁里亚人引进了希腊神祇。雕塑的偶像，即用人形表现的神祇，以及供人崇拜的神庙建筑，原原本本地传入罗马。新的神祇与本土以自然为本的动物造型的神祇，得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整个希腊神族在卡匹托尔山落脚。这个神庙在公元前509年或公元前507年落成。《西卜林书》
 
[1]

 经由伊特鲁里亚人引进卡匹托尔山上的神庙，供奉在内殿之中。公元前499年又对《西卜林书》进行了修订。建立了权威的机构来保护这部经书。一场饥荒之后，这个权威的机构命令引进希腊的许多神祇，包括刻瑞斯
 
[2]

 、利伯
 
[3]

 以及平民的诸神利伯拉(Libera)。公元前496年，又引进了德米特、狄奥尼索斯和科尔。将各种崇拜编辑成书，将神祇和节庆精心安排，进入最早的历法之中——这一过程大约与文字的传播同步进行，意在表明，罗马城两个分散的居住区是在同一国王的统治之下。

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罗马孤立于希腊文化之外。国王败下阵来，贵族成为统治阶级。世袭宗教确立产权的古老原则得到恢复。两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初叫praetor, 后叫consul）取代国王，元老院的权力加强。在挫败国王的过程中，平民权力受到削弱，因此就在公元前494年设置了两位护民官。他们享受豁免权，后来护民官的人数还增加到10个。

大祭司（pontifices）履行国王的神圣义务，成为一群享受特权的司铎，他们垄断了非成文法的知识。一批司法的寡头，接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他们使用一切惯用的原理来审理案子。审理案子用口头传统，参照案中人的行为和信息；案子的裁定用口号、格言和打油诗来发布。维持律法的任务由此而完成。大祭司的权威与其宗教职位相联系，并得到加强。祭司阶级的权力由于缺乏成文法而提高。祭司成为立法者、释法者和执法者，他们不受立法者的干预，也不受反复无常的君主的制约。有人说，他们的成果与希腊人的哲学思想相似，与闪米特人的宗教思想也可有一比。

护民官（tribunes）为贫民建立了审议会等制度，要求把法律见诸文字，并予以公布。此前，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已经在用木板记录下行政官的名字和大事，后来人们要求再加上细节，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模仿希腊的模式。［3］
 十人团(decemvir)在公元前451和公元前450年起草法律，最后定名为《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尽管有书面传统的侵蚀，法律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大祭司的手里，法律的制定还是靠法律拟定（legal fiction）。法典维持了父亲对儿子的权威，同时又承认儿子可以分享父亲的遗产。财产属于个人，而不是属于家族，通过遗嘱传承财产的权利受到承认。通过假设的买卖来选择继承人。虽然平民不能缔结神圣的婚约，但是虚拟的买妻还是受到承认。一年同居就确定了夫妻的法律关系，仿佛完成了买卖合同，举行了宗教仪式。不过，如果每年妻子中断与丈夫同居的时间不超过3天，她也可以防止夫权的确立。

平民的权力得到承认并稳步扩大。公元前445年，反对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律撤销了。公元前444年，执政官的地位开始受到侵蚀。为了分离并保护执政官的宗教功能，公元前443年设立了检察官，任期4年或5年，由他们评估征税标准。100年之后，检察官有权决定元老院的构成。公元前396年，高卢人抢掠罗马之后，再次出现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公元前367年制定的《里锡尼法》（Licinian laws）规定，执政官之一必须是平民。公元前366年，贵族被迫给执政官设立新的职位，为有权执法的市政官（aedile）设立了贵人座。公元前312年之后，有关法律程序的知识，即立法（民法内容）逐渐公布。公元前304年，贵族大祭司上升的势头走到尽头。公元前300年，《奥古尼亚法》（lex Ogulnia）允许平民担任大祭司和占卜官（augeres）。公元前287年之后，平民议会（plebian assmebly）的决策具有法律效力。公元前253年，第一位由贫民担任的祭司长就职。耐人寻味的是，他是第一位公开宣示法律的官员。

尽管平民在制定法律上的权力增加，口头传统的影响还是难以动摇。原因有两个。一是口头传统对新的需要有适应能力，二是律师也许要继续与贵族阶级打交道。意大利半岛取得支配地位，领土扩张，与希腊的贸易随之增长，公元前268年，元老院决定使用银币。公元前242年设立了第二位执政官，负责侨民的司法工作。其职务与第一位执政官相对，第一位执政官负责公民的法律事务。侨民法庭使罗马人熟悉商业民族［4］
 的标准习俗，使之更加尊重侨民的平等权利。律师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能够熟练地沿用惯例。到了后来，甚至连公民法庭也能够放弃僵硬的法律程序了。

按法律程序（per legis actionem）执法，执政官和原告、被告的角色，都比较僵硬。于是，新的判决案例记录成文，以打破司法的僵硬。公元前150年前后，启动了按文书分步执法（per formulam）的程序。按照这一程序，案子分阶段进行，第一步是在地方官面前明确界定。然后，执政官的案情文书送达调解人（judex）手中，由调解人来决定是判定有罪还是不予受理。由此可见，争辩的问题由训练有素的律师判定，实际的案情却是由非专业的调解人来决定。调解人根据执政官提交的文书来解决纠纷。执政官才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传统的口头陈情被文书取代，不过，等到法律专家的审理技巧相对固定以后，这一革新才开始产生影响。这一程序对执政官的执法权（jus reatorum）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过程与执政官整个权势的增长平行发展。公元前120年颁布的《埃伊布提亚法》（lex Aebutia），把按文书分步执法的程序规定为一个可供选择的程序，以避免在按法律程序执法过程中出现偏差。执政官颁布命令，公告任职期间的程序规则，用黑字书写，配上红字说明，写在白色木板上，将木板置于公共论坛广场。执政官通常沿用前任的命令，再加上一点自己的修改。对程序的控制权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修改法律的控制权。公元前67年的颁布的《科内利亚法》（lex Cornelia）要求执政官在任职期间遵守其规定办事。这些规定既有弹性又有确定性，成为平等执法的依据之一。

在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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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之前，法律和惯例，在很大程度上都记在人的脑袋里，调解人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口头传统的影响。在侨民法庭里，法律的进行性变化，在契约法的这个演变进程中，显而易见。契约法是“古典法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各方参与的契约和财产转让书的签约仪式是极其隆重的，常常要求若干证人和助手。契约产生义务。契约和转让书不同，后者是转让财产权。在具体的签约仪式中，也有省略、简化或忽略步骤的情况，甚至“社会交往活动与能量”倚重的契约，不再用任何仪式的情况，也是有的。契约是合同加上义务。这是罗马法学家智慧“最美丽的丰碑”［6］
 。“一个人依赖另一个人的信誉而产生的积极义务，这是前进之中的文明最缓慢的成就之一。”［7］


以契约取代不成文的彼此权利和义务关系，其渊源是家长权（patria potestas）维系的家庭。法律拟定产生了人为设定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8］
 自动放弃父权的制度增加，父权受到局限。对妇女的永久监护权消亡。罗马妇女取得个人独立和财产独立的地位。个人首创精神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所有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财产和所有权没有共同之处。”［9］
 占有仅仅是所有权的外在形式，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财产。国家与个人有对应之处。国家是法律的产儿，可以用执法能力来讨论国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政治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在希腊国家一体的观念中，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可是对罗马人来说，这样的关系却极其重要。［10］


民法关于家庭、财产和契约等方面的成就，虽然受国家保护，却不是国家所为，而是由执业律师发明的。用来签署协定、划分省界和地区边界的缔约法，以及从事在宪法之下的普通事务，很少用做立法之源。［11］
 协定铭记在青铜器或石头上，藏于朱庇特神庙中，百人团会议（centuriate assembly）的律法藏于农神庙，元老院重要的法令藏于谷神庙。缔约法中的口头传统影响与民法中的书面传统的影响，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显著的差别，给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留下了不祥之兆。

罗马以武力开疆辟土，这给共和体制带来如何治理的问题。到公元前260年，战争和结盟使罗马成为意大利的“小妾”。公元前265年到公元前241年对迦太基的战功，使西西里和里帕瑞群岛并入意大利的版图。公元前236年到公元前219年，迦太基的领土扩大到西班牙。但是，在公元前218年与罗马的冲突中，迦太基再次战败。到公元前202年，两国的条约大动筋骨，迦太基的领土急剧减少。公元前153年之后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毁灭告终。与迦太基的战争，就是与希腊化王国的冲突。罗马有帕加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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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罗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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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的协助，又得到希腊城邦的支持，于是在公元前200年向马其顿宣战。马其顿被迫退出希腊本土、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公元前171年的起义之后，马其顿王国灭亡于公元前168年。公元前166年，罗马偏袒雅典，宣告得洛斯岛为自由港，罗德岛的地位受到削弱。许多希腊城邦反对罗马，罗马采取极端政策回敬，包括公元前146年摧毁科林斯。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社区走到尽头。

罗马担心如何对付东方帝国。马其顿的菲力普和亚历山大国王建成了高效的战争工具，很快就打垮了许多城邦，建立起马其顿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和波斯帝国，领土远及东方的印度。这是一个统一的“寰宇一体”（cosmopolis）的大帝国。它把东地中海和西亚连成一片，超越城邦、部落和民族的界线。“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作为城邦或自治体碎片的人，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到了亚历山大的时代，人开始成为一个个的个体的人。”（卡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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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历史上诸帝国内部的分离倾向，立即在马其顿帝国出现了。亚历山大去世，帝国立即分裂为四个王朝。塞琉西（Seleucids）大致控制以前波斯帝国的版图，托勒密王朝控制埃及，安提柯（Antigonids）控制马其顿，阿塔里兹（Attalids）控制帕加马。

希腊文化对这四个王朝的冲击，由于其各自的传统而略有区别。塞琉西继承了波斯帝国的问题，它企图支配波斯、巴比伦和希伯来的宗教，希腊的城邦观念却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塞琉西很快崩溃，给人留下的是抵抗迫害的痛苦记忆。君主制没有民族感情和宗教的黏合剂，单纯靠武力来解决王朝的问题，那是靠不住的。

托勒密王朝继承了埃及帝国的问题。为了抵消底比斯僧侣阶级的影响,修建了新的首都,把亚历山大城建成了一个新的中心，知识垄断的中心。有意识地造就了一个新神，叫塞拉皮斯（Cerapis），这也许是唯一成功造就的一个神。塞拉皮斯对埃及人犹如神庙之于希伯来人。［12］
 政治“改变了地上的治理，也改变了天上的管理”。（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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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埃及的草体在商务和私人书简中简化为通俗字体。于是，埃及文字的至尊地位就摧毁殆尽。希腊字母表输入，同时输入的也许还有软笔，软笔取代苇管笔。苇管笔比软笔粗，一端削尖，剖口，形成笔尖。莎草纸求之易得，促进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建设。到公元前285年，托勒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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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的图书馆只有2万册手稿，到了该世纪的中叶，藏书量已经达到70万册。与此同时，托勒密二世还在塞拉皮厄姆建造另一座稍大的图书馆，可能是收藏副本的，其藏书量也达到42，800册。［13］
 图书馆有大学与之相伴。这里的学者勘定文本，确保经典的权威性。［14］
 到公元前150年，阿里斯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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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勘《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使之成为比较通俗的文本。这个文本最终获得“印刷文本扩散而带来的虚假知识的致命荣光”（默里语）。希伯来经典在这里翻译并编定。这里的藏书应有尽有。公元前283年到公元前246年，该图书馆收藏了托勒密二世制定的法律，公元前170年到公元前132年，它收藏了《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随后，它又于公元前132年收藏了《先知书》和《诗篇》，公元前100年前后收藏了《传道书》。亚历山大城将东方和西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集与一身，使印度、巴勒斯坦、波斯和希腊的思想在这里聚焦。毕达哥拉斯的体系将哲学和宗教影响集于一身，使埃及的冥神奥西里斯和希腊的酒神狄奥尼索斯身份同一。人格化的理性即“逻各斯”是存在物灵魂中的理性，凌驾于魔鬼之上。到公元前350年，“逻各斯”成为仅次于上帝的神。一个明确的转变，即遵从改革的思想，在个人的脑袋里出现。在博物馆里，科学成为亚里士多德思想绵延不绝的精神遗产。托勒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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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系统分类法给地理学和几何学打上了烙印。公元前300年，欧几里得定理已经相当成熟，以至于对乐谱的发明可能构成了一定的障碍。萨摩斯(Samos)的阿里斯塔克斯(公元前310-前230)发现，太阳大于地球，地心说难以成立。书面传统的力量使亚历山大时代成为“博学与批判”的时代［15］
 ，成为专家而不是诗人和学者的时代。亚历山大时代的人是“搞图书馆的人，搞校勘的人。他们可怜，图书的灰尘和书稿的错误使他们眼睛失明”（尼采语）。随着图书馆而来的是高雅的品位和令人尊敬的地位。［16］
 美学思想结晶，批评也开始出现。文学与生活脱离，思想与行动脱离，诗歌与哲学脱离。在《阿尔戈英雄》中，阿波罗尼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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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斥卡利马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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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大部头的书即是大的罪恶。”（A great book is a great evil.）［17］
 占星术胜过天文学。地理以科学开始，以文学告终。斯特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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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理学被认为是希腊化时期文化的天鹅绝唱，是宇宙浑然一体观的最后闪光。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结晶的希腊口头传统，对亚历山大城影响深远。柏拉图反对诗人和物理哲学家（physical philosophers）自然观的宇宙起源说，诗人和哲学家都得到国际化的一神论支持，一神论席卷了从巴比伦到埃及的广袤地区。据说，柏拉图相信星球的神性，他了解埃及人精神压制的手段，所以他主张，政府应该有撒谎的自由。柏拉图学园有一铭文：“不知几何者勿进。”其中隐含着他对生长之物（physis）的忽视，也暗示他对成长过程研究的忽视。亚里士多德大概从公元前367年至公元前347年师从柏拉图。柏拉图去世以后，他离开学园，并最终创办了政治家的吕克昂学园（Lyceum）。他是爱奥尼亚人，父亲行医，所以他对生物科学感兴趣。这就是说，他关注的是观察而不是创建系统。希腊医学的意义在于，它与健康的理想关系密切。希腊医学坚持的原则是，经验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它强调精确，把病因和症状从道德领域分离出来，以便把真正的病因和症状区别开来。“在医学中，首先不应该注意可能提出什么理论，而是首先把理性和经验结合起来。”［18］
 生物科学强调分类，用怀特海
 
[15]

 的话来说，个别的理论直观而具体，数学的观念则完全抽象，生物科学刚好处在两极之间居中的位置，生物科学强调逻辑。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是暂时的、开放的。它努力抓住问题的全局，而不是接近一劳永逸的知识。他是生物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他倾向于寻找终极的原因。有关自然知识的科学积累起来，放进了哲学的领域，与天文学并排。他把数学从哲学构造成分的宝座上拉下来，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打开了一个缺口。形而上学让位于具体的科学。

廉价的莎草纸因为有补贴而源源不断，成为庞大行政系统和巨型图书馆的基础。莎草纸降价之后，托勒密二世垄断了莎草纸的供应。价格从公元前333年每卷2德拉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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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到公元前296年的1德拉克马买几卷莎草纸，尽管总体的物价水平由于东方珍宝的输入而有所上升。公元前179年以后，一卷莎草纸只花2德拉克马。得洛斯的物价是埃及的两三倍。埃及对出口商品征税，甚至禁止出口［19］
 ，以此维持或增加国外市场的价格。其政策是增加生产效率，降低国内市场物价。托勒密王朝继承了法老对神庙的垄断。托勒密王族经营自己的庄园，珍宝满仓。“强制走向压迫，一个政府把自己当做经济生活中唯一的统治力量时，强制就成为它唯一的手段。”“在任何一个衰败的官僚政权中，公职者的聚敛，裙带关系，不择手段控制各种职位，都是尽人皆知的现象。”（罗斯托夫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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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一个神权政治的埃及使征服者不得不建立类似的制度，以削弱被征服者的力量。

安提柯王朝（Antigonids）护卫了几个城邦，使之免受高卢人的进攻。而且逐渐加大对阿塔里兹王朝帕加马地区的影响。为了抵消亚历山大城的影响，欧迈尼斯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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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了一个大型图书馆，鼓励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以此与亚历山大城的口头传统学术相抗衡。阿波罗多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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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埃及迁居帕加马，时间可能是在欧几提斯二世（Eurgetes Ⅱ）继位时，大约在公元前146年。由于埃及禁止向帕加马出口莎草纸，欧迈尼斯二世鼓励全国用羊皮纸。［20］
 为生产羊皮纸而修建了皇家加工厂，使用奴隶劳动，垄断羊皮纸的生产。［21］
 牲口和羊皮假道库齐库斯（Cyzicus）从欧克新（Euxine）进口。帕加马“很可能是阿提卡文化复兴的源泉。阿提卡的散文精品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次复兴”［苏斯米尔（Susemihl）语］［22］
 。帕加马的艺术反映了文明与野蛮的交汇，善恶的冲突。它试图以自己不太熟悉的方式来表现这些主题。［23］


安提柯王朝逐渐把小型的希腊城邦改造成为大都市。他们在公元前261年攻占雅典，在此驻军直到公元前229年。在组建城邦联盟上，他们实行机会主义的政策。安提戈尼斯·哥纳塔斯(Antogonus Gonatas)解散了12个城邦组成的联盟。但是，公元前280年，他们又组建了爱琴海联盟，阿拉图斯（Aratus）很快就扩大了这一联盟。公元前222年，安提戈尼斯·道森(Antogonus Doson)在塞拉西亚(Sellasia)挫败了斯巴达人的侵略。埃托利亚(Aetolian)同盟乘马其顿虚弱的机会扩张势力，大约是在公元前311至前245年。公元前168年，爱琴海联盟被罗马人摧毁。

尽管各国情况有别，但是整个希腊化地区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有许多城邦，它们全都是希腊化国家。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语是通用语，从阿提卡方言演变而来。”书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出来，因为莎草纸［24］
 和羊皮纸的供应充足，又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可供驱使。这个时期的都会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读者群。用塔恩（Tarn）的话来说，一个没有机器、充满奴隶的世界需要的是轻松的读物。大批的书是东拼西凑的第三手材料，或者是教本，这都是获取知识的捷径。还有就是大量的悲剧，以及表现雅典风情的活泼的喜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写的书是有关图书收藏的书，他们也编纂书目。虽然修辞学已经进入西西里为民主服务，并被引进了阿克拉加斯（Acragas，公元前472年）和锡拉丘兹（Syracuse，公元前466年），然而等到高尔吉亚（Gorgias）把修辞学引进雅典时，那已经是公元前427年了。也许，从公元前378年到公元前377年，已经有法律规定，所有的诉状都必须以书面形式呈交给法庭。究其原因，一是省时、省诉讼费，二是已经有了以写诉状的为生的人。到公元前2世纪，修辞学的发展已经使一切东西陷入泥潭。在哲学领域，雅典学派创造性系统构建哲学体系的努力，已经被启蒙教育取而代之。公元前3世纪，外族对学校师生的影响有增无减。公元前300年之后，个人脱离政治，幸福、举止和伦理的哲学关怀继之而起。希腊古典哲学已经定型于作品之中，且已经被强调教育的哲学取代。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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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斯多葛哲学。他原籍塞浦路斯的基提翁，是希腊化的腓尼基人，于公元前320年前后来到雅典。斯多葛学派(Stoicism)摆脱了希腊政治思想预设的痴迷和偏见，成为各种学说之集大成者，成为取代多神教的一种宗教。他们回归赫拉克利特，强调生活专一的原则。“正确之理性乃自然法则，公正与正确的标准举世同一，其原则不变，管束一切人，无论治人者抑或是治于人者。此乃上帝之法则。”［25］
 斯多葛哲学高高凌驾于国家授权的各种崇拜之上。“它使人在宇宙宾至如归。”（见毕方E.R.Bevan“古代世界的逻辑”）人人均有理性，人人均享平等。“在自然法则面前，人人地位平等。”教条主义得出的结论是，管束宇宙的力量是理性的。犬儒主义反对把城邦的制度理想化，蔑视世俗宗教，蔑视对上帝的圣像崇拜。“也许，他们是古典时期最纯洁的一神教。”［26］
 公元前307年，伊壁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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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谟克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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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论的基础上，在雅典建立了一个学派。他强调经验和自然哲学，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关怀的是数学和理性优先。他拒绝承认世俗宗教中的神祇，否定世俗宗教的合理性。对他而言，对死亡的恐惧本身就是市民野心的根源所在，而伟人却往往声称已经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

奥林匹亚宗教与城邦制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是知识分子的哲学和科学，是普通人的东方宗教。受哲学影响的人和受宗教影响的人之间的交流，是越来越困难了。文化分割促进了阶级结构的发展。雅典、亚历山大城和帕加马从亚历山大帝国分割出来之后，对书面传统的倚重随之而起，科学和哲学被削弱，这就给东方的宗教和罗马的武力敞开了大门。

罗马在东方的扩张成功之后，就直接受到希腊化文化的影响。“被囚禁的希腊俘虏了她骄傲的征服者。”（霍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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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公元前272年前后，安德罗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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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来到罗马。他把《奥德赛》翻译成拉丁文，是第一位用拉丁文写作的希腊人，成为拉丁语文学的鼻祖。公元前240年，他把戏剧引进罗马。此举是为了满足返乡士兵对悲剧和喜剧的要求，他们从南部的希腊殖民地回来。公元前249年，一个处女组成的合唱队登上舞台，把希腊的合唱抒情诗献给罗马人。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新喜剧经过改造，已经适应习惯于悲剧手法的观众。到公元前200年，希腊戏剧不经大改就可以直接上演了。罗马人反抗希腊文化，强调拉丁散文。此前的拉丁散文局限于短句，因为它要适合镌刻在石头上的法律、记叙文和文告的要求。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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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辩说，希腊文学可能导致罗马的毁灭。他的论辩文章给拉丁语打下了一个活泼灵动、威严端庄的基础。公元前161年，元老院授权执政官驱逐一切修辞教师和哲学教师，公元前154年，他们又驱逐了伊壁鸠鲁的两个门徒。希腊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传播因此而受到阻碍。然而，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中，希腊语老师和语法学家使希腊化的思想深入人心。公元前168年前后，克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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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帕加马学派最杰出的学者［28］
 在罗马创办了第一所语法学校，借以反思希腊化文学批评的深刻与精明。

随着财富的显著增长，随之而起的散文文风清新，有助于解决罗马共和国面临的问题。公元前167年以后，元老院废除了直接课税制度。大规模的农业和无主的财产，引起反对元老院集权的倾向，尤其是公元前139年奴隶起义之后，反对的声浪更加高涨。格拉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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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发难。他们用希腊修辞的武器来推进民主。盖约·格拉古拓宽了辩论散文的表达范围，使之“生动、明丽、多彩、洪亮”［坦尼·弗兰克（Tenney Frank）语］。大批人进入政治舞台，讲演涉及的范围拓宽，读者越来越多。公共讲演塑造了散文风格。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100年，重浊刺耳的语音消失，拉丁语走向成熟。公元前92年，监察官克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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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图禁止拉丁语学校开修辞课；但是修辞学的影响在散文发展成为精品的过程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西塞罗时期达到散文的高峰。破碎的口语转变为文学的工具，“其句子结构集中、凝重、洪亮、严谨”。书面讲演辞几乎与口头讲演富有同等的表现力。西塞罗模仿伊索克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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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范本写作，他成为支配欧洲文学史的巨人。拉丁语成为哲学的语言。西塞罗的著作一时间洛阳纸贵，他的著作成为斯多葛派哲学传播的载体。

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有一个共同的理想：“灵魂完全解放，摆脱激情与迷信的枷锁”（阿斯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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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当时的老师和民众都抱着这一思想，这就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处于不利的地位。卢克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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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伊壁鸠鲁，写下《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这是道德教谕的长诗，抨击在神面前的畏缩，灵魂的奴役；涉及与此相关的来世信仰、对死亡的恐惧、牺牲的残酷、符号与奇迹、观者的神秘化；还涉及梦的解释者等。看来斯多葛学派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它从罗得岛开始，以克里西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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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波塞多尼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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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先锋。二人授徒讲学，弟子有帕奈提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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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奈提乌斯试图修正斯多葛哲学，使之为罗马的贵族阶级接受。他与帕里庇乌斯（Polibius）一道，在公元前2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把斯多葛哲学引进罗马名将西庇阿（Scipio Amelianus）的圈子。经过西塞罗的努力，斯多葛哲学在罗马法中得到新的支持。他说：“《十二铜表法》一本书，比全世界所有的哲学书都要更加厚重，更加权威。”（《论演说》）斯多葛哲学给世界带来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国家、天然的公正、伦理学意义上的普世公民权。这些观念不依赖国王的法令，而且胜过国王的法令。自然法的观念引起明达的批评，促使人检讨习俗，有助于摧毁法律的宗教性质和仪式性质，有助于推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强调无意的区分，减轻了不分青红皂白的严刑峻法。这个观念是“最适合人性的原则，人是理性的和社会的存在物，人是，或者说应该是一切建设性法律的根据”（波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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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侨民法》（jus gentium）成为人类通用之法，等同于自然之法。“我们是法律的奴仆，以便让我们获得自由。”（西塞罗语）

书写的传播强化了希腊的影响。书籍和读者群大概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这是呼应国家的需要，呼应农业和法律的需求。到公元前2世纪时，书籍已经牢牢扎根，然而其流通却仅限于人数很少的一个知识阶级。马其顿的末代国王佩尔修斯战败（公元前168年）以后，保民官保卢斯把佩尔修斯的图书馆整个儿搬到罗马。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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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把提亚斯的阿波林图书馆劫回罗马，还把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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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从雅典运回罗马。新的传记出版，当代历史著作亦已问世。著书立说的人多起来，这就给大部头的著作和可靠的参考书提供了需求。占领埃及使莎草纸的供应源源不断。莎草纸当然比树皮方便使用。树皮做书的意思保留下来，拉丁语的书还是叫“树皮”（liber）［29］
 。托勒密王朝时期，莎草纸的产量增加，质量改善。莎草纸人工栽培，一年四季都可以收割。皇家垄断，调控销售，但是私人也可以种植，并在工厂中加工。最好的莎草纸由国家以固定的价格收购，质量好的用于公证文书，质量差的就可以在国家垄断之外销售。

西塞罗的朋友阿提库斯（Atticus）的兴趣，可以说明书籍贸易的性质。他从希腊搜求书籍，积累了大量藏书，成为出版商。公元前61年，他对一本西塞罗讲演集提出批评。公元前56年，他显然控制了西塞罗作品的出版。他训练奴隶抄书、读书、担任图书管理员。到公元前55年，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抄书的产业。［30］
 书写长度的计量单位叫斯特里波（striboi），计15个音节或16个音节。这个单位显然是用来抄书和引用的计量单位，也用来保护买书人的权益。分行散文书写法，有助于计算行数，有助于确定手稿的市场价。抄书人的生产速度平均每小时250个斯特里波。

书写的影响反映在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普劳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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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为一次演出而写的剧本，也被市政官从故纸堆里给拯救出来，并使之复活。泰伦提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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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老剧本充斥市场，新剧作家感到沮丧。希腊韵律分析法与罗马的重音突出法之间有冲突，这就削弱了戏剧的地位。市场对廉价娱乐的需求，也使哑剧的水准大大降低，并且把知识分子逐出剧院。在法学方面，希腊偏重法典要求的法律原则的抽象表述。字面上的直解反而忽略了事实本身的性质。“法制之下隐含的理由不应该去钻牛角尖，否则很多本来确定的意义就随之崩溃。”［内拉提乌斯（Neratius）语］［31］
 公元前198年，埃利乌斯（Sextus Aelius）完成了《三分论》（Tripertita），这是最早的系统论文。公元前95年，执政官斯凯沃拉（Quintus Mercius Scaevola）编纂了第一部法律文摘，煌煌24卷之巨。公元前51年，另一位执政官卢夫斯（Saevius Sulpicius Rufus）完成了一篇论文，对执政官发布的命令进行系统地评论。恺撒提议修建一座图书馆，由瓦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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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对现存的法典做摘要，合编一套精当的法律文书，使之简化”。显然，其目的是让公众能够读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32］
 因为书面传统的摊子越来越大，速记应运而生，以填补其与口头传统的鸿沟。西塞罗口授，让他已经获得自由的奴隶蒂洛（Tiro）速记。公元前63年，元老院显然已经配备了书记员。公元前59年出版了一种官方的报纸，叫《日报》（acta diurna）。恺撒担任执政官时，在元老院创办《记事报》（acta senatus），以收录元老院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的发表，迫使议员们讲话时心中要想到会场外面的公众。公元前52年，元老院执政团严格限制陈述的时间。这就强化了元老院就事论事的作风，给西塞罗的雄辩风格带来灾难。

治理辽阔的疆土必然要倚重官僚行政。在希腊化各王国大型的行政部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行政管理的集中削弱了元老院的权力。早在公元前327年，已经采取措施，延长执政官任期，以便让他能够指挥比较长期的战役。公元前149年，司法程序已经开始处理各行省滥用职权的情况，包括贿赂和叛逆。不过，其效果被军队中的改革抵消得一干二净。马里乌斯（Marius）和苏拉在军队内部改革，又将军事法庭与民事法庭分开。从名义上说，行省受元老院条令的保护。但是，罗马总督荣归故里时，总是富能敌国、野心勃勃，而且还具有绝对权力的经验。这对共和体制是一场灾难。在西部，被征服的国家交纳贡赋。在东部，依照君主制的惯例，国家的岁入实行包干。这个制度意味着“行政管理依靠的是没有俸禄的贵族和不负责任的投机官僚”［琼斯（H.Stuart Jones）语］。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元老院治理国家，但无法统治。相反，人民统治国家，却又不能治理。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纷争，已经使恺撒的专制有了可乘之机，他得到军队的拥护。

书写的传播促进了共和体制的垮台和帝制的兴起。随着行政权力的加大，皇帝的权力有所上升。反过来，皇帝的权力又用来争取新的支持。一场瘟疫过后，公元前293年从埃庇道鲁斯（Epidaurus）引进希腊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klepios），公元前291年，又给他修建了神庙。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希腊神祇纷至沓来。公元前213年，元老院被迫采取措施遏制宗教典籍的传播。然而，罗马贵族特别感兴趣的是大母神（Magna Mater）［33］
 ,这是弗里基亚王国之前就有的女神。公元前204年，由于塞比尔家族的大力举荐，大母神迁居罗马。曾经协助罗马人反对马其顿国王菲力普的阿塔罗斯，在大母神的迁移中又助了一臂之力。得到官方的承认必然就得到特权的地位。“古老罗马原则龟裂的墙上打开了缺口，东方的一整套东西长驱直入。”（居蒙语）虽然当局把这些东方宗教孤立起来，阻止其与接触平民，以免损害罗马风俗。公元前191年，执政官布鲁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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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拉丁尼庆祝神庙的落成典礼。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最后几天里，从塔伦顿引进了神秘的巴克斯酒神崇拜。公元前2世纪初，酒神崇拜的狂欢仪式“像瘟疫一样降临罗马”。公元前139年，元老院发布敕令，控制占星术的传播。埃及传入的伊西斯和塞拉皮斯神广泛传播，随之引来摧毁其祭坛和偶像的命令，公元前59年、前58年、前53年和前48年，毁神的命令接踵而至。恺撒统治时期，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占星术师修订历法，伊西斯神的节日全部用上了亚历山大城祭司的名字。公元前27年，屋大维接受“奥古斯都”封号，他恢复了罗马宗教。被毁的神庙修复了，阿波罗及其母亲和妹妹的神庙修起来了。公元前17年，在世俗庆典上，屋大维把他们的地位抬高，使之与古罗马的神祇并驾齐驱。稍后，阿波罗成为主神，且有一个15人团负责敬奉他的仪式。公元前83年的火灾之后，《西卜林书》补录了新的内容。屋大维下令毁掉2，000册未获批准的“伪”占卜书，毁掉巫术禁书。其余的书籍全部送至朱庇特神庙附近的一座新馆，这座新馆就在皇宫旁边。与皇族相关的崇拜得到刻意突出的地位。公元前12年，屋大维成为大祭司长，祭司团遂纳入他的股掌之中。官吏和士兵宣誓的内容，都含有皇帝的天才和昔日恺撒的神性。

对皇帝的崇拜由于不断从东方传来的思想而得到加强。庞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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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尊为神。公元前48年他败在恺撒手下，恺撒就取代其神的地位。恺撒死后，这个神的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那是在公元前42年1月1日。屋大维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盟之后，安东尼的声名一落千丈。克娄巴特拉是东方神祇唯一在世的君主代表。不过，作为托勒密王朝的后继者，恺撒本人必然也成为神。到公元前9年，他在东方被当成了救星。屋大维统治的时期，罗马帝国长期繁荣，各个行省都迷信这位在世的统治者。也许，元老院正式举行过仪式封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 37-41年在位）为神。19年，皇帝提比略（Tiberius, 14-37年在位）血腥镇压祭司，镇压伊西斯和塞拉皮斯崇拜。虽然38年卡利古拉皇帝又给伊西斯修建了神庙，东方宗教还是一蹶不振。克劳狄一世给大母神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他规定3月15日至17日庆典的全套活动，表示春天的来临。这种崇拜对妇女尤其具有吸引力。在图拉真（Trajan, 98-117年在位）皇帝统治下，大母神崇拜传到各个行省。最后一位恺撒王朝皇帝尼禄 (Nero,34-68年在位)死后，弗拉维安王朝企图求得与前任皇帝一样的神性，以此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图拉真统治下，皇帝崇拜与日俱增，他取得了上帝副王的地位。哈德良皇帝（Hadrian,117-138年在位）复活了屋大维对艺术和建筑古典主义的虔诚态度。人民对神化的帝王不满，所以后来的皇帝就避免使用神化王权的头衔。但是，对过去已经神化的顶着恺撒封号的皇帝们，还是继续维持神一样的崇拜，他们成为连续性和合法性的象征。

马可·奥勒利乌斯
 
[43]

 去世，其子康茂德皇帝(Commodus，180-193年在位)继位。康茂德大搞祭祀和偶像崇拜，削弱了帝国的两大支柱。一是拒绝东方崇拜，二是皇帝死后才能封神。在参加密特拉教神秘的入教仪式时，他受封为神，于是密特拉教形成燎原之势。活着的皇帝封神必然引起对他们的公开崇拜。在接着的百年战争中，皇帝越来越倚重武力。塞维鲁皇帝(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是非洲人，这个王朝给外来宗教提供肆无忌惮的支持。

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把他自己信奉的巴力神
 
[44]

 带给整个罗马世界，222年，他被近卫军刺杀。继位的亚历山大皇帝（Caracalla Alexander，222-235年在位）给埃及神塞拉皮斯修建神庙。他取名亚历山大，说明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世界帝国的思想感兴趣，他的兴趣不限于罗马人维持君臣有别的态度。273年，奥雷连皇帝
 
[45]

 击败属下的芝诺比阿女王（Zenobia），她在小亚细亚的帕尔米拉建立了一个国家。274年，奥雷连皇帝推翻偶像崇拜，单独建了一座神庙，供奉“百战百胜太阳神”（Sol Invictus）。12月25日是太阳神踏上胜利征程的日期，这一天成为密特拉教神圣的大庆。戴克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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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完成了奥雷连皇帝启动的崇拜，虽然他并没有被当做至高无上的主与神（dominus et deus）来崇拜。 于是，一种东方崇拜成为帝国的宗教，它带来了皇帝和帝国的新观念。于是，元老院的特权消失，两头政治（dyarchy）削弱了立宪体制，加强了盘根错节的官僚国家的集权主义。此前，密特拉教已经在西部的军队中广泛传播，尤其是在日耳曼和多瑙河行省的军队中传播。250年，罗马帝国达到巅峰，275年，它失去达契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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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遭到沉重的打击。希腊化文化从来没有向世袭的神祇投降，而且一直把密特拉教排除在希腊化世界之外。戴克里先建立四头政治（tetrarchy）分割的帝国体制，承认拉丁西部和希腊东部的区别。

官僚国家专制主义的兴起反映了书写的影响，并得到莎草纸产量增长的支持。在屋大维时期，莎草纸的种植、制造和销售都掌握在私人手里。运输税替代出口税，因为罗马是主要的进口地。［34］
 纸的生产从小村落转移到重要城市。手工匠成为工厂的工人。尼罗河三角洲的泥沼地提供了方便书写、价格合理的材料，从不列颠到两河流域的广袤疆域里都使用莎草纸。

奥古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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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服了人们对专家治国和政府无薪俸官员的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是从希腊城邦继承下来的。奥古斯都建立了一个文官制度，成为自己国库的主管，培养了一批训练有素的税务官。为了确保效率而建立了会计制度。获得自由的希腊奴隶［35］
 识文断字，具备语言能力。恺撒曾经任命他们担任负责铸币的官员。在1世纪，这样的自由人大体上掌管着与帝国各地的通信。奥古斯都仿照波斯，建立起一套驿站接力的邮路。后来的情况略有改变，一般的做法是派信使全程传递，并且用口头传达补充书面意思之不足。尼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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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后，维特利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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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位，他代表莱茵河驻军的利益，给帝国官僚体制下的许多军官授予勋爵。韦斯巴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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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在位时，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选拔管理阶级，不过，自由奴还是继续担任高效率的行政人员。哈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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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给公务员中的勋爵委以重任。官僚体制的干扰使都市生活的自由和独立元气大伤。［36］
 骑士团（equites）担任秘书在官僚体制的发展中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塞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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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创办了一个“私人本金”（res privata principis），后来它成为一个中央金库。他公开声称这是他个人的资金。财务官职用做服务的犒劳，用做退伍军官的养老闲职。加列努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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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元老院的命令进入帝国行政管理，他把罗马军团在重要省份的指挥权交给帝国的官吏（praefecti）。250年前后，皇帝和元老院双头政治的神话终于破灭。戴克里先皇帝把军队指挥和民事权威一分为二，让各省总督只负责司法和立法。大省分成小区治理，必须服从庞大的官僚体制。

官僚体制的影响，在法律典籍化的过程中显而易见。在过去的城邦体制下，市政命令在法律前进的步伐中曾经是这样的工具。到帝国体制下，它再也不是法律出台的源头活水。“罗马城邦生龙活虎、迅猛发展的时期，没有编制过法典，甚至没有人提议要编制法典。”（萨维格尼［Savigny］语）在帝国时期，执政官依赖心重，失去主动性。在哈德良皇帝统治下，尤利安努在130年编制了法典，使之成为终极的固定文献。少数有特权的法学家借助皇帝的权威回答问题，盖上印章。到了盖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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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代，法学家的解答达到权威的顶峰。经盖尤斯提议，于161年建立了法学研究所。到3世纪末，法律汇编的体制已经被权威的司法程序取代。按照这个程序，检察官可以展开侦讯，实际上还可以提起公诉。提比略（Tiberius）皇帝之后，可以对自由民身份的被告人进行刑讯。塞维鲁皇帝之后，对自由身份的公民也可以搞刑讯了。在3世纪，对重罪甚至对轻罪判死刑也很普遍。到3世纪末，法学式微，私人和官方都在收藏法律，法制不稳定的灾难降临帝国。非罗马化的国家立法延伸到民法的领域。整个帝国时期都在进行立法。法律的文本至高无上。法律无情，不可更改，固定下来。死的文本取代了活生生的现实。

罗马帝国建立了许多图书馆，借以提高罗马的威望，以此抵消亚历山大城的影响。图书馆与神庙紧密相连，成为最壮观、最容易使用、最安稳的宏伟的公共建筑。奥古斯都修了两座，一座叫巴拉丁，藏书分希腊馆和罗马馆。提比略、韦斯巴芗、图拉真和哈德良皇帝都坚持这一惯例。到4世纪，罗马城至少有28座图书馆，每座藏书2万卷，均设希腊和罗马两个分馆。整个帝国的范围内，城市图书馆星罗棋布。［37］
 私人藏书楼成为摆阔斗富的象征。［38］
 老普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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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在柯摩修建的一座图书馆耗资9，000里拉，维持其运行的基金达800里拉。

图书馆的增长支持了书籍贸易，主要是拉丁文图书，亚历山大城仍然是希腊文书籍的出版中心。一个书商如果雇用100个训练有素的奴隶抄书，他就可以用口授的办法，在10小时之内生产1，000册《马提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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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辞集·卷二》。简装本的售价估计是6分-8分钱，净赚百分之百。大规模生产，书价又不高，发行量自然大。领土扩展、驿道改善之后，书籍出口才成为重要的行当［39］
 ，尤其是在西班牙和西部省份。拉丁文取代了本土语言。到奥古斯都统治后期，西班牙的拉丁化和意大利已经不相上下。高卢的德鲁伊特教（Druidism）及其口头传统与长诗（恺撒的《高卢战记》），在里昂兴旺的书籍贸易的冲击下，已经销声匿迹。

罗马帝国的书籍成为文学宣传的工具。奥古斯都赞助作家，就像托勒密王朝一样。富豪出资，组织文学团体（多为意大利人），鼓励维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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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拉斯等著名作家在文学的黄金时代取得最卓越的成就。卖文为生的人出现，雕琢细腻的文学兴起，随着公众口味的变化而丰富多彩。然而，奥古斯都驾崩之后，文学几乎立即崩溃。帝国对公共生活的压制，使人动辄得咎，凡是招惹皇帝的作品都予以没收。皇帝要作家万马齐喑、口是心非、唯唯诺诺。韦斯巴芗皇帝积极参与控制教育，将其作为影响教授和逻辑学家的手段，因为他们直接影响上层阶级的观点。高级文法和修辞教育体系建立起来，文科教授得到的资助固定下来。71年，昆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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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罗马第一位拉丁文逻辑教授。他说：“雄辩是最时髦的练习，也是最有用的练习，远远胜过其他练习。”在白银时代（14？-128），最强有力的声音是昆体良、塔西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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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尤维纳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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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抗议的声音。作家从创作转向编纂事实。老普林尼在韦斯巴芗皇帝的智囊团中身居高位，他写下了卷帙浩繁的37卷《博物志》。为写此书而参考的书籍多达2，000卷。小普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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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图拉真皇帝肉麻的颂诗，这些诗作“成为4世纪高卢复兴期间堕落修辞的前辈和样板”。［40］
 哈德良皇帝开办了第一所从事高等教育的雅典娜学院，还支持其他的雅典娜学校。在哈德良统治下，“长期暗淡的希腊修辞文化，又焕发青春活力，征服了西方。”［41］
 马可·奥勒利乌斯皇帝在雅典学院设立了4个教授席位，每位薪水1万第纳里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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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传授斯多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和伊壁鸠鲁的哲学。

依靠莎草纸及其纸卷的书面传统，支持行政管理中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罗马依靠军队、领土扩张和法律，可是它牺牲了贸易和国际经济。50年，发现到印度航路上的季风以后，与印度的贸易随之增长，季风是帆船航海的可靠依傍。到4世纪，罗马失去三分之二的黄金和一半的白银，这些货币流向了东方。康茂德皇帝统治下发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三分之二。［42］


罗马贸易下滑，所以其宗教不必像希腊宗教那样去调节时间关系。阿尔特海姆（Altheim）说，罗马人从神得到的启示，表现在一个个的历史事件中，而不是在超越时间的行动之中。对他们来说，单独的一个日期或一个小时具有特殊的地位。所谓连续性是处在一连串封闭的、孤立的时刻组成的序列之中。一切都是神的教谕或命运的表现，其结果可以从罗马文化的各个方面看出来。历史情景的雕塑和希腊雕塑不同，罗马雕塑的群雕中区别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罗马群雕中的人数不多，他们坚持个人是群雕组合的基础。在图拉真和马可·奥勒利乌斯时代的史诗里［43］
 ，有一个描写廊柱雕塑的传统，他们关注的是表现具体的和单个的东西，而不是表现普世的和理想的东西。这些史诗的叙事技巧经过调整，去适应书卷不中断的连续性。然而，这个连续的形态，却是将书卷插图切割成大小一样的断面，就像廊柱一样，成为并排的页面——每一页通常描绘皇帝及其军队一个艰苦的征战场面，由若干画面构成一个宏大的螺旋形展开的故事。这些场面和韦斯巴芗皇帝之后在钱币上表现的场面，都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效果。罗马建筑的特征是构造坚实、构想宏伟，这反映了帝国的要求。公元前180年前后发现了水泥，这使罗马人可以修建大型的拱门、拱顶和圆屋顶。穹窿形的建筑表现平衡、稳定和持久，这些建筑是历史的丰碑，它们历尽千百年的风雨沧桑而岿然不动。

政治统一的过程忽略了个人的宗教需求，这种需要是“个人赎罪最积极而实际的保证”。奥古斯都之后，元首的创造力与诗人结合起来，宗教的形式问题随之解决，社会分层接踵而至。严格的规定和正规的集体展示，取代了个性的自由表现。为了满足个人求神赎罪的广泛要求，赎罪宗教的发展如火如荼。这些宗教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具有吸引力，在没有充分受到帝国扩张冲击的地区，尤其发展快，它们使用羊皮纸这种媒介，以抵消莎草纸的集中化倾向。

莎草纸的使用受限，其表现是用小卷轴，以便保存这种易碎的媒介，并使翻检更加方便。安东尼从帕加马的图书馆调拨20万册书给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之后，莎草纸抄写的册页书大概就跟着引进了埃及。安东尼送的书用的大概是羊皮纸，而且是以册页形式装订的。册页形的羊皮纸对折，一张皮就成为两页四面。羊皮纸页面可以比较大，比莎草纸卷轴更加便于翻检。相反，一本8张至10张莎草纸的小书，容易从缝线的地方脱落。如果莎草纸超过50张，那本书就太笨重。羊皮纸抵消了这样的不便。牛羊生皮放进石灰水里，浸透，去毛，在架子上撑开晾干。然后用白垩和浮石打磨，直至平滑。最后，成品按照标准的薄木板切割成块，上面打蜡，用苇管笔书写。希腊和罗马都通用这种笔。［44］
 羊皮纸对折，毛面对毛面，装订成册。双面皆写，所以这样的书经济、耐久、方便——运输、书写、阅读翻检都便利。羊皮纸可以消褪文字再重新书写，可以用开口的笔尖代替苇管笔书写。笔画轻重随意，圆润流畅，安色尔字母随即产生。1世纪至3世纪，蜡版对罗马草书的影响逐渐消减，一种字体较大、流畅、圆润的安色尔字体诞生。这说明羊皮纸这种新媒介的重要性。

羊皮纸抄写的书使基督教比其他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在基督教的发轫期，它仅仅是犹太教内部一个发酵的种子。作为宗教语言的希伯来语和日常使用的阿拉姆语产生鸿沟，塞琉西国王的迫害犹如火上加油。基督教抗议日益僵化的神权政治。犹太教融入希腊化的埃及，并产生影响，这也加强了基督教的地位。在反抗罗马人的战争中，基督教徒被迫退出耶路撒冷，流亡到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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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两大宗教互相同情的纽带被切断了。70年，提图斯
 
[65]

 摧毁犹太圣殿以后，正统犹太教和流亡之中的希腊化犹太教的分裂加快了步伐。5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和安条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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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基督教的重镇。然而，50 年之后，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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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罗马已经取而代之。在亚历山大城翻译成希腊语的犹太教经书，被基督教接过来用做自己的《圣经》。不过40卷莎草纸的译本太不方便，不如羊皮纸的版本。安条克开始出版基督徒的书信。50年至62 年出版了《使徒保罗》，90年又出了莎草纸的两卷本。接着到1世纪末又出版了《路加福音》和《使徒大事录》。70年，《马可福音》在罗马写成、出版，成为流行读物。四部《福音书》结集出版最晚不迟于125年。到140年，出版商已经在出版羊皮纸版本的《圣经》，出现了一个阅读通俗希腊语书籍的读者群。基督教继续以强劲的势头在希腊发展，几乎直至2世纪末。此时，北非已经在使用能够容纳五分之四《新约》的羊皮纸版本。3世纪初，对折羊皮纸的装订书已经问世。不过，羊皮纸卷继续用来制作非宗教书。基督教的口头传统结晶而为《圣经》。与犹太教的决裂迫使它吸引非犹太教的异教徒。这对基督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5］
 “每一种宗教都具有讽刺的意味，它最受欢迎的成分，都不是它自己的，而是它从它试图取代的异教那里借来的。”［46］


学者们的工作加强了基督教的地位。他们试图把希伯来宗教、希腊哲学和教会的组织结合起来。［47］
 圣克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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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开拓，接着是其学生奥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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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利金把《旧约》全书的各种译文集合成一本书，叫六种译文对照的《六种经文合璧旧约全书》（Hexapla）。231年，他被驱逐出亚历山大城以后，旋即在恺撒里亚（Caesarea）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潘菲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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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的著作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研究中心。哈纳克（Harnack）认为，亚历山大城和恺撒里亚的基督教学问，要归功于教会，教会是决定性因素。教会抵消了学问渊博的巴比伦僧侣的强大影响［48］
 ，而巴比伦僧侣倚重的是楔形文字。塞琉西人在抵抗波斯宗教时，也鼓励楔形文字。不过，一些东方崇拜的力量，仍见于一些东方语言的《圣经》译本中，比如叙利亚语、科普特语和稍后的亚美尼亚语。这些东方崇拜为教会的统一带来一些紧张关系。1世纪末期，罗马教会确立了主导地位。108年前后，一个天主教同盟出现。3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调和的宗教。“基督教是一种综合的宗教，只有那些昏聩无能的人才敢断言，巴比伦和波斯的思想帝国已经陷落。”［切纳（Cheyne）语］［49］
 “教会的胜利将会……越来越明显地说明，这是各种信仰长期演化的终极产物。”（居蒙语）

在东方，基督教遭遇伊朗的宗教而受阻。反过来，它又在希腊化的文化中巩固了阵地。伊朗宗教的祈祷辞和赞美诗经过口头传承之后，终于见诸文字，以免失传。宗教独立促使塞琉西人战败，有助于安息帝国(Partheian empire)的扩张，促成了125年巴比伦的陷落。基督教的综合性，使巴比伦宗教和波斯宗教得到妥协调和，这种调和成为萨桑王朝(Sassanid dynasty)的支柱，这个王朝是228年建立的。它迁都太息封（Ctesiphon），让僧侣负责改组后的胡腊玛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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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古经》（Avesta）成为圣典，僧侣负责用复杂的钵罗钵语来传授阅读、书写和计算。这种语言是亚利安语和闪米特语的混合语。在与萨桑王朝决定命运的斗争中，罗马引进了波斯人的习俗和宗教，戴克里先皇帝建立了一个东方法庭。他是最后一位凯旋的罗马皇帝，也是最后一位被神化的罗马皇帝。希腊化文化的反抗，迫使君士坦丁皇帝挑选一个适合希腊化需要的宗教。戴克里先试图根绝基督教，但他的迫害反而帮了倒忙，基督教地位更加突出。君士坦丁皇帝312年的胜利，被认为是基督教战胜密特拉教的胜利。313年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确定了基督教特许的特殊地位。它授权教会拥有财产，承认其为法人，推翻了作为国教的异教。321年的主日法案（Lord’s Day Act）显示，宗教与政治脱节的情况无法维持。325年，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大公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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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阿里乌派（Arius）教条，指斥其为异端，确定亚大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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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统教义。阿里乌派认为，圣子是神造之物，故此不能永生。正统教义则认为，基督是圣子，非生，与圣父本体同一。君士坦丁皇帝选择君士坦丁堡为新都［50］
 ，落成典礼定在330年5月11日。君士坦丁在此定都时，他关心的是军事防御，同时又考虑到小亚细亚大量基督徒的支持，他希望尽量靠近希腊化文化的许多重镇。他强调强有力的集中权威，把基督教的利益和军事官僚调和起来。恺撒式的独裁意味着把皇帝的权威强加在教会头上。基督教成为征服者和君士坦丁个人的宗教，而不是基督要让欧洲改宗的基督教。

尼西亚大公会议，东方是不能接受的。335年，君士坦丁转而偏向阿里乌教派。337年，他在“虔诚的阿里乌气味”中去世。340年前后，达西亚的哥特人乌尔菲勒斯积极地张扬阿里乌教派。他借用希腊字母和北欧如尼字母的某些成分，发明了哥特字母，并且把《圣经》翻译成哥特文。359年，里米尼大公会议（Council of Rimini）回归阿里乌派。但是，378年瓦林斯（Valens）皇帝死后，381年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召开的君士坦丁大公会议之后，阿里乌教派走到尽头了。

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被驱逐西迁，他们给西罗马帝国造成诸多问题。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被迫支援西罗马帝国。395年，狄奥多西去世，把帝国传给两个儿子。狄奥多西推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认为三位一体说是政治凝聚力的原则问题，因此异教受到残酷的灭绝。390年，特尔斐神庙被正式关闭。391年，亚历山大城的塞拉皮斯神庙被夷为平地。392年，皇帝发布敕令，禁止牺牲，宣布一切牺牲都是对皇帝本人的叛逆，于是一切异教徒的神庙被勒令关闭。这就是说，一切异教徒的图书馆都必须关闭。稍后，斯提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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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令焚烧《西卜林书》。教皇马尔塞林努斯（Ammanius Marcellinus）写道：“图书馆像墓室一样被永远关闭了。”396年，异教崇拜被禁。基督教历法和基督教节日取代了异教历法和异教节日。

西罗马帝国式微，西部教会势力随之增强，东部遭遇到的异教困难日益加剧。390年，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不让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到罗马参加礼拜，直至他为安条克城的屠杀公开忏悔。罗马于410年遭到蛮族洗劫以后，东部异教的挑战更加甚嚣尘上。亚历山大城的主教们企图在该城另立教皇，教皇利奥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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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挫败了他们的企图，他抢先建立了西部教皇凌驾一切的体制。隐修士贝拉基（Pelagius）及其门徒因宣扬命定论和原罪说，于417年被逐出教会。431年的以弗所公教会议（Council of Ephesus）谴责贝拉基的隐修和聂斯托利教派。聂斯托利（Nestorius）时任君士坦丁牧首，主张基督是由人而神，圣母非基督之母。这次会议使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暂时占了上风。西里尔（Cyril）主教认为，基督的人性完全融入神性之中。然而，451年的加尔西顿公会（Council of Chalcedon）又拒绝西里尔的主张。东部教会的争论使罗马教廷确立了凌驾东部教会的权威。西里尔基督一性论被拒绝之后，叙利亚和埃及的基督徒疏远教廷。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东罗马皇帝芝诺于482年发布敕令，试图恢复与一性论者的和谐关系，这反而引起君士坦丁堡和罗马的分裂。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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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调和罗马、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但551年亚历山大城主教出走，这使科普特教派的仪式从此定型。

查士丁尼加强君士坦丁堡的防卫力量，借以提高东罗马帝国的威望。529年，他关闭了雅典的学校，又命令优西比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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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50套羊皮纸的《圣经》，筹建一座图书馆。4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基督教文献抄本完成了。300年前后，格里高利主教（Saint Gregorius）与赫马诺基尼努斯主教（Hermanogenianus）试图整理罗马法。425年，狄奥多西二世建立了一所大学，有31位教授。438年完成了历代狄奥多西皇帝的抄本，里面收录了君士坦丁以来基督教皇帝的敕令。西哥特人根据这个版本搞了一个节本，供自己使用。到5世纪，皇家图书馆藏书估计已经达到12万册。477年，该馆毁于大火，然后在芝诺皇帝统治下又得以修复。查士丁尼的伟大成就，历来被认为是制定民法典［51］
 ，以及修建索菲娅大教堂。528年，一个被委任的机构出版了自哈德良以来历代皇帝颁布的法令。530年，又设置了另一个机构，负责汇集出版历代法学家的著作，这就是《法律摘编》（Digest）。534年至565年的敕令汇编成为名为《新法集要》(Novellae Leges)。新法典的原理摘编为《法律要义》(Institutes)。《民法总览》(Corpus juris civilis)用拉丁文撰写，后来加上大量希腊文评注。627年，拉丁语在皇家敕令中的官方地位被希腊语取代。《法律摘编》是罗马法发展的最后一步。这是完全放弃罗马法系统连续性的最后一步。“罗马法律的优点和品位死亡之后，才沦为一个系统。”“几部罗马法典对欧洲法系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成就及其影响力，是“历史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证据，足以说明，物质的不灭与思想之不可摧毁相比，那实在是小巫见大巫。”［52］
 查士丁尼统治下制定的法律对欧洲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圣经》，天下无双。［53］


532年，查士丁尼对东方波斯国王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以此换来他在西部的成功。610年，查士丁尼已经去世，赫拉克利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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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业已继起，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基督一性论者表示不满，波斯人乘机夺取巴勒斯坦和埃及。东罗马帝国614年失去巴勒斯坦，618年或619年失去埃及。虽然赫拉克利乌斯收复了失地，但是不久这些领土又落入阿拉伯人之手。637年或638年，耶路撒冷陷落。650年，塞浦路斯陷落。7世纪末，阿拉伯人已经征服了拜占庭帝国东部和南部各省，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但是，帝国的核心还是硬挺下来，直到1453年灭亡。“就一定意义来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代表东方的枪炮与火药。西罗马帝国没有枪炮与火药，所以它早就灭亡了。”［贝内斯（Baynes）语］东罗马帝国长期不灭反映了一个观念的成功：掌握了帝国观念，所以它就成功。

拜占庭帝国的发展靠的是两种组织的折中，这两种组织反映了两种媒介的偏向。莎草纸有助于帝国官僚体制的发展，这一体制与辽阔的国土相关。羊皮纸有助于教会阶层制度的发展，这一制度与时间相关。拜占庭帝国长期不灭，这与它在另一种成功的折中有关系。在这种折中里，既有靠石刻文字的君主制成分，又有靠泥版文字的宗教成分。巴比伦帝国喀西特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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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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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卜林书》（Sibylline books），古罗马的一部神谕集。


 [2]
 刻瑞斯（Cares）, 罗马谷神。


 [3]
 利伯（Liber），罗马酒神。


 [4]
 西塞罗（Marcus Tu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任执政官，力图恢复共和政体，发表反对安东尼的演说时被杀。代表作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法律》、《论国家》等。


 [5]
 帕加马（Pergamum），今土耳其一省。


 [6]
 罗德岛（Rhodes），今属希腊。


 [7]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英国散文家、史学家，关心社会问题，批评社会弊端，著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8]
 居蒙（Fanz Cumont,1868-1947），比利时考古学家、语文学家。代表作有《密特拉教之经文与文物》（The Mysteries of Mithra）、《罗马异教信仰中的东方宗教成分》（The Oriental Religions in Roman Paganism）、《占星学家的埃及》等。


 [9]
 托勒密一世（Ptolemy Ⅰ，公元前367－前283），初为亚历山大大帝部将，亚历山大帝国分裂时初为埃及总督，后自封为王，重建埃及托勒密王朝，建都亚历山大港，修建图书馆和博物馆。


 [10]
 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


 [11]
 托勒密（Ptolemy），2世纪的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地心说的创立者，著有《天文学大成》、《地理学指南》等。


 [12]
 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公元前262？-前190？），古希腊数学家。


 [13]
 卡利马科斯（Callimzchus，公元前305-前240），古希腊诗人。


 [14]
 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4？-前23？），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地理学》17卷、《历史概览》47卷，对区域地理和希腊文化研究有特殊贡献。


 [15]
 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教育家和哲学家。与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被称为永恒的伟大学术著作。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16]
 德拉克马，古希腊货币单位。


 [17]
 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 Ivanovich Rostovtzeff，1870-1952），美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曾在叙利亚发掘古希腊遗址。著有《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古代世界史》。


 [18]
 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Ⅱ，公元前197？-前159？），帕加马国王。


 [19]
 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古希腊史学家，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著有《希腊编年史》。


 [20]
 芝诺（Zeno of Citium，公元前490？-前425？），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哲学的创始人，其体系以伦理为中心，认为人应该提高顺从统治宇宙的理性，这是己任之幸福所在。


 [21]
 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流射说，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提出社会契约说，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


 [22]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原子论创始人之一，政治上属于奴隶制民主派，在伦理学上追求人生幸福，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心身宁静。


 [23]
 霍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罗马诗人，从倾向共和转向拥护帝制，写诗歌颂屋大维，其《诗艺》对西方诗歌产生很大的影响。


 [24]
 安德罗尼卡（Livius Andronicus），古希腊作家、拉丁语文学的鼻祖，活跃于公元前1世纪，精于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


 [25]
 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前149），罗马政治家、作家、执政官、监察官，维护罗马传统，为拉丁散文文学的开创者。


 [26]
 克拉斯特（Crates of Mallos），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语法学家、帕加马图书馆负责人，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初期，曾经到罗马演说，推动了罗马人对语法和评论的研究。


 [27]
 格拉古兄弟（Tiberius & Gaiius Gracci），罗马政治家，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均为平民出身的保民官，在元老院推进民主改革，先后为捍卫民主而殉职。他们两兄弟推进的民主立法影响后世。


 [28]
 克拉苏（Livius Crassus，公元前112？-前53）， 罗马法学家、政治家，是与马可·安东尼和西塞罗齐名的最伟大的演说家。


 [29]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雅典雄辩家、教育家，希腊败于波斯后绝食身亡。


 [30]
 阿斯奎斯（Asquith，1852－1928），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著有《战争的起源》、《国会50年》等。


 [31]
 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9?-前55?），拉丁诗人、哲学家，唯一长诗《物性论》表述伊壁鸠鲁创立的原子论。


 [32]
 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公元前280？-前206？），古希腊哲学家，将斯多葛哲学系统化的重要人物，据说有著作750种。


 [33]
 波塞多尼奥斯（Poseidonius，公元前135？-前51？），古希腊斯多葛哲学家，可能是该学派最有学问的人，西塞罗老师，著书20余部，均已失传，游遍欧洲，考察研究，学识渊博。


 [34]
 帕奈提乌斯（Panaetius，公元前180-前109），罗马斯多葛学派开创者，著有5篇论文，均失传，但其中的伦理学论文《论适度》却成为西塞罗《论义务》前两卷之范本。


 [35]
 波洛克（Sir Frederick Pollock，1845-1937），英国法学家，代表作有《爱德华一世时代以前的英国法历史》、《霍姆斯-波洛克书信集》等。


 [36]
 苏拉（Jul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138-前78），罗马统帅、执政官、独裁官，战功卓著，却又突然隐退。


 [37]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6），古希腊逍遥学派哲学家，师从亚里士多德，被其师任命为逍遥学派学园主持人。在形而上学、物理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伦理学、政治学和文化史上多有建树，可惜著作留存极少。主要有《植物研究》、《植物病理学》等。


 [38]
 普劳图斯（Plautus），罗马喜剧家。


 [39]
 泰伦提乌斯（Terence），罗马喜剧家。


 [40]
 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前27），罗马最伟大的学者、讥讽家。


 [41]
 布鲁图斯（Junius Brutus,公元前85－前42），罗马政治家，刺杀恺撒，对抗安东尼和屋大维。


 [42]
 庞培（Pompey，公元前106－前48），罗马统帅，两次担任执政官。


 [43]
 马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121－180），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著有以希腊文的《沉思录》。


 [44]
 巴力神（Baal of Emesa），生生化育之神。


 [45]
 马克·奥雷连（Aurelian，215－275），罗马皇帝，恢复罗马帝国的统一，号称“世界光复者”。


 [46]
 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ValeriusDiocletianus，245－312），罗马帝国皇帝， 284年至305年在位。


 [47]
 达契亚——现罗马尼亚广大地区。


 [48]
 奥古斯都 (Augustus，公元前63－公元14)，原名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的继承人，统治罗马长达43年，开疆辟土，奖励文化艺术，是世界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被元老院封为“奥古斯都”。


 [49]
 尼禄（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37-68），罗马帝国皇帝，54年至68年在位，奢侈，暴君。


 [50]
 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315-369），罗马皇帝。


 [51]
 韦斯巴芗（Vespasian,9-79），罗马皇帝［69-79］，弗拉维王朝创立者。


 [52]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76－138），古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117年至138年在位。


 [53]
 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45－211），罗马皇帝，193年至211在位。


 [54]
 加列努斯（Publius Licinius Egnatius Galllienus,218-268），罗马皇帝，时值外敌压境，他独挽狂澜，剥夺元老院的军队指挥权。


 [55]
 盖尤斯（Gaius，130？－180？）古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所著《法学总论》成为罗马帝国后期权威著作。


 [56]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ly，23-79），罗马作家，写书7部，可惜仅存一部《博物志》，该书为百科全书式著作，共37卷。


 [57]
 马提雅尔（Martial, 38？-104？），罗马著名修辞作家，共撰写铭辞1，500篇。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


 [58]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 Virgil，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有《牧歌》、《农事诗》、史诗《埃涅阿斯纪》。


 [59]
 昆体良（Quintilian，35年?-96年?），罗马修辞学家，著有12卷《雄辩术原理》。


 [60]
 塔西佗（Tacitus，55？-102？），元老院议员、历史学家，历任行政官、执政官、总督等职。代表作有《历史》、《编年史》等，可惜仅存残卷。


 [61]
 尤维纳利（Juvenal，60？-140？），罗马讽刺诗人，抨击皇帝暴政。


 [62]
 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61-113），老普林尼的养子、古罗马执政官、作家，主要作品有9卷信札。


 [63]
 第纳里厄斯（denarius），一种小银币。


 [64]
 佩拉（Pella）,马其顿王国首都，今希腊北部一小镇。


 [65]
 提图斯（Titus），罗马皇帝，镇压犹太人，曾将耶路撒冷夷为平地。


 [66]
 安条克（Antioch），今属叙利亚。


 [67]
 以弗所（Ephesus），今属希腊。


 [68]
 圣克雷芒（St Clement，30-101），基督教早期教父，后任教皇。


 [69]
 奥利金（Origen，185？-254？），早期基督教希腊教父之一，曾经编定《六种经文合璧旧约全书》(Hexapla)。


 [70]
 潘菲卢斯（Saint Pamphilus），希腊人，早期基督教教士，活跃于3世纪。


 [71]
 胡腊玛达教（Mazdaism）,即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


 [72]
 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尼西亚为今土耳其一小城，基督教的第一和第五两次普世会议在此召开。这里指的是第一次普世会议，由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主持。这次会议谴责阿里乌教派，主张本体同一，圣子与圣父绝对平等。会议发布了《尼西亚信经》。


 [73]
 亚大纳西（Athanasius，296？-377)，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亚历山大城主教，维护基督教正统教义，反对阿里乌教派。


 [74]
 斯提利科（Stilicho），西罗马帝国摄政。


 [75]
 教皇利奥一世（Leothe Great），440-461年在位。


 [76]
 查士丁尼（Justinian Ⅰ，483-565），拜占庭皇帝，主持编纂《查士丁尼法典》和《法规汇要》(Digest)，征服波斯、北非及意大利等地。


 [77]
 优西比乌斯（Eusibius of Caesarea,260?-340），恺撒利亚的基督教史专家，著有《基督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编年史》等。


 [78]
 赫拉克利乌斯（Hraclius，575-641），东罗马皇帝，610-641年在位。


 [79]
 巴比伦帝国喀西特王朝（Kassite dynasty），即巴比伦第二帝国，公元前16世纪至前12世纪。


第六章 羊皮纸与纸张

伊斯兰教的传播使埃及出口的莎草纸锐减。此前，莎草纸出口到波尔多和马赛，供学校和官僚行政使用。然而，659年至679年的墨洛温王朝
 
[1]

 时期，莎草纸却被羊皮纸取代。716年之后［1］
 ，莎草纸已经荡然无存。这场变革大约与加洛林王朝
 
[2]

 同时。莎草纸的生产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集中控制，满足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行政需要。而且，它又容易破损，只适合水运。与此相对，羊皮纸是地域辽阔的分散的农业经济的产品，适合非集中化行政管理的需要，适合陆路运输。

评估一种文明的时候，如果是用它依赖的一种传播媒介，那就需要知道该媒介的特征有何意义。莎草纸多半散佚不存，而羊皮纸却仍然保存完好。历史著作常常受到扭曲，那些耐久材料占上风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常常受到过分的重视。那些采用非永久性或陌生材料的时期和地区，却往往下工夫不够。羊皮纸抄本适合翻检方便的大部头书籍，它自然成为宗教经典和法律经典适合的材料。永久性的媒介适合大范围的流通，促进了图书馆的建设，方便小批量地生产大部头图书，这些大部头图书可以用来抄写副本。既然过去的图书必须重抄，就出现了广泛的审查制度，适合宗教和法律的文献被给予非常突出的地位。经典书和教士的著作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抄写。由于西罗马帝国崩溃，日益重要的教会法律被严重忽视了。在官僚行政体制的兴衰过程中，莎草纸起何作用，上文已经作了描写。每一种传播媒介在造成知识垄断中，有何倾向，我们也作了说明。知识垄断到了一定的程度，人的精神就取得突破，在新的社会层次上和社会的外围地区取得突破。现在，我们可以说一说羊皮纸对西方文明有何作用，看看它对知识垄断的加强有何作用，看看在纸张引进之后，它对知识垄断的瓦解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羊皮纸的特性给修道院的组织力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埃及人对国家无所不在的索求持退避三舍的态度，这就促成了修道院的建立。佛教给人们提供一个模仿的对象。佛教的引进，大概是在公元前525年波斯人占领埃及之后。322年，帕克米欧斯（Pachomios）在塔本尼斯修建了第一座修道院，他曾经是塞拉皮斯神庙的一位祭司。圣巴西勒教父
 
[3]

 制定了基督教伦理的基本要素。作为立法者，他草拟了一整套组织共同生活的准则，并且为实现这一计划提供了恰当的方法，因而成为希腊修道制度的首创者。亚大纳西教父
 
[4]

 把修道制度的知识从亚历山大城带到罗马。386年，圣哲罗姆
 
[5]

 造访埃及隐修道院，把帕克米欧斯创立的基督教伦理翻译成拉丁文。修道制度迅速传播，这是对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尘世社会的抗议，也是对教会圣礼和圣职制度的抗议。这套制度由迦太基主教圣西普里安（St.Cyprian）创立的。他认为，教徒洗礼之后，不可能保证不再犯罪，要通过行善才能赎罪，尤其是要乐善好施才能赎罪。［2］
 361年，君士坦提乌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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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敕令，免去修士的公共义务。修道制度之力量，由此可见一斑。420年至430年，圣约翰·卡西恩（St John Cassian）教父完成了修道制度的经典著作《修道制度》(Insitutes)和《修道读物》(Collations)。修道制度在高卢犹如燎原烈火。然而，修道院虽然独立，它还是不久就遭到控制。451年的加尔西顿大公会议(Council of Chalecedun)规定，建修道院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得到主教的恩准。551年的奥尔良大公会议(Council of Orleans)规定，修道院和修士都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威。修道制度大大加强了高卢主教的独立性。他在都市生活中继承了奥古斯都崇拜的威严，并亦步亦趋地模仿罗马行政体制的种种规矩。高卢教会战胜了阿里乌教派，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罗马教廷了。

东方修道制度逐渐适应西方的需要。本尼迪克特主教（StBenedict）追随圣巴西勒教父创建的制度，在“去除苦行与个人沉入修道院”上又略有不同。大约在520年，他在蒙特卡西诺建立修道院，526年发表了由他制定的规矩。按规定，每一位修士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读书，也就是说，修道院里要有图书馆，修士要抄书。531年，卡西奥多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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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维瓦里安建修道院，时任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大臣，卡西奥多鲁斯及其后继者“完成了本尼迪克特的遗志，抄写了大量的书籍，保存了许多人的著作，并且视其为虔诚”［洛厄（Lowe）语］。他是拉丁语第一位图书馆学家，大规模地搜集古代的手稿。他撰写的《研修要津》 (Institutiones divinarum lectionum），勾勒了修士的研修设想，包括抄写的方法和技巧。他建立的抄书组织，给本笃会修道院提供了一个范例。他“给西方的修道制度赋予了一丝学问的色彩，在保存和传播古典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
 ，对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


爱尔兰从未并加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其修道制度不受制于罗马教团纪律的束缚。这里的修道院独立自主，是圣帕特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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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的，大约在432年之后。由于没有固定的捐赠，所以修道院长比主教还略占上风。565年，圣科伦巴（St.Columba）渡海到爱奥纳岛，建立一座修道院，并以其为中心修建了一些教会用房。后来，圣科伦巴修会的修士又来到欧洲大陆。613年前后，他们在高卢斯建立了一座修道院，614年又在波比奥盖了另一座修道院。此举自然与罗马教会发生冲突。664年，国王奥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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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惠特比召开各教会会议，最后劝说所有教会一致接受罗马教会的体制。716年，爱奥纳（Iona）修道院承认罗马教会的复活节。本笃会主教比斯科普（Biscop）从罗马带来“各种各样修道的书籍”［5］
 。（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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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从674年起，比德在他建立的威尔茅斯修道院里撰写《英格兰基督教会史》。从670至735年，英格兰的图书馆猛增，爱尔兰和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受到新的推动。温弗里德（后更名为卜尼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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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754），受教皇格列高利三世的派遣，到德意志传教，同行的还有其继任者卢尔。他利用英格兰的藏书，以满足新建修道院的需要，尤其是弗尔达修道院的需要 。约克取代亚罗（Yarrow），成为英格兰教育中心，而且是中世纪欧洲的中心。从这里，阿尔昆
 
[12]

 “这个涉猎广泛但不熟悉创新的人”，被查理曼大帝传召到亚琛（Aachen）的宫廷学园，时年781年。抄本先是用英格兰的藏书制作。丹麦人入侵英格兰后，只好用罗马藏书来抄写。于是，亚琛积累了大量的书籍，供法国和德国的修道院使用。阿尔昆“开启了一个时代……称之为本笃会的时代……延伸到……直到巴黎大学的兴起”［6］
 。

伊斯兰教在东方和西方的成功，对基督教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关的政治问题也对基督教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四世与伊斯兰教徒签订了协议，首次阻挡了伊斯兰教的扩张，时为678年。但是，伊斯兰教的危险一直存在，直到拜占庭皇帝里奥三世时代。他717年即位，717年至718年在君士坦丁堡击败穆斯林。680年至681年在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他试图使东西方教会修好，使教皇与君士坦丁牧首团结。然而，此举疏离了基督一性论者。于是，采取有效措施，削弱基督一性论者对穆斯林的支持，遏制穆斯林的侵略势头，就势在必行了。马塞卢与各民族的关系取得了进展。他没有用强调文字神圣地位的办法去控制其他的民族。《古兰经》云：“偶像是撒旦令人厌恶之作。”哈里发亚齐德二世（720年-724年在位）下令销毁基督教堂的一切画像。730年，拜占庭帝国皇帝里奥三世下令捣毁圣像，该命令还由君士坦丁的牧首附签。753-754年，君士坦丁五世下诏书严厉谴责圣像崇拜。［7］
 禁止圣像崇拜，从外部和内部加强了帝国的力量，因为其矛头是直接针对修士的。“他们在圣像及圣像崇拜中，找到庇护自己行为的有力根据。”［8］
 由于免税，修士占有大量的地产，成为与国家争夺劳动力的竞争对手。伊索里亚出生的皇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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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修道院财产充公，限制修士人数。经过这样的迫害，尤其是764年史蒂文修士殉教以后，许多修士逃往意大利。

在西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认为，圣像有用，可以帮助不识字的人。他说：“至少他们可以看墙上的画，了解他们在书里看不懂的东西。”他在599年致马赛主教的信中说：“你禁止崇拜画像，值得赞扬；可是你毁这些画像，就要受到责备了。”［9］
 格列高利三世是拜占庭皇帝承认的最后一位教皇。731年，反对圣像崇拜的教徒被逐出教会。732年，法兰克国王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战胜阿拉伯人，给他们在西部的扩张划上了句号。“没有穆斯林，也许就不会有法兰克王国的存在，没有穆罕默德的查理曼大帝是不可想象的。”［皮耶恩（Pienne）语］教会力量日盛，默洛温王朝的贵族随之削弱。圣卜尼法斯把教皇麾下有组织的教会从英格兰带到德国。752年，他给法兰克国王丕平（Pipin）举行加冕礼， 这就给后来教皇为查理曼大帝举行加冕礼开创了先例。741年至752年，教皇扎迦利亚承认丕平皇族从此担任京畿所在市的市长。754年，丕平把曾经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土地送给教皇司提反二世（Stephen Ⅱ）。教皇保罗当选的结果不是向拜占庭皇帝报告，而是向法兰克国王丕平报告。772年之后，教皇不再用拜占庭皇帝的年号来给文书纪年。767年，丕平在金提里（Gentilly）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圣像崇拜。769年，拉特兰（Lateran）大公会议决定，一切基督徒都要崇拜圣像。

为了赢得西部教徒的同情，775年，教皇里奥四世放弃了反对修道院的政策。787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允许对圣像“适当致意、崇敬，但不崇拜，崇敬与圣像的神圣性相吻合”。［10］
 哈德良教皇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决定。相反，在查理曼大帝的《加洛林丛书》（790年）中，在794年的法兰克福主教会议上，都抨击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决定。查理曼大帝禁止一切崇拜，也禁止一切圣像崇拜。教皇不得不予以容忍，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不承认查理曼帝国送给他的土地。797年，伊林娜（Irene）女皇在拜占庭即位。查理曼大帝和教皇根据萨莉法典（Salic law）认为帝位空缺，于是800年，查理曼就加冕为皇帝。［11］
 812年的条约承认了拜占庭帝国的屈辱，该条约承认两位皇帝。但是，除威尼斯之外的整个意大利和南部地区，则划归东罗马帝国。813年，里奥五世加冕成为教皇。815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小型的主教会议，恢复753年的敕令，决定禁止偶像崇拜。

加洛林王朝从教会控制的教育机构中招聘文书和公证员。查理曼大帝要求神职人员具有更高的学历。在878年的法令中，他要求每一所修道院都要修建学校。为了适应教学需要，除了缮写室（scriptorium）之外，还要修建文案室（armarium）。他坚持修道院一律服从本笃会的训诫。他积极促成修道院宗教仪轨的统一，促成教堂礼拜仪式的统一。教材包括修订版的通俗拉丁文《圣经》。这个版本是用加洛林小字体缮写的。该字体显然起源于科比修道院，并逐渐取代其他字体。教会控制教育取得了胜利，这种字体就是胜利的象征。文字“本身是保存文化的工具，万物之中，其本性是最保守的”。［洛厄（Lowe）语］缩略和悬念使阅读和写作都成为高超的技艺。

西哥特人的小字体曾经广泛流行。塞尔维利的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撰写《词源学》（Etymologica）和《编年史》（Chronicle），用的就是这种字体。撒拉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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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西班牙时，许多逃亡的学者把这种字体带到德国。可是一次基督教会议决定用高卢小字体，西哥特人的小字体就受到压制。不久，高卢小字体又被加洛林小字体取代。安色尔小字体和半形安色尔小字体分别在5世纪和6世纪达到高峰，当时的抄书人大都用这两种字体。但是，羊皮纸书写的要求是又快又省力，这就使半形安色尔小字体占了上风。在爱尔兰，羊皮纸供应短缺，自然就流行这种字体，而且这种字体书写密集，使用大量缩略形式。接着，7世纪流行的是英格兰字体，它“较少怪异、比较清楚、不那么密集”（洛厄语）。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字体都流向大陆。爱尔兰字体的影响尤其显著，圣高尔和波比奥两个修道院的大量手稿，是褪掉羊皮纸上原来的文字而重新抄写的。4世纪以后，私人和公证都需要效率更高的字体。于是一种新的圆笔草体和连字体就应运而生，成为草字体和小字体的基础。加洛林小字体的流行，显然是以此为基础。它走向罗马，战胜安色尔字体即小罗马字体，最终战胜在南意大利根基很深的首字母大写体［12］
 。清楚、精确、简单的加洛林小字体取代了各种书写体，成为更加高效交流的基础。

条顿民族由继承人平分财产的原则，有损查理曼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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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就，使之黯然失色。841年冯提诺战役之后，虔诚者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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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儿子们接受了这个原则。此后，从汉堡到巴塞罗那的这个大帝国，就这样永远分裂为几个独立的民族王国了。丹麦人和马扎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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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攻击加强了地方组织的势力和分离倾向。886年，丹麦人在巴黎战败，此即法兰西这个新王国的滥觞。在东方，马扎尔人于933年和955年两次战败。这就给捕鸟者亨利及其儿子奥托大帝奠定了基础。962年，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为奥托行加冕礼，奥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二世娶拜占庭公主狄奥芬诺，帝国的力量由于联姻而加强。奥托三世（983－1002）进行条顿民族式的改革，提名日耳曼人担任教皇。这些侵犯教会的举措遭到修道院的反抗，尤其是克吕尼修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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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抗。1059年，在希尔德布兰德的影响下，教皇尼古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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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固定的组织来挑选主教，以避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希尔德布兰德继任教皇以后，实行了更加激烈的改革。教会与国家脱钩，不再受国家束缚。神职人员接受非神职人员的俸饷是犯罪。俗人向教士送土地也受到谴责。这是对世俗君主权威的致命一击。教会内部实行禁欲，使教士驾驭自己的良心，防止宗教王朝的建立，以便保证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教皇希尔德布兰德试图根绝买卖神职，使神职人员成为特殊的阶层，成为俗人学习的纯洁楷模。

适应修道院需要的羊皮纸对西欧强大宗教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由此建立的知识垄断，引起一种新媒介的竞争。这种新媒介在西欧的边缘露面。它满足下层社会阶级的需要。由于伊斯兰教厌恶偶像，纸张这种新媒介的冲击力就大大加强了，而纸张书写的文字比纸张的力量更大。纸张和毛笔的重要性在中国和远东，是显而易见的。西亚和欧洲的硬笔取代毛笔之后，纸的影响愈益光大。

在中国［13］
 ，书写开始用的是绢丝和毛笔。毛笔是公元前3世纪发明的，用来绘画。竹简也用来写字。但是，这些媒介不方便，于是才有105年纸的发明。碎布捣烂成纤维，置于水中浸泡，使之均匀，然后用网捞出晾干。起初用碎布造纸，后来发现亚麻纤维更加令人满意。毛笔的使用，意味着从绘画到象形文字的演化。孔子说，一画值千言。墨水［14］
 起初用灯烟制作。220年至419年逐步改进，最后做到使墨水永不褪色。西方的文字经过连续不断的征服，而走向标准化。中国的象形文字从未经历这个过程，所以它还是一字一词。大约1，500个汉字进入日常的使用范围。

公元前213年，皇帝曾下诏禁书以保存口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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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此举又于公元前191年被取消。纸张用来确立儒家的经典地位，亦用于补足口头传统，其表现为科举制度。此举始于124年，意在为行政岗位选拔人才。当政的官宦阶级由仕子组成。帝国分郡而治，各郡以驰道和驿站相通。公文、书简与官方报纸靠这个帝国道路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传递信息。帝国的组织用来钳制独立的思想。雕琢的文章因此而兴起。科举是“富有心计的发明，朝廷借以防止读书人想得太多”。公共舆论的抗争主要表现在歌谣，反映历代因朝政失误而遭到的危险。“中国人对当朝的官吏始终不信任。”（林语堂语）和文官制度相关的书生起来造反，在反对后宫和宦官的过程中发展，但是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个人享有民权的观念。这样的造反遭到严厉的镇压。［15］


统治阶级和下层阶级的鸿沟，使印度佛教乘虚而入。婆罗门凭借《吠陀经》（Veda）的知识垄断，使处在边缘的一种媒介受到欢迎，对下层阶级产生吸引力。在印度，祭司阶级控制的口头传统的力量，抗拒佛教和文字的传播。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之后，由于阿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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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鼓励，佛教和文字都迅速传播开来。［16］
 然而，马其顿王国力量衰竭之后，佛教随之式微，遂传向中亚及更遥远的地区。在此，婆罗门的知识垄断又使伊斯兰教的渗透有机可乘。字母表和纸张的供应使伊斯兰教取得胜利。在中国，佛教找到了纸张这个有效的传播媒介，也遇到对书写知识的倚重。方块字刻于雕版，然后用纸大量复制，并做成符箓出售。有了这个印刷术的进步，人们就用薄而透明的纸在石刻上拓片，把拓片置于雕版上刻字，借以复制原来石刻的经书。大量的雕版，一页一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需要得到国家的鼎力支持。

在中国，口头传统和方言众多的情况使传播受到障碍。然而，中国人的传播亦有便利之处，文字相当简捷，通行全国，方言的鸿沟得以弥合。帝国组织倚重空间观念，忽略时间观念［17］
 ，它不能解决朝代更替的问题。1280年至1368年，蒙古人的统治似乎说明，其政治组织受到局限，也说明中国语言生命力的优势。

纸的西传大约始于波斯国王阔斯罗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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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国之时，不过造纸的技术是阿拉伯人学会西传的。此前，中国工匠曾于648年被送进吐蕃造纸。704年，阿拉伯人夺取撒马尔汗，751年又攻占土耳其斯坦。此后，西方才开始造纸。穆斯林向东部的扩张产生了一个治理的问题，加上一夫多妻，这就使问题更加严重。一夫多妻制在征服战争中非常有效，但是在安定时期却并非如此。定都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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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阿拉伯部落为基础建国。阿拉伯人和新的穆斯林发生冲突。这些人改宗前是波斯帝国的臣民。750年，阿拔斯利用这些人的仇恨，刺杀了倭马亚最后一位哈里发，阿拔斯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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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而代之。它也定都巴格达［18］
 。新都于763年落成。倭马亚王族一员逃亡到西班牙，在科尔多瓦建立了一个哈里发倭马亚王朝，于756年宣告独立。巴格达远离莎草纸的补给地埃及，又禁止使用猪皮，且不愿意用其他畜皮，因为其他皮革也难找。所以，穆斯林只好倚重纸张。随着纸的引进，哈伦·拉希德（Haroun al Raschid,780-809）统治下的阿拉伯帝国一派繁荣兴旺。

波斯曾经是希腊哲学的宝库。埃迪萨学园（Edessa，建于428年）的聂斯托利教徒，以及贝里图(Berytus)和安条克等地的学园学习拉丁文，并把拉丁文书籍翻译成叙利亚文。芝诺皇帝489年关闭埃迪萨学园之后，学者们迁往尼西比斯(Nisibis)学园，后来又迁往均底下普学园。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关闭学校时，雅典的学者纷纷逃往波斯。642年波斯人攻占亚历山大城时，这里的大学幸免于难，但是在718-720年又被迁往安条克。学术的传统在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得以继续。哈里发马蒙（Al-Mamun，813-833）建立了一所学校，把希腊、叙利亚、波斯的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侯乃尼·伊本·易斯哈克（Hunayn ibn Isaq）率领一批人把许多医学著作翻译成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

巴格达追求学术的兴趣，使其威望增长，这也刺激了君士坦丁堡对学术的兴趣。820年，里奥皇帝死后，反对崇拜圣像者占上风。832年的敕令禁止崇拜，接着就对画师进行迫害［19］
 。画师多半是修士。不过，迈克尔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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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位之后，843年的一次会议又恢复了圣像崇拜。争论的解决使思想复兴。卡萨·巴尔达斯（Casar Bardas）建立了一所大学，由数学大师利奥主持。巴西尔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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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儿子里奥六世（Leo Ⅵ）编撰的法典，煌煌60卷，史称巴西尔法典(Basilica)。这部法典成为“希腊-罗马法系最完美的丰碑”［瓦西里耶夫(Vasiliev)语］。858年，天才学者佛提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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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君士坦丁牧首。他相信知识的普世价值，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君士坦丁堡反过来引起罗马的敌视。佛提乌牧首抨击西部教会，反对西部教会给《尼西亚信经》增衍的词句。于是，教皇尼古拉一世在863年对他处以惩罚（excommunication）。反过来，他于867年谴责教皇尼古拉一世非法干涉东部教会。869年，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的关系修好；但879年至893年，双方的关系再次破裂。在这段困难的时期，东部教会与罗马竞争，积极传教，扩大影响。864年，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受洗，不久，保加利亚人全都成为基督徒。［20］
 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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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圣经》翻译成斯拉夫语，并发明了格拉哥利字母表。宗教仪式用斯拉夫语进行，斯拉夫人组成神职人员并得到君士坦丁牧首恩准。959年，君士坦丁堡的大学被关闭，但是在君士坦丁皇帝九世统治下，它又得以在1045年恢复。知识分子进入拜占庭帝国的统治阶层。普塞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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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君士坦丁堡大学哲学系，他给柏拉图主义以强大的推动，使拜占庭帝国学术昌明，其百科全书式的阶段登峰造极。［21］
 拜占庭帝国的教育强调世俗的学问，这进一步加深了它和罗马的裂痕。1054年，东方和西方教会彻底决裂。

11世纪，阿拔斯王朝被塞尔柱突厥帝国取代。1070年，其将军阿齐格（Atzig）占领耶路撒冷，次年在曼齐克尔（Manzikert）击败拜占庭帝国的军队。拜占庭皇帝被迫向教皇求救。然而，教皇只提出组建十字军的构想。此举使人口过多而引起的兄弟阋墙得到遏制，欧洲的封建主为了私产而经常攻伐。十字军使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圣战。但是，十字军的领袖、教皇、德国皇帝和拜占庭皇帝同床异梦，这就使十字军东征的效果受到局限。1100年至1131年，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可是1187年耶路撒冷又得而复失。于是，十字军转向拜占庭，并于1204年夺取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几个由西部人统治的王国，神圣的文物被运回西欧的教堂。在1215年发拉特兰大公会议上，教皇宣告自己是一切东部拉丁主教之首。希腊人回归尼西亚信经，对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改造。1234年的大公会议，意在东西部修好，但未获成功。希腊人说：“你们是异教徒。过去，我们发现你们是异教徒，把你们革出教门，现在又发现你们是异教徒，还是要把你们革出教门。”罗马天主教徒回敬道：“你们才是异教徒。”［22］
 1261年，希腊人收复君士坦丁堡。教皇凌驾于东部教会的梦想破灭。然而，拜占庭帝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兴起，商业活动从君士坦丁堡转向西部；疆域辽阔的组织被推倒夷平，这有利于商业城邦的发展。

纸的生产传到欧洲［23］
 是商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始于1275年前后。纸张的使用推动了信用的成长，其表现是保险单和汇票的使用。阿拉伯数字大大提高了效率，巴格达的生产发展，到1226年，它已经成为优质纸的生产重镇。大街两旁成排的书店和纸店有一百余家。大马士革已经成为重要的出口中心。1227年，巴格达被洗掠一空，1258年又被蒙古人占领。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寿终正寝。显然，甚至在埃及，纸的使用也开始取代莎草纸。11世纪时，有人偷盗木乃伊，剥上面的裹尸布来造纸。阿拉伯纸的质量不太令人满意，1145年，西西里的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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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命令重新抄录用阿拉伯纸书写的法令。1221年，普鲁士国王腓特列二世禁止用阿拉伯纸发布公共条例。据说，在12世纪时，摩洛哥的费斯城有400家造纸厂。至迟到1173年，造纸业迁移到泽提瓦（Xativa），但是又因为质量问题而用途有限。为了改进质量，意大利人发明了捣浆机，用水力驱动，使纸浆更细腻均匀。他们还使用金属网和定型胶，以决定纸张的尺寸。1282年前后用上水印，这是一个标志，说明纸的质量已有改进。1268年之后，意大利的法布里亚诺只有一家造纸厂。到1283年，其市中心至少已有7家造纸厂。优质纸出现，市场随之迅速扩大。到13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阿拉伯比较原始的造纸工艺逐渐被人废弃。1300年之后，意大利纸的生产显著增加，向法国米迪的出口就足以为证。到14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造纸工匠移居法国，造纸技术进一步改进，直到其生产向北欧转移。11世纪之后，滥觞于佛兰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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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亚麻造纸工艺推广到其他地区，推广的原因尤以其减少皮肤病为要。亚麻碎布的供应更加充足。造纸工业在巴黎和朗格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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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中心发展起来，以适应政府、大学和一般学校的需要。造纸需要长期的学习和训练，这种熟练劳动具有垄断性。曾有许多人尝试控制造纸工人的流动。但是，工人流动到原料产地和成品产地的成本比较高，不如运输原料和成品节省钱。纸的生产和羊皮纸不同。羊皮纸生产的地域可以很宽广；但是从碎布供应到销售市场来说，纸基本上是城市的产品。乡村修道院控制教育的局面，已经被取代，城市的教堂和大学发展了。贸易和政府对纸的需求日益增加，把纸当做犹太-阿拉伯产品的偏见，就逐渐瓦解了。

穆斯林文明对西方的冲击［24］
 ，主要是通过西西里和西班牙。穆斯林被逐出西西里之后，开明的统治者于1090年鼓励大规模地翻译阿拉伯著作。在腓德烈二世(Frederick Ⅱ)统治下，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都被确认为合法的语言。1228年前后，迈克尔·斯哥特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法拉丘斯(Farrachius)翻译了拉西斯（Rhases of Khorasan,865-925）的医学巨著。在西班牙，哈里发哈金二世(Kaliph Hakin Ⅱ)在科尔多瓦建立大型图书馆，一共有70座，藏书40万册。随后，穆斯林控制的城市相继陷落，1085年是托里多，1236年是科尔多瓦，1248年是塞维利亚。此后，伊斯兰世界的资源就向西方敞开了大门。1126年，阿德拉（Adelard of Bath）翻译了克瓦里兹尼（ai-Khwarizini）的三角函数表。伊文德斯（Evendeath，109-1165）使阿拉伯数字传遍欧洲。1217年之后，穆斯林最伟大的哲学家阿威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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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由托里多的迈克尔·斯哥特引荐到欧洲。犹太人［25］
 积极地把希腊学问从西班牙传到整个欧洲。迈蒙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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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圣经》的教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入之后，欧洲人企图抵消其影响，使之适合基督教的教义。大阿尔伯图斯（Albertus Magnus）之类的教书先生把知识编成大部头的书。在迈蒙尼德和阿威罗伊的影响之下，阿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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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给理性以应有的地位，将其放在怀疑派的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使之脱离对启示宗教的信念。希腊译著助了他一臂之力。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这些译作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加明白。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本，从托里多的拉丁文本到1260年前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文本，标志着知识进化的一个阶段，“从几乎完全黑暗的阶段到了一个几乎完美光明的阶段”。［26］


纸张使用的拓宽，显然见诸方言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修道院和教堂强调拉丁文，加深了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的鸿沟。双语现象隐藏着另一种情况：“言语和思想缺乏深度。”［27］
 “一种语言会钝化另一种语言。”学术著作用复杂的文字写就。可是，“即使在最有学问的思想深处，母语总是或几乎总是处在支配地位”。［28］
 拉丁语和俗语的鸿沟加深，这使其使用遭遇障碍。拉丁文的局限性就更加严重，因为它反映的是一种禁欲的思想。学者只重文字不重语音。拉丁文教学重视的是视觉的方法，而不是听觉的方法。［29］
 与东部教会的冲突，使拉丁文在西部教会的地位十分牢固。因为东部教会鼓励用斯拉夫语做礼拜仪式，西部教会就坚持用拉丁语做礼拜。［30］
 1299年在图卢斯召开的宗教会议决定，“非神职人员只能用诗篇，只能参加礼拜仪式，不能拥有《圣经》；不能用俗语唱诗，不能用俗语做礼拜”。尽管教会发布了这样的政策，《福音书》的章节还是翻译成俗语出版了。为了避免迫害，扩大影响，人们大段大段地背诵《福音书》，下层社会不识字的人尤其如此。1150年之后，追随沃尔多（Peter Waldo of Lyons）的信徒特别喜欢俗语的《圣经》。他们读《新约》全书，感到深受鼓舞。1184年，教皇发布的维罗纳敕令，宣告这个教派为异教，并将其送世俗政府治罪。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 1161?-1216)在1199年的书信中宣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世俗人员受到的指控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因为他们秘密集会，窃取布道权利，规避神甫简单的礼仪，蔑视不与其拉帮结伙的人……因此不应该把神秘信仰向一切地方的一切人去进行解说”。［31］
 封建朝廷日益成为俗语文学的中心，妇女在这种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赞助文学的现象也很突出。［32］
 查理曼大帝命令把口口相传的方言文学记录下来，以便保存。［33］
 阿尔弗列德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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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翻译格列高利的《田园规则》（Pastoral Rule）时，写下这样一段话：

因此，我们把一些人人最需要的书翻译过来，让所有人都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读懂；你竭尽所能……坚持到底，让英格兰自由人中所有的年轻人，凡是有钱学习的人，都来学习，凡是不善于做其他事的人，都来学习，直到他们能够很好地阅读英文作品，让这些人以后去学习拉丁语。我看这样更好，如果你也有同感的话。

在12世纪的在普罗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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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人支持吟游诗人文学，使之繁荣。白话文学有利于异端文学的成长［34］
 ，导致1209年教皇用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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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结果，1229年的《巴黎条约》以法国南部的文明毁灭而告终。多明我会（1215年）和圣方济各会（1210年）布道团建立，以弥合原来的修道院制度和世俗教会日益加深的鸿沟。“一个托钵修士的时代取代了修道院修士的时代。”［拉希达尔（Rhahdall）语］稍后，宗教裁判所［35］
 也用来更加有效地侦探异端思想。1252年，教廷颁布《灭杀令》（Ad Extirpanda），正式确认1227年到1241年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宗教裁判所。

教会势力日益强大，西部的皇帝意识到，可以用教会来限制教廷对皇权的侵犯。于是，拜占庭帝国对法律的兴趣［36］
 就传播到了意大利。起初，波伦尼亚的法律教师得到皇帝的支持。伊尔内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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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民法总览》(Corpus juris civilis)做了系统的研究。做注者纷至沓来。意大利的法律研究取得实质性进步，神学则受到削弱。对《法典汇编》的研究促成了贸易法、商法的研究，也促进了对都市社区的研究。因为罗马法对帝王有利，所以教会就用教会法予以回敬。教会法的基础是格拉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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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的《格拉蒂安教令集》（Decretum），该书1142年完成，1234年教皇格列高利四世确认其为法典。腓德烈二世［37］
 去世之后，由于神圣罗马帝国而不堪重负的德意志王国随之瓦解，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国王对教廷的制衡，不得不有选择地进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因抗拒教廷而被革出教门。然而，在马西利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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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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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之下，路易四世宣布废黜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他遴选了一位方济各会教士担任教皇。1338年和1939年，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在法兰克福做出决议，帝国的权力来自上帝，只对上帝负责。马西利乌斯认为，权力的终极源泉在于人民，教会由全体教徒组成，这个主张与教廷截然相对。

罗马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意大利传统的继续。巴黎成为神学重镇。埃里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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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接触之后，更为有力地反映出古典文明的影响［38］
 。他的著作发展成为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经院哲学。［39］
 拉丁语变得更加细腻而灵活，给法语白话文学的丰富多样奠定了基础。多明我会的修士，尤其大阿尔伯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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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奎那，强行把“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思想纳入为教会服务的轨道”。由于它坐落在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巴黎大学对教会神学起到主导的作用，甚至对罗马教廷形成一种威慑。反过来，巴黎的威望又赋予法国国王重要的武器，使他可以和教廷分庭抗礼。比如，他就可以对抗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1294-1303）颁布的《唯至圣诏书》（Unam Sanctum）。诏令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世间一切生灵，若欲获救，必然臣服罗马教皇，诚乃万万之须也。”教廷试图加强财力，但遭到法国的抵制，故英国的负担更为加重。法国国王菲力普（Philip the Fair）得到法国律师的支持。“从广阔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来看问题，大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它创造了一个律师的阶层，或者说，它大大加强了律师的权力和地位。”（拉希达尔语）“律师是个有权势的职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历史记录着政治家的错觉，连篇累牍，篇幅不小。”［莫利（Morley）语］在抗衡教皇和国王的斗争中，法国法律形成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国王在他自己的领土是就是皇帝。”一切能够使王权至上有效的权力都给予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仅仅在理论上至高无上而已。“文字是不朽的证言；因此习惯就付诸文字。”［40］
 “见诸文字的习惯得到推广，打上了国王权威的印记。”［41］
 法兰西压倒教皇的国力，在所谓“巴比伦囚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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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望而知。在1378年到1417年的大分裂中，在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压制中，在英格兰对教廷的敌视态度中，都可以看到法兰西压倒教廷的力量。

罗马法加强了法兰西君主的地位，可是它在英格兰的重要性却受到局限，因为这里的口头传统更加根深蒂固。普通法（Common law）从习惯而来，是长期形成的。就像罗马法在其形成初期一样，普通法是装在人们脑子里的法律。［42］
 “罗马人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使用法律条文，用成文法，唯有英格兰例外，它在自己的国土范围内使用非成文法和习惯法（customary law）。在英格兰，法权是以非成文法为基础的，习惯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因为英格兰人用习惯法来判断许多事情，而不是用法律条文来作出判决。”［布拉克顿（Bracton）语］［43］
 “把我国一切情况下的法律和权利，都制定成法律条文，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它说明制定者的愚蠢，也说明多如牛毛的法律成了一团乱麻。”［格兰威尔（Glanvill）语］［44］
 迟至在1628年，约翰·戴维斯爵士（John Davis）写道：“由此可见，英格兰的习惯法，正如我们所谓普通法（jus commune）一样，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习惯法是一切完善法律的根基与试金石，是非成文法（jus non scriptum），只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它远远胜过我们的成文法，换言之，它胜过我们的法令、敕令或议会。”［45］
 亚当斯（G.B.Adams）强调，有必要召集一些人，请他们对没有文字条件时，习惯和事情是如何运转的，做一番真实的描绘。“昔日的法律不是制定的，而只是验证的。”［麦克韦因（Mcllwain）语］从这个源头，涌现出陪审团的力量，产生了议会。起初，小型社区的代表在郡县的法庭露面；接着，市镇和郡县的代表进入议会。议会制度能够提供关于民众、习惯和意见的知识。“普通法是议会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础。”［波拉德（Pollard）语］普通法摆脱了律师权势的影响，它摆脱的影响有罗马法系下分离财产的观念。普通法保留了复杂的所有权观念，这对贸易及政治的成长具有深远的意义。

法兰西宫廷加强法语的地位，以便和拉丁语形成反差。与此同时，英格兰宫廷加强英语的地位，以别于法语，尤其是在英法战争之后。［46］
 1363年的一条法律，要求法庭的一切陈述用英语进行。同年，大法官也用英语主持上议院的开幕式。俗语的影响在文学中显而易见，在和拉丁语的斗争中也是一望而知的。威克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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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英国领土承蒙主恩，人的权威要由行使权威者的美德来决定，他提倡撤销对不义的修会和教廷的忠诚。既然每一位基督徒的切身之责是追随基督的生活，就应该让每一位基督徒读到白话版的《圣经》。在他的影响下，第一版白话版《圣经》于1382年问世，1395年又出了第二版。这就给文化水平低的人提供了可以记诵的《圣经》。虽然1408年明令禁止未经授权而拥有《圣经》［47］
 ，但是威克里夫的译本在英格兰的影响经久不衰，而且传播到了布拉格。由于教徒可以直接面对《圣经》，托钵僧云游布道的势头就受到了抑制。

羊皮纸媒介主导的文明通过修道院制度而发展了知识垄断。教会的力量表现在一系列的胜利之中。它击败了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1040年到1245年建成了哥特式教堂，产生了大阿尔伯图斯和阿奎那的哲学思想。但是，教会的垄断地位由于纸的引进与推广而受到削弱。［48］
 不过，重组与反击，尤其是组建宗教裁判所，又推迟了它垄断地位的崩溃。纸支持贸易、城市和教育的发展，使之摆脱修道院的控制。反过来，纸又推动了教会和教堂的发展。俗语地位上升，其反映是，宫廷庇护文学，律师的角色蒸蒸日上。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一方面试图主导大学，另一方面用俗语布道，借以接触更多的人。［49］
 教会强调拉丁语，它和俗语文学的要求产生鸿沟。所以它设计了许多制度，以弥合这条鸿沟。俗语文学的要求反映在异端的流行中。种种问题可见于老修会与新修会之间，亦见于各种新修会之间。巴黎多明我会的影响，受到剑桥方济各会的抵消。对济贫奉献金强调程度的差异在教会中产生裂痕，君主和政治读物作家遂有机可乘。宫廷支持的文学，加强了吟游诗歌中白话的地位，也加强了作家白话作品的地位。这些作家有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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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特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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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伽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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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乔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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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教会中禁欲的重要性相比，妇女在宫廷中的地位有利于通俗文学的发展。［50］
 “人原本的方言对他很亲近，与他紧密结合，因为在他的脑子里，他说的白话占有独特的地位，无以取代，其他的东西都是后来才进入脑子的。”（但丁语）

白话文学的兴起加速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反过来，民族主义又加速了白话文学的发展。教会使德意志帝国土崩瓦解，但是它又受到法兰西国王的压制。［51］
 面对法兰西的主导地位，英格兰民族主义起而反抗。它抗拒教廷寻求财政支持的呼吁［52］
 ，并鼓励大学抵制巴黎大学的影响。教廷反抗法兰西的控制，一方面使西班牙和德意志纷纷创办大学，另一方面使法兰西君主控制下的高卢教会发展壮大。通过1448年的宗教律师的支持，教廷战胜大公会议，成为教会的代表。但是，这一场胜利导致宗教改革的爆发。中世纪最严重的腐败，在司铎等级系统向律师等级系统的过渡中表现出来。（拉希代尔语）

罗马帝国的官僚体制，是依赖羊皮纸卷的必然结果。但是，帝国的稳定有一个前提：官僚体制要与宗教组织融合，而宗教组织又依赖羊皮纸。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羊皮纸在西方的主导地位，使时间的重要性扩大了。拜占庭帝国长期不衰，正是由于它求得了时间和空间作用的平衡。建立在羊皮纸上的知识垄断，使西方夸张时间的重要性，使它遭遇到新媒介的竞争。纸张就是这样的新媒介，它强调空间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君主制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宗教组织的知识垄断倚重羊皮纸和乡间的修道院制度。政治组织的知识垄断倚重纸张，倚重都市的工业和贸易。这两种知识垄断的融合，使法兰西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大大加强。

教会在维护拉丁文主导地位的斗争中，不但要担心如何对抗俗语的问题，而且还要关心如何对抗其他的学问厚重的语言，比如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反圣像崇拜争论的过程中，始终有修士移居意大利。拜占庭帝国衰落了，经典手稿的外流就是其标志。1395年，赫里索洛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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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佛罗伦萨教希腊语。15世纪期间，大量的经典手稿传到意大利。东方学者带来了对柏拉图的新的尊敬，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压倒一切的影响，从此就结束了。

纸张“使得过去传播思想的昂贵材料被一种经济的材料取代，这就促进了人类思想成果的流传”。［53］
 “它带来了一场重大的……革命。没有这一场革命，写作的艺术就不会这么发达，印刷术的发明也不可能这么嘉惠于人类了。”［54］
 伴随书写的传播，是书写工具的改良。鹅毛笔在6世纪取代苇管笔，铁笔又在14世纪取代鹅毛笔。到13世纪，纸张供应的增加，善于书写和会计业务的职员阶层兴起，这就源源不断地满足了贸易的需要。纸张逐渐取代了羊皮纸在大学、教会和修道院里的地位。希腊人12世纪开始用纸写东西，意大利人13世纪开始用纸。不过，他们都用得不多，尽管羊皮纸还很贵，尤其是在13世纪的时候。直到15世纪，纸才大量用于书写。修道院继续支持书写缓慢而昂贵的羊皮纸手稿。羊皮纸上写东西花力气。“他们手握笔，但是全身都在用劲。”抄书人一天6小时只能抄两三页，10个月到15个月才能抄完一本《圣经》。大部头的《圣经》耗尽了修道院的精力。图书馆慢慢建立起来，保管和维护书籍的标准在13世纪已经普遍采用。节省空间的要求，使书籍以直立的方式陈列在书架上。这个过程完成于14世纪和15世纪。到15世纪，图书馆争先恐后地盖起来了。［55］


大学需要大批量的教科书。13世纪末，世俗的抄书人取代了修道院的修士。1275年，巴黎大学雇用了一群抄书人。书法成为这批人的主要关注方向。无书时代课堂教学的特点是辩论切磋。教科书的权威日益增长，课堂讨论随之式微。大学里喜欢口授，并且用这种办法在短期内抄写完成若干本系统的教材。教科书对授课形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355年，巴黎大学出台一条规定，明令禁止老师在课堂上逐字逐句地给学生口授。它还控制羊皮纸卷的销售。书商和抄书人的数量也由它确定。这些人在生产、出租和销售图书中的活动，亦由它管制。神学、医学和法律图书买卖兴隆，满足了大学和律师的需要。15世纪中叶，巴黎的抄书人估计就有一万人。

在不受大学条例拘束的城市里，兴起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15世纪初就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职业，即抄本交易行。在法兰克福和讷德林根，用德国方言书写的抄本成倍地增长，大规模地成交。佛罗伦萨的韦斯巴西亚诺·毕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受雇用的抄书人生产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抄本。抄本买卖的兴起，自然是因为大量私人图书馆的兴起。这些私人图书馆是由富商、教会显要及达官贵人建立的。与上述需求增长的同时，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的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巴黎也起而效之，它的插图艺术在15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插图书在法兰西几乎成为主要的产业。尤其生产大量的祈祷书（Books of Hours），不仅满足富豪的订购，而且满足书商的需求。”［56］
 到15世纪后半叶，弗莱芒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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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插图艺术已经胜过了法国和德国的插图艺术，尤其是 “风景和人物画之细腻，”要略胜一筹。［57］


行会条例限制用雕版印制抄本的插图。但是，教皇克雷芒六世和卜尼法斯四世想方设法用赎罪券赚钱。接着，修士也要求用宗教画来宣传信仰，以求赎罪。木刻的使用由此开始。在中国，佛教的需要产生了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与此相似，欧洲也开始用雕版印刷，时间大概是在14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大规模印刷的生产成本低廉，发行也广泛。抄书人的行会反对雕版印刷，后来才被迫同意。雕版印刷的书籍大概早在1409年就已经问世。［58］
 中国的纸张和雕版印刷适应大规模的宗教需要。然而在西方，教皇从各个民族国家搜刮的钱财减少的时候，他就用卖赎罪券来抵消这个趋势。这就引起了宗教改革的一片抗议浪潮。用赎罪代替必需的忏悔，以此作为搜刮的手段本身就需要忏悔。对增加教廷收入来说，这是令人不快的做法。

宗教控制之下的知识垄断与时间相关，这种垄断以羊皮纸为依托。纸的挑战使这样的知识垄断瓦解。纸这种媒介的偏向，在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官僚行政，是和空间的要求相联系的。复杂的汉字用毛笔书写。这种文字支撑的官僚行政体制，有其局限性，不大可能把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联系起来，它反而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佛教倚重的是为下层阶级生产护身符和佛像。在印度，令人满意的书写材料供应有限。这就加强了婆罗门对口头传统的垄断，突出了时间观念的重要性，引起了马其顿王国扩张时期的入侵。印度没有文字神，只有一位集知识、学问和雄辩于一身的女神。传授知识的特权由世袭的婆罗门垄断，这个特权是神授予的。马其顿入侵的同时，佛教和文字得到传播，但不足以起到支撑官僚行政体制的作用。此外，佛教在印度的文化中还有一个开化和人性化的因素，它促进了印度帝国的成长。印度帝国倚重的是精神统一，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59］
 印度官僚行政的发展受到局限，它倚重空间，强调宗教发展。在这一点上，它和中国政治官僚体制形成强烈的反差。［60］
 因此，佛教在中国迅速流传，虽未能最终压倒其政治官僚体制，却传到了日本。

佛教、文字和印刷在中国广泛流传。与此同时，造纸工业迅速发展，并通过穆斯林传播到西方。纸张满足了西方知识垄断的需要，长期倚重羊皮纸的知识垄断反映在修道院制度之中。修道院制度强调的是时间观念。经过竞争，纸张加快了西方政治官僚体制的发展，政治官僚体制强调的是空间。


注 释


［1］See H.Pirenne, “Le Commerce du papyrus dans la Gaule mérovingienne”(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nnée 1928, pp.178-191); also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aeval Europe (New York, 1937) . J.W.Thompso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1300-1530 (New York, 1931), i, p.89.

［2］See H.C.Lea, A History of Auricular Confessions and Indulgences in the Latin Church (Philadelphia, 1896).

［3］Cited J.W.Thompson, The Medieval Library (Chicago, 1939), p.40.

［4］他（卡西奥多鲁斯）描写自己的感觉时，说了这样两段话：“在一切肉体凡胎的任务中，抄书人的一个喜好也许并非是不合理的（但以抄写准确为前提），因为反复研读《圣经》，他们得到健康的精神教诲。在抄写主的箴言时，他们把主的箴言传播到四面八方。”“亲手向人们布道，用自己的手指去打开人们僵硬的舌头，给生生死死的生灵带来宁静和拯救，用笔墨去战胜魔鬼的恶毒诡计——多么幸福，多么有价值的事业啊！因为每抄写主的一个字，都是对撒旦致命的一击呀。”

［5］Cited J.W.Thompson, op.cit., p.109.

［6］John Edwin Sandys, op.cit., p.120.

［7］“我们以圣三一的名义一致宣告，我们拒绝、销毁并谴责一切材料、一切颜色、一切邪恶的绘画艺术表现的偶像，将其逐出教堂。”（转引自E.J.Martin，A History of the Iconoclassic Controvercy，London，1940）.

［8］Charles Dièhl,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Princeton, 1925), p.58.

［9］此马赛主教名为Mellitus。他受教皇派遣到英格兰去给撒克逊人布道。教皇的指令是，“保留庙堂，捣毁其中的偶像，改成教堂。保留原来的节日，允许杀牛用做牺牲，但把牺牲奉献给神圣的殉难者，教堂里要保留殉难者的遗物。”转引自Francoise Henry，Irish Art in the Early Chistian Period (London,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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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450-751），5世纪法兰克人创建的法兰克王朝，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逐渐兼并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法兰克帝国。


 [2]
 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8世纪中叶到10世纪统治法兰克王国的封建王朝。751年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在罗马教皇支持下废墨洛温王朝，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他将意大利中部土地赠给教皇作为酬谢，又征服南部高卢。丕平之子查理经过连年征战，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建立庞大帝国，并于800年由罗马教皇加冕称帝，史称查理大帝。


 [3]
 圣巴西勒教父（Basil the Great），基督教希腊教父，创立修道院制度。


 [4]
 亚大纳西教父（Saint Athanasius, 296？-377)，基督教希腊教父，亚历山大城主教，维护基督教正统教义，反对阿里乌教派。


 [5]
 圣哲罗姆（Jerome，340?-420?），早期基督教最著名的教士和学者之一，把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和希腊文的《圣经·新约》翻译成拉丁文。


 [6]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Constantius），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之父。


 [7]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485？－580），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僧侣，建修道院，保存了罗马文化。


 [8]
 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基督教早期教父，籍贯不详，活跃于5世纪后半叶，432年受罗马教皇派遣前往爱尔兰传教，大获成功。


 [9]
 国王奥斯文（King Oswin）,英格兰诺森布里亚地区小国国王，活跃于7世纪。


 [10]
 比德（St.Bede,672-735），盎格鲁-撒克逊神学家、历史学家，对神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都有相当研究，代表作为《英格兰基督教会史》。


 [11]
 圣卜尼法斯（St.Boniface，675?-754），原名Wynfrid，英国本笃会修士，受教皇派遣去德意志传教，后任主教。


 [12]
 阿尔昆（Alcuin，735?-804），盎格鲁-撒克逊高级教士及学者，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的领袖之一。


 [13]
 伊索里亚出生的皇帝们，即拜占庭帝国的几任皇帝。


 [14]
 撒拉森人，阿拉伯人的一支。


 [15]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 ［800－814］，开疆拓土，建成庞大帝国，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的学术中心。


 [16]
 虔诚者路易（778－840），路易一世，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之子，死后法兰克王国被瓜分。


 [17]
 马扎尔人——匈牙利原住民之一。


 [18]
 克吕尼修道会——位于法国。


 [19]
 教皇尼古拉二世，1058－1961年在位，改革教皇选举制，由7位枢机主教主持，从提名开始直至选举结束均不受皇帝干涉。


 [20]
 此处禁书当然应指秦始皇帝，可惜表述不确切。


 [21]
 阿育王（Asoka），印度摩羯陀国孔雀王朝国王，统一印度，立佛教为国教。


 [22]
 波斯国王阔斯罗二世（Chosroes，590-628），称霸西亚，拜占庭帝国几乎为其所灭，然不出几年，反被拜占庭皇帝赫拉克所侵略。


 [23]
 倭马亚王朝（Omayyah，661-750），横扫亚非欧三个大陆，征服西亚、北非，直至西班牙。


 [24]
 阿拔斯王朝（Abassids，750-1258），穆斯林两大王朝之一。


 [25]
 迈克尔皇帝（Michael），指迈克尔三世［842-867］。


 [26]
 巴西尔一世（Basil I the Macedonian）［867-886］。


 [27]
 佛提乌（Photius），两次担任君士坦丁牧首［858-867，877-886］。


 [28]
 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两兄弟（St.Cyril & St.Methodius）, 学者、神学家、语言学家、希腊人，奉君士坦丁皇帝迈克尔三世和君士坦丁牧首佛提乌的派遣，到斯拉夫人中传教，史称“斯拉夫人的使徒”。


 [29]
 普塞罗斯（Michael Constantine Psellus，1018-1078），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无所不通，“学而优则仕”。他用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把荷马史诗解释为基督教启示的先河。代表作有《有关柏拉图论灵魂起源的学说的评注》、《编年纪事》等。


 [30]
 西西里的罗杰（Roger of Sicily，1031－1101），西西里国王。


 [31]
 佛兰德地区（Flanders），含法国、比利时、荷兰三国接壤地区。


 [32]
 朗格多克（Languedoc），法国南部。


 [33]
 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伊斯兰学者，将伊斯兰哲学和希腊哲学融为一体，评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柏拉图的《理想国》。


 [34]
 迈蒙尼德（Maimonides, 1135-1204），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代表作有《密西拿评注》、《犹太法律辅导》、《迷途指津》等。


 [35]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中世纪著名神学家、哲学家，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应用于神学研究，代表作为《神学大全》，他的哲学和神学统称托马斯主义。


 [36]
 阿尔弗列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849-899），英格兰韦塞克斯王国国王，率部战胜入侵的丹麦人，下令编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37]
 普罗旺斯（Provence），法国南部一地区，在经济、文化、宗教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38]
 阿尔比教派（Albigensians），12世纪至13世纪西欧反对正统基督教的派别、纯洁派的一支，因流行于法国南部的阿尔比城而得名，教徒主要是市民、骑士和贵族。


 [39]
 伊尔内留斯（Irnerius, 1050 -1125）, 重振罗马法的学者之一，最杰出的贡献是给查士丁尼一世的《民法总览》做注。


 [40]
 格拉蒂安（Gratian,11世纪末-1159年以前），教会法创始人，1140年编写《教会法合集》，通称《格拉蒂安教令集》。该书收集将近4，000篇教会法规，糅成一篇论文，企图调和各法规互相矛盾之处。从此，教会法脱离神学，成为独立的学科。


 [41]
 马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 1280?-1343?），意大利政治家，任巴黎大学校长期间著论文《和平保卫者》。该文对欧洲现代社会 和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他抨击教皇，因受迫害而亡命德国国王路易四世门下，随其出征意大利，宣布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为异端。他提出的世俗国家的概念是现代国家观念的先驱。


 [42]
 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1285？－1349），英国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中世纪唯名论主要代表、圣方济各会修士，曾提出“奥卡姆”剃刀原理（“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著有《逻辑大全》、《辩论集》（7篇）等。


 [43]
 埃里金纳（John Scotus Eregena,810-877），爱尔兰神学家、经院哲学家和翻译家。著有《论自然的区分》。


 [44]
 大阿尔伯图斯（Magnus Albertus，1200－1280），13世纪哲学家、科学家和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捍卫阿奎那学说，在巴黎大学宣扬亚里士多德主义，曾在欧洲各地讲学，是中世纪注解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的唯一学者，认为获取知识的方法有启示和信仰以及哲学和科学两种，著有《哲学大全》。


 [45]
 “巴比伦囚禁期”——亦称“阿维尼翁囚禁期”（Babylonian captivity in Avignon），14世纪，罗马教皇被迫迁居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城，受制于法国国王。


 [46]
 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30？-1384），英国神学家、欧洲宗教改革先驱，将《圣经》翻译成英语白话，其追随者叫罗拉德派(Lollard)。


 [47]
 但丁（Alighieri 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先驱，因反对封建贵族和教皇而被终身放逐，著有诗集《新尘》、史诗《神曲》。


 [48]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诗人、学者、欧洲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著有《爱情诗集》、史诗《非洲》、《我的秘密》等。


 [49]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诗人和作家，反对贵族势力，拥护共和政权，作品有传奇、史诗、短篇故事等，代表作为《十日谈》。


 [50]
 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英国文学奠基人、诗歌之父，著有《特洛伊拉斯和克莱希德》、《公爵夫人之书》、《坎特伯雷故事集》等。


 [51]
 赫里索洛拉斯（Emmanuel Chrysoloras, 1353-1415），希腊学者，在西方传播希腊文化。受拜占庭皇帝派遣到佛罗伦萨搬救兵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旋即留下来传授希腊文化，翻译荷马与柏拉图的著作。译柏拉图《理想国》，著有《希腊语法问答》、《罗马今昔》等。


 [52]
 弗莱芒斯地区，属比利时。


第七章 纸张与印刷机

抄书匠等制作手抄本的人所组织的行会，逐渐形成了知识垄断，使书价偏高。反过来，他们也不得不想办法降低成本。耐人寻味的是，试图降低成本的地区都靠近法国的边境，因为法国抄书匠的行会具有强大的垄断力量。这些外围地区的工匠关心的是模仿手抄本的《圣经》，即通俗拉丁文的《圣经》。由于《圣经》篇幅庞大，这个手抄版本的价格就居高不下。1470年，印刷版本的《圣经》在巴黎的售价大约只有手抄本《圣经》的五分之一。《圣经》的篇幅长 ,所以它产生重大的影响，先是加速羊皮纸卷的引进，后来又加速了印刷术的使用。 德国的封建割据给印刷商提供了一条逃避的出路，使他们能够摆脱法国那种僵硬的中央控制。

利润的大小有赖于复制昂贵手抄本的精确程度。字钉的排列要酷似抄本的字母，要数量充足，要适合快速排版和快速印刷。字母表已经标准化，且字母数量有限，又可以无限地排列组合成大量的词汇，所以它很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字母可以按照需要排版。这一点和中国的情况迥然不同。汉字需要政府支持的大规模经营。相反，字母表却允许私人企业小规模的管理。

技术发达的金属工业，解决了快速生产大量字钉的问题。先在冲床上冲出毛坯，经硬化处理，压入较软的金属外框，使之成为字钉。字钉长度和高度均等，但型号不同，宽度有别。排字盒可调整，宽度可随意变化。各种型号的字钉都可以插入，直至盒底。这是高效排版的基本要求。此外，找到一种熔点低而又不收缩膨胀的金属，就显得十分重要。铅锑合金受热时，一个成分膨胀，另一个成分收缩，其结果令人满意。金属字钉和排字的问题遂得以解决。与此同时，油墨的问题也解决了。雕版印刷的墨水不适合金属字钉。画家做油画的底彩是油墨，在此基础上加上亚麻油和灯烟，就做成了印刷油墨。最后发明的螺旋压力机，让羊皮纸或纸张在油墨上贴紧又快速松开的问题就解决了。压印机快速升降的操作问题，是低成本的关键。在大型书籍的生产中，设备和原料的投资是相当可观的。一台印刷机要配备两个排字工和两个印刷工。谷登堡
 
[1]

 版本的《圣经》就用了6台印刷机。早期的印刷工要用150种字钉，包括抄书人引入的连体字等符号。

熟练印刷工的人数增加，尤其在1462年美因兹
 
[2]

 被洗劫以后，印刷工人流散到德国和欧洲各地。纸张供应和书籍市场把印刷工吸引到意大利。造纸厂商关注印刷业，将其作为拓宽市场的手段。为了模仿手抄本，印刷商必须要生产与各种字体对应的字钉，不同的字体形成于不同的地区。德国以哥特字体和哥特字钉为主导。意大利以罗马字体为主导，罗马字体是在古典的文艺复兴中形成的。威尼斯是希腊抄本的交易中心，在阿尔杜斯（Aldus）的影响下，它又成为希腊字钉的生产中心。因为大型、昂贵、笨重的对开本市场已经饱和，所以威尼斯生产价格适中的八开本书籍，后来它又使用了更加紧凑的意大利字体，这种字体的基础是梵蒂冈法庭使用的字体。由于抄书人和插图作者的影响，印刷术传入巴黎的时间延误到1467年。但是，传入时间的延误和巴黎大学的控制，反而有利于罗马字体。［1］
 印刷术流传到低地国家。然后由卡克斯顿
 
[3]

 从那里传入英格兰。意大利和法国集中出版宗教著作和古典著作，所以卡克斯顿被迫集中精力出版英语著作，包括翻译的作品和英格兰的作品，尤其是乔叟的作品。

到15世纪末，欧洲已经建立了许多印刷厂。它们复制的抄本，多半是教会、法学、医学和贸易方面的书籍。这些书既有拉丁文、希腊文的抄本，又有白话文的书，尤其是德国和英格兰的书。由于这些进展，书籍的贸易兴起，印刷厂的规模也扩大了。让千百年来积累的抄本广为人知的宏大任务起步了。印刷商的兴趣突出表现在书籍的挑选上，他们关注的是书籍的生产，而出版商关注的却是市场。于是，出版社逐渐取代印刷商，修道院制度的知识垄断进一步瓦解，书面词语的权威下降。“教堂的时代业已过去，印刷机的时代开始了。”［2］


1368年，德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崩溃之后，通俗语的重要性上升。该王朝庇护的音乐顶住了教会的蚕食。多明我会女修道院大量出现，这就要求用德语词汇来解释经院哲学的术语，使虔诚但文化水平不高的修女能够理解抽象的概念。格鲁特
 
[4]

 创建“共同生活兄弟会”，办学校，传授用本土白话翻译的书籍，以此抗议罗马天主教会的繁文缛节。非神职人员有了上学的机会，德语书和小册子大量流通。在代芬特尔一地就建立了许多印刷厂，出版了大量的德文书。到15世纪末，德文版《圣经》已经大量印行，虽然美因兹的大主教说：“我们的母语贫瘠，不敷应用，翻译家不得不绞尽脑汁，发明词语，表达不为人知的东西。”［3］


人们对白话《圣经》的兴趣，尤其是大学兴起之后的兴趣，导致学者与教会的冲突。［4］
 1510年，科隆的一位希伯来学者罗伊希林
 
[5]

 写了一本小册子，受到猛烈的抨击。伊拉斯谟继续校勘、翻译并出版古典抄本，在汇集经典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与巴塞尔的印刷商弗洛本（Johan Froben）合作，于1516年3月出版了希腊文的《圣经》。该书使人摆脱神职人员的思想奴役。在这一点上，它对人类思想的贡献，胜过路德
 
[6]

 所有著作的愤怒吼声［马克·帕提森（Mark Pattison）语］。路德1522年的德文本《圣经》，廷德尔
 
[7]

 的英文本《圣经》，埃蒂安纳
 
[8]

 的法文版《圣经》，都以伊拉斯谟这个本子为基础。路德抗议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使金钱流向罗马。他强调使徒保罗提出的“因信称义”说。他抨击圣餐的教义和宗教法规的束缚，抨击教士的自吹。他充分利用业已成熟的图书交易，利用大量印行的《圣经》，先是用《新约》，后又用《旧约》。这些书的发行价都很低。论辩文章风行。小册子可以用小型印刷机，而且印制速度很快，故获利丰厚，亦能够在报贩手里迅速卖出。高地德语成为近代德语文学的基础。1513年，德国印行的图书共90种，1518年就增加到146种，1523年又增加到944种。对开本的宗教图书和宗教改革家的小册子和传单互相竞争。在这个过程中，法兰克福书展地位下滑，1579年出版审查制度建立之后尤其如此。莱比锡因此而获益良多，成为一个图书业重镇。大型出版公司比如科堡公司，集中出版天主教的图书，它们感觉到了新教图书的挑战。

德国爆发了宗教改革。与此同时，法国等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的地区，对宗教改革进行镇压。16世纪初的前20年内，希腊语在意大利的地位下降。1512年佛罗伦萨陷落，1527年罗马遭到洗劫，1530年法兰西国王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波伦亚行加冕礼，接着是西班牙影响的上升。但是，学问反而滑坡，其标志是俗语影响上升，马基雅弗利
 
[9]

 的著作用的就是本土的俗语。在法兰西，巴黎大学和法国皇帝竭力抵消法兰克福书展的影响，1534年对路德著作采取严厉的压制措施。印刷机的效率提高，每小时的印刷从20页增加到200页。1538年以后，里昂和巴黎限制书市，劳工就业困难，促使埃蒂安纳这样的印刷商迁移到瑞士。在那里印刷工业受到鼓励。但是，攻击皇家、宗教和公共秩序的书籍，却受到规章的限制和镇压。于是，书籍就送到国外去出版，然后再运回国内，尤其是在1570年之后。1540年建立的耶稣会产生影响，它极力反对新教，终于在1572年爆发圣巴托罗缪大惨案
 
[10]

 。这是学问衰落的标志。“女人和无知者——均为主要的被征服对象——再次被忏悔和布道坛征服。”［5］
 希腊语作为异端语言而地位下降。“语文学是新教的显学。”［6］
 “从1587年斯卡利杰
 
[11]

 移居荷兰莱顿那一天起，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术霸权就让位给荷兰人了。”［7］
 “大约从1600年开始，巴黎大学的学术退化。这是欧洲文学史引人瞩目的事实。”［8］


法兰西学术式微的同时，俗语的地位却在上升。手抄本的内容通过印刷而广泛传播之后，人们对当代作家作品的要求随之增加。拉伯雷
 
[12]

 作品的目的就是要满足里昂印刷商的需要。里昂这个中心不受巴黎大学的干扰。蒙田
 
[13]

 “率先用现代语言和通俗形式来表现人性和举止等重大问题”。［9］
 他驱逐“学院派奴颜婢膝的酸腐味”。托里（Geoffrey Tory）和多雷（Dolet）等印刷商支撑通俗语的重要地位。“古人包括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只把自己的母语作为论辩的工具，从来没有用过其他的语言”［哈拉姆（Hallam）语］。1540年加尔文
 
[14]

 的《论基督教制度》出版后，新教徒［10］
 继续对翻译《圣经》感兴趣，他们充分利用俗语，迫使其论敌不得不以俗语回应。君主们认识到，对提高自己的威望，统一领土，俗语具有重要意义。弗兰西斯一世
 
[15]

 1539年的敕令，结束了拉丁语在法庭上的地位，确定法语为官方语言。在一定的意义上，1597年的《南特敕令》
 
[16]

 承认了新教和俗语的影响。到16世纪末，法语对拉丁语的决定性战役取得了胜利。

法国一方面限制书的出版，一方面鼓励纸的生产。商业主义的政策有利于纸的出口。1554年，巴黎大学的校长说：“可以更多地通过造纸厂，而不是其他在法国行不通的贸易方式，来获取国外的金钱。”到16世纪末，法兰西垄断了欧洲纸的出口市场，给邻国提供生产书籍的物美价廉的原材料，这些书又从邻国走私回法国。荷兰和瑞士可以抗拒审查制度，它们强调出版自由，借以利用法国的廉价纸张。印刷商和印刷工从里昂和巴黎移居热那亚等出版中心。［11］
 法国印刷商反对出口，支持审查制度，使胡格教派和天主教派的斗争更加残酷。“里昂印刷商利用‘异端’之名，把边境上没收的热那亚走私书搞到手，借以控制法国的书市。新教国家没有设置禁书目录，所以热那亚的书商就无法报复法国人。因此，他们只好低价卖书——更加无可奈何。”

尽管神圣罗马帝国有书籍审查制度，普郎坦
 
[17]

 还是在1550年之后在安特卫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出版业。在教会和君主的支持下，他在1568年完成了一部多语种对照的《圣经》。安特卫普遭遇洗劫以后，他于1583年迁移到莱顿大学。早在此前的1575年，奥兰治的威廉
 
[18]

 已经把这所大学建成了新教的学术重镇。普郎坦率先大规模地将排印和刻印结合起来，出版了许多大套的插图版图书。这些大部头的图书对科学尤其是植物学的发展极其有利。在他的支持下，莱顿大学成为学术和学习的中心，吸引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比如克鲁西乌斯
 
[19]

 和斯卡利杰。随着荷兰印刷业的扩张，大规模的铸字业也得到发展，各种各样的字钉都能够生产了。

欧洲印刷业增长的同时，新闻业也实现了扩张。1554年之后，富格尔家族
 
[20]

 使用大量的新闻通讯。君主主办的邮政大大改进，印制的单张也大量发行。年历大量出版。16世纪末，科隆开始出版期刊。信息的流通有利于金融中心的成长。德国南部的富格尔家族矿业公司在意大利经营，它的支持使西班牙建立武功，使热那亚兴起，佛罗伦萨受损。佛罗伦萨的许多金融家遂移居法国的里昂。“好望角和美洲的发现，使里斯本的地位超过威尼斯。陆路运输商、荷兰商人从渔业转向西班牙到安特卫普的海运。”［12］
 到1554年，安特卫普［13］
 的货币市场已经很倚重西班牙和美洲的白银。安特卫普每日开市的交易所，需要继续不断的新闻服务，同时提供各国商社的定价和利率。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等政府的借贷在安特卫普交易所流动。这里的交易取代了市场上的买卖，这个交易所成为欧洲的交易清算中心。由于宗教裁判所的威胁，金融家被迫离开安特卫普。1576年安特卫普陷落，阿姆斯特丹与荷兰兴起。1579年的乌得勒支联盟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础。人们热情拥抱加尔文教派，教士的特权被摧毁。

印刷术在英格兰受到的压制，也许比在欧洲大陆受到的压制更加有效。不过，都铎王朝的集权有助于加速文艺复兴的影响，促进了宗教改革。亨利八世鼓励学术，大力兴办学校，摧毁修道院。大陆上被窒息的文艺复兴，在英格兰开出了灿烂绚丽的鲜花。在修道制度之下，土地和财富被修道院垄断，修士的禁欲主义耗尽了教育的资源。修道院废除之后，神职人员的禁欲主义不复存在，广泛的兴趣随之兴起。“亨利八世在沃尔西
 
[21]

 、克兰麦
 
[22]

 和克伦威尔
 
[23]

 的支持下，为斯宾塞
 
[24]

 、锡德尼
 
[25]

 和培根
 
[26]

 铺平了道路，播下了种子。”［14］
 由于没有萨利法
 
[27]

 ，伊丽莎白女王得以即位，她对文学进行扶持。英格兰感兴趣的是羊毛而不是亚麻，它不得不依靠从大陆进口纸，因此限制了出版业。这就有利于发展商业、维护王权。1540年之后，波托西
 
[28]

 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物价上涨，又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都给伊丽莎白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出版限制［15］
 加强了人们对戏剧的兴趣，使莎士比亚有了利用和拓展英语表现力的用武之地，这个表现力过去是被印刷术给压抑了。“1587年马洛
 
[29]

 的剧作《帖木儿》
 
[30]

 大获成功，这也许是英格兰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它使悲剧自然……结束了……一切无谓的理论。莎士比亚的出现，走在一切学院的前头。那个时候，大众教育和文学教育还没有演变为难以计数的定义和僵硬的用法。他有幸享受后继者梦寐难求的发明创造自由。”［16］
 在古代雅典，文字还没有站稳脚跟之前，悲剧就已经盛极一时。在英格兰，印刷术还没有取得支配地位之前，悲剧就繁荣昌盛了。

字母表灵活，适合机械化生产，印出的文字容易和口头传统接近。依赖羊皮纸的书面传统比较僵化。纸张之所以能扩张的原因之一，就是依赖羊皮纸的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之间的鸿沟。起初，印刷词语的作用是加强书面传统的地位，因为它倚重的是手抄本。可是后来，到了16世纪，它却弥合了书面传统和口头传统的鸿沟。到16世纪末，通俗语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文学有效的基本工具。字母表和印刷术的灵活性开启了西方文明分裂的大门，因为它强调本土通俗语的重要地位。各国通俗语的生命力，由于各种白话本《圣经》的翻译而得到加强。白话本《圣经》使各国的通俗语带上迷人的魅力。［17］


到16世纪末，与羊皮纸相联系的知识垄断被推翻，与纸相关的知识垄断兴起，新旧知识融合。新的知识垄断见诸独立的王国之中。在这些王国里，国家压倒教会，政教分离，路德教派和英国国教就是这样的。1516年法兰西和罗马教廷的协议，使法国完全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束缚，法国文学抵消了白话本《圣经》的重要影响。［18］
 博丹
 
[31]

 给王公提供了对抗宗教政权无坚不摧的武器。共同主权是政治社区的基本要素。在注重白话本《圣经》的国家里，注经的重要地位既支持学术，又支持宗教教派。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盖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圣经》所言绝对不会出错。”［19］
 加尔文教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宽容的要求。日内瓦这个社区，是现代第一个“靠严格的自律，使个人自由和平等相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奋斗”。自我控制是美德的基础，自我牺牲是共同福利的条件。［20］


在17世纪，法兰西继续扮演纸张出口国的角色。然而，支持出口、限制出版的重商主义政策，终于使《南特敕令》在1685年崩溃。大批胡格诺教徒包括造纸工匠移民到重要的消费国，如荷兰与英格兰。 到17世纪末，荷兰用上了风力发动机和碎布磨浆机，淘汰了旧式的亚麻浸泡工艺，缩短了流程，它生产的纸品更加优良。大约在1620年，布劳（Blaeu）对印刷机进行若干改进，使产量大大提高。专制君主对批评的压制，迫使报纸和书籍挪到荷兰去印制，然后再偷运回法国。培尔
 
[32]

 等流亡者的批判性文章，为以后的伏尔泰
 
[33]

 和百科全书派
 
[34]

 奠定了基础。克勒克“也许是懂得评论家影响文学的第一人”［哈拉姆转引蒙克（Monk）主教语］。笛卡尔
 
[35]

 在流亡期间提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打垮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荷兰印刷商充分利用他们大规模开发印刷业的优势。埃尔齐韦尔斯（Elzivir）公司大量出版图书，发行到欧洲各地。纸张的生产可以满足小型号纸的要求。铸字工业［21］
 成为主要的产业活动，铅字销售到英格兰和欧洲各地。铅字的铸造从手工艺转变为工业生产。

和法国一样，英格兰也对印刷业进行压制，从荷兰进口图书的商务随即兴起。1621年印行了库郎特宫廷舞谱，接着又有小型的新闻书籍问世，但是议论国事却是犯禁的。1637年星室法庭
 
[36]

 的一条法令把伦敦的印刷厂限制在20家，铸字厂限制在4家。紧随短命的压制，爆发了内战，或者叫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即为一例。1641年，星室法庭被废除之后，小册子和报纸蜂拥而起，或支持议会，或支持国王。“如今，最单薄的小册子也洛阳纸贵，比博学鸿儒的书还要畅销。”“用小册子进行的论战，是大众民主教育的第一场重大试验，是把印刷机当做议论时政的喉舌。”［22］
 议会胜利之后，国王又开始镇压。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王政复辟之后。1662年颁布执照法，莱斯特兰奇
 
[37]

 实行严格的检查。镇压时断时续，通讯小报也同时增加，这些小报想方设法避开检查制度。报纸作为政治讨论的媒介受到限制，但17世纪末咖啡馆的兴起又抵消了这样的限制。广告业兴起，成为报纸的一个财源，报界的极端困难因此而得到解决。意味深长的是，首批的广告包括图书、印刷品、江湖药品、茶叶和巧克力。

对某些类型文学的压制，又促进了其他类型的文学。在这些类型中，《圣经》尤其是钦定本《圣经》（1611年）独占鳌头。它成为清教徒兴趣的中心。这一类文学使散文的地位超过诗歌和戏剧。1647年,清教徒压制戏剧，但是查理二世在王政复辟时期又使之复兴，以适合王族看戏的需要。［23］
 印刷术使散文增加，其影响所及加深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对古人的崇拜，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崇拜，使人油然而生今不如昔的绝望之感。培根挺身而出予以抨击，他代表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辉煌成就。宗教改革抨击世俗权威，倚重《圣经》，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也同时兴起，对科学的有力赞助亦随之发生。“我们就是古人，古人就是青年。”对《圣经》的信仰战胜了融合希伯来和古典传统的企图。对自然而不是对头脑的关注，强调的是从客观事物抽取真理，而不是从书本寻求真理。哥白尼
 
[38]

 和伽利略
 
[39]

 的天文学发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吉尔伯特
 
[40]

 发现电磁现象，哈维
 
[41]

 发现血液循环等等，都强化了科学的意义，形成与书本的强烈反差。“对聪明人而言，语词是计算器，仅此而已；对傻瓜而言，语词却是金钱。”［霍布斯（Thomas Hobbes）语］哲学研究方法的深刻转变，如怀特海所示，伴随着数学的进步。数学的进步与笛卡尔和牛顿的名字紧密相连。1660年成立的皇家学会，旨在鼓励对科学的兴趣。“他要使哲学从语词走向行动，确保求真务实的人给学会的奠基贡献自己的力量。”［布鲁克斯（Robert Brooke）语］“对生成（the becoming）的观察取代了对存在的沉思。”自然神论的兴起，把自然从撒旦手里拯救出来，交还给上帝。自然和理性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封建秩序和教会秩序截然对立。霍布斯的批评，使教会控制灵魂的核心堡垒发生动摇。“只在书本中寻找我们的神性，无异于在死尸中搜寻活人。” ［史密斯（John Smith）语］“我说，我们为什么不翻阅活生生的世界之书，而是去钻死气沉沉的故纸堆呢？”［科米乌斯（John Amos Comenius）语］科学有利于散文的成长。斯普拉特
 
[42]

 宣称，皇家学会的宗旨，是“把关于自然的知识从修辞的色彩、幻想的手段或寓言愉悦的欺骗中分离出来”。他担心，“皇家学会宗旨的整个精神与活力，被言辞的花哨和冗赘而消耗殆尽了”。弥尔顿
 
[43]

 决心把诗歌从魔鬼的手里拯救出来，把英国白话的水平提高到意大利人那样的水平。他借助《圣经》这个资源完成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洛克散文的风格有所不同，它是那个时代的指针，具有高雅谈吐的语气，没有“学校那种不雅或酸朽的行话”［24］
 。结果自然是这样的：“英格兰的散文风格……用异端畏惧死神的语气写就。对异端而言，这是充满宗教活力和革命活力的风格”。［25］


印刷术的冲击不仅表现在17世纪的哲学中，而且反映在议会的兴起中。它对议会制度内部高效的办事程序做出了贡献。［26］
 法律摆脱了自然观的影响。这个观念在科学兴起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盎格鲁-撒克逊人本能地厌恶用政治意识形态来腐蚀法律，对其而言，莫此为甚。”［27］
 法律摆脱了自然观念的影响。这个观念在科学兴起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英语受大陆法语和拉丁语的影响，其性质不精确，它不适合用来表述精准的法典。

柯克爵士
 
[44]

 认为，普通法是英国的基本法，是理性的体现。议会不能改变这个普通法。“当议会的法案违背普通的权利和理性，或令人厌恶或难以实施的时候，普通法就应该来控制它，并确定该法案无效。”（博纳姆案
 
[45]

 ） 在反对君主集权的过程中，议会宣称并行使最高的权力。于是，权力的理论就代替了法律的理论。“普通法是活生生的、富有人性的，而成文的法律则既不仁慈也不幽默。”［28］
 霍布斯
 
[46]

 提出了主权的理论。主权论将教会的权力完全置于民权之下。这个思想滥觞于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它给殖民地主权与大英帝国主权的冲突埋下了种子。这场冲突摧毁了不列颠帝国。［29］
 1653年，“政府这个工具”设置了护国公
 
[47]

 。这是用成文法来限制议会权力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最后的一次尝试。1689年的革命确立了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殖民地限制立法机构的成文法还是保留下来，殖民地还是相信基本大法。

新的财政手段从安特卫普传到阿姆斯特丹再传到伦敦，议会至上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报纸的增加也促进了传播的改良。市政信贷的观念从意大利的城市传播开来。［30］
 在独立战争中，低地联邦共和国
 
[48]

 率先把国家信贷用作有效的武器。继安特卫普之后，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交易中心，不过它主要是经营股票而不是政府证券。荷属东印度公司是一家大型公司，成立于1602年。1580年，西班牙兼并葡萄牙之后，荷兰与亚洲的贸易陡增。30年战争
 
[49]

 之后，荷兰在欧洲的贸易也随之上升。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促成了反对法王路易十六的联盟。英国模仿荷兰模式组建公司，公司的成员为其经营负责。大量债券、公债以低息流动。1689年革命之后首创了公债。1698年又首创了国库券（Exchequer Bills）。议会至上使英格兰可以大量使用公债本金。有效的储备金支撑纸币，使英格兰可以解决银币大量流向印度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它拓展贸易的问题。普通法的所有制观念与罗马法的绝对所有制观念不一样，这有利于贸易的发展。［31］
 “宽容是新金融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32］
 “共同之中有非正统的观念，人们公开发表与既成意见不同的观点，因此贸易生气勃勃，迅猛发展，每一个国家和政府都是这样。”［33］
 在英格兰，“无论是集权的国王还是集权的教会，都不可能再妨碍经济的发展了。”［34］


从法国移居英国的胡格诺教徒建起了造纸厂，威廉王与玛丽王继位，纸的生产随即增长。此后，对印刷业的限制接着放松。洛克
 
[50]

 ［35］
 指出，印刷自由使荷兰深受其惠，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的垄断使其损失惨重。1695年，英国的《特许状法》(Licensing Act)已经名存实亡——这是伟大的一步。用麦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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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来说，这对“自由和文明的贡献，超过了《大宪章》
 
[52]

 和《权利法案》
 
[53]

 的贡献”。

荷兰与英格兰前进，法国和德国却落后了。野蛮的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使德国分裂为几个公侯国，王公决定臣民的宗教信仰。传播的快速发展摧毁了战争的常规，宗教突显了人性残忍的一面。［36］
 1648年战争结束之后，格劳秀斯
 
[54]

 讨论主权国家的关系时，回归自然法的观念。他的影响日盛，力量均势成为人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在1672年的战争之中，路易十四企图摧毁荷兰共和党人的报纸。1682年，他下令驱逐胡格诺教徒。高卢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牢不可破，表现出政教合一最恶劣的性质。集权政治使国家生活的源流干涸。1648年，法国财政崩溃。意大利金融家消亡了，但是一个有效的交换体系并未诞生。1683年，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去世时，法国财政混乱得一塌糊涂。不过在路易十四统治下，行政效率提高，政府的综合能力、决策能力和坚持力，都有所改善。“路易十四政府是第一个一心一意像强权那样管理国家大事的政府，果敢精进，不惧革新，因为它把希望押在未来身上。”［37］
 然而，到1712年，君主政体和路易十四一样，都腐朽不堪了。

在18世纪，法国的工业和贸易日益尝到了高压政策的苦果。它的造纸业有了一些改进，但这些改良却是姗姗迟来、小修小补的，引进滚筒和木制抛光辊就是这样的改良；这些东西是荷兰人发明的（约1720年）。法国人试图与荷兰的产品竞争，其表现是制定生产的详细规章，实施限制，禁止出口碎布。法国造纸工业的困难，表现在家族的控制和工会的兴起［38］
 ，工会一心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荷兰纸业发展迅速，其国内外市场拓宽，碎布进口也增加。英格兰用保护主义鼓励纸业生产，使之在整个世纪都得到发展。它从欧洲大陆进口大量的碎布。它声称要自给自足，到世纪末却出现原材料短缺的严重问题。

1695年《执照法》终结之后，出版物随之蜂拥而来，第一种单张的日报也于1701年翩然而至。但是，手摇印刷机生产受到局限，8小时只能印2，000张，印刷工人用接力方式每人印一版。这样的生产速度限制了每家报纸的发行，却也促进了许多小报的诞生。［39］
 同时，其他时效性不是很重要的媒介也得到了发展。［40］
 报纸的局限性加强了小册子的地位，使之成为政党斗争的武器［41］
 。报纸使斯威福特
 
[55]

 、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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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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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尔
 
[58]

 大有用武之地。说到哈利
 
[59]

 时，斯威福特写过这样一句话：“哈利这样绯闻不断的人利用文人，无人能出其右。”1712年强制执行的印花税，限制了新闻业的扩张。沃尔浦尔首相上台之后，印花税又促进了新闻业的垄断。1725年英国政府加税，1738年又禁止印行议会辩论稿。由于上述种种限制，印刷商就集中办周刊，稍后则集中出月刊的文摘，《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即为一例。在1710年实施的版权法的支持之下，通过出版大部头的书，印刷商很快变成出版商，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市场而不是工艺。在文化普及之前，出版商雇用一支又一支抄书的大军。这些人删节、编纂、注释，用的是剪刀糨糊。1728年出版钱伯斯的《艺术与科学大词典》（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已经实行预订的办法。沃波浦尔首相临近下台的时候，出版商出版的书籍已经花样繁多。1740年，里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书信体小说《帕美勒》出版，其他小说也络绎问世。流动图书馆给新的图书品种拓宽了市场。1744年，纽伯利（John Newberry）开始出版插图本儿童图书。［42］


1774年的法庭裁决打破了出版商的垄断。该裁决否定了普通法之下的永久版权。此后，小出版商纷纷抢出廉价的重印本。大出版商则转向大型而昂贵的图书，比如罗伯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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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和吉本
 
[61]

 的著作。苏格兰作家不曾经历枯燥乏味时期之害。他们直接得到大学的支持。这里的罗马法传统养成了哲学思辨的兴趣，反映在亚当·斯密和休谟
 
[62]

 的身上。1771年，《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苏格兰印行，该书依靠的是学术写作。1774年之后，苏格兰的印刷商和出版商共同把市场做大。康斯特布尔
 
[63]

 开始了高尚的出版业，与司各特
 
[64]

 合作。康斯特布尔“也许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出版商”，他“率先打破了伦敦图书贸易的垄断地位，使英国文学成为今日之文学”［43］
 。司各特战胜“令人压抑的文学追求”［44］
 。1802年，康斯特布尔创办《爱丁堡评论》。英格兰作家从平庸的文学中解放出来。紧随蒲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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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约翰逊博士
 
[66]

 和哥尔德斯密斯
 
[67]

 使卖文为生成为作家的职业生涯。［45］


18世纪下半叶，由于社会对战争新闻的需求增加，由于广告的支撑，报纸的地位更加重要，尤其是限制张贴广告之后。1774年之后，经过朱尼厄斯
 
[68]

 和威尔克斯
 
[69]

 的努力，得到了出版议会辩论稿的权利。传播技术的改进拓宽了日报的市场。但是，印花税和广告税的限制更加严格，诽谤罪的威胁又高悬头顶，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小册子的销量急剧增长。1790年之后，通俗文学［46］
 盛极一时。女性作家占有突出的地位。到世纪之交，浪漫主义文学已经在英国读者中扎根。18世纪创造的散文几乎湮灭不存。［47］
 在休谟的影响下，对理性和自然的倚重变成对自然和感觉的倚重。“理性是而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仆，它不能强装承担其他的功能，只能是服务并服从于激情。”（休谟语）“人人都相信长生不死，直到他们听见玻意耳
 
[70]

 讲演，这个信仰才开始动摇。”理性与自然律被摧毁，政治上的限制，自然神论的衰落和锈蚀的宗教机器，都给怀特菲尔德和卫斯理
 
[71]

 领导的卫理公会奠定了基础，使之迅速发展。

大不列颠的发展对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对新闻自由的压制也对殖民地产生深刻的影响。［48］
 大不列颠文学活动的扩张，曾经是政治压制的宣泄渠道，可是它却压倒了殖民地的文学［49］
 ，迫使殖民地集中于发展报纸，让文学进入报纸的副刊。荷兰和英格兰的书籍源源不断地流入殖民地。在出版议会实录方面，在与邮局的关系方面，印刷商都处在支配地位。这导致了报纸的发展。［50］
 殖民地的报纸主要是依靠英格兰报纸上的文章。沃尔浦尔首相控制报纸，之前英格兰报界的争论，又在殖民地重新进行。［51］
 反对限制的斗争在殖民地更加深入人心。一个原因是革命的精英移民去美洲，以躲避迫害。曾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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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被控告叛逆而受审，1735年陪审团却宣告他无罪。印刷商关心政府赞助，常常采用鼓动的办法，数量众多的殖民地挫败了政府统一监管的企图。富兰克林
 
[73]

 这样的印刷商，从一个殖民地迁移到另一个殖民地。1765年，大不列颠企图强加印花税，触发了美洲殖民地舆论的不满，引起民众坚决的抵抗。“印刷商受政府影响时，通常也站在自由的一边。他们对利润的关心也毫不逊色。印花税首先就公开侵犯他们的自由，其次又威胁他们的利润，所以激起他们团结一致的抵抗。”［52］
 革命爆发前夕，纸张的生产增长到相当大的规模，殖民地还可以生产自己的印刷机和铅字。报纸成为“经济布局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革命成功了［53］
 。保障出版自由的《人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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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了。这都反映了报纸的力量。

革命之后，报纸多半紧密挂靠政党，关心如何影响公共舆论。由此产生的怨恨使芬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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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9年写下这样一段话：“美国报纸是最下贱、最虚伪、最奴性、最腐败的报纸——其编辑是最愚昧、最贪婪、最粗鄙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用锈迹斑斑的铁丝做成，这种铁丝是肮脏的商业贪婪。”［54］
 对报纸进行压制的尝试，使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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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竞选连任中失败，联邦党人遭受重创。“印刷商永远不会让我们享受完美的安宁，永远不会让我们万众一心。”（杰斐逊
 
[77]

 语）印刷术的非均衡发展产生扭曲的结果，这是英帝国瓦解的原因之一。以权力为基础的议会在法律上的至上地位和持久的罗马法成分，自然要产生分裂。印刷术非均衡发展的结果，又强化了这种分裂。英格兰的制度不能适应殖民地的新环境，所以英国失去了西半球的殖民地，大英帝国在东半球也处境不妙。爱尔兰在绝对依附和绝对独立之间的地位，理论上没有调和的中介。随后的殖民地也无法在这两极之间寻求协调。［55］
 宗教在殖民地的发展超越了美国新教圣公会的影响［56］
 ，加强了对英国议会的抗拒。

法国造纸工业发展的同时，遇到了版权和压制的问题。这就助长了印刷商移民的势头，法国人写的书在荷兰和日内瓦印好之后，源源不断地偷运回国。“如今，荷兰已经成为法国一台庞大的印刷机。而且……有理由牢记荷兰出版自由必然产生的功劳，它在18世纪传播了法国的思想，在17世纪给法国思想家提供了庇护，其中包括最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57］
 卢梭的主要著作没有一本是在法国印行的。“思想的普遍流传，在英国不会引起丝毫的情感震荡，绝不会引起惊慌，只会像电流一样敏感，从王国的一端传到另一端，而且使情趣和处境相似的人结为团体。然而，在法兰西，思想普遍流传的条件并不存在。”［58］
 《百科全书》［59］
 之类的大部头书籍之所以能够在法国出版，之所以能够逃避税收的重负和走私的危险，那是因为它们诉求于权贵，并最终逃避了审查。一个出版商联盟在权贵的支持下承揽了这项工程，其蓝本是英国的《艺术和科学大词典》。经过难以计数的困难，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百科全书》终于完成。世俗的文学终于战胜了陈旧的制度和教义。精神力量从教会之手转入文人学士之手。在物理科学面前，神学和形而上学形同侏儒。《百科全书》的影响得到报界的支持，因为报界也试图逃避知识垄断的影响。对广告的限制，使许多秘密传单流传，革命领袖用这些传单鼓动战斗。“印刷术是思想的大炮”。［里瓦洛尔（Rivarol）语］“人民的一切愤怒和反叛，首先是在报纸中产生震荡的”。［60］
 报纸上的暴力受到镇压。1794年，德穆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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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处死后，自由不复存在。“如果我对新闻界不加以控制，三个月之内我就会下台。” (拿破仑语) ［61］
 法兰西的政策助长纸的出口，压制出版，且助长荷兰和英格兰印刷业的势头，这就造成不均衡发展，并最后以法国革命而告终。然而，这个仰赖政教一体的政策，构成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基础。这个法兰西帝国几乎把北美尽揽其中，从东部的圣劳伦斯河到南部的密西西比河再到北部的萨斯喀彻温河。后来法国失去这个帝国，它落入大不列颠之手。稍后，不列颠第一帝国崩溃之后，它又成为不列颠第二帝国的基础。这个第二帝国比较安稳，实现了重组。组织能力的缺乏，加速了第一帝国的危机。

19世纪初，造纸业和印刷材料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国际资本从阿姆斯特丹流向巴黎再流到英格兰。福德利尼尔造纸机在法国发明，在英格兰改良并得到推广。［62］
 尽管人口增加，纺织业也发展，纸的产量还是因为碎布供不应求而受到限制。直到19世纪下半叶，情况才有改观。木浆造纸提供了庞大的新材料资源。联合王国纸张的总产量，1800年的手工纸是1.1万吨，1861年的产量跃升到10万吨，其中的9，600万吨是机制纸。到了1900年，纸产量飙升到65.2万吨，其中的64.8万吨是机制纸。［63］
 加上进口纸，1900年纸张的消费量总共是100万吨。价格下降，1800年大致是每磅1先令6便士。1836年降到10便士。1859年又降到6.5便士。1900年再降到1便士。1814年,《泰晤士报》印报用上了蒸汽机。这使它在19世纪上半叶稳居主宰的地位。

报纸的产量增长，从最初的每小时印250张到1，000张到1853年的12，000张。对纸张、广告和报纸的征税政策，加强了《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垄断地位。到19世纪中叶，其发行量超过了其他伦敦报纸的总和。报纸杂志之类的媒介比较注重素材，不太注重新闻，税赋比较轻，故而迅速扩张。在争取不纳“知识税”的斗争中［64］
 ，报纸的纳税减轻。到1840年，一张报纸一便士邮费的政策确定下来。代价不高的大规模煽动变成可能。抨击“谷物法”成功了，19世纪50年代废除印花税和广告税的鼓动成功了，1861年废除纸张纳税的宣传也成功了。这一切都说明，报纸的煽动能量是很强大的。结果，挑战《泰晤士报》地位的报纸应运而生，比如1846年冒出来的《新闻报》（News），1855年新办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泰晤士报》的政治影响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达到顶峰，战地记者拉塞尔的电讯稿非常有效。加入伦敦竞争者行列的报纸利用电报；地方报纸也开始用电报，地方报纸的需求使之成为政府办的报纸。《泰晤士报》的影响下降，它的美国新闻不得不依靠纽约的《先驱报》（Herald）［65］
 ，它支持南部同盟分裂美国的立场，就使其吞下不幸的苦果。在普法战争中，《泰晤士报》与《新闻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合作，使这两家报纸能够在新闻报道中占据主导地位。《泰晤士报》发表的“皮哥特文件”后来证明是伪造的，这使它威信大跌。到1890年，《泰晤士报》实际上已经破产。1870年的《教育法案》使读物的需求量增加，《花絮报》（Tit-Bits）和《答问报》（Answers）应运而生。这两种报纸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新新闻（New Journalism）的先驱。

纸张降价和《教育法案》的结果，还表现在出版业的发展中。穆迪-史密斯公司创办的流动图书馆，意在满足妇女对小说的需求。这种图书馆靠三部曲的小说支撑，其售价为31先令6便士。单卷本小说加入竞争。该公司遂于1894年6月27日宣告，成套小说的发行价6个月之后降价到4先令一套。到1897年，市场上仅存单卷本的小说。6便士小说的成功迫使出版商集中出版市场广阔的小说。到了20世纪，需要布面精装书的流动图书馆，失去了主导的地位。大规模生产和小型纸皮书的销售，使流动图书馆的地位进一步削弱。

《泰晤士报》的垄断，加强了非新闻媒介的地位，这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美国没有保护国际版权的立法。期刊、杂志和书籍的文学作品［66］
 ，出口到美国。涉及的作家有安斯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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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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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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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萨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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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特罗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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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文学局限于报纸，局限于不大和英国文学竞争的一些媒介。美国作家在报纸上找到了一条出路。“新闻自由”和大都市的发展促进了报纸的成长，有利于技术的迅速进步。圆压印刷机、铅版、卷筒纸印刷机、整行铸排机等技术进步，加快了印刷速度。原来每小时12版的报纸印2，400份；1887年，每小时可以印8版的报纸48，000份；1893年又加快了速度，可以每小时印8 版的报纸96，000份。大西洋电缆的完成使欧洲新闻更加重要，一种新型的浓缩写作风格形成。这种文风使美国英语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不受英国英语的束缚。1890年的版权法保护了美国作家，使这两个国家的文学更加不同。

广告业在大城市至关重要，它加强了大报的财政地位，使报纸之间和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人们需要新闻扩大发行，这加速了电报业务的发展，也加速了新闻社的组建。技术变迁使垄断地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样的动荡又反映在政治变迁之中。贝内特
 
[84]

 从事的新闻活动，他开创的便士报，街头零售等业务，使商业大报订阅系统的垄断地位受到削弱。与报界竞争和动荡伴生的，是杰克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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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政治动荡。大都会报界摧毁了国会的专一权威。1840年之后，政党机器把权力重心转移到首都华盛顿。［67］
 19世纪50年代，《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引进快速印刷机。与此巧合的是共和党的崛起。紧接着是林肯当选总统。报业扩张的同时，北方的商业活动兴盛，北方与不太活跃的南方产生摩擦，最终引起了内战。北方胜利之后，共和党执牛耳，直到普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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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开创了快速的新闻业务。此前，他有在圣路易斯办报的经验。他为民主党的克里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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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回白宫助了一臂之力。后来，在旧金山办报成功的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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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进入纽约这个报业战场。普利策离开民主党之后，赫斯特就成为民主党的赞助人。

木浆［68］
 造纸使纸的价格下降。1875年是每磅8.5美分。1897年降到1.5美分。木浆用材主要是花旗松。快速旋转的石磨把木屑碾磨成很细的纤维，形成纸浆，然后按照70‰-75‰对20‰-25‰的比例，与掺了化学品的纸浆混合。这样的造纸工业需要大片的花旗松树林和廉价的水源［69］
 ，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费也要便宜。工厂坐落在水电厂附近。大型造纸公司逐渐兴起，提供必要的资金，并对价格施加影响。它们试图提价，而报界则坚决反对提价。报界老板积极参与政治，意在抬高自己的声望，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和格里利
 
[89]

 一样，赫斯特觊觎纽约市长宝座和纽约州长交椅，直至入主白宫。美国总统，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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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善于利用报纸，支持报纸降价。塔夫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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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成功地降低了从加拿大进口新闻纸的关税。威尔逊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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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内，民主党实行低关税，这更加有效地反映了报界的需求。［70］
 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把造纸厂建在加拿大；造纸业突飞猛进，这是由加拿大水力资源决定的。新闻纸产量的剧增，使报纸篇幅增加，星期天报纸的增幅更加突出。新闻纸的增产还催生了新的发行手段。以配图为主要特征的通俗小报，利用各种低级的耸人听闻手段。其效果与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同步。这个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广告，是各种营销组织。其宗旨是快速而广泛地推销适合广告的产品。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有利于扩大报纸发行量的新闻。

与新闻纸相关的经济十分敏感，其垄断地位与广告相关。它倚重广播这个的新媒介，稍后这样的偏重对大规模的经济萧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广播兴起的同时，政坛风云变幻，民主党又重新执政，富兰克林·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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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主白宫。他声称，“报纸与他作对给他帮了大忙，所获助益，莫此为甚”。美国大都会报纸形成地区分割的局面。与此同时，周报和文摘报又提供了一个全国共有的观点，而不是一个城市的观点。图文并茂的报纸和广播适应全国性广告的需求。广播提供最基本的共同需求，对音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印刷、图片（含电影）、唱机（含对讲机）、广播的机械化，具有深重的意义。文学、艺术和音乐都反映了这种意义。语词所受的机械化压力［71］
 也反映出来：拼写简化了，语义学随之兴起。词语的局限使人们诉求于建筑，摩天大厦兴起，并成为一种广告媒介。北美的情况和大不列颠及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这里的书籍不如报纸重要。机械化使出版业倚重畅销书，在畅销书和高雅而难懂的文学艺术作品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72］
 文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庄园化，成为现代封建庄园式的东西。出版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学联手，建立了知识垄断，教科书就利用这样的知识垄断。大型教科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修订，这可能会在牺牲学术的情况下牟利。知识垄断要受到新媒介的挑战。反过来新媒介反映了它们出现时的情况。大型百货商店集中销售《圣经》［73］
 和正统文学，为出版商利用“不可接触”的题材留下了广阔的领域，他们把这些东西送进廉价的小型书店。［74］
 如果可以用容忍难懂的东西来衡量文明的程度，那么，同一语言、同一政治地区的知识垄断，一定会削弱文明的能力。

北美传播业的机械化，对大不列颠和欧洲产生影响，并日见重要，这表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新新闻的兴起。在美国-西班牙战争中，纽约的赫斯特和普利策两大报系，竞争非常激烈。与此同时，在布尔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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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国的《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的发行量也显著增加。美国的报纸出版英国版，英国著名记者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和布鲁门菲尔德（Blumenfeld）移居美国，美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美国办报的技巧引进并应用到英国和欧洲。1908年，诺斯克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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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泰晤士报》的控制权，新新闻的影响在英国彰显于世。政治新闻受到削弱，《西敏寺报》（Westminster Gazette）即为一例。新新闻的影响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一批报人被册封为爵士。美国报界的一个特征是喧宾夺主，它表现政府外交政策的无能，这个特征由新新闻传到了英国。［75］
 英国的外交政策缺乏稳定性，导致1914年的世界大战。在此，新新闻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布尔战争中，德国皇帝恭贺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留格尔胜利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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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轰动，舆论遂从德国转向法国。［76］
 布尔战争期间，英国内阁大改组，报界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布尔战争之后，诺斯克利夫去世，《泰晤士报》控制权重新洗牌，比弗布鲁克爵士执掌《每日快报》之后，他从倚重欧洲大陆政治转向帝国主义政策。这一转向的后果，对英国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意义重大。英国报纸的影响有利于广播实行国家所有制，这是为了遏制广告收入被蚕食的局面。正如美国的情况一样，英国广播这种新媒介使政治家抗住了报纸的压力，鲍德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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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1919年到1939年，广告对报纸日益重要。与此同时，对国内外事务的兴趣却在降低。［77］


美国新闻业在欧洲大陆上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直接，因为书籍在这里深深扎根，欧美的语言和法制又有诸多的分歧。在整个19世纪，由于法国报业［78］
 对广告的依赖始终不如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以它不断受到压迫或威胁。从拿破仑严厉管制下解放出来之后，记者们开始为新闻自由而斗争。他们在1830年的革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可是后来又受到路易·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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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压制。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审查制度下，法国的新闻业进入“新闻史上唯一形式压倒内容的时期”。法国再一次受到来自荷兰的竞争。法国皇帝抱怨流亡的法国难民的攻击，有人对此做出这样的回答：“比利时的宪法是新闻记者制定的，新闻的绝对自由与宪法纠缠不清，所以立法机构本身没有权力来干预这样的问题，除了立宪会议之外，任何权力机构都无权处理新闻自由的问题。”［79］
 法国新闻界避免匿名，一部分原因是斗争激烈。新闻记者成为积极参政的人物。［80］
 大量的政治小报使新闻界处于被操纵的状态，国内外集团通过直接补贴来操纵新闻界。［81］


在德国，小公国实行的政治审查产生强大的影响。结果，人们的才能被迫转向文学、学术和音乐。拿破仑时代之后，普鲁士的影响日盛，政治操纵取代了政治审查。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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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了操纵的传统，戈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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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继承其衣钵。［82］
 报纸影响力扩张的速度在美国、英国和德国不一样，这就必然会造成误解。官僚体制下罗马法性质的政治报纸，和普通法国家的报纸有鲜明的区别。1909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对德国皇帝的访谈录使英国读者不知所云，因为对英国人来说，让英王爱德华七世接受大国报纸的采访，是不可想象的。建立在书籍上的传统和建立在报纸上的传统产生冲突，导致战争。凡尔赛和约强调自决的政治原则，并承认语言［83］
 在出版业中的重要地位。所以，随着广播使口语词机械化，这个和约就成为明日黄花。政府对报纸的影响又推广到广播上。对纳粹的当选，广播喇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德语主导的地区，回应广播讲话的魅力，对加入一个大德意志帝国的号召做出响应。在某种很重要的程度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报纸和广播这两种媒介冲突的结果。在战争的进程中，英语世界也利用了机械化口语词的魅力，引人注目者有丘吉尔和罗斯福。俄国语言杂存，困难重重，这成为它的巨大优势，德国人的宣传无法穿透俄国语言的障壁。传播的突飞猛进，使野蛮行径突然爆发，这种野蛮行径与17世纪印刷术和宗教战争引起的野蛮行为，有相似之处。这一次的野蛮冲突，再一次使德语地区沦为废墟。

在近东，机械化传播并未成为有效的民族国家基础。在东方，希腊文明成功地顶住了拉丁文化的蚕食。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突厥人统治的地区并未出现统一的语言。在穆斯林主导的地区，对偶像的憎恶，使印刷术迟迟不能推广。国家边界不能和语言边界吻合，主要原因是宗教。以语言为基础的民族感情表现在对政治不公的抗议之中。［84］
 沙俄帝国的组织阻挡了游牧民族的破坏，这种破坏是西方文明两千多年的心腹大患。［85］
 拜占庭帝国的传统在俄罗斯东正教和国家的关系中保存下来。传播的发展受到局限。俄国没有出现文艺复兴，也没有形成18世纪的大发展。它的通俗文学很晚才形成气候，反映在19世纪现实主义大师的伟大作品之中。政教融合的体制惧怕西方的影响，直到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在俄国形成共产主义及其文学的结晶。［86］
 德国的革命倾向遭受挫折，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民族主义开始滋长，尤其是在意大利。教会的权力日益集中，表现在教廷永远正确的教义之中。接下来的历史是卡尔·马克思等人建立的严密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抗拒，使之对俄国人具有吸引力，俄国人把它作为反对沙皇专制的武器。此前，俄国接受了印刷术，安然承受其冲击而没有遭遇革命，可是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一场革命，终于使俄国土崩瓦解了。

知识垄断的兴衰和与传播媒介相关。不同的知识垄断倚重不同的媒介，或倚重宗教、非集中化和时间，或倚重武力、集中化和空间，因此知识垄断也要变化。苏美尔文化倚重黏土这种媒介，它和倚重石头的闪米特文化融合之后，产生巴比伦帝国。埃及文明倚重石头和莎草纸这两种媒介的融合，结果产生一个不稳定的帝国。这个帝国最终由于宗教纷争而衰落了。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试图融合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波斯帝国诉求于宽容，所以它成功了。希伯来文明倚重文字的神圣性质，它反对倚重铭刻偶像的政治组织。以口头传统为基础的希腊文明产生了强大的酵母，其影响摧毁了诸多政治帝国。罗马掌握了埃及文明倚重的媒介，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在拜占庭帝国保存下来，并与倚重羊皮纸抄本的基督教产生融合。在西方，基督教的武器包括圣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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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论述，他强调原罪说，力呈政治领袖的软弱。另一种媒介即纸张出现之后，政治权力更加重要。后来，洛克和卢梭
 
[102]

 提出心理学上的“白板”（tabula rasa）说，反对原罪说，强调经验是学习的基础。“人民总是追求一个总体的理论，给自己的努力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几乎无一例外，他们找到的理论智慧上都是不可企及的。”［兰多尔（Randall）语］

印刷工业的急剧扩张和对出版自由的强调，都助长了垄断的成长，强化了民族主义。汤因比认为，1875年之前，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携手建成了强权大国。此后，工业主义传遍全球，民族主义却狭小单薄。［87］
 亨利·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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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1870年是“文学时代的终结，季刊让位于月刊，文字让位于插图，大部头让位于小单张。”印刷术对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普通法的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代议制政府的成功，从物质上来说，受到印刷术的影响。”［88］
 但是，代议制政府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印刷术影响的结果。议会辩论实录的发表，有效地控制了议员讲话的发生和环境。萨默斯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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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在他的时代，凡是他注意的严谨的法案和法律，都是报纸披露的，绝无例外”。［89］
 在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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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笔下，这种恶性循环是“法律培养立法的意见”。“现代国家机制的首要事实，是立法的能量。”［90］
 （梅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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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我看，当今这个时代正在快速奔向的局面，是法律篡夺宗教功能的局面。”（柯尔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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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律师的地位加强了。“在英格兰，从目前的情况看，律师这个职业似乎最能够吸引人才。在这个行当，才能加上实际执业的能力，即使无人提携，也不会得不到报偿。它常常是人们走向政府公职的敲门砖。它给人的大吉大利，少说也是一种资格，和律师多多少少相关的情况下都有用的资格。国家几个最高的官吏也必然出自律师这个行当。”［91］
 在美国，“律师行当这个贵族成分，是唯一无需暴力就可以和自然的民主要素融合的贵族成分。律师业永恒地和民主成分结为一体，这一结合具有极大的优势。”［92］
 由于口头传统的经久不衰，报纸对法律的影响就受到调和。口头传统的表现，见诸“广泛传播的自由理性精神。在影响并掌握舆论中，口头传统成为国家的财产；舆论最重要的珍贵喉舌就是陪审团”。（柯尔律治语）“陪审团制度引进法庭之后，法官的人数就可以按照陪审团的人数来削减，这大有裨益。”［93］
 “无论陪审团的用处如何，它对国民性格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当它用于民事法庭时，它的影响就更加显著了。”［94］
 至于罗马法与普通法的差异，“两大法系的区别是，普通法赋予权利，罗马法抑制权利”。［95］
 “英美律师调查已经做的是什么，法国律师主张调查应该做些什么。前者得出案例，后者挖掘理由。”［96］


在普通法的国家，尤其在适应贸易和强调新闻自由的国家，知识垄断加重了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的垄断倾向。出版商利用著名的作者和读者，阻止新作家出现。［97］
 反过来，名著的重印本又削弱了作者的地位。“让已经去世的作家与我合作吧——他们不会让我久等文稿。” 在此，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他们不会让你的读者久等版权。“原创性对原创者来说，在知识市场上是最大的不利。”［98］
 孟德斯鸠
 
[108]

 之后，谁也不能说，“政治自由的理论是商品循环流通的产品了”。［99］


上述变迁对帝国体制产生深重的影响。不列颠帝国受惠于罗马法和普通法两种传统的融合。日益增长的民族化（nationalization）趋势对不列颠帝国产生影响，民族化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语言又受到印刷词和口语词机械化的影响，例子有加拿大的法语、南非的荷兰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语言，还有试图在爱尔兰恢复的爱尔兰语。普通法传统有加强的趋势，它往往反映非集中化成分的影响。“在民主控制下，英格兰必须放弃一切影响世界事务的观念。”［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爵士语］

美国具有机械化的传播体制和有组织的力量。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并将其强加于普通法。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体制，从法律上（de jure）说是要保护主权的，然而事实上（de facto），它却被用来扩张帝国主义。［100］
 它长期利用英联邦一些成员国走向帝国主义的趋势。加拿大就被它用做渗透英联邦的手段。只要我们坚持普通法的传统，尤其是欧洲的文化遗产，我们就可以有效地抵抗美国的这种影响。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占领，欧洲许多地区的国家和教会已经失去控制能力。国家和教会在西方的生存，要依靠对欧洲的依附，要承认欧洲文化的领导和主导。许多国家由于缺乏文化而毁灭了。［101］
 （耶格尔语） 同理，许多帝国和文明也是由于缺乏文化而遭到灭顶之灾。批量生产和标准化是西方的大敌。必须要强调印刷词和口语词机械化的局限性，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去重新把握口头传统的活力。［102］


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来说，需要解决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需要解决时间的问题。政治结构的灵活性自然会产生追求能力的持久兴趣，必然会坚持不懈地抨击知识垄断。政治稳定既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

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发展中，媒介不是倚重空间和政治组织，就是倚重时间和宗教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适合帝国发展的条件。拜占庭帝国的出现，是两种偏向融合的结果。一是莎草纸的偏向，它和政治组织相联系；二是羊皮纸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组织相联系。羊皮纸在西方的主导地位，使西方产生基督教组织的偏向。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纸张这种媒介的引进，纸张偏向于政治组织。有了印刷术之后，纸促进了通俗语言的发展，使通俗语言在民族主义的发展中表现出活力。字母表能够适应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的需要，这使它成为文化教育、广告和贸易的基础。书籍是印刷术的专门化产品，书籍和后来的报纸加强了语言，使之成为民族主义的基础。在美国，报纸的主导地位从空间上来说产生了大规模的传播垄断。这里有一个隐而不显的必然结果，就是对时间问题的忽视。大都市报纸的割据垄断，由于报业联盟的垄断而得到强化。报纸倚重空间的偏向及其知识垄断，由于另一种新媒介的出现而受到遏制［103］
 。这个新媒介就是广播。由此产生的结果，在对时间问题日益增长的关注中，是显而易见的。对时间的关注反映在规划的增加，反映在社会化国家（socialized state）的增长中。美国［104］
 和西方世界对报纸的倚重，必然使人产生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种感觉对武力诉求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有人企图把武力诉求作为社会稳定的一种因素。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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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86-1650），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将哲学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代表作有《几何学》、《方法论》和《哲学原理》等。


 [36]
 星室法庭（Star Chamber），英国历史上以暴虐著称的法庭。


 [37]
 莱斯特兰奇（Roger L’Estrange，1616-1704），保皇党，英国最早的记者和小册子作者，出任出版检察官。


 [38]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创始人，提出地动说即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著有《天体运行论》（身后出版），引发“哥白尼革命”。


 [39]
 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近代科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1615年发表《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大力宣传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被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审判并软禁8年。1983年，罗马教廷正式承认500年前的审判是错误的。


 [40]
 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1544－1603），英国医师、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电学与磁学研究先驱，提出地球是大磁体的理论，率先把物质分为带电和不带电的两种，著有《论磁》（De Magnete）。


 [41]
 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英国医学家、生理学家、胚胎学家，实验生理学创始人之一，发现血液循环，曾留学意大利帕杜瓦大学，著有《论血液循环》、《动物心血运动解剖论》等。


 [42]
 斯普拉特（Thomas Sprat），罗彻斯特教长，著有《伦敦皇家学会史》。


 [43]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英国诗人，对18世纪诗人产生深刻影响，创作大量诗歌和散文，代表作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诗剧《力士参孙》，政论《论出版自由》等。


 [44]
 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1634）, 英国法学家，曾任下院议长和民事法院首席法官。


 [45]
 博纳姆案（Bonham’s Case）, 1610年柯克爵士担任民事法院首席法官时判决的一个案件。他坚持普通法在英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议会的特权与法案来自判例，一切应该受到判例的约束。


 [46]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 英国政治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者，认为哲学对象是物体，排除神学，拥护君主制，提出社会契约说，代表作有《利维坦》、《论物体》等。


 [47]
 护国公（Protectorate），即克伦威尔，这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权倾天下，盛极一时，一度享有很高的威望。


 [48]
 低地联邦共和国，即荷兰。


 [49]
 30年战争，1618-1648年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战争。


 [50]
 约翰·洛克（John Lock,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反对“天赋观念”论，在认识论、政治、教育和医学上均有贡献，大多数著作已有中译本。


 [51]
 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辉格党议员，著有《英国史》、《古罗马之歌》等。


 [52]
 《大宪章》（Great Charter/Magna Charter），1215年英国大封建领主迫使英王John签署的保障部分公民权和政治权的文件。


 [53]
 《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89年英国颁布的确立君主立宪制的宪法性文件。


 [54]
 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荷兰法学家、诗人，国际法先驱之一。法学巨著有《战争与和平法》，诗歌有《圣诗》，剧作有《亚当在流亡》、《基督受难》等。


 [55]
 斯威福特（Jonathen Swift，1667－1745），英国18世纪著名政论家、讽刺小说家，代表作有《格列佛游记》。


 [56]
 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英国小说家，代表作为《鲁滨孙漂流记》。


 [57]
 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29），英国著名散文家。


 [58]
 斯蒂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9），与艾迪生齐名的散文家。


 [59]
 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英国政治家，托利党和圣公会领袖，为安妮女王之宠臣。


 [60]
 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爱丁堡大学校长，著有《苏格兰历史：1542-1653》、《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治国史》、《美洲史》等。


 [61]
 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著名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启蒙时期代表作，在近代史学中占重要地位。


 [62]
 休谟（David Hume, 177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著《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


 [63]
 康斯特布尔（Archibald Constable, 1774-1827），苏格兰出版商。1802年任《爱丁堡评论》发行人，司各特爵士的大多数作品由他印行。他独资经营《不列颠百科全书》。


 [64]
 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 苏格兰小说家、诗人，著有诗歌《玛米恩》、《湖边夫人》和历史小说《威佛利》、《艾凡赫》。


 [65]
 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翻译家、批评家，著有讽刺诗《夺发记》、《群愚史诗》和《批评论》等。


 [66]
 约翰逊博士（Dr.Samuel Johnson,1709-1781），英国大文豪、文学家、批评家、词典编纂家。1775年出版的《英语词典》是英语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67]
 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英国18世纪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和戏剧家。代表作有散文集《世界公民》、诗歌《荒村》、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剧本《委曲求全》等。


 [68]
 朱尼厄斯（Junius），匿名作者，1772-1789年在报纸上发表了抨击内阁的一系列信件。


 [69]
 威尔克斯（John Wilkes,1725-1795），英国下院议员，新闻工作者，创办报纸《北不列颠人》，攻击政府和国王，曾经被免去议员席位，对推动英国新闻出版自由发挥了积极作用。


 [70]
 玻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皇家学会创始人之一，发展了物质的基本概念。


 [71]
 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和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英国两位著名传教士，先合作在北美传教，后分道扬镳。前者创立卫斯理宗，后者创立循道公会。


 [72]
 曾格（John Peter Zenger, 1697-1746），纽约印刷商、新闻记者。由于他主办的《纽约周报》批评总督，他被指控犯有叛乱罪，后被宣告无罪。


 [73]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科学家、外交家、建国之父。


 [74]
 《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年通过。其本质是保证个人权利和地方权利。


 [75]
 芬诺（John Fenno，1751－1798）, 联邦党人，创办其喉舌《美国新闻报》。


 [76]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第二任美国总统［1797-1801］，参与独立宣言起草、对英国和谈，著有《政府断想》、《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宪法一辩》。


 [77]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政治家，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78]
 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60－1794），法国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新闻记者，巴黎国民公会代表，与丹东等组成“宽容派”，反对雅各宾专政，与丹东一起被处死。


 [79]
 安斯沃斯（William Harrison Ainsworth, 1805-1882），英国通俗历史小说家。作品辞藻华丽，情节曲折，忠实准确，代表作有《伦敦塔》、《老圣保罗教堂》、《温泽堡》、《兰开夏的女巫》等。


 [80]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英国小说家，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主要作品有《双城记》、《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外传》等。


 [81]
 柯林斯（William Wilkie Collins,1824-1889），英国侦探小说家，早期作品刊登在狄更斯主编的《家常话》上，代表作有《白衣女人》、《月亮宝石》等。


 [82]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代表作有《名利场》、《彭登尼斯》、《势利人脸谱》等。


 [83]
 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英国小说家，以假想的巴塞特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小说。除此之外，尚有8部长篇小说，主要有《养老院院长》、《巴切斯特养老院》、《索恩医生》、《首相》、《你能原谅他吗？》等。


 [84]
 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1795-1872），资深编辑，对现代新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先后任职于《纽约问讯报》、《早晨信使和纽约问讯报》、《宾夕法尼亚人》，创办4页售价1便士的《纽约先驱报》。


 [85]
 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


 [86]
 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美国报业业主、新闻工作者、匈牙利移民，美国“从穷光蛋到富豪”的样板，创办《快邮报》，收购纽约《世界报》，创办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87]
 克里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 美国总统［1885-1889］。


 [88]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美国报业巨头，创建赫斯特报系，曾经拥有25种日报，11种星期刊和多种杂志，以轰动性新闻、醒目的版面和低廉的售价在竞争中取胜，是一位在新闻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新闻界的“希特勒”、“黄色新闻大王”。


 [89]
 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美国报刊编辑，创办《纽约论坛报》,提倡教育改革，反对奴隶制，离开民主党而组建自由党，获提名竞选总统，惨败。


 [90]
 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第26任总统［1901-1909］。


 [91]
 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第27任总统［1909-1913］。


 [92]
 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第28任美国总统［1913-1921］。


 [93]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882－1945），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第32任美国总统［1933-1945］。


 [94]
 布尔战争，英国在南非对荷兰移民后裔的战争。


 [95]
 诺斯克利夫（Viscount Northcliffe，1865-1922），原名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英国著名报人，先后主持《答问》周刊、《勿忘我》杂志、《每日邮报》、《每日镜报》，购买《伦敦晚报》，控制《泰晤士报》。


 [96]
 1896年1月3日，法国皇帝致电克留格尔（Paul Kruger）总统，恭贺布尔人战胜英国人；战争期间，克留格尔任布尔人总司令，率军对英国作战。


 [97]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867-1947），三次担任首相，压制工人罢工，纵容法西斯侵略。


 [98]
 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


 [99]
 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k, 1815-1898），德意志帝国宰相，通过王朝战争击败法国和奥地利，统一德国，有铁血宰相之称。


 [100]
 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els, 1897－1945），纳粹德国战犯，希特勒宣传部长。


 [101]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基督教神学代表人物，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和圣师，又是新教宗教改革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102]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eau, 1712－1778），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激励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浪漫主义运动也产生了影响。他的“社会契约论”超越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孟德斯鸠的实证论。提出“世俗的宗教”和“自然教育”等伟大思想。所著《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等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103]
 亨利·亚当斯（Henry Brooks Amams, 1838-1918），美国历史学家和作家，著作有9卷本《美国史》、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104]
 萨默斯爵士（Lord Somers，1651－1716），英国律师、政治家，王室重臣，历任政府要职。


 [105]
 戴西（A.V.Dicey，1835－1922），旧译戴雪，英国法学家，著有《宪法学导论》、《19世纪英国法律和舆论的关系》等。


 [106]
 梅恩（James Sumner Maine, 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法律历史学家，研究比较法，是原始法和人类学法学的先驱。代表作有《古代法》、《早期制度史》等。


 [107]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19世纪初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和思想家之一，其诗作进入英国文学中最伟大作品的行列，以下两首诗歌尤其著名：《忽必烈汗》、《古舟子咏》。


 [108]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提出三权分立等学说，著有《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罗马衰亡原因论》等。


 [109]
 即新教。


 [110]
 荷兰一个基督教宗派。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

Preface

In this preface I must express my thanks to Sir Reginald Coupland for his kindness in extending to me an invitation to deliver the Beit lectures on Imperial economic history.I am grateful to him for his consistent encouragement.To his name I must add those of Professor W.K.Hancock, Sir Henry Clay, and Humphrey Sumner, Warden of All Souls College, for innumerable kindnesses.I have been greatly encouraged also by Professor and Mrs.John U.Nef and 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and Professor F.H.Knigh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An interest in the general problem was stimulated by the late Professor C.N.Cochrane and the late Professor E.T.Owen.Professor Grant Robertson, Professor W.T.Easterbrook, Mr.R.H.Fleming, and Mr.D.Q.Innis have read the manuscript in whole or in part.I am under heavy obligations to Mr.W.S.Wallace and his staff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to my colleagues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No one can be oblivious to the work of Kroeber, Mead, Marx, Mosca, Pareto, Sorokin, Spengler, Toynbee, Veblen, and others in sugges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to modern civilization.I have attempted to work out its implications in a more specific fashion and to suggest the background of their volumes.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conspicuous for extended publications on civilization which in themselves reflect a type of civilization.It is suggested that all written works, including this one, have dangerous implications to the vitality of an oral tradition and to the health of a civilization, particularly if they thwart the interest of a people in culture and, following Aristotle, the cathartic effects of culture.“It is written but I say unto you” is a powerful directive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H.A.I.

Ⅰ

A.Introducti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notable in the concern with studies of civilizations.Spengler, Toynbee, Kroeber, Sorokin, and others have produced works, designed to throw light on the causes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ivilizations, which have reflected an intense interest in the possible future of our own civilization.In the title of these lectures on imperial economic history it is clear that in our civilization we are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civilizations but also with empires and that we have been seized with the role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empires.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s perhaps characteristic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t will be part of our task to appraise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in turn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We may concede with Mark Pattison that

“...In one department of progress the English development has indeed been complete, regular, and from within.In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s England may be said to have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world, but at her own risks and perils, the one great commercial experiment that has yet been made.Our practice has been so extended and diversified, that from it alone, with but little reference to that of the other trading nations of antiquity, or of modern times, the laws of economics have been inferred, and a new science constructed on a solid and indisputable basis...”［1］


We are immediately faced with the very great, perhaps insuperable, obstacle of attempting in this University, located so near a centre which has been the heart of an economic empire, to appraise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by the use of tools which are in themselves products of economic considerations.A citizen of one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which has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mpires, who has been obsessed over a long period with an interest in the character of that influence, can hardly claim powers of objectivity adequate to the task in hand.It is an advantage, however, to emphasize these dangers at the beginning so that we can at least be alert t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ype of bias.Obsession with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llustrates the dangers of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and suggests the necessity of appraising its limitations.Civilizations can survive only through a concern with their limitations and in turn through a concern with the limitations of their institutions including empires.

We shall try to take heed of the warning of John Stuart Mill who“believed that, though the science’s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was still applicable universally,‘it is, when not duly guarded against, an almost irresistible tendency of the human mind to become the slave of its own hypotheses; and when it has once habituated itself to reason, feel, and conceive, under certain arbitrary conditions, at length to mistake these convictions for laws of nature’.”［2］


And we shall try to escape his strictures o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ists whom he felt were in danger of becoming enemies of reform.

“They revolve in their eternal circle of landlords, capitalists, and labourers, until they seem to think of the distinction of society into those three classes, as if it were one of God’s ordinances,not man’s, and as little under human control as the division of day and night.Scarcely any one of them seems to have proposed to himself as a subject of inquiry, what changes the relations of those classes to one another are likely to undergo in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o what extent the distinction itself admits of being beneficially modified, and if it does not even, in a certain sense, tend gradually to disappear.”［3］


I shall perhaps find sympathy in these warnings in this University though it is perhaps easier for one trained in the universities of North America to be alert to them, but this is scarcely the time to appear boastful.

In paying heed to these warnings I do not intend to concentrate on microscopic studies of small periods or reg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mportant as these are to its understanding.Nor shall I confine my interest to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unique phenomenon, since it is to an important extent a collection of odds and ends of other empires represented by the French in Quebec and the Dutch in South Africa.I shall attempt rather to focus attention on other empir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with reference to empires of the East, in order to isolate factors which seem important for purposes of comparison.Immediately one is daunted by the vastness of the subject and immediately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we must select factors which will appear significant to the problem.

It has seemed to me that the subject of communication offers possibilities in that it occupies a crucial posi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in turn of empires and of Western civilization.But I must confess at this point a bias which has led me to give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is subject.In studies of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 or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French,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I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a phenomenon strikingly evident in Canada which for that reason I have perhaps over-emphasized.Briefly, North America is deeply penetrated by three vast inlets from the Atlantic-the Mississippi, the St.Lawrence, and Hudson Bay, and the rivers of its drainage basin.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continent or in Canada extensive waterways and the dominant Precambrian formation have facilitated concentration on bulk products the character of which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aborigines and by the effectiveness of navigation by lake, river, and ocean to Europe.Along the north Atlantic coast the cod fisheries were exploited over an extensive coast-line; decentralization was inevitable;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of Europe were widely represented.The highly valuable small-bulk furs were exploited along the St.Lawrence by the French and in Hudson Bay by the English.Continental development implied centralization.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inlets gave the advantage in the fur trade to Hudson Bay, and after 1821 the St.Lawrence region shifted to dependence on the square timber trade.Monopoly of the fur trade held by the Hudson’s Bay Company checked expansion north-westward from the St.Lawrence until Confederation was achieved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became sufficiently strong to support construction of a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the Canadian Pacific, completed in 1885.On the Pacific coast the discovery of placer gold was followed by rapid increase in settlement, exhaustion of the m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staples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Pacific Ocean navigation such as timber.The railway and the steamship facilitated concentration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notably wheat in western Canada and, later on, products of the Precambrian formation such as precious and base metals and pulp and paper.Concentrat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staples for export to more highly industrialized areas in Europe and la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broad implications for the Canadia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e.Each staple in its turn left its stamp, and the shift to new staples invariably produced periods of crises in which adjustments in the old structure were painfully made and a new pattern created in relation to a new staple.As the costs of navigation declined less valuable commodities emerged as staples-precious metals, dried fish exported to Spain to secure precious metals, timber to support defence, in the words of Adam Smith ‘perhaps more important than opulence’, and finally wheat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n industrialized England.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trace the early developments elsewhere but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indicate clearly the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is industry arises partly from its late development and partly from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of analysing the demand for the finished product.Concentration on staple products incidental to the geographic background has involved problems not only in the supply area but also in the demand area, to mention only the effects of specie from Central America on European prices, the effects of the fur trade on France, of wheat production on English agriculture, and of pulp and paper production on public opinion in Anglo-Saxon countries.The effect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on a large scale of staple raw materials were shown in the attempts by France to check the increase in production of furs, in the resistance of English purchasers to the high price of timber ending in the abolition of the Navigation Acts, in the opposition of European agriculture to low-cost wheat, and in the attempt to restrain the sensationalism of the new journalism which followed cheap newsprint.

In this reference to the problem of attack it will be clear that we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use of certain tools which have proved effectiv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anada and the British Empire.It may seem irreverent to use these tools i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and to suggest that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during the present century has been in part a result of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and its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 but I have felt it wise to proceed with instruments with which I am familiar and which have proved useful.The viewpoint is suggested in a comment of Constable to Murray: “If you wish to become a great author your chance will be bye and bye when paper gets cheaper.”［4］
 In any case I have tried to present my bias in order that you may be on your guard.

I shall attempt to outline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unication in a small number of empires as a means of understanding its role in a general sense and as a background to an appreciation of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Bryce has stated that “from the time of Menes down to that of Attila the tendency is generally towards aggreg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ations shows us, not only an enormous number of petty monarchies and republics swallowed up in the Empire of Rome, but that empire itself far more highly centralized than any preceding one had been.When the Roman dominion began to break up the process was reversed and for seven hundred years or more the centrifugal forces had it their own way....From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nwards the tide begins to set the other way ...neither Democracy nor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 has, on the balance of cases, operated to check the general movement towards aggregation which marks the last six centuries.”［5］


In attempting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of these diverse tendencies, we become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 of empire, and in particular with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forces”.In the organization of large areas communication occupies a vital place, and it is significant that Bryce’s periods correspond roughly first to that dominated by clay and papyrus, second to that dominated by parchment, and third to that dominated by paper.The effective government of large areas depends to a very important extent on the efficiency of communication.

The concepts of time and space reflect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 to civilization.Media which emphasize time are those which are durable in character such as parchment, clay, and stone.The heavy materials are su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Media which emphasize space are apt to be less durable and light in character such as papyrus and paper.The latter are suited to wide areas in administration and trade.The conquest of Egypt by Rome gave access to supplies of papyrus 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a large administrative empire.Materials which emphasize time favour decentralization and hierarchical types of institutions, while those which emphasize space favour centralization and systems of government less hierarchical in character.Large-scal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empires must be consider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wo dimensions, those of space and time, and persist by overcoming the bias of media which over-emphasize either dimension.They have tended to flourish under conditions in which civilization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more than one medium and in which the bias of one medium toward decentralization is offset by the bias of another medium towards centralization.［6］


We can conveniently divide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into the writing and the printing periods.In the writing period we can note the importance of various media such as the clay tablet of Mesopotamia, the papyrus roll in the Egyptian and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parchment codex in the late Graeco-Roman world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 and paper after its introduc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from China.In the printing period we are able to concentrate on paper as a medium, but we can note the introduction of machinery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in print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se of wood as a raw material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at century.

It would be presumptuous to suggest that the written or the printed word has determined the course of civilizations, and we should note well the warning of Mark Pattison that “writers with a professional tendency to magnify their office have always been given to exaggerate the effect of printed words”.We are apt to overlook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poken word and to forget that it has left little tangible remains.We can sense its importance［7］
 even in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 and we can see its influence in the great literature of the heroic age［8］
 of the Teutonic peoples and of Greece and in the effects［9］
 of its discovery in the sagas of Europ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orth.Prior to the introduction of writing music played its role in emphasizing rhythm and metre which eased the task of memory.Poetry is significant as a tribute to the oral tradition.Sapir has noted that “many primitive languages have a formal richness; a latent luxuriance of expression that eclipses anything known to languages of modern civilization”.The written tradition has had a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m.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for generations disciplined in the written and the printed tradition to appreciate the oral tradition.Students of linguistic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spoken word was in its origins a half-way house between singing and speech, an outlet for intense feelings rather than intelligible expression.［10］
 Used by an individual, it was in contrast with language described as the sum of word-pictures stored in the mind of all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values.In the words of Cassirer［11］
 language transformed the indeterminate into the determinate idea and held it within the sphere of finite determinations.The spoken word set its seal on and gave definite form to what the mind created and culled away from the total sphere of consciousness.But the speech of the individual continued in a constant struggle with language and brought about constant adjustment.“The history of language when looked at from the purely grammatical point of view is little other than the history of corruptions” (Lounsbury).［12］
 Herbert Spencer wrote that “language must be regarded as a hindrance to thought, though the necessary instrument of it, we shall clearly perceive on remembering the comparative force with which simple ideas are communicated by signs”.［13］
 Perhaps it is a tribute to the overwhelming power of printed words that Maeterlinck could write: “It is idle to think that, by means of words, any real communication can ever pass from one man to another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each other we are compelled to hold our peace.”［14］
 “Ils ne se servent de la pensée que pour autoriser leurs injustices, et n’emploient les paroles que pour déguiser leurs pensées” (Voltaire).

The significance of a basic medium to its civilization is difficult to appraise since the means of appraisal are influenced by the media, and indeed the fact of appraisal［15］
 appears to be peculiar to certain types of media.A change in the type of medium implies a change in the type of appraisal and hence makes it difficult for one civilization to understand another.The difficulty is enhanced by the character of the material, particularly its relative permanence.Pirenne has commented on the irony of history in which as a result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material much is preserved when little is written and little is preserved when much is written.Papyrus has practically disappeared whereas clay and stone have remained largely intact, but clay and stone as permanent material are used for limited purposes and studies of the periods in which they predominate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at fact.The difficulties of appraisal will be evident, particularly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time.With the dominance of arithmetic and the decimal system, dependent apparently on the number of fingers or toes, modern students have accepted the linear measure of time.The dangers of applying this procrustean device in the appraisal of civilizations in which it did not exist illustrate one of numerous problems.The difficulties will be illustrated in part in these six lectures in which time become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organization of material and in which a lecture is a standardized and relatively inefficient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dogmatic answers rather than eternal questions.

I have attempted to meet these problems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empire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communication.It will reflect to an important extent the efficiency of particular media of communication and its possibilities in creating conditions favourable to creative thought.In a sense these lectures become an extension of the work of Graham Wallas and of E.J.Urwick.

Much has been written on the developments leading to writing and on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but in the main studies have been restricted to narrow fields or to broad generalizations.Becker［16］
 has stated that the art of writing provided man with a transpersonal memory.Men were given an artificially extended and verifiable memory of objects and events not present to sight or recollection.Individuals applied their minds to symbols rather than things and went beyond the world of concrete experience into the world of conceptual relations created within an enlarged time and space universe.The time world was extended beyond the range of remembered things and the space world beyond the range of known places.Writing enormously enhanced a capacity for abstract thinking which had been evident in the growth of language in the oral tradition.Names in themselves were abstractions.Man’s activities and powers were roughly extended in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d use and perfection of written records.The old magic was transformed into a new and more potent record of the written word.Priests and scribes interpreted a slowly changing tradition and provided a justification for established authority.An extended social structure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an individual leader with military power who gave orders to agents who received and executed them.The sword and pen worked together.Power was increased by concentration in a few hands, specialization of function was enforced, and scribes with leisure to keep and study records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and thought.The written record signed, sealed, and swiftly transmitted was essential to military power and the extension of government.Small communities were written into large states and states were consolidated into empire.The monarchies of Egypt and Persia,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city-states were essentially products of writing.［17］
 Extension of activities in more densely populated regions created the need for written records which in turn supported further extension of activities.Instability of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conflict followed concentration and extension of power.A common ideal image of words spoken beyond the range of personal experience was imposed on dispersed communities and accepted by them.It has been claimed that an extended social structure was not only held together by increasing numbers of written records but also equipped with an increased capacity to change ways of living.Following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he special form of heightened language, characteristic of the oral tradition and a collective society, gave way to private writing.Records and messages displaced the collective memory.Poetry was written and detached from the collective festival.［18］
 Writing made the mythical and historical past, the familiar and the alien creation available for appraisal.The idea of things became differentiated from things and the dualism demanded thought and reconciliation.Life was contrasted with the eternal universe and attempts were made to reconcile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universal spirit.The generalizations which we have just noted must be modified in relation to particular empires.Graham Wallas has reminded us that writing as compared with speaking involves an impression at the second remove and reading an impression at the third remove.The voice of a second-rate person is more impressive than the published opinion of superior ability.

Such generalizations as to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tend to hamper more precise study and to obsc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in so far as they are dependent on various media of communication.We shall attempt to suggest the roles of different media with reference to civilizations and to contrast the civil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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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ypt

The Nile, with its irregularities of overflow, demanded a co-ordination of effort.The river created the black land which could only be exploited with a universally accepted discipline and a common goodwill of the inhabitants.The Nile acted as a principle of order and centralization, necessitated collective work, created solidarity, imposed organizations on the people and cemented them in a society.In turn the Nile was the work of the Sun, the supreme author of the universe.Ra-the Sun-the demiurge was the founder of all order human and divine, the creator of gods themselves.Its power was reflected in an absolute monarch to whom everything was subordinated.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such power followed the growth of astronomical knowledge by which the floods of the Nile could be predicted, notably a discovery of the sidereal year in which the rising of Sirius coincided with the period of floods.Moret has argued that as early as 4241 B.C.a calendar was adopted which reconciled the lunar months with the solar year, and that the adoption marked the imposi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Osiris and Ra, of the Nile and the Sun on Upper Egypt.The great gods of the fertile delta imposed their authority on the rest of Egypt and their worship coincided with the spread of political influence.Universal gods emerged in certain centres, their influence was extended by theologians, and diffusion of worship supported the growth of kingdoms.The calendar became a source of royal authority.Detachment of the calendar from the concrete phenomena of the heavens and application of numbers which provided the basis of the modern year has been described by Nilsson as the greatest intellectual fact in the history of time reckoning.

Achievement of a united monarchy by material victories and funerary beliefs and practices centring in the person of the king produced a social situation of which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was the outcome.The position of the monarch was strengthened by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immortality.The pyramids and the elaborate system of mummification carried with them the art of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funerary ritual.

The divine word was creativ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and acted on gods, men, and things in a fashion reminiscent of Genesis and the Gospel of St.John.“I created all shapes with what came out of my mouth, in the time there was neither heaven nor earth.”［1］
 In fixing the tradition of magic rites and formulae in the Old Kingdom the God Thoth,［2］
 as the friend, minister, scribe, and keeper of the divine book of government, of Ra became the Lord of ritual and magic.He represented creation by utterance and production by thought and utterance.The spoken word possessed creative efficiency and the written word in the tomb perpetuated it.［3］
 The magical formulae of the pyramids assumed the productive and creative power of certain spoken words.

In the handbooks of temple structure and adornment of sacred shrines which probably made up a large part of temple libraries, Thoth was the framer of rules of 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No essential difference existed between pictorial decorations and hieroglyphic script.Thoth represented intelligence and was “Lord of the Divine Word”.He was the unknown and mysterious, the lord of scribes and of all knowledge, since the setting down of words in script suggested the possession of mysterious and potent knowledge in the scribe who “brought into being what was not”.Formulae of sacred ritual, collections of particularly effective formulae, and books of divine words were attributed to Thoth as the inventor of language and script.Beginning with drawing and literature in the decoration of temples and tombs in the use of figures as definitions of living beings and objects, the pictorial principle was extended and adapted to the need of expressing non-pictorial elements into a hieroglyphic system by 3500 B.C.Hieroglyphics was the Greek name for sacred engraved writing.From about 4000 B.C.the names of kings, wars, political events, and religious doctrines were written.The earliest documents were names and titles on sealings and vases, notes of accounts or inventories, and short records of events.Seals and wooden tablets with primitive script recorded the outstanding events of the Abydos reign.Writing gradually developed toward phoneticism and by the time of Menes (about 3315 B.C.)［4］
 many picture signs had a purely phonetic value and words were regularly spelled out.

As the founder of the first dynasty at Thinis, Menes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the absolute power of kings.A new capital was built at Memphis at the balance of the two lands to the north and to the south.As the successor of Horus and Osiris and as their living image the king was identified with them in every possible way in order to ensure eternal life.From about 2895 B.C.to 2540 B.C.autocratic monarchy was developed by right divine.The pyramids of about 2850 B.C.suggested that the people expected the same miracles from the dead as from the living king.All arable land became the king’s domain.After 2540 B.C.royal authority began to decline and the power of the priests and the nobles to increase.The difficulties of the sidereal year in which a day was gained each year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problem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 and hastened the search for a solar year possibly discovered by the priests.The Sun Ra cult was exalted to the rank of chief God and the king was lowered from the Great God to the Son of Ra and to the Good God.The king as a Sun-god was a man who did not work with his hands but merely existed and, like the sun, acted on environment from a distance.The Sun was law and imposed it on all things, but law was distinct from the Sun as it governed even him.Recognition of this fact has been described as implying the discovery of government.［5］
 In Heliopolis as the centre of priestly power, the doctrine was developed in which God was conceived of as an intelligence which has thought the world and expresses itself by the word, the organ of government, the instrument of continuous creation, and the herald of law and justice.An order of the king was equivalent to an act of creation of the same kind as that of the demiurge.The command of the superior obeyed by dependents was reinforced by the mystery of writing as a reflex of the spoken word.Centralization of the gods favoure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ideas.

After a period of political confusion from 2360 B.C.to 2160 B.C.a new political order emerged in which the absolute monarch was replaced by the royal family.The clergy of Heliopolis established a new calendar and imposed it on Egypt.Extension of privileges to the priestly class brought a transition to oligarchy.The royal domain was broken up in favour of a feudal clergy and royal officials.The Theban kings (2160-1660 B.C.) restored order and prosperity.After 2000 B.C.religious equality was triumphant.The masses obtained religious rights and corollary political rights.The Pharaohs gave up their monopoly and accepted the extension of rights to the whole population.Admission of the masses to religious rights and to everlasting life in the next world was recognized along with civic life in this world.Power was essentially religious and extension of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worship brought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ock and the ownership of land.The management of royal lands was farmed, partial ownership of houses and tombs was permitted, and free exercise of trades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s was conceded.Peasants, craftsmen, and scribes rose to administrative posts and assemblies.

The profound disturbances in Egyptian civilization involved in the shift from absolute monarchy to a more democratic organization coincides with a shift in emphasis on stone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or as a basis of prestige, as shown in the pyramids, to an emphasis on papyrus.Papyrus sheets dated from the first dynasty and inscribed sheets from the fifth dynasty (2680-2540 B.C.or 2750-2625 B.C.).In contrast with stone, papyrus as a writing medium was extremely light.It was made from a plant (Cyperus papyrus) which was restricted in its habitat to the Nile delta and was manufactured into writing material near the marshes where it was found.Fresh green stems of the plant were cut into suitable lengths and the green rind stripped off.They were then cut into thick strips and laid parallel to each other and slightly overlapping on absorbent cloth.A similar layer was laid above and across them and the whole covered by another cloth.This was hammered with a mallet for about two hours and the sheets welded into a single mass which was finally pressed and dried.Sheets were fastened to each other to make rolls, in some cases of great length.As a light commodity it could be transported over wide areas.［6］
 Brushes made from a kind of rush (Juncus maritimus) were used for writing.Lengths ranging from 6 to 16 inches and from 1/16 to 1/10 of an inch in diameter were cut slantingly at one end and bruised to separate the fibres.［7］
 The scribe’s palette had two cups, for black and red ink, and a water-pot.He wrote in hieratic characters from right to left, arranging th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r horizontal lines of equal size, which formed pages.The rest of the papyrus was kept rolled up in his left hand.［8］


Writing on stone was characterized by straightness or circularity of line, rectangularity of form and an upright position, whereas writing on papyrus permitted cursive forms suited to rapid writing.“When hieroglyphs were chiselled on stone monuments they were very carefully formed and decorative in character.When written on wood or papyrus they became simpler and more rounded in form....The cursive or hieratic style was still more hastily written, slurring over or abbreviating and running together ...they ceased to resemble pictures and became script.”［9］
 “By escaping from the heavy medium of stone” thought gained lightness.“All the circumstances arouse interest, observation,reflection.”［10］
 A marked increase in writing by hand was accompanied by secularization of writing, thought, and activity.The social revolu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Kingdom was marked by a flow of eloquence and a displacement of religious by secular literature.

Writing had been restricted to governmental, fiscal, magical, and religious purposes.With increase in use of papyrus, simplification of hieroglyphic script into hieratic characters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a quick-

er cursive hand, and growth of writing and reading, administration became more efficient.Scribes and officials charged with the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reserves and of rents and tributes from the peasants became members of an organized civil service, and prepared accounts intelligible to their colleagues and to an earthly god, their supreme master.After 2000 B.C.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employed an army of scribes, and literacy was valued as a stepping-stone to prosperity and social rank.Scribes became a restricted class and writing a privileged profession.“The scribe comes to sit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ies ...no scribe fails to eat the victuals of the king’s house.”［11］
 “Put writing in your heart that you may protect yourself from hard labour of any kind and be a magistrate of high repute.The scribe is released from manual tasks.”［12］
 “But the scribe, he directed the work of all men.For him there are no taxes, for he pay the tribute in writing, and there are no dues for him.”［13］


The spread of writing after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was accompanied by the emergence of new religions in the immortality cult of Horus and Osiris.Ra worship had become too purely political, and individuals found a final meaning and a fulfilment of life beyond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political arbitrator.［14］
 Osiris, the god of the Nile, became the Good Being slain for the salvation of men, the ancestral king and model for his son Horus.As an agricultural god he had faced death and conquered it.His wife Isis, the magician, made codes of law and ruled when Osiris was conquering the world.She persuaded the Sun-god Ra to disclose his name, and since knowledge of a person’s name［15］
 gave to him who possessed it magical power over the person himself she acquired power over Ra and other gods.In the twelfth dynasty Osiris became the soul of Ra, the great hidden name which resided in him.With Ra he shared supremacy in religion and reflected the twofold influence of the Nile and the Sun.Night and day were joined as complementary-Osiris, yesterday and death, Ra, tomorrow and life.Funerary rites invented by Isis were first applied to Osiris.Conferring immortality they have been described by Moret as “the most precious revelation which any Egyptian god had ever made to the world”.

Osiris was served by Thoth as vizier, sacred scribe, and administrator.As the inventor of speech and writing, “Lord of the creative voice, master of words and books”, he became the inventor of magic writings.Osiris became the centre of a popular and priestly literature to instruct people in the divine rights and duties.Words were imbued with power.The names of gods were part of the essence of be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cribe was reflected in the deities.Since religion and magic alike were sacred they became independent.The priest used prayers and offerings to the gods, whereas the magician circumvented them by force or trickery.Family worship survived in the Osirian cult, and because of a practical interest magic was used by the people.Since to know the name of a being was to have the means of mastering him, to pronounce the name was to fashion the spiritual image by the voice, and to write it especially with hieroglyphics was to draw a material image.In the manifold activity of the creative word magic permeated metaphysics.Polytheism persisted, and names were among the spiritu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gods.Magical literature and popular tales preserved the traditions of the great gods of the universe.

The king gained from the revolution a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king gods, Falcon, Horus-Seth, Ra, Ra-Harakhti, Osiris, Horus, son of Isis, and Amon-Ra, who ruled Egypt.The king’s devotion created a great wave of faith among the people.Ritual enabled him to appoint a proxy to act as prophet.Power was delegated to professional priests who first incarnated themselves in the king and performed the ceremonies in every temple every day.The worship of Ra and the celestial gods was confined to priests and temples.The priests of Atum condensed revelation in the rituals of divine worship, and a cult supplied the needs of living images in statues in the temple.

The shift from dependence on stone to dependence on papyrus and the changes i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mposed an enormous strain on Egyptian civilization.Egypt quickly succumbed to invasion from peoples equipped with new instruments of attack.Invaders with the sword and the bow and long-range weapons broke through Egyptian defence, dependent on the battle-axe and the dagger.With the use of bronze and possibly iron weapons, horses and chariots, Syrian Semitic peoples under the Hyksos or Shepherd kings captured and held Egypt from 1660 to 1580 B.C.Egyptian cultural elements resisted alien encroachments and facilitated reorganization and the launching of a counter-attack.The conquerors adopted hieroglyphic writing and Egyptian customs, but complexity enabled the Egyptians to resist and to expel the invaders.They probably acquired horses［16］
 and light four-spoked chariots from the Libyans to the west, and after 1580 B.C.the Nile valley was liberated.In a great victory at Megiddo in 1478 B.C.Thutmosis Ⅲ gave a final blow to Hyksos power.Under rulers of the eighteenth dynasty (1580-1345 B.C.) the New Theban Kingdom was established.

In the New Kingdom, the Pharaohs at Thebes, as the capital and metropolis of the civilized east, had resumed their sovereign rights,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goods of the temples and brought clerical vassalage to an end.Monarchical centralization was accompanied by religious centralization.The gods were “solarized”, and Amon the God of the Theban family as Amon-Ra reigned over all the gods of Egypt after 1600 B.C.As a result of the success of war in imperial expansion, the priests became securely established in territorial property and assumed increasing influence.Problems of dynastic right in the royal family gave them additional power.

The use of papyrus rapidly increased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 Hyksos.The cult of Thoth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pulsion of the Hyksos and in the New Kingdom.Thoth became the god of magic.His epithets had great power and strength, and certain formulae were regarded as potent in the resistance to, or in the expulsion of, malicious spirits.To about 2200 B.C.medicine and surgery had advanced since mummification had familiarized the popular mind with dissection of the human body and had overcome an almost universal prejudice, but after the Hyksos invasion medicine became a matter of rites and formulae.［17］


Military organization essential to expulsion of the invaders became the basis of expansion and the growth of an Egyptian empire.Protectorates were established beyond the borders as a means of economy in the use of soldiers and in administrative costs.Syria and Palestine became part of the empire.Reinforcements were brought by sea and control extended to Carchemish on the Euphrates by 1469 B.C.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gyptian hegemony, from about 1460 to 1360 B.C., the Pharaohs employed directive authorities found in conquered countries, and made them effective by a process of Egyptianization.Under Amenophis Ⅱ and Thotmes Ⅳ (1447-1415 B.C.) control was extended through marriage alliances with Mitannian princes and by intrigue and bribery implied in the sending of gold to the Kassites.Union in marriage took the place of unity derived from blood kinship.The system of amalgamating gods as a means of uniting groups into a nation was supplemented by union through marriage.

Under Amenophis Ⅲ the Egyptian empire reached the zenith of wealth and power.A postal service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capital and the cities of the empire, but cuneiform was appropriated as a simpler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than hieroglyphics.Akhenaten (1380-1362 B.C.), son of Amenophis Ⅲ, possibly with the support of learned Egyptian priests, who held higher beliefs as philosophers in an exalted idea of the one and only God, attempted to introduce a system of worship which would provide a religious basis for imperial development.The worship of Aten, the solar disk, was a device for creating a united Orient.Religious monopoly of the solar disk was designed to provide a common ideal abov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above distinctions between Egyptians and foreigners.

These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ies were resisted by the priests of Amon and the sacerdotal class supported by popular feeling.The priesthood defeated an attempt to impose a single cult in which duty to the empire was the chief consideration.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rise of a middle-class bureaucracy under anti-aristocratic kings was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democratization of the cult of Osiris.［18］
 Desperate attempts of the heretic kings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growing domination of Theban priests were defeated, and Tutankhaten, the son-in-law of Akhenaten, returned to the worship of Amon, restored the gods to all their privileges, and changed his name to Tut-ankh-Amen.Akhenaten had failed to gain emotional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and they returned to the private worship of Osiris and the enjoyment of Osirian privilege.

Successful wars had also created a military nobility, holding land, enjoying certain privileges, and becoming an hereditary privileged class which supported the restoration of Amon.About 1345 B.C.Horemheb, a general, raised himself to power, received the crown of Thebes from Amon, and re-established the old order in favour of priests and soldiers.From the nineteenth dynasty (1345-1200 B.C.) the gods intervened more and more in private affairs.Royal authority and lay justice were weaken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priests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gods.After Rameses Ⅱ (1300-1234 B.C.) the first prophet of Amon became the highest personage in the royal administration.In the twentieth dynasty an invasion of people of the seas was followed by the loss of the Syrian provinces.By the end of that dynas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royal heredity, which had lain in the queen,［19］
 was included among the privileges of the family of the first prophet.On the death of Rameses Ⅻ kingship was assumed by the royal priests, and royal decrees were those of Amon.A priestly theocracy had replaced human kingship.The weakness of a theocratic society was shown in the invasions of the Assyrians, the Persians, and the Greeks, but its strength was evident in the periodic outbreaks against foreign domination and in the difficulties of Assyrians and Persians in attempts to establish empires in Egypt.Nectanebo (359-342 B.C.) was the last Egyptian king claiming descent from the god Amon.

The dominance of stone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left its stamp on the character of writing, and probably checked its evolution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papyrus and the brush.“The earliest form of writing seems to have been picture writing ...when the same fixed set of pictures were used over and over again to represent not merely ideas and objects but also words and sounds.”［20］
 As a result of the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to religion, and ample supplies of papyrus, Egypt never took the logical step of discarding the cumbersome methods of representing consonantal sounds or of creating an alphabet.With purely pictorial and artistic characters eye-pictures were used with ear-pictures and the script never passed to the use of fixed signs for certain sounds.Consonantal values were represented by single signs, principally for foreign names and words, but the older pictographic writing was maintained as a shorter and more convenient form of abbreviation, particularly after the scribes had learned a large number of signs.The Egyptians succeeded with consonants but failed with vowels, in contrast with the Sumerians, and enormously reduced the number of signs needed for the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d.［21］
 But their language exhibited a distinction between consonants expressing the notion or conception of a root and vowels marking the form of roots and changes in their meaning, and opened the way to the splitting up of words and syllables into component elements which was denied to the Akkadians through their use of syllables.［22］
 Twenty-four signs emerged with the value of single consonants.

The effects of restricted development in writing were evident in literature.Freshness depended on the degree of accord between the art of writing and actual speech.［23］
 With the use of papyrus the didactic or reflective form had apparently been invented before 2000 B.C., but literary forms reached a high point after that date.Flinders Petrie, in illustrating his pattern of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s, suggests that Egyptian sculpture passed from archaism about 1550 B.C., painting became free and natural about 1470 B.C., literature witnessed freedom in style about 1350 B.C., mechanics became important about 1280 B.C., and wealth was dominant about 1140 B.C.［24］
 The attempt of Akhenaten to break the power of the priesthood and to remodel the religion of the people was accompanied by attempts to bring the written and the spoken language into accord, and to bring about an improvement of speech and writing.The Hymn to the Disk, about 1370 B.C., was the “earliest truly monotheistic hymn which the world has produced”.［25］
 Dominance of the priesthood from the thirteenth to the tenth centuries brought a separation of speech and literary language and artificial composition.Egypt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first consciously literary civilization to cultivate literature for its own sake, but style outlived its first freshness and gave way to artificiality and bombast, with little regard for content.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the scribe meant that prophets in the Hebrew sense failed to emerge.The Egyptian loved to moralize, and the highest literary distinction was reached in wisdom literature.［26］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script out of a series of picture drawings was based on the pun, the Egyptian was an “inveterate punster”.The Egyptians had no great body of national epic but were successful in the profane lyric, an art “entirely neglected by the Babylonians”.［27］
 Egypt gave to the world “what are, as far as we know, its earliest love poems”.［28］
 She was the home of the short story in which tales were told for the joy of story-telling.

The Egyptians had no record of laws comparable to Deuteronomy.In the Old Kingdom a strictly absolute monarch was sole legislator.With the use of papyrus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became one of numerous officials.Administration and its dependence on writing implied religious sanctions which meant encroachments on law.Lawsuits occupied a large place in Egyptian literature and great interest was shown in legal decisions, and in the nineteenth and later dynasties a consistent attempt was made to build up a law of procedure on the basis of omniscience of duty.The treatment of eternal property as a legal personality may have had its influence on Roman law and 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Writing was a difficult and specialized art requiring long apprenticeship, and reading implied a long period of instruction.The god of writing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eading deities and reflected the power of the scribe over religion.The scribe had the full qualifications of a special profession and was included in the upper classes of kings, priests, nobles, and generals, in contrast with peasants, fishermen, artisans, and labourers.Complexity favoured increasing control under a monopoly of priests and the confinement of knowledge to special classes.Monopoly of knowledge incidental to complexity coincided with the spread of magical writings among the people.Short cuts of magic and religion were entrenched in writing as the occupation of a respectable learned profession in the ruling class.Attempts of kings to escape were defeated by the power of monopoly.A monopoly control of communication defeated attempts to construct empires.The limitations of the Egyptian empire were in part a result of the inflexibility of religious institutions supported by a monopoly over a complex system of writing.

The demands of the Nile required unified control and ability to predict the time at which it overflowed its banks.Possibly the monarchy was built up in relation to these demands, and strengthened its position by construction of the pyramids, which reflected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y over space and time.But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in relation to stone imposed enormous burdens on the community, and was possibly accompanied by inability to predict the date of floods through dependence on the sidereal year.A new competitive medium, namely the papyrus roll, favoured the position of religion, and possibly its advantages coincided with the discovery of a more efficient method of predicting time by dependence on the sun.In the period of confusion which accompanied the introduction of papyrus, Egypt was subjected to invasion.A fusion between the monarchy and the priesthood became the basis of a successful counter-attack and emergence of an Egyptian empire.Inability to maintain the fusion and to develop a flexibl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as in part a result of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which had been built up in relation to the papyrus roll and a complex system of writing.A successful empire required adequate appreciation of problems of space which were in par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nd of problems of time which were in part dynastic and biological and in part religious.Dependence on stone as a medium provided the background of an absolute monarchy, but its monopoly position invited competition from papyr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monopoly dominated by religion and control over writing in the complex hieroglyphics.The new monopoly presented problems to an Egyptian empire and to other empires which attempted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Egypt.Monopoly over writing supported an emphasis on religion and the time concept which defeated effor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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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Babylonia

In Egypt ability to measure time and to predict the dates of floods of the Nile became the basis of power.In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valleys in southern Mesopotamia the rivers were adapted to irrigation and organized control, and less exacting demands were made on capacity to predict time.Sumer was a land of small city-states in which the chief priest of the temple was the direct representative of the god.The god of the city was king, and the human ruler was tenant farmer with the position and powers of a civil governo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writing was invented in Sumer to keep tallies and to make lists and hence was an outgrowth of mathematics.The earliest clay tablets include large numbers of legal contracts, deeds of sale, and land transfers, and reflect a secular and utilitarian interest.Lists, inventories, records, and accounts of temples and small city-states suggest the concerns of the god as capitalist, landlord, and bank.Increased revenues necessitated complex systems of accounting and writing intelligible to colleagues and successors.Temple offices became continuing and permanent corporations.Growth of temple organizations and increase in land ownership were accompanied by accumulation of resource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unctions.Specialization and increased wealth brought rivalry and conflict.

Alluvial clay found in Babylonia and Assyria was used for the making of brick, and as a medium in writing.Modern discoveries of large numbers of records facilitate a description of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Sumerian and later civilizations, but they may reflect a bias incidental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material used for communication.On the other hand, such a bias points to salient features in the civilization.In preparation for writing, fine clay was well kneaded and made into biscuits or tablets.Since moist clay was necessary and since the tablet dried quickly it was important to write with speed and accuracy.Pictographs of fine lines made by an almost knife-sharp reed were probably followed by linear writing such as might be easily cut on stone records.But the making of straight lines tended to pull up the clay, and a cylindrical reed stylus was stamped perpendicularly or obliquely on the tablet.A triangular stylus of about the size of a small pencil with four flat sides and one end bevelled was introduced, probab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hird millennium.It was laid on a sharp edge, and if the tip was pressed deeply a true wedge or cuneiform appeared on the tablet.If the stylus was pressed lightly a large number of short strokes was necessary to make a single sign.Economy of effort demanded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strokes, and the remnants of pictorial writing disappeared.As a medium clay demanded a shift from the pictograph to formal patterns, “The gap between picture and word is bridged.”［1］
 Cuneiform writing was characterized by triangles and the massing of parallel lines.The complexity of a group of wedge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thicknesses and an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the tablets which changed the angle at which they were held in the writer’s hand hastened the tendency toward conventionalization.A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angle meant a change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strokes or wedges and hastened the transition from pictographs to signs.［2］
 Con-ventionalization of pictographs began with signs most frequently used and advanced rapidly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strokes by wedges.Pictographic expression became inadequate for the writing of connected religious or historical texts and many signs were taken to represent syllables.By 2900 B.C.the form of the script and the use of signs had been fully developed, and by 2825 B.C.the direction of writing and the arrangement of words according to their logical position in the sentence had been established.Signs were arranged in compartments on large tablets.The writing ran from left to right and the lines followed horizontally.Cylinders could be rolled on wet clay to give a continuous impression, and cylinder seals of hard stone were introduced.Engraved with various designs they served as personal symbols and were used as marks of identification of ownership in a community in which large numbers were unable to read and write.Seals were carried around the neck and served to stamp signatures to contracts concerning property and ownership.

Concrete pictographs involved an elaborate vocabulary with large numbers of items.To show modifications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signs were added to the pictures and as many as 2,000 signs were in use.By 2900 B.C.the introduction of syllabic signs in a vocabulary which was largely monosyllabic had reduced the number of signs to about 600.Of these signs about 100 represented vowels, but no system was devised for representing single consonantal sounds or creating an alphabet.Cuneiform writing was partly syllabic and partly ideographic or representative of single words.Many of the signs were polyphonic or had more than one meaning.Sumerian had no distinctions of gender, and often omitted those of number, persons, and tenses.An idea had not fully developed to the symbol of a word or syllable.Pictographs and ideograms took on abstract phonetic values, and the study of script became linked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Sun-dried tablets could be altered easily and this danger was overcome by baking in fire.Indestructibility assured inviolability for commercial and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Though admirably adapted by its durability to us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clay as a heavy material was less suited as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over large areas.Its general character favoured the collection of permanent records in widely scattered communities.Adaptability to communication over long distances emphasized uniformity in wri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established and authorized canon of signs.Extensive commercial activity required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scribes or of those who could read and write.In turn the difficulties of writing a complex language implied a long period of trai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s.Temple accounts and sign lists with the names of priests inventing the signs were made into school texts.In order to train scribes and administrators, schools and centres of learning were built up in connexion with temples and special emphasis was given to grammar and mathematics.Since the art of writing as the basis of education was controlled by priests, scribes, teachers, and judges assumed the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in general knowledge and in legal decisions.Scribes kept the voluminous accounts of the temples and recorded the details of regulations in priestly courts.Practically every act of civil life was a matter of law which was recorded and confirmed by the seals of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witnesses.In each city decisions of the courts became the basis of civil law.The growth of temples and extension in power of the cult enhanced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of priests.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y favoured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writing, decentralization of cities, the growth of continuing organization in the temples, and religious control.Abstraction was furthered by the necessity of keeping accounts and the use of mathematics particularly in trade between communities.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riests and the temple organizations which accompanied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and writing was probably followed by ruthless warfare between city-sta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military specialization and mercenary service.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control of religion over writing and education entailed a negle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military strength.Temple government or committees of priests were unable to direct organized warfare and temporal potentates appeared beside the priest.The latter enjoyed a prerogative and led the prince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deity.Priests were organized in hierarchies but war increased the power of kings because of the need for a unified command.“Armies are essentially monarchist.” As a leader in war the king commanded a nucleus of organized specialists.The army opened a career to ability, but the head of an army concerned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alent was constantly exposed to dangers from rivals.Success implied an emphasis on territorial control in which jurisdiction was given to army leaders and the danger of rivalry lessened.Extension of territory and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necessitated an interes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The king checked the extensive rigour of law and injustice which characterized religious control.［3］
 About 2590 B.C.Urukagina rescued classes of the population from the priests, restrained the lavishness of funeral rites, and made serfs free men.Civil law was slowly developed with less regard to the small city-state with its laws, constitution, ruler, and god.

The supreme merit of monarchy was its intelligibility.“Men are governed by the weakness of their imaginations” (Bagehot).The influential chief became a man god.The age of magic had passed to the age of religion but left the magician who became a divine king.Dynasties of absolute monarchs tended to become unstable, not only because of threats from rivals in the army but also because of problems of success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securing popular support.Destruction of old capitals as a means of destroy-ing the prestige of conquered rulers and creation of new capitals were accompanied by attempts to reorganize the system of deities by admitting the gods of conquered peoples to the pantheon.Attempts were made to make religion flexible and suited to the needs of political units based on force.The difficulties contributed to the downfall of the first dynasty of Ur and later to successful resistance against Semitic invaders.

The Sumerians had used archers effectively and had introduced chariots drawn by four asses, but the Akkadians succeeded in conquering them.Under Sargon of Agade (about 2568-2513 B.C.) they built up an empire probably extending to Asia Minor and the Mediterranean.The dynasty was brought to an end probably by the resistance of the conquered and a new invasion from Gutium.Sumerian opposition finally succeeded and the third dynasty was founded by M-Engur about 2474 B.C.The power of city governors was weakened by expansion of a bureaucracy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authority in a centralized government.Under the second king of this dynasty a system of laws was developed to ensure the uniformity of business and scribal custom.The practice of Semitic invaders in making themselves deities was followed by Dungi, who disregarded the Sumerian practice of making the chief god the real ruler of the city-state and the king merely a vice-regent, and took the final step of deifying the reigning monarch.The cult of the sovereign was designed to achieve religious unity as a 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unity.Under the Sumerians land had been vested in the god and rent was paid, but the Semites established the practice of allow-

ing land to be held in fee simple on which taxes were exacted.

The emergence of kings and a unitary economic system in contrast with decentralized temples were followed by interminable dynastic wars reflected in the concern of documents with wars and treaties.The moral and cultural superiority of Sumer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Sumer-Akkadian empire were destroyed by the savagery of the Elamites about 2187 B.C.The Amorite Sumer-Abum had himself proclaimed king of Babylon about 2125 B.C.and by 2007 B.C.the dynasty controlled a large part of Akkad.The Elamites were defeated by Hammurabi about 1955 B.C.and the empire was greatly extended.

The subordination of Sumerian civilization by Semitic peoples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writing.Sumerian was apparently an agglutinative language to which the conquerors would not adapt themselves.The difficulty of uniting languag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involved supplanting the older language.The Sumerians had limited need for signs representing syllables, but the Babylonians were compelled to spell out every single word of the syllables.The basis of the Sumerian system was word values and of the Akkadian system, syllable values.［4］
 The Akkadians developed a syllabary of 275 signs in which the welding of consonants and vowels checked the possibility of an alphabet.The conquerors abandoned their proto-Elamite script, adapted the signs and characters of the conquered, and wrote inscriptions in cuneiform.Sumerian became a dead language preserved largely by priests in religious writing, but signs which had been used as single syllables free of relationship to pictographs were taken over by the conquerors, as were those which had been used to represent objects or ideas, and were read as ideographs with［37］Semitic translations.The Sumerian pronunciation of the more important ideographs was followed.Contact with Sumerian written texts brought an appreciation of abstract symbols such as became the basis for symbolic algebra.［5］
 Hammurabi completed the change from Sumerian to Akkadian and made the Semitic language official.The Amorites reinforced the Akkadians and their language became the popular speech and the official medium.The Babylonians wrote words in non-Semitic form but in the main pronounced them as Semitic.Influenced by Sumerian script they never developed an alphabet and at the most expressed one vowel and one consonant by a sign.

Though Sumerian was no longer spoken and became the fossilized sacred language of priests, its decline was marked by defiance of the conquerors and by intens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activity.Cultural pre-eminence was emphasized by religious scribes who made fresh copies of ancient texts which were arranged and stored in the library of the god, and prepared hymns, books, and litanies for the temple services.Priests trained in the Sumerian tradition and with the scholastic attitude emphasized the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Grammars and huge dictionaries or “syllabaries” were prepared for the translation of Sumerian literature for the Semitic reader.Oral traditions were written down and literature became the bond slave of religion.The epic was invented as a means of “working up the story of the demigods and heroes for use in the service of religion”.［6］
 Lyric poetry was entirely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and reached a standard of composition “very close to the best work” of the psalms.［7］
 Though contributing little to wisdom literature and showing little evidence of writing for writing’s sake,［8］
 Babylonia reached “a high point of aesthetic excellence of hymns to deities, of prayers in lyric form, and of psalms of penitence”.［9］


Though religion became less important follow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power it was reduced to a system and acquired pontifical authority in the minds of the conquered.Sumerian gods continued but with Semitic names.The number of gods was reduced and impetus given to monotheism.Anu the sun god had a centre of worship in Uruk and Er the water deity in Eridu.Enlil, the chief god of Nippur and head of the pantheon under the Sumerians, was storm-god who absorbed the attributes of the solar and agricultural deities.His consort Ninlil became the mother goddess.He was made subordinate to Marduk who became the god of Babylon and assumed the powers and attributes of other gods in the empire and as sun-god became the god of heaven and earth.A threefold division of heaven, earth, and water was developed and a deity given to each division.Nabu, the son of Marduk, was the god of writing who gave understanding and wisdom and had the stylus of the scribe as a symbol.

Sumerian influence evident in script, religious rites and beliefs,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of the conquerors was also apparent in law.Expansion of trade in a united Babylonia was followed by an elaborat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nd complications of social life which required higher and lower courts and assured a decline in the authority of priests.Temples continued as extensive organizations and centres of justice, but the palaces as large undertakings favoured the growth of private business.Hammurabi claimed to have received the laws from the god of justice and subordinated ecclesiastical to civil courts.The king was the servant and not the source of law.Law guided the ruler and protected the subject.Law was regarded as a divine decree, the oracular decision of a deity, and was adapted to old laws in a system of legislation rather than a code.Under centralized pow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as reorganized.The rights and prerogatives established by priests in earlier codes of law were arranged in patrician order.Civil laws and customs of conquered cities were arranged in a system and were entirely freed from religious formulae.Adoption had been prevalent among the Sumerians possibly as a result of the practice of temple prostitution where the fathers were unknown, but paralleling religious prostitution Sumerian laws carefully regulated domestic life and tended to uphold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Hammurabi apparently attempted to stamp out religious influence and introduced much more severe penalties against violations of the sacredness of the family tie.Marriage rested essentially on a written document.The family was a unit endowed with rigid cohesion by rules laid down to govern succession and division of goods.Family solidarity was assumed in a complete indefeasible right over the family estate.Rights were devolved to individuals as they formed new family units, but rights amounting to a strict entail were retained.

In checking the vices of corruption and indolence, Hammurabi centralized and perfected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organized the direction of affairs, and supervised even minute details.Babylonia became a political reality, a unified nation with a common capital, a common code of written law, a common calendar, and a permanent system of government.The city-state was absorbed in the territorial state.For the marking and distinction of months ideograms were borrowed from the Sumerian calendar and a fixed series of months was arranged by a selection of 354 days in a lunar year.The priests concerned with extensive administration of landed property owned by the temples had adapted religious ceremonies, festival seasons, and time reckoning to practical occupations.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religion wa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predicting important dates to determine the seasonal round of activities.The Semites apparently introduced worship of the moon as a deity suited to a hot climate and providing a fixed measure of time in continuous time reckoning.Astronomy was studi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seasons and festival dates and results of observations were recorded in writing.Man was able to arrest time.Under the Semites the calendar was determined by a central authority and one calculation for the whole empire enabled the king to decide when it became necessary to add a month to the current year.The duodecimal system of the zodiac was developed and hours of daylight were divided into twelve as were the hours of night.

Mathematics and time reckoning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meteorolog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xagesimal system, “the invention of which is to their eternal glory”［10］
 , which spread far beyond Mesopotamia and dominates the currency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present day.Its superiority over the decimal system followed its ease in the handling of fractions.The royal or king’s weight was adopted by royal proclamation throughout the empire.Fixed standards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for grain and metal over large areas facilitated trade.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followed the demands of expanding trade in a large centre of a unified empire.Mathematics was studied in relation to accounts, field plans, and calendars.Mathematical texts were used as supplements to oral instruction and were in the form of concrete examples.Apprentices followed their masters in handling problems of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business, notably the calculation of interest.Multiplication tables were apparently used before 2000 B.C., but reckoning was chiefly by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Fractional quantities were mastered and figures were given a definite value according to position in a number, but the zero sign was not used consistently.Measurement assumed abstract thinking and led eventually to problems of Euclidian space, but mathematical symbolism was not highly developed and geometry was chiefly significant in decorative art.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mathematic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and adjustments of the calendar were a part of an urban revolution.Rules for writing and systems of notation were involved in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revenues.Writing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unforeseen outgrowth of a social order which was founded on a recognition of personal rights”,［11］
 and scientific advance as dependent on “a concept of society whereby the powers of the state are restricted and 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receive a corresponding emphasis” (E.A.Speiser).［12］


The accumulated wealth of an empire which followed an urban revolutio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invaders with more efficient means of warfare.Success in the art of horsemanship, the care and breeding of horses, and ability to use chariot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enabled Aryan groups to dominate the empire.The Hittites attacked Babylon probably between 1950 B.C.and 1926 B.C., and though repulsed probably brought the first dynasty to an end.They were followed by the Kassites.Gandash probably proclaimed himself king of Babylon about 1746 B.C.and established a dynasty which persisted to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It is probable that the Semites were checked in expansion to the north and compelled to turn toward Egypt under the Hyksos or Shepherd kings.In turn the Hittites,［13］
 including probably the Mitanni, the Vanni,［14］
 and the Kassites, overran regions to the north in Cappadocia to which traders had introduced cuneiform writing by about 2000 B.C.The latter was apparently overwhelmed by the Hittite hieroglyphic system but used for governmental purposes in the capital at Boghaz-keui and elsewhere, it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Hittite pictographic writing.

Without a consistently efficient system of writing and the stabilizing conservative influence of religion, the Hittite empire was exposed to difficulties from within and without.The priest king represented the sun and the priestess the mother goddess.A territorial deity was queen but religion was not supported by traditions of learning and by an abundance of writing material such as clay.The Mitanni were attacked by the Egyptians under Amenhotep Ⅱ (1470-1420 B.C.) and came under their influence through an alliance strengthened by the marriage of Thotmes Ⅱ to a daughter of the king lasting from 1440 to 1380 B.C.About 1380 B.C.Subbiluluima, king of the Hittites, succeeded in dominating the Mitanni and created a highly organized imperial and central administration whose officials took the oath of allegiance and met the demands of increasing complexity in state and imperial affairs.A strong imperial capital, a system of radiating communications, and the use of iron gave the Hittites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power.Egyptian provinces in Syria became exposed to Hittite intrigue, but about 1280 B.C.Hattusil, king of the Hittites, concluded a treaty with Rameses Ⅱ, conceding to him Syria and all of western Asia 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sea.Shortly after this date Shalmaneser Ⅰ of the Assyrians defeated the Mitanni and the Cappadocian empire of the Hittites collapsed about 1200 B.C.About 1150 B.C.the Hittites attacked Babylon but were defeated by Nebuchadnezzar Ⅰ of the dynasty which followed the Kassites, about 1180 B.C.Expansion of the sea-rovers (Achaean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as followed by maritime invasion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about 1184 the Greeks probably defeated allies of the Hittites at Troy.［15］
 Resistance of the Hittite power to encroachment from the south and east fostered the growth of Ionian states and its contraction gave an opportunity for fresh expansion.

In spite of the success of Tiglath-Pileser (1090-1060 B.C.) in breaking up the Hittite federation and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s of an efficient imperial organization, contraction of Assyrian power as a result of encroachments from Arameans who were pushed into Assyrian territory to the left bank of the Euphrates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ies enabled the Hittites to establish Carchemish as a bridgehead on the Euphrates about 1050 B.C.After the first phase of Assyrian expansion the Arameans probably absorbed Hittite culture and established the supremacy of their customs and language.Driven into north Syria they probably introduced Mitanni-Hittite art, including the practice of engraving Semitic script in relief, to Zenjuli.A simplified script, developed at Carchemish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rade in the tenth century, spread to Asia Minor in the ninth century.These importations probably strengthened the tendencies in the period of comparative peace and expansion of trade in north Syria in the twelf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in which the relieved pictographic characters of the Hittites were reduced to a purely linear system.In contrast with Cappadocia, where pictographic writing was checked in its development by cuneiform, Hittite characters followed an independent line of development.Both relieved and incised Hittite characters were used simultaneously in engraving and the more elaborate script preserved for expensive monuments.In central Syria Egyptian influence was more important and by about 900 B.C.Hittite script was not far from the Phoenician in that it was partly in alphabetic form.With the script of the Vannic people that of the Hittites disappeared in competition with the Phoenician alphabet.As a result of the scarcity of suitable clay in northern reg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linear script with curved strokes on papyrus or parchment, an alphabet of twenty-two linear signs appeared in north Syria［16］
 in about the tenth century.

The Assyrians made the most persistent attempts to build up an imperial organization.Administration was emphasized as a basis of imperialism.Provinces were in existence by 1500 B.C., but under Shalmaneser Ⅲ provincial government was elaborated and governors were appointed to collect tribute.Subject kings were replaced by Assyrian officials and the policy of earlier empires in which personal union was achieved by allowing the king to rule in each state by a separate title was abandoned.The Assyrians lacked an interest in trade and captured commercial cities, never as rivals, but for booty, taxes, and strategic reasons.In the second wave of expansion military success was dependent on more extensive use of iron, as it had been developed by the Hittites, on the employment of more efficient breeds of horses, and on the evolution of an efficient military organization.Coarse thick-set horses of Upper Asia and Europe which appeared in Babylonia about 2000 B.C.were crossed with light Libyan horses which were being exported by the Egyptians to western Asia in the tenth century.By 1000 B.C.King Solomon and the kings of the Hittites and Assyrians were acquainted with African horses.The crossing of Libyan horses of great speed with Asiatic horses of great strength produced an animal which enabled horse-driving peoples to become horse-riding peoples.The charioteers remained an élite corps among the Assyrians, but Ashur-nasir-pal Ⅱ (885-860 B.C.) used large numbers of cavalry obtained chiefly from allies to supplement chariots, as well as a strong core of native Assyrian infantry.Battering-rams and tanks became effective means of attack against southern cities built largely of brick.

Success was evident in the capture of Carchemish in 877 B.C.Its importance was reduced in 740 B.C., and it became part of an Assyrian province in 717 B.C.In 729 B.C.Tiglath-Pileser Ⅲ became king of Babylon.Dynastic difficulties emerged and after Shalmaneser Ⅴ (728-722 B.C.) Sargon, an Assyrian general, seized the crown.He replaced a low by a high chariot capable of carrying three instead of two men and used cavalry more extensively.A standing army with bowmen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infantry was created.The army was brought to its greatest efficiency.

Spectacular military success probably accentuated difficulties of control over conquered peoples, particularly through religion.In Babylon the temple and the palace were separate, whereas the Assyrians combined them and the kings were their own chief priests.The god-king was the centre of power.The temples never attained an independent position and power of the priesthood was restricted.Religious imperialism centred around Ashur, a solar god, though Ishtar, his consort, had her own cult and temples.After the capture of Babylonia Ashur displaced Marduk and Enlil and occupied the first place in the pantheon.Ashur became the father of the gods and Shamash appeared to represent the sun.Nabu, the Babylonian god of knowledge became more important and probably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werful guild of professional scribes of which he was the patron deity.“The cuneiform script, the beginning of kingship”［17］
 became the means of advancing to high positions of Babylon in 709 B.C.Later difficulties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Babylon by Sennacherib in 689 B.C., but again priestly influence secured its reconstruction by his son Esarhaddon.

Babylonian religious ceremoni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the despotism of the king.The monotheistic and cosmopolitan religion of the Assyrians gradually gave way to the flood of Babylonian deities.Attempts to offset the influence of Babylon paradoxically increased its power.Sargon built a palace at Dur-Sharukin and started a library which was continued by his son who added volumes of ancient dialects of Sumerian and built a new palace at Nineveh.Instructions were given to search for documents and to make copies for its collection.Copying of Babylonian literature by Assyrian scribes enhanced the position of Nineveh as a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centre but increased Babylonian influence.The Sumerian classics were translated and studied.Babylonian practices［18］
 in hepatology or the divining of the future by studying the liver of sacrificial sheep were continued.The temple tower was brought from the south and passed on to the west as the church steeple.A renaissance of art and literature followed the conquest of Egypt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wisdom of Babylonia in copies, compilations, and revisions from the originals to the royal library and archives under Ashur-bani-pal (668-626 B.C.).The language of the Assyrians varied in details from that of the Akkadians and the cuneiform signs of Hammurabi were used, though conservatism in writing brought greater complexity than that of the script which had been modified by Babylonian merchants.As a result of Babylonian influence Assyria was unable to develop a powerful literary tradition.Native religious literature centred entirely about Ashur.The royal annals alone were purely Assyrian in style and followed invention of the cylinder or hexagon on which crowded lines of script permitted longer narratives.They were fully developed in the inscription of Tiglath-Pileser Ⅰ.

Egypt became an Assyrian province following invasion in 674 B.C., the capture of Memphis in 671 B.C., and the sack of Thebes in 668 B.C.The additional strains imposed by expansion brought disaster.The burden of military campaigns had been evident in a weakening of administration under Esarhaddon.Only strong rulers had been able from time to time to unite the north and south Euphrates and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rength of Babylon proved too powerful.To this was added the task of including th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entre of Egypt.Flexibility was introduced in the imperial structure through the rise of imperial free cities in Babylonia.Cities were given a certain measure of freedom and in Ashur townsmen were given charters with clearly defined special privileges.But without the strength of organized continuity characteristic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was never satisfactorily solved.Royal families reached periods of degeneracy and dynasties were overthrown.The most energetic rulers refused to build palaces in old capitals and built new capitals as a means of avoiding the enemies of an old court and of strengthening their prestige.The building of new and expensive capitals with stone, in contrast with use of clay and brick in the south, imposed heavy drains on the energies of the people.At the end of the eighth century a new wave of horsemen of Indo-European speech began to pour into Asia Minor.The Cimmerians attacked Lydia in 652 B.C.and Scythians, Medes, and Babylonians joined to destroy Nineveh in 612 B.C.

Expansion of the Assyrian empire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trade conducted by Arameans who carried the products of Egypt, Syria, and Babylonia eastward by land and by the Phoenicians who built up the coast cities of Tyre, Sidon, and Byblos in relation to trade by sea.Phoenicians and Ara-means, the commercial peoples of the empire, used the alphabet.Peace within an enlarged empire brought increased industrial efficiency.The culture of Assyria was imperial and rested on the subjugat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people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races, and cultures.A system of deportation was used on a large scale as a means of blotting out nationalistic and narrowly local cultures.The political decay of Aramean states was followed by the cultural and economic supremacy of Aramaic by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The Aramean city-states were destroyed and the people turned to trade in the vast territory within the Assyrian imperial structure.Domestication of the camel about the e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as followed by the growth of a caravan trade.Babylonian weights and measures were used on a larger scale.Refined silver, stamped with the image of the god whose temple guaranteed its fineness, marked the beginnings of an efficient coined money.By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the alphabet was extensively used in Syria.Arameans used the Phoenician characters and languages in north Syrian inscriptions.After Sennacherib Aramaic characters alone were used for weights.Cuneiform was used in business documents but Aramaic dockets were kept.By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Assyrian records were being kept in Aramaic.Ink was used on the margins of clay tablets and on potsherds.Two scribes were shown in drawings, the chief with a stylus and a tablet and the assistant with the pen and parchment or papyrus.Skins first appeared in the reign of Tiglath-Pileser and were used by the priests of Gula and Ishtar.Since papyrus was easily broken it spread less rapidly than pen and ink and the alphabe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and the use of parchment, officials in the empire could be kept under close supervision.They acted under detailed orders and were subject to immediate recall.Daily communica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capital.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language and a new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was followed by more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The spread of a more efficient system of writing which followed the discovery of the alphabet had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imperial organization.Babylonian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s and the empires which grew out of them were associated with great rivers in which the demand for centralization was imperative.Priestly colleges held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through which they dominated successive organizations of political power.But the very success of the monopolies contribut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empires.

Dominance of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in the centre of civilizations implied limitations on the fringes, particularly with new languages compelled to emphasize simplicity rather than complexity in writing.Marginal classes as well as marginal regions demanded simplicity and weakened the position of elaborate systems of the scribes.From a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of Sinai discovered by Flinders Petrie in 1905 it has been suggested by A.G.Gardiner,［19］
 that since the Egyptians were interested in this region from 1887 to 1801 B.C., Semitic workmen had used devices for keeping records which evaded the intricacies of the Egyptian system and that they probably borrowed the simplest signs of the alphabet and abandoned the remainder of the complicated system.In any case, Semitic peoples in contact with Egyptians at some time before 1500 B.C.apparently invented an alphabet which was developed in Palestine and perfected on the Phoenician coast.Papyrus and the alphabet prevailed over clay in regions in which the latter was difficult to find and to which it was difficult to transport.The invasion of the Hyksos apparently imposed a barrier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of Arabia and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gent systems of writing.

About the tenth century the north-west Semitic alphabet was used to write the Aramaic language.Aramaic writing developed as a traders’ script with a concise conventional alphabet, free from the complexities of cuneiform writing, which could be written quickly.It included numbers which had been introduced from India.It was probably developed in relation to parchment as a new medium.A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Arameans on Semitic trade over the land routes to the north Aramaic spread to Syria and far beyond.Toward the end of the eighth century it prevailed in Asia Minor and among the Phrygians.After 500 B.C.it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script of the Near East, the diplomatic script of the Persian empire, and the official script for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Persia.By about 400 B.C.it succeeded Hebrew as a spoken language.

The discovery of cuneiform texts［20］
 at Ras Shamra-Ugarit, a centre for the manufacture of copper brought from Cyprus into bronze, has shown that the alphabet was used at least as early as 1500 B.C.Nigmed, probably a Mitannian prince of about that date, had a college of learned priests and scribes who built up a library of clay tablets chiefly concerned with religion.Inclusion of the poetical works of the Canaanites suggests the existence of a literary tradition at least by the fourteenth century.Myths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mysteries of nature-death in the approach of winter and revival with the approach of spring.None of the literature was concerned with the experiences of individuals.Animal representations were rare and secondary and the pantheon was essentially anthropomorphic.The supremacy of El pointed toward a tendency to monotheism.The chief merchants used the Babylonian scripts in correspondence and book-making, but the scribes had a cuneiform alphabet of twenty-nine signs in contrast with the twenty-four consonants of Egypt and the twenty-two signs of the Hebrews and the Canaanites.

The decline of Mycenean civilization after the Dorian invasion opened the road to Phoenician expansion in the Aegean area.Control over Phoenicia from Egypt was apparently followed by the shipment of quantities of papyrus through Byblos (hence the name Bible) and its use by Phoenicians by the end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possibly by the Assyrians［21］
 in the eighth century.The Canaanite Phoenician alphabet was possibly influenced by cuneiform writing in the emphasis on short straight lines and by the papyrus and the brush in the emphasis on curving lines.Brush forms ran to long, vague strokes as in the tails of Phoenician letters.The dryness of the strokes eliminated the danger of blotting peculiar to the pen and facilitated crossing of the strokes.It seems doubtful that the use of the pen in relation to parchment could be adapted to papyrus.The contact between papyrus and the brush and cuneiform writing probably contributed to the process of analysing out of an alphabet of twenty-two consonants.［22］
 Distinctiveness was combined with simplicity of form.Sounds of human speech were analysed into primary elements each represented by a separate visual symbol.

The Phoenicians had no monopoly of knowledge in which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might hamper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The necessities of an expanding maritime trade demanded a swift and concise method of recording transactions and the use of a single shortened type of script.Surplus signs and cumbersome determinatives were discarded in the interest of speed and brevity.Commerce and the alphabet were inextricably interwoven, particularly when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were used as numerals.Phoenician cities rather than capitals of empires reflected a concern with trade.Submission to overlords was tolerated so long as they were allowed to trade.Sidon was lost to the Philistine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but Tyre became important after 1028 B.C.Sidon was recaptured in the eighth century but Assyrian advance and declining sea-power favoured independent colonies such as Carthage, founded in 814 B.C.

A flexible alphabet in contrast with cuneiform and hieroglyphic or hieratic writing facilitated the crystallization of languages and favoured the position of cities and smaller nations rather than empires.The oral tradition in these languages could be written down, particularly the myths which had reached the fringes of the Egyptian and the Babylonian empires.Hebrew and Phoenician were dialects of a common language and Hebrew was probably spoken in Palestine after 1200 B.C.The influence of Egypt［23］
 on the Hebrews was suggested in the emphasis on the sacred character of writing and on the power of the word which when uttered brought about creation itself.The word is the word of wisdom.Word, wisdom, and God were almost identical theological concepts.

With a restricted written tradition in the empires of Babylonia and Egypt emphasis was given to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 in the round, in temples, palaces, and pyramids.In the south Sumerian plain, dwellers［24］
 used the column, arch, vault, and dome, and constructed ziggurats of solid brickwork in their temples.Sculpture of the Sumer-Akkadians representing nature was replaced under the Kassites by an art emphasizing the human form.In the north the use of stone favoured centralized power and it was used to a larger extent in sculpture, as a medium of writing, particularly of laws, and in architecture.Since sculpture occupied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support of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t was prohibited in images by the Hebrews.“Thou shalt not make unto thee any graven image, or any likeness of any 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 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 (Exodus xx.4).The written letter replaced the graven image as an object of worship.“The omission or the addition of one letter might mea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hole world” (Talmud).Denunciation of images and concentration on the abstract in writing opened the way for advance from blood relationship to universal ethical standards and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the prophets in their opposition to absolute monarchical power.The abhorrence of idolatry of graven images implied a sacred power in writing, observance of the law, and worship of the one true God.

As the alphabet had developed by conventionalization through adaptation to the language of conquerors, religion was probably more easily conventionalized by use of the alphabet and by absorption from the conquered.The Hebrews took over the Canaanite religion and purified and cleansed it to their own purposes.Stories of the creation and the Deluge of Babylonia were adopted by the Hebrew prophets and the mystical element reduced to a minimum.［25］
 In the creation the blood of gods was mixed with clay and man was created.Man was brought into association with gods.The naturalistic conception of creation was replaced by a monotheistic interpretation of divine rule.More primitive laws of the Mosaic code were probably Israelite and descended from old nomadic custom and more advanced laws were gradually assimilated from Canaanite sources.The laws of Moses were probably based on Sumerian laws such as were collected by Hammurabi.The Book of the Covenant was relatively immature［26］
 compared to the laws of Hammurabi.

The decline of Egypt permitted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 in Israel.Resistance of David and Saul against the Philistines from 1090 to 1085 B.C.was foll-owed by the union of Israel and Judah under a Hebrew monarchy and a brief period of glory under Solomon.Egyptian policy favoured distrust and division and the stirring up of religious and racial enmity between Israel and Judah.Political weakness was offset by the power of the priesthood which had been strengthened during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hilistines.Elijah protested against the natural religion of Baal and insisted on the moral religion of Jehovah with its absolute and binding demands on king and peasant for righteousness.

Literature was mobilized in the interests of religion.About 850 B.C.stories in oral or written form which had been polished for genera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given a literary stamp in a great work by J.Poems as the earliest form of literary production recited orall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reflected the power of a rich oral tradition.Settled life in Palestine and spread in the use of a flexible alphabet and of writing enabled writers to capture and preserve poetry in the form of quotations in books of prose.The work of J w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history ever written and reflected the interest of a powerful mind which thought of history as the working out of the purpose of God, but the religious objective of the narratives was often transcended by delight in the story and the skill of handling it.Hebrew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only Semitic language before Arabic to produce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 vigour, and lyric force.With other Semitic languages it was admirably adapted to the vivid, vigorous description of concrete objects and events.Poor in abstracts, they abounded in synonyms with fine shades of meaning for deeds and things and provided the vocabulary of the poet rather than the philosopher.Though vivid, ingenious simile was hampered by monotony and over-elaboration of detail, Patrick Carleton［27］
 has described the victory of the Semitic group of languages as carrying the imposition of a mental outlook and a way of thinking which had greater influence than that of Greece and Rome.

About 750 B.C.Elohist in the work of E emphasized the theocratic point of view and made the history of Israel more definitely a vehicle for his religious ideas.King and people were warned to be loyal to Jahweh.Monarchy was regarded as inherently wicked.The influence of theocracy was offset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eighth century by the emergence of literary prophets who attacked its limitations.Amos as the first exponent of ethical monotheism emphasized universal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to man and not gifts to God.From 745 to 735 B.C.Hosea attacked the local shrines and incurred the enmity of the priests.Isaiah flourished after 738 B.C.After beginning as an orator and a man of affairs, because of opposition he became a writer, teaching faith in the holiness of God.The prophets held that divine power acted from self-imposed laws of righteousness tempered with mercy.Religion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worship of one God, the creator and ruler of all things, the God of social justice, mercy, and finally love.

In 732 B.C.the Assyrians captured Damascus and in 722 B.C. Samaria.After 734 B.C. Israel became a vassal to Assyria and in 701 B.C.Judah was devastated.Under Manasseh (692-638 B.C.) Assyrian influence dominated politics and religion.Jerusalem alone remained the single sanctuary and exercised its influence on centralization of worship and the unity of God.The work of J and E were combined.A compromise between prophetic and priestly views in a purified sacrificial system met the demands of a true social morality and whole-hearted worship.After the death of Ashur-bani-pal a movement for independence began in Judah and achieved success in 621 B.C.A new law code gave religion an authoritative book and tended to create a religion of the book and a written tradition.The Deuteronomic code established a single sanctuary and the Pentateuch included the material provided in 621 B.C.Where formerly a priestly oracle had been the final resort, Deuteronomy added a lay judge.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with separat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was recognized in criminal law.The work was permeated with a conscious didactic purpose and a spirit of expurgation in which the sagas of Semitic pagans were converted into monotheism.Foreign companions of Jahweh were expelled.

Collapse of the Assyrian empire led to new efforts of organization.In Babylonia Nebopolassar threw off the Assyrian yoke about 625 B.C.and was succeeded by Nebuchadnezzar, 605-562 B.C.Jerusalem was captured in 586 B.C., but Babylonian expansion was checked by the rise of the Medes and the Persians.The Medes were an Aryan people who migrated in the general movement to the Iranian plateau and the Hindu peninsula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They emphasized patriarchal authority in the family and polygamy.Media had been ravaged by the Assyrians in 737 B.C.and Deioces (708-655 B.C.) attempted to unify the Medes in the interests of self-defence.After 632 B.C.Cyaxares built up an army on the Assyrian model and to 615 B.C.succeeded in pushing back an invasion of the Scythians.The Medes declined in importance after the fall of Nineveh and were defeated by Cyrus who had been named king of Ashan in 558 B.C.The latter captured Sardis, capital of Lydia, in 546 B.C.and was named king of Persia.With the use of new weapons, such as the long bow and the long pike, the Persians achieved notable military success.As a result of the opposition of the priests to Nabonidus, who introduced new gods in Babylonia, Cyrus was consecrated king in 536 B.C.He left the cult of Babylonian gods undisturbed and restored the statues to their owners in Babylon.In 529 B.C.Cambyses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and in 525 B.C.added Egypt to the Persian empire.［28］
 He adopted the ceremonial, royal costume, and double cartouche of the Pharaohs but incurred religious hostility by his treatment of the priests.Darius I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in 522 B.C.and in order to gain the support of the Egyptian priests reversed the policy of Cambyses.In 521 B.C.he gained more effective control over Babylonia.In 494 B.C.he encroached on the Greeks and captured Miletus.

Darius restored order throughout the empire and became a great oriental administrator.A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was built up in which the horse played a dominant role.A road was built over a distance of 1,500 miles from Susa to Sardis and a system of posts to the capital established.The empire was divided into satrapies, each governed by a satrap, a military commander, and a secretary of state who acted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and received orders direct from the capital.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a single hand was thus avoided.The satraps and generals had no scribes and Babylonian civil servants were employed.The cuneiform script was taken over and reduced to thirty-six characters each with one value.This syllabary was adapted to the Indo-Persian language by scribes familiar with Aramaic.The Persian language was written in Aramaic characters and the Pahlavi or Parthian script was created.［29］
 The changes assumed the use of papyrus and the brush or of parchment and the pen.Croesus of Lydia had introduced precious metals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and Darius followed his example in using gold coins on a large scale.

A single master, the Great King, dominate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and loyalty of the subjects to the reigning house became the basis of empire.Imposition of the Achaemenid monarchy of Persia on the Babylonian and Egyptian empires implied a dominance of Aryans over Semitic peoples and it became necessary to give autonomy to alien nationalities within a military and tribute collecting organization.In contrast with the Assyrians, who transported people in large numbers and carried off the plastic images of the gods of the conquered, the Persians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two separate religious centres in Babylonia and Egypt by a policy of toleration in which subject peoples were allowed to keep their religions.The Jews were released from captivity in Babylonia in 539 B.C.Judah as a Persian province under tolerant rule became the centre of an independent and effective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he position of the king in the Persian empire implied enormous demands on administrative capacity.Darius died in 485 B.C.and Xerxes his successor proved less competent.The complexity of the task of controlling powerful religious centres became more evident.Egypt revolted in 486 B.C.but was suppressed in 484 B.C.Xerxes renounced his title ‘King of Babel’ and removed the statue of Bel-Marduk from its temple.Insurrections followed in Babylon, probably in 484 and in 479 B.C., but were quickly suppressed.The Persians were defeated by the Greeks at Marathon in 484 B.C.Later kings were faced with continued difficulties in Egypt which declared independence in 404 B.C.but was reconquered in 342 B.C.Conflicts with Greek city-states accentuated decline of the empire.The defeat of Darius III by Alexander at Issus in 333 B.C.and at Arbela in 331 B.C.brought the Persian empire to an end.

The Persian empire, like the Assyrian,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eligion accentuated by a more flexible alphabet.Persian religion was unable to resist the influences of Babylonia.Ahura-Mazda, possibly the successor of the Assyrian Ashur, was the highest god who ha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About 1100 B.C.Zarathushtra carried out a revolution against Ahura-Mazda which purified worship and abolished blood sacrifices.The whole of creation was divided into the kingdom of darkness and the kingdom of light.The dualism of nature was projected into ethics in the division between good and evil.Revelation of a future life and judgement was developed as a substitute for miasma in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 laws.Every evil thought, word, and deed bound man to the kingdom of darkness.Mithraism was introduced to provide a doctrine of redemption.Common ancestors of Persians and Hindus celebrated the name of Mithra and in the later Vedic hymns of India and the Avesta of Persia he ha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but Indians became more concerned with mystic absorption in the divine and Persians with the goal of practical duty free from antagonism to the world and human life.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divergent theological systems Ahura-Mazda established Mithra “to maintain and watch over all this moving world”.［30］
 As an ever victorious warrior he enabled the Supreme Being to destroy all demons and to cause even Ahriman to tremble.He was introduced in the special religion of the kings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A system of unified administration with peace and property and in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nations and tribes demanded a synthetic religious movement and favoured ceremonial religions.The religious conceptions of the Achaeminids took on a simpler form than those of Zoroastrianism.

Mazdean beliefs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rudite theology of the Chaldeans of Babylonia.In the eighth century the Babylonians adopted an exact system of chronology and began the measurement of time in the era of Nabonassar in 747 B.C.Scientific astronomy became possible and the periodic character of celestial phenomena was discovered and reduced to a numerical expression by which repetitions could be predicted.In recognizing the unchangeable character of celestial revolutions they imagined they had discovered laws of life.The influence of the stars was formulated in dogmas of absolute rigidity and a cosmic religion was based on science.Human activity and relations with astral divinities were brought into a general harmony of organized nature.During the short-lived restoration of the second Babylonian empire in the sixth century astral religion became established and acted as a powerful force in the dissolution of older beliefs.［31］
 The sacerdotal character of these conceptions laid the basis for a learned theology which had its influence on Persian religion in the addition of other deities, including Anahite or the planet Venus, and destroying the exclusive position of Ahura-Mazda.

In Persia speculative monotheism possibly became a starting-point for revealed religion, but the organization of an empire attempting to dominate Egypt and Babylonia prevented religion from becoming too strongly nationalized.The toleration of Persian rule and the advantage of a flexible alphabet on the other hand favoured an intensely nationalized form of religion as it was revealed or consciously constructed by priests of the Jewish theocratic state.The God of the universe was nationalized and not the national god universalized.［32］
 During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after the fall of Jerusalem in 586 B.C., Ezekiel subordinated the political state to the religious community and attempted to turn from intense nationalism to a more cosmopolitan personalism.Jeremiah had spiritualized religion and separated it from all outward institutions, even from the nation.It was discovered that religion could be practised in Babylonia as well as in Judah.The strong solidarity of society was broken into atoms.Life was composed of countless single acts.Contact with other religions, including Chaldean astrology during the captivity, possibly strengthened the concept of duality and of the devil, and a belief in immortality, but it accentuated the distinction of a culture which kept Israel apart from the world and preserved a moral standard and an ethical god.The unconditional omnipotence of God created the problem of evil.

After return from the exile reaction favoured exclusive particularism.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priests returned from Babylonia with the idea of a universal god and with no king or nobility arranged a compact with the people.［33］
 The temple became a rallying ground for the community.Music assisted in consolidation as psalms were sung by a temple choir.The Jewish ideal of direct government by God implied opposition to the deification of kings who were never recognized as divine by nature but were subject to law and threatened by the prophets if they disregarded it.A covenant god gave the prophets an enormous advantage over kings.Jahweh was a God not because of blood relationship but because of a definite agreement.Monopoly of the scriptures rigidly maintained by the priesthood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the prophet as a threat to the prestige of the king and a check to the abuse of absolute power.

The prophets of the seventh and sixth centuries reduced a multitude of gods to one and transformed Judaism by giving religion an ethical basis.With few abstract terms and without powers of rationalization the Judaism of antiquity produced no philosophers.Religion was made ethical by “a personal, direct, vivid vision”.The great prophets conceived duty as righteous and made righteousnes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gaining the favour of God.Spirit and conduct rather than cult was emphasized.Righteousness alone could save people.The conception of a supreme god was expressed in terms of spiritual power and the ethical content of the monotheistic view of divine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e.The pentateuchal works breathed the spirit of ethical monotheism and with the historical books emphasized absolute obedience.In the fifth centu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zra and Nehemiah, religion was purified and the law was revised.The teaching of the prophets was an intensified form of group morality.Israel remained a group united by blood relationship but with an ethical code imposed by a covenant God and entered on a spiritual mission.

The universal demands of the covenant put special emphasis on ceremonials of attainment.The prophets emphasized morality and the priests ritual holiness.The age of Deuteronomists was followed by the age of priests.The document P with its chief interest in the temple, showed how religion could be practised without sacrifices.The Priests’ code was probably completed about 500 B.C.and became the norm of Jewish life after 444 B.C.A theocratic organization strengthened ritual.［34］
 Religion became the sole cause of al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a device for religious education.History illuminated the truths of religion and was used to teach the origin and sanctity of various writers and institutions.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rces were subordinated.The Priests’ code with the heavy economic burdens of a cultic system left no place for a king.With these tendencies Hebrew ceased as a spoken language about 400 B.C.and became the language of religion and of the schools.The priests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riptures in a sacred language.The growth of exclusiveness in turn brought conflict with the Persian empire and illustrated again the problem of religion and emp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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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The Oral Tradition and Greek Civilization

A flexible alphabet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Aramaic, of Phoenician, and of Hebrew.It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 in Indo-European languages.In part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ersian empire.The problems of later political empires in the West followed its adaptability to languages.

In adaptation to the demands of new languages script was conventionalized into the alphabet.Trade followed a conventionalized alphabet suited to the demands of large areas dominated by armed force support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improved breeds of horses, and the use of bronze and iron.Religion became conventionalized and monotheistic following adaptations of animistic religions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Finall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became conventionalized as empires were compelled to recognize the religions of diverse centres.Conventionalization of script, religion,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Asia and Africa facilitated transmission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to Europe.Separated from earlier civilizations by a body of water the Greeks escaped their full cultural impact and adopted cultural features suited to their needs.The alphabet escaped from the implications of sacred writing.It lent itself to an efficient representation of sounds and enabled the Greeks to preserve intact a rich oral tradition.The ancient world troubled about sounds.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Babylonia arose in part from a conflict between a civilization based on clay and the stylus and a civilization based on stone and the chisel.In the north the use of stone in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writing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onarchy and centralized power.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use of clay with an emphasis on time and continuity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military organiz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use of stone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 represented by the use of iron and improved breeds of horses with an emphasis on space.Conflict between the Semitic king and Sumerian priest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law evident in the work of Hammurabi.Religion became malleable and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force.The gods were reduced to order and in turn laws dependent on the gods.An emphasis on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pace demanded uniformity of laws.Dominance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ver vast areas and control over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writing and the use of the alphabet as a more efficient instrument.In turn the spread of Aramaic hastened the growth of trading c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ng oligarchies under the shelter of the Assyrian imperial structure.The monopoly power over writing exercised by religious institutions in Egypt and Babylonia was destroy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simplified type of writing 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new developments in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hown in the Assyrian and the Persian empires.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n relation to improv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led to the growth of trade and trading cities as interstitial institu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ng oligarchies such as emerged in Carthage.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as in part that of efficiency incidental to the mobility with which ability was attracted to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In part such efficiency was dependent on the success with which writing linked the written to the spoken word.A breach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spoken word accompanied the growth of monopoly incidental to complexity of writing and invited invasion from regions in which such breaches were not in evidence and in which technological advance was unchecked.Invasion involved compromise with the conquered in which the language of the conquered becomes sacred and a centre of appeal to the conquered and in the use of which religious institutions tempe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querors.In turn th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cy of military conquerors becomes linked to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and monopolistic, the breach between the written and the spoken word is widened and invasion from new peoples is invited.The efficiency of the alphabet and its adaptability to languages provided a temporary means of escape in facilitating, on the one hand, the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empires by the Assyrians and the Persians and the growth of trade under the Arameans and Phoenician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religion in Palestine.The power of religion based on monopolies of complex systems of writing implied an emphasis on continuity and time, but the alphabet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which implied an emphasis on space.The commercial genius of the peoples of Syria and Palestine “borrowed what was essential in the Sumero-Acadian or Egyptian systems, and adapted it to their own urgent needs”.［1］
 An alphabet became the basi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rough efficient control of territorial space and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hrough efficient control over tim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notheism.

The task of understanding a culture built on the oral tradition is impossible to students steeped in the written tradition.The outlines of that culture can be dimly perceived in the written records of poetry and prose and in the tangible artefacts of the excavator.Recognition of its significance has been evident in the concern of scholars over centuries with interpretations of records.［2］
 But the similarity of the Greek alphabet to the modern alphabet and the integral relation of Greek civilization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implies dependence on the complex art of introspection.Individuals in different ages and nations have looked into the pool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and seen precise reproductions of themselves.［3］
 Renan wrote that “progress will eternally consist in developing what Greece conceived”.Grote described the democratic tendencies of Grecian civilization and E.A.Freeman stated that “the democracy of Athens was the first great instance which the world ever saw of the substitution of law for force”.More recently Marxian interpretation［4］
 has received its expected reward.The fundamental solipsism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presents an almost insuperable barrier to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Greek culture.

Greek civilization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spoken word.Socrates in Phaedrus report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Egyptian god Thoth, the inventor of letters, and the god Amon in which the latter remarked that “this discovery of yours will create forgetfulness in the learners’ souls, because they will not use their memories; they will trust to the external written characters and not remember of themselves.The specific you have discovered is an aid not to memory, but to reminiscence, and you give your disciples not truth but only the semblance of truth; they will be hearers of many things and will have learned nothing; they will appear to be omniscient and will generally know nothing; they will be tiresome company, having the show of wisdom without the reality.”

Socrates continues:

“I cannot help feeling, Phaedrus, that writing is unfortunately like painting; for the creations of the painter have the attitude of life, and yet if you ask them a question, they preserve a solemn silence, and the same may be said of speeches.You would imagine that they had intelligence, but if you want to know anything and put a question to one of them, the speaker always gives one unvarying answer.”

He continued with a plea for a better kind of word or speech and one having far greater power.“I mean an intelligent word graven in the soul of the learner which can defend itself, and knows when to speak and when to be silent.”

The character of Socrates worked through the spoken word.He knew that “the letter is destined to kill much (though not all) of the life that the spirit has given”.［5］
 He was the last great product and exponent of the oral tradition.Plato attempted to adapt the new medium of prose to an elaboration of the conversation of Socrates by the dialogue with its question and answer, freedom of arrangement and inclusiveness.A well-planned conversation was aimed at discovering truth and awakening the interest and sympathy of the reader.The dialogues were developed as a most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preserving power of the spoken word on the written page and Plato’s success was written in the inconclusiveness and immortality of his work.His style was regarded by Aristotle as half-way between poetry and prose.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persisted in his prose in the absence of a closely ordered system.Continuous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aimed at truth.The life and movement of dialectic op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inished system of dogma.He would not surrender his freedom to his own books and refused to be bound by what he had written.‘The Platonic dialogue was as it were the boat in which the shipwrecked ancient poetry saved herself together with all her children’ (Nietzsche).Plato attacked the pedagogical value of poetry and of Homer by pointing to the contrast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etry, truth and sham, and expelled poets from the state.The medium of prose was developed in defence of a new culture.In opposition to the highest authority of the gods and the poets and with no examples to which he could appeal he worked out a new position through the use of dialogues, allegories, and illustrations.His later work reflected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written word and of prose.

In Aristotle the power of the spoken word declined sharply and became a source of confusion.The dialogue form was used but with an important change in which he made himself the interlocutor.In the main, literary activity was practically abandoned and the Politics appears to have been made up from notes of his lectures.Carefully integrated work written in more popular style and probably intended for publication was followed by treatises which became a basis for teaching and lecturing.“The scientific spirit no longer feels itself bound to put itself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its elder sister the literary spirit.”［6］
 Extension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ristotle was evident in a movement to collect and preserve books which corresponded roughly with the founding of his school in 335 B.C.But neither Aristotle nor Plato appears to have regarded a library among the requirements of an ideal state.

The conquest of prose over poetry assumed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Greek civilization.The spread of writing destroyed a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oral tradition, but 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as reflected in the culture of Greece has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particularly at periods when the dead hand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threatened to destroy the spirit of Western man.

Plato and Aristotle wrote in a period after the great tragedy of the oral tradition had been witnessed in the fall of Athens and the execution of Socrates.These were symptoms of the collapse of a culture and of the necessity of starting from a new base which emphasized a medium other than poetry.“The earlier the language the richer it is-masterpieces only make their appearance when it is already in its decline” (Burckhardt).Plato and Aristotle had no alternative but to search for the basis of another culture in the written tradition.After Aristotle “the Greek world passed from oral instruction to the habit of reading”.

In contrast with the Aryans in Asia Minor the Greeks were less exposed to the influence of those whom they had conquered.Minoan civilization with its maritime empire had escaped the full impact of continental civilizations and in turn was less able to impose its culture on the immigrants of the northern mainland.The complexity of the script of Minoan civilization and its relative restriction to Crete left the Greeks free to develop their own traditions.Successive waves of Greek immigrants checked the possibility of conservative adaptation of cultural traits.The existence of a powerful court and later of a number of feudal courts favoured the growth of an oral tradition and resistance to complete acceptance of other cultures.The Greeks took over the conventional Phoenician Semitic consonantal alphabet and the Cypriote syllabary and adapted them to the demands of a rich oral tradition possibly as late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h century.［7］
 The Greek archaic alphabet was not cursive in form but of the type used by Phoenician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The earliest Greek inscriptions dated from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eighth century and writing was used for public inscriptions from about the seventh century.An alphabet of twenty-four letters which represented consonants to Semitic peoples proved exportable and adaptable to Greek demands.A different language structure and systems of sounds led the Greeks to use Semitic consonantal characters, which were useless to their language, as vowels which were indispensable to them.Since vowels were of equal value with consonants, they had to be represented in each written word.They permitted the expression of fine distinctions and light shades of meaning.The Greek language “responds with happy elasticity to every demand of the Greek intellect ...the earliest work of art created by the spontaneous working of the Greek mind.”［8］
 Woolner described the change as one of the greatest triumphs of the human intellect.

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implied the creation of a structure suited to its needs.Minstrels developed epic poems in hexameter which involved rigidities but permitted elasticities facilitating adaptation to the demands of vernacular speech.Epic technique involved the use of a particular language with forms, words, and stock expressions bound up with the metre.Epic poetry apparently began before the Dorian invasion and after the break up of the Achaeans was preserved by their northern branch, the Aeolians, and carried by them to the Ionians in Asia Minor.A traditional epic language was built up first in the Aeolian dialect and secondly in the Ionic dialect.Ionian minstrels took over the Aeolian epic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epic language.The Homeric poems appeared in the Ionian language with a substantial mixture of archaic forms appropriate to epic style in Aeolic which were retained particularly because of their adaptability to versification.The fixed epithet was used repeatedly because of its metrical convenience.A noun epithet of a certain metrical value was used as a convenient expression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 formulas by generations of singers.Stock expressions and phrases persisted as aids.Audiences regarded the ornamental gloss as an element of heroic style.［9］


Nilsson describes the epic style as a conventionalized outcome of a long evolution extending from the thirteenth and twelfth to the ninth and eighth centuries.The great epics were probably developed out of lays constantly retold and amplified.Old ballads were replaced by combinations of a number of episodes into a unity of action.The epic was characterized by extreme complexity and unity.In the early stages epic songs accompanied the dance.Singing was accompanied by the lyre and the melody helped to fix the metre which was always the same.A highly specialized skill meant that epic poetry was in the hands of those with excellent memories and poetical and linguistic abilities.The art of singing was attached to certain families, members of which learned the poetical art.The singer improvis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epic technique and while language became archaic it was rejuvenated by poets using the language of the age.In the Odyssey court minstrels were more conspicuous than in the Iliad and a profession probably developed with an interest in fixed chants.Professional story-tellers probably built up a system of signs which were privately owned and carefully guarded for purposes of recitation.The disciple was required to show a capacity to handle and to use his master’s book.Nilsson suggests that a great poet probably formed a school which brought the Greek epics to a point excelling all others.［10］


The Homeridae became a profession of minstrels who, to please an audience, were required constantly to reshape the Homeric poems to suit the needs of new generations.Restrictions incidental to the adaptability of archaic language to versification and the concern of a profession with limited changes made the poems less responsive to the demands of ordinary speech.［11］
 Generations of poets intensifie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Iliad［12］
 and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of Greece and Europe.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profession the Odyssey reflected a changed, decentralized society with restrictions on royal prerogatives.

The Homeric poems of the Heroic age were produced in a society in which the ties of kindred were weakening and the bond of allegiance was growing.An irresponsible kingship resting on military prestige held together kingdoms with no national basis.Tribal cults were subordinated to the worship of a number of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nd anthropomorphic deities.Society was largely free of restraint.Tribal law had ceased to maintain its force and the individual was free from obligations to kindred and community.Over a long period the courts had appropriated the culture, wealth, and luxury of earlier civiliza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a civilized people was stamped on a semi-civilized people.［13］
 An aristocratic civilization assumed a fixed residence, ownership of land, respect for “good breeding”, and a high social position for women.Justice and right dealing were the all-important principles by which prince and peasant were equally bound.［14］


The epic had grown and declined with monarchy.The place of the epic in an aristocratic society assumed that mastery of words meant intellectual sovereignty.But the limited size of the epics, determined by the demands of an oral tradition, while permitting constant adaptation and improvement, assumed relative inflexibility and compelled the emergence of completely new content to describe conditions of marked change.In contrast with Hebrew books in which old and new elements were pieced together by scribes and in which the large size of the scriptures and their sacred and holy character checked the possibility of new developments, the oral tradit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minstrels necessitated new developments.Popular poetry appeared in the form and style of language of the Homeric poems.Before the end of the eighth century Hesiod produced poetry in the heroic hexameter which in content wa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Homeric poems.The adaptability of the oral tradition was shown in a production by an individual who made no attempt to conceal his personality and in which no interest was shown in court life or in the avoidance of indelicate subjects.In contrast with the place of woman in the chivalry of Homer, she had become the root of all evil.

Following the break of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minstrel tradition evident in Hesiod, the oral tradition became more flexible, poems were shorter and responses to new demands more effective.The change from kingdoms to republics in the eighth and seventh centuries was reflec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original style of poetry in the elegaic and the iambic.The iambic poetry of Archilochos (about 740-670 B.C.) 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of a more important public opinion and contributed powerfully to the breaking down of the heroic cod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venth century.He used a literary language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Asiatic Ionic and his influence was reflected in its acceptance in Athens in the seventh century.

Music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oral tradition and accentuated its flexibility.The lyre was used to accompany epic poetry and was the chief instrument of the Apollonian cult.Song was united to poetry.The Aeolians centring at Lesbo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its improvement and gave it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lyric poetry.In lyrics the oral tradition was extended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of women.Sappho, in the words of Jaeger, explored the last recesses of personal emotion.

The appea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short personal lyrics in the late seventh and sixth centuries has been held to coincide with the spread of writing and an increase in the use of papyrus.The position of professional minstrels was weakened as literature was propagated and perpetuated by the increase in writing.Decline of Phoenicia had been followed by expansion of Greece.An increase in foreign and domestic trade, particularly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coined money from Lydia, accompanied the decline of an aristocratic society.Changes in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demanded fresh response in literature and provided material by which the response could be made.In 670 B.C.Egyptian ports were opened to Greek trade and after 660 B.C.Greeks were given permission to go anywhere in Egypt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services as mercenaries in the war against Assyria.In about 650 B.C.a Greek settlement was founded at Naucratis.Greek expansion continued after the capture of Tyre by Nebuchadnezzar in 574 B.C.but was checked by the arrival of the Persians in Egypt in 525 B.C.The availability of papyrus favoured the spread of writing but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it delayed encroachment on the oral tradition.

New types of literature reflect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oral tradition in expressing the needs of social change.It permitted a changing perspective as to the place of older types of literature.In the Homeric poems the sacred myths were taken over from earlier civilizations, humanized and incorporated in heroic mythology.The gods became anthropomorphic deities.Magical rites were adopted into a worship of gods but their magical character with belief in power or mana which pervaded everything was pushed into the background.Migratory people had left their local gods behind or subordinated them to the place of retainers and followers in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great deities in which Zeus held the first place.The old nature gods were unable to meet new demands.Deities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were built up to express the higher functions of life and myths were transformed to influence the conduct of men.Anthropomorphism and the absence of magic and limitations on the power of the gods assumed rationalism and the necessity of finding order and coherence in the world.‘The Greek view of the relation of men to the gods was mechanical.’ Decline of belief in the supernatural led to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e in terms of natural causes.With the independent search for truth science was separated from myth.“By his religion man has been made at home in the world.” The minstrels were followed by the rhapsodists and in turn by the Ionian philosopher.The latter built up where the former pulled down.［15］
 In contrast with the Hebrew phrase［16］
 “and God said” repeated at every new creative act of Jahweh and implying the creative word or Logos standing at the head of a series of creative acts, the Greeks placed Eros at the head of the procreative series.

“The Logos is a substantialization of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 power of God, the creator, who is stationed outside the world and brings the world into existence by his own personal fiat.The Greek gods are stationed inside the world; they are descended from Heaven and Earth, the two greatest and most exalted parts of the universe; and they are generated acts by the mighty power of Eros, who likewise belongs within the world as an all-engendering primitive force.”［17］


In the expansion of maritime trade Ionian cities, notably Miletu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lace.A common language emerg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merchants and navigators.The Ionians were the first to create a literary language not peculiar to the city.The epic poems as creations of the Panhellenic spirit gave a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ity and the epic language became a common bond overriding numerous dialects and preparing the way for the acceptance of the Ionic alphabet and the Attic dialect.With a written language differences in dialects were further weakened.

Navigation implied an intensive concern with nature in sea, air, and land.Thales of Miletus (640-546 B.C.) as a merchant and probably interested in architecture and agriculture seized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mathematics.He is said to have discovered trigonometry by measuring the distances of ships at sea from land.An interest in geometry followed acquaintance with land measurement in Egypt.Study of astronomy with its importance to navigation enabled him to master Babylonian contributions and to predict an eclipse of 28 May, 585 B.C.But whereas in Egypt mathematics like ethics and medicine had been developed empirically and stopped short of philosophy, it became to Thales a means of discarding allegory and myth and advancing universal generalizations.He concluded that the nature of things is water, and that the all is alive and full of daemons or gods.Opposition was evoked in Anaximander (about 611-547 B.C.), a cartographer, who sought for a more general conception unlimited by qualities.Geometry was used to develop a conception of the earth and of the universe.An idea of the cosmos implied a break with current religious beliefs and a revelation that Being was divine.Only in eternal Being could eternal Becoming have its origin.By abstraction Anaximander drew a line of distinction between super-sensible soul substance and sensible embodiments.Primary physis was distinguished from visible elements.It is significant that he was the first to write down his thoughts in prose［18］
 and to publish them, thus definitely addressing the public and giving up the privacy of his thought.The use of prose reflected a revolutionary break, an appeal to r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ogic of writing.

Milesian philosophers began by clearing away the over-growth to discover a fundamental conceptual framework.They attacked problems which had been emphasized in religious and popular representation.Social custom,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s lay behind religion and religion behind philosophy.The Olympian tradition drew a fast line between men and gods, and human society and the rest of nature.The notion of a system of moriai each filled by a specific living force, shaping itself into spirits, gods, and human souls with clearness of conception and imagery left its stamp on philosophy.In philosophy influenced by moria the world was pluralistic, rationalistic, fatalistic, opposed to other-worldliness,［19］
 and distributed into spatial provinces.Nature was a substance which was also soul and god and the living stuff from which daemons, gods, and souls took shape.Philosophers speculated about the nature of things or physis, an animate and divine substance, and emphasized likeness, kinship, material continuity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ir notion of causality was static, simultaneous, and spatial.Under the shadow of moria and geometry the science of nature became concerned with the thing in itself and its internal properties rather than its behaviour towards other things.Science found its ideal in geometry, the science of space measurement, and was concerned with the static aspect of structure, arrangement, and order.

The discovery of nature has been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the human mind since it was the basis of the idea of universal law.It assumed the detachment of self from the external object, the concern of intelligence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action in dealing with the object, and a belief in unseen supernatural powers behind or within the object.Separated from theology, science deni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perience and revelation, the 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

The strength of the oral tradition and the relative simplicity of the alphabet checked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a highly specialized profession of scribes and the growth of a monopoly of the priesthood over education.A military aristocracy restricted the influence of a priestly class and poets imposed control over public opinion.The Greeks had no Bible with a sacred literature attempting to give reasons and coherence to the scheme of things, making dogmatic assertions and strangling science in infancy.Without a sacred book and a powerful priesthood the ties of religion were weakened and rational philosophy was developed by the ablest minds to answer the demand for generalizations acceptable to everyone.“The Hebrews made philosophy the handmaid of religion and the Greeks subordinated religion to philosophy.” The oral tradition facilitated and encouraged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medium such as mathematics.Humanizing of the gods and absence of a belief in a divine creator freed thought from dogmatic prejudice and the terrors of religion.［20］
 It permitted a gradual transition in which philosophy with its coherent structures could develop in undisturbed freedom and appeal to the lay mind.In turn “it was not so much the absence of a priesthood as the existence of the scientific schools that saved Greece” (Burnet).No energy was lost in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and the freshness and elasticity of an oral tradition left their stamp on thought and literature.

As an alternative to trade, colonization flourished from about 750 B.C.to 550 B.C.and was accompani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ity-states.Colonial activity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highest political achievement of the Greeks.The Delphic oracle became a centre of advice for colonizers and new city-states grew up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pollo.Difficulties of land subdivision in a system of property which excluded individual members from a share in the common estate were evaded by colonization.The example of personal land ownership in the colonies probably weakened the family system in the mother country.“Freedom flourishes in colonies.Ancient usages cannot be preserved ...as at home....Where every man lives on the labour of his hands, equality arises, even where it did not originally exist” (Heeren).［21］


The city-state was founded for purposes of security and emerged in a period of violent dissolution of public order.“It is significant that it was from the common bond of mutual defen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common camp of refuge, in an age of violence, that the Greek city state and its citizens took their eventual nomenclature.”［22］
 Consequently the Greeks were not obsessed like the Phoenicians with the “unquiet spirit of gain”.［23］
 Athletic and musical competitions at festivals of the gods created a sense of community in the city-state.An interest in a common literature strengthened the bond of language which was reinforced by the initiation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776 B.C.“Political science, ignored by the Phoenicians, became to the Greeks the highest of the practical sciences, the science of man, not as a trader but as a man, fulfilling his function as a member of the social organism and living with the fulness of life.”［24］


The shift from the heroic kingship to an arist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was apparently accompanied by a change from the voluntary to the obligatory.In the early aristocracy magistrates administered the unwritten customary law.“In the absence of a written code, those who declare and interpret laws may be properly said to make them” (Thirlwall). Supervision over the laws was exercised by the hearing of formal complaints against the judges.About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dividuals were appointed in Athens to manage the judicial system, to keep official copies of public enactments, and to review legislation annually.Three pairs of two recorders each made up the first collegiate magistracy to have custody over public records and to revise the laws.Recorders were appointed in pairs to secure an accurate copy.In Solon’s time nine archons, including the recorders and three principal officers, had the general initiative in legislation.With the use of writing the judicial order became a public document, definite and ascertainable.Records were not published at first, but with an interest in writing for publication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could read increased rapidly.［25］
 The laws of Draco and Solon were written on stelae of wood or stone and laws were regularly recorded on the walls of a public building or on separate stelae in a public place.Immediate publication was probably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generation after Draco.

The demand for codes of law which appeared first in the colonies in south Italy, Sicily, and parts of Greece in the seventh century followed the complexities of different systems of customary law introduced by colonists from various city-states.The influence of Delphi and its sanctions of compilations of law reinforced the emphasis of writing on uniformity.［26］
 The example of written laws in the colonies was probably followed by demands for written laws in the mother country, but here they became a compromise with a strong oral tradition.In his code of 621 B.C.Draco, a Eupatrid, modified and developed existing law in reducing it to writing.Dictated by “implacable religion” it was very severe regarding debtors, although the severity was checked by a constitutional change which guaranteed an individual the right to appear before the Areopagus and to prosecute the magistrate who had wronged him.

The strength of the oral tradition in Athens was evident in the slow development of codes, in the position of magistrates who continued to exercise judicial functions, in a constitutional system which permitted protests against grievances, and in the powers granted to individual law makers in periods of difficulty.In about 594 B.C.Solon, a Eupatrid by birth, and a member of the trading class was given extraordinary powers to introduce reforms suited to a community in which industry and commerce had become important.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Ionian scientific ideas he developed the universal truth that violation of justice meant disruption of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Any act of injustice, impairing the common security, threatens everyone’s individual security-and family solidarity can interpose no effective protection.”［27］
 Every citizen was allowed to act for the community as a protection to the community.Individual vengeance was being replaced by social retribution.There emerged the idea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for one’s own fault which struck at the root of authority and pointed to the idea of the necessity of compromise and order.

The family was weakened by various changes.Asiatic pomp with women’s lamentations at funerals of the Ionian nobility was prohibited.Introduction of the will enabled the head to name an heir outside the family.Brothers could share in the patrimony and women could enjoy rights of inheritance though they were inferior to those of men.The legal inalienability of the family estate had led to the invention of a special type of pledge involving a sale with the option of redemption.Horoi or ward stones were specially engraved and erected on the property to indicate the control of the creditor and the rights of the occupant.The difficulties of a primitive law of debt resting on personal security were enhanced by an aristocracy which controlled wealth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Solon abrogated the institution of personal security and destroyed the horoi or ward stones.The oral tradition effectively resisted the encroachments of the word engraved on stone.Prohibition of the practice of pledging the person for debt prevented enslavement of labour becoming a disruptive force and became the salvation of political freedom.The religion of property was weakened by wresting the earth from religion and facilitating ownership by labour.An attempt was made to reconcile the liberty of the labourer with the drudgery of labour.Commerce was adapted to politics.The principle of personal freedom was established as the inalienable birthright of the Athenian citizen.［28］
 “These things I wrought by main strength, fashioning that blend of force and justice that is law” (Solon).

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was reflected in the institution of machinery designed to permit continuous adjustmen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judicial courts out of the whole people was the secret of democracy which Solon discovered.It is his title to fa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owth of popular government in Europe.”［29］
 The Council of Areopagus surrendered its claims of right of birth and membership in it was fixed in terms of landed property.The Eupatrids no longer dominated and archons could even be elected outside the priestly class.While the working class was excluded from the Areopagus the popular assembly was revised to give it a voice in the government.The constitution was designed to preserve a balance by preventing either party from securing control.The people were given enough power to maintain their rights and to uphold the reign of law.Freedom of prosecution, and appeals from magisterial decisions to the popular assembly, were given to all citizens.Anyone could intervene on behalf of those being wronged by appeal to the populace.A record of all decisions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uits was made and a body of case law built up.Regular written records were produced by the men of initiative.

Solon’s economic reforms favoured the position of the Greek merchant by hasten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 barter to a money economy and by encouraging the “long future” production of wine and olives rather than the “short future” production of cereals of special interest to the nobles.In order to build up industry exports of natural products other than olive oil were prohibited and training in crafts made almost compulsory.Exports of olive oil and pottery supported an aristocracy of wealth.Family estates were broken up into private domains and labour migrated to the cities.The increased use of coinage enabled merchants of Phrygia and Lydia to exploit gold-and silver-mines.With greater opportunity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individuals became more independent.Money permeated social relations and encourag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eedom.Sales, bequests, keeping of accounts and registration of contracts and treaties followed the spread of writing.A commercial class opposed landowners and the nobility, and supported individualism and the rise of tyrants.“In every Greek there was a hidden tyrant” (Burckhardt).Party struggles broke out as early as the fifth year after the archonship of Solon, and in 561-560 B.C.Peisistratos, who had become wealthy as a result of his organization of the mining population, seized the government of Athens.With no religious functions the tyrants could not be kings, but they exploited antagonism to the nobles and the rich.To offset the position of religion as a support to the political privileges of the old nobility, the Pisistratids gave official recognition to the worship of Dionysus.In 537 B.C.they assembled a collection of oracles in opposi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temple of Delphi.The importance of the arts as a basis of popularity was recognized, the temple of Athena Polias was completed, and the Panathenaia was reorganized as a great national festival and public recitals of Homeric poems given by Ionian minstrels.“Their court was the source of the inexhaustible stream of poetry and art which flowed for centuries through the symposia of Athens.”［30］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Sparta the tyrants were overthrown in 510 B.C.

The limitations of Ionian philosophy as a basis of political science were evident in the success of the tyrants.Destruc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radition and myth and release of the individual left Ionians without the constructive political energy to form a permanent and historically active state (Jaeger).Political impotence paralleled the work of the natural philosophers.Olympian theology dominated by moria and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dominated by the concept of spatial externality reflected an interest in land, land measurement, and geometry.Expansion of trade implied an increasing interest in arithmetic rather than geometry.As a result the mystery religions and the mystical tradition of philosophy emerged to redress the balance.Moria was replaced by Time and number (the measure of time) and by righteousness (Dike).As a typical mystery god, Dionysus was fundamentally a human daemon.As a wandering deity he was not a fixed part of an official state religion but had a church or trans-social organization.Outside the Olympian polity he became the god of his church defined precisely by a unique relation to the daemon soul.His worshippers would have only one god.The characteristic rite was sacramental-an act of communion and reunion with the daemon, whereas that of worshippers of the Olympian god was commercial in the form of a gift or a bribe.Olympian theolog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patial externality emphasized discontinuity and discreteness, whereas the mystic religion held out a prospect of union with God.As a religion of the life of earth and man, of the life which dies but is perpetually reborn, Dionysian worship had a secret of vitality which offset Olympianism with its divine jealousies and the impassable gulf of moria.

The new religion was compelled to make compromises with the old which eventually left it stereotyped and sterile.It was reformed and modified by the Orphic revival which was probably influenced by Mithraism and spread from the country to the city in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those who had been forced off the land.Belief that the soul came from God and did not perish implied that it must be kept pure during its earthly existence.The Orphic was concerned with salvation by the purifying rites of his individual soul.Religious observances were designed to secure by purifications the ransom of the soul from the punishment of imprisonment in successive bodies.Belief in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assumed the corollary of abstinence from animal flesh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blood sacrifice.Barriers between gods and men were overcome by a mysterious means of purification which removed defilements of the soul, raised mankind to the level of the divine, and assured an immortality of bliss.In its demand for justice for the individual it included the fatal conception of a lower world as a place of punishment for the prosperous and unjust.Orphicism had the “incontestable originality” of combining religions into a system and making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uilt and retribution the centre of its teaching.It offset the influence of the temples of the seventh century by an emphasis on sacred literature, but it was weakened by the absence of a church.

Pythagoreanism attempted to intellectualize the content of Orphicism.A native of Samos, Pythagoras migrated to southern Italy about 530 B.C.From a commercial centre he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importance of a theory of numbers in calculating sums of money.In contrast with the rigid geometrical symmetry of the cosmos developed by Anaximander in the east, number was the principle of all things.“Things are numbers.” A background of geometry and land was replaced by one of arithmetic and money.Pythagoras saw the importance of number as an ai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y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nditions involved in the order of nature.［31］
 He gave absolute forms a substantial reality separate from things that embody them in one world.An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was reinforced by the discovery that musical intervals corresponded to certain arithmetical ratios between lengths of string at the same tens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our fixed notes of the octave 6-8-9-12.A music philosophy was substituted for the mere ritual washing away of sin of Orphicism.Purity was extended from a ritual notion to the moral sphere.Pythagoreanism became the basis for a cult of the élite rather than the masses, and communities appeared in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As a result of Orphicism and Pythagoreanism a reconciliation of Dionysian religion with Apollo became possible.The form of ecstasies which centred around Dionysus was regulated and orgies were restricted to official communities.The cult was brought into line with ancestral customs.The Delphic oracle had no sacred book and with its maxims “know thyself” and “nothing overmuch” has been compared to a serious newspaper managed by a cautious editorial committee with no principles in particular.With a powerful oral tradition it overpowered the dangers of extreme organized religious frenzies.Ritual purification became a support to the state by giving definite form to the fear of a dead man’s vengeance, heightening respect for human life, and discouraging the practice of vendetta.

The influence of Apollo on the mystic religions parallele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tyrants.Cleisthenes became engaged over an extended period in the task of restoring popular government and in developing a constitution which would facilitate adaptation of law to social change.To temper the bitterness of party strife ostracism was introduced in 508-507 B.C.Opposition leaders were eliminated for a limited period without dishonour or the loss of privileges of citizenship and property, and government was protected against party struggle and betrayal.It became possible for Cleisthenes［32］
 in his fight against his fellow nobles to introduce reforms in 503-502 B.C.which gave more direct means of self-expression and control of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The tyrants and Dionysian religion had pointed to the weakness of Solon’s reforms as they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Ionian philosophy.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the idea of consanguinity gave the great families of the nobility a privileged position in the cult and religion through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sacral laws.The calendar of sacrifices and festivals of the religious cult based on the lunar year led to difficulties of cyclical regulation and to demand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ime reckoning.Cleisthenes’ reforms replaced the lunar calendar［33］
 by a solar calendar of 10 months of 36 or 37 days each arranged by secular authorities and linked to constitutional adjustments in which the number of tribes was increased to 10, from each of which 50 were elected by lot to serve in rotation on a monthly basis as a standing committee in a council of 500.Election by lot maintained a respect for the belief in the divine will as the basis of laws, and was a safeguard of equality of civic rights and equality before the law.The essential governing bodies became the council of 500 and the courts with their large popularly chosen juries.Divisive issues were transferred to a new forum and settled by reliance on public opinion rather than on force.A concept of the people in a democratic electoral system based on the territorial principle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constitution.Aristocratic power was weakened by control over the measurement of time.The family state was broken down and its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laims inherited by the new state.

The Greeks seized on the spatial concept as developed by Ionian philosophers and on the temporal concept emphasized by mystical religions to construct a political society which stood the test of resistance to the Persian empire.The Greeks opposed the raising of gods and religion to an independent position dominating the state and brought to an end the threat of a theocratical and monarchical order. Miletus was captured by the Persians in 494 B.C.and Themistocles, as leader of the radical democrats and elected to the archonship in 493 B.C., determined upon an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the fleet.Commercial and maritime interests were attached to the cause of democracy.In contrast to the hoplite in the army who was in a position of relative wealth, the sailor was drawn from the poorer classes.Aristotle held that naval power was followed by mob rule.The Persians were defeated in 478 B.C.and a sense of common nationality was reinforced by secu-rity of access to new markets and to new sources of food and raw materials.

The reforms of Cleisthenes in weakening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made it possible for citizens of other cities to be accepted in Athens.The bar to mixed marriages was removed with possible implications［34］
 in the advantages of new blood and a maximum of ability.The migration of Ionians of intelligence and daring, and representing a culture “in many ways the most wonderful phenomenon of Greek history” (Gilbert Murray), brought a profound stimulus to Athenian life.Ionian thinkers opposed the uncritical acceptance of popular ideologies and attempts were made to reconcile the static concepts of order and space with the dynamic concepts based on mythical religions.Heraclitus (about 540-475 B.C.) emphasized the latter with its principle of Dike or righteousnes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break-up of concepts of state absolutism.He denied being altogether and regarded all becoming as originating in a war of opposites.“I contemplate the becoming.” The whole essence of actuality was activity and fire was introduced as a world-shaping force.Mind was introduced as a metaphysical fact beyond all differentiation and movement.Man was given a place as a completely cosmic being and the claim of wisdom to supremacy was justified by saying that it taught men in speech and action to follow the truth of nature and its divine law.True wisdom was found in language since it was an expression of common wisdom which is in all men and only partly obscured by false private opinions.The structure of man’s speech was an embodi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Logos was recorded in speech and physis was a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onsciousness.“Do not listen to me but to the word and confess that all things are one.”Philosophy was humanized.“I sought for myself.” “Great learning does not teach insight.”

Parmenides, born about 539 B.C., wrote in verse presumably to reach a wide audience.He used the didactic epic to show that thought reduced everything to a single uniform essence.Even the intellect itself was demolished and logic became a basic form for the separation of the world of truth from the world of opinion.Empedocles (490-430 B.C.), a citizen of a Dorian state, as founder of the Sicilian school of medicine attempted to combine the mystic tradition with Ionian science by emphasizing complexity.He revived the elements of fire, air, earth, and water, and added two soul substances, love and strife, to develop the idea of being and the theory of a primal source of all becoming.Denial of monism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Anaxagoras (500-428 B.C.) who assumed chaos and mind with free will dependent only on itself for escape from chaos.From this he aimed at the principle of self-hood or personality.Leucippus and Democritus held that the universe was impenetrable and eternal but not continuous; a primary substance with a diversity of forms and infinite arrangement.In atomism physis lost its associations of growth and life.It provided for the concepts of staticism and change and became the background of cosmopolitan individualism.

Philosophy had its impact on larger numbers of the population.The work of Anaxagoras was in prose and made available in an inexpensive and widely read book.［35］
 Xenophanes used poetry and developed the silloi which was satirical in character.Poetry was recited and the rhapsode was held in high esteem.He attacked Homer as a source of errors and denied that gods had human forms.

But if cattle and horses had hands and were able to paint with their hands and to fashion such pictures as men do,Then horses would pattern the forms of the gods after horses and cows after cattle, giving them just such a shapes those which they find in themselves.

In the words of Jaeger,［36］
 by his influenc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philosophy he transfused philosophical ideas into the intellectual blood-stream of Greece.Xenophanes was the first to formulate religious universalism.

The Dionysian tradition had retreated in the face of restraints imposed by Delphi, legal reforms, and advance in philosophy, but it advanced from the courts of the Tyrants to the artistic outburst of the fifth century. Stone-cutting had been used in the publication of laws and in the making of records as Greek epigraphy attests.Sculpture escaped from the traditions of imperialism in the East.Polytheism and the art of statuary based on it checked the development of a divine unity as a dogma.“The cause of myth and plastic art are really one” (Dill).After the defeat of the Persians, when the festival and the worship of Zeus became stronger bonds among the Greeks, Olympian victors became heroes of the first rank and were celebrated in statues.Sculpture ceased to be exclusively the handmaid of religion and emancipated itself from architecture.Pindar the Theban (502-452 B.C.) wrote hymns celebrating the greatest moments in the lives of athletes and pointed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wide diffusion of the poem in contrast with the immobility of the statue.He has been called “the Homer of the Pythagorean school and captivated by the doctrine of migrations of the soul and its ordeal and chastisement in preparation for a future life emphasized the possibility of elevation to lofty spiritual rank in the form of a hero” (Dill).With Theognis, the Megarian, he was repelled by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spired by Ionian cities and addressed his work to nobles by whom he was sponsored.Simonides went further and wrote odes for a fixed price and made independent sales of his work to the public.The price system had been extended and adapted to new demands.

The choral lyric as perfected by Pindar became a link between the epic and the drama.It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art form of the Dorian aristocracy as the drama became the expression of Athenian democracy.Tragedy, like the Dionysian ritual, had the essential function “through pity and fear to effect the purgation of such emotions” (Aristotle).Performances as a purge or purification renewed life.Tragedy was a rebirth of the myth.In development of the drama from the primitive chorus dancing around the altar of Dionysus, the dithyramb, “a community of unconscious actors who mutually regard themselves as transformed among one another” (Nietzsche), was split.The mimetic element in which music dominated the words was suppressed.The reed pipe or aulos, apparently taken over from earlier civilizations by the Ionians, became the chief instrument of the Dionysian cult and “the only and exclusive instrument of the theatre”.［37］
 As the epics abandoned musical accompaniment, the style of dancing songs was liberated, so the freeing of the dithyramb from music enabled the leader who varied the drama and song of the chorus by recitations centring around the adventures of Dionysus, to become the actor.［38］
 The reciter became a separate person from the dancers.Not later than 472 B.C.Aeschylus added a second actor and made possible dramatic action.The complete circle with the actor in the centre was changed to allow the spectators to occupy a half circle and the actor to turn toward a quarter circle.A third actor was added in the latter part of Aeschylus’s career.The epic spirit was combined to the dramatic form and since the whole story could not be treated in a single tragedy, three tragedies linked by a fable were used.Sophocles subordinated the choral to the dramatic element, employed three actors, and increased the chorus from twelve to fifteen.The trilogy became separate plays without a link.

Aeschylus attempted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gods of justice and followed the ideal of justifying God’s ways to man.A hero could be “born in the new spirit of freedom”.In the heroes of Sophocles the divine was blended with human character.To know oneself was to know man’s powerlessness and to know the indestructible and conquering majesty of suffering humanity.Tragedy restored the power of embracing all human interests to Greek poetry.［39］
 It claimed the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of the entire people.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was at its height.

Euripides has been described by Nietzsche［40］
 as the destroyer of myth and the genius of music.He brought the spectator from the benches to the stage.In contrast with Sophoclean man, the man of Euripides triumphed over the fiercest onslaughts of faith.The collectivism of Aeschylus was replaced by individualism.Tragedy ceased to be the most expressive form and to reflect the profoundest significance of the myth.The audience had lost faith in social life and 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began to wane.The rationalism of Euripides dominated the new comedy.［41］
 As the popular assembly became the constitutional organ of public opinion the dramatist became a sort of journalist influencing men by giving practical effect to their sentiments.Prepossessions were strengthened by being reflected in exaggerated form.The comedy of Aristophanes resembled vehement party journalism but was directed against persons or general principles and tendencies and not against measures.［42］


The impact of writing on the oral tradition became increasingly evide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h century.Prose reflected the demands of the city-state and to some extent of philosophers.According to Jaeger the evolutionary expression of the ethos of the new state was prose.Written laws assum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se in clear and universally valid sentences.Prose began with plain, accurate statements of public importance.Its development was hampered by the oral tradition in the Homeric epic pattern.In the sixth century it appeared in philosophy, genealogy, geography, and history, and its growth followed an interest in individuals and a concern with characters and stories.Literature was treated before history.Ionian writers treated the annals of cities and of peoples separately.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h century “Hecateus of Miletus thus speaks, I write as I deem true, for the traditions of the Greeks seem to me manifold and laughable”.An individual could use the “sacred majesty” of a book to express his views.Writing was beginning to destroy the bond of Greek life.In 470 B.C.Athens had no reading public, but by 430 B.C.Herodotus found it convenient to turn his recitations into book form.In the Athens of Pericles “reading was universally diffused” (Curtius), but prose literature developed largely 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n his talent for conversation and his concern in arousing the interest of an audience, Herodotus stood at the fountain head of European prose literature.

Intense literary creativeness on the highest scale and the culminating point in Greek literature in the fifth century corresponded with a very limited book production.Rhapsodies had been written down and circulated on manuscripts in the seventh century.Lyrics in the form of dialogue and action had grown out of the choral song and were followed by dramatic poetry.In the fifth century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were given a separate privileged position in the public recitations of the Panathenaia.The earliest book trade was a result of the popularity of the Attic tragedy as was the first public library in 330 B.C.By the time of Euripides［43］
 plays were widely read after the performance and it is significant that he was said to have been the first Greek to own a library.The demand for more efficient writing was probably evident in the change in writing.Following the Semites the Greeks began by writing from right to left, but they continued in a boustrophedon style and finally, by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wrote from left to right and generally reversed individual Semitic letters.The oral tradition left its impress in a demand for truthfulness and economy of words.Starting with facts they could not easily become victims of words.［44］
 The Attic dialect, a variety of Ionic, gradually replaced Ionic and became the dominant language.

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was reflected in political as in artistic developments.After the Persian wars national enthusiasm and strengthen-ing of political authority l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mysticism and individu-alistic religious cults and an emphasis on city and new cults.The city-state and religion became a unity.In Athens the prestige of the Areopagus had increased during the Persian wars, but its supremacy came to an end in 462 B.C.In 450 B.C.the citizen roll was drastically revised and large numbers were excluded and in 449 B.C.Pericles deprived the Areopagus still further of important powers.The state paid a small amount to citizens for each day’s attendance as a juror or at meetings of the public assembly and an amount to permit every citizen to attend the theatre at public festivals.The courts were empanelled from a list of jurymen selected by lot and Athenians became interested in keeping down the number of those receiving payment.From one-half to one-third of the citizens were supported at public expense and became a class of rentiers living on returns from taxes on trade and resident aliens.

The effect of these changes was shown in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Athenian empire.［45］
 In 454 B.C.the centre of the Delian league was transferred from Delos to Athens, making the latter the treasury, mint, supreme court, and leg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of eastern Hellas.Political and criminal cases were decided by regulation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laid down at Athen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courts suffered from congestion and juries were suspected of susceptibility to irrelevant pleas.The allies protested against oppressive features in judicial control and the levying of tribute.Charges of favoritism to democratic states were made by those less fortunately placed.The peace of Callias (448 B.C.) recognized Athenian claims to dominate the Aegean basin and Greek cities along the coast as far as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Lydia.The peace of 445 B.C.reflected a vital need of inter-state co-operation and seemed to mark the end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autonomous self-sufficient state.Following the great rebellion of 440 B.C.a general equilibrium existed between the surviving oligarchies supported by Sparta and the democratic interests of the Athenian empire.But fourteen years after a principle of conciliation had been adopted in 445 B.C.an appeal was made to force.

The spread of writing contributed to the collapse of Greek civilization by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the city-states.In Sparta the oral tradition and its emphasis on music persisted.Only a few laws had been solemnly introduced and fixed in writing and the legislation of Lycurgus persisted in the oral tradition.Citizens were subjected to an aristocratic military system.Sparta［46］
 became the head and centre of oligarchy and Athens of democracy.The institutions of Sparta carried the Greek capacity for law and discipline to its farthest point and those of Athens the capacity for rich and spontaneous individual development.The deeply rooted division between Ionian and Dorian Greeks was reinforced by geography, dialect,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The long struggl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s ended in the fall of Athens in 404 B.C.In turn Spartan supremacy declined after defeat by the Thebans in 371 B.C.Philip of Macedonia emphasized disunity by systematic propaganda and after the battle of Chaeronea the Greek city-stat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Rhodes, were subordinated to him.Ancient empires had been absorbed in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reece i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e powerful oral tradition of the Greek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the alphabet enabled them to resist the tendencies of empire in the East towards absolute monarchism and theocracy.They drove a wedge between the political empire concept with its emphasis on space and the ecclesiastical empire concept with its emphasis on time and reduced them to the rational proportions of the city-state.The monopoly of complex systems of writing which had been the basis of large-scale organizations of the East was destroyed.The adaptability of the alphabet to language weakened the possibilities of uniformity and enhanced the problems of government with fatal results to large-scale political organization.But the destruction of concepts of absolutism assumed a new approach of rationalism which was to change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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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The Written Tradition and the Roman Empire

The achievements of a rich oral tradition in Greek civilization became the basis of Western culture.The power of Greek culture to awaken the special forces of each people by whom it was adopted and to lead them to develop shapes of their own has been described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Rome.［1］
 The slumbering national forces were liberated to form a culture moulded by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native and Greek elements.Greek colonies in Italy and Sicily and Greek traders apparently introduced the alphabet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seventh century, and it was developed into a Graeco-Etruscan scrip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2］
 In the sixth century the rule of tyrants in Greece was paralleled in Rome and Greek gods were introduced by the Etruscans.The plastic cult image, the human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ity,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ult-building reached Rome in their complete forms and took their place with equal rights with animal shapes set in nature.The Greek house of God in the Capitoline temple was dedicated in 509 or 507 B.C.The Sibylline books were introduced through the Etruscans, placed in the cellar, and adopted in 499 B.C.Authority was set up to guard them and at their bidding Greek cults, including Ceres, Liber, and Libera, gods of the plebs, were introduced following a famine, and Demeter, Dionysios, and Kore introduced in 496 B.C.Codification of the cults and a deliberate arrangement in the order of gods and festivals in the earliest calendar probably coincided with the spread of writing, and was carried out to mark the union of two separate settlements in the city of Rom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king.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Rome took up a position of isolation in the face of Greek culture.The king was defeated and an aristocracy of patricians became the ruling class.The old principle that hereditary religion established the right of property was restored.Two annual officers, the praetors, later called consuls, replaced the k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Senate was increased.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lebeians whose powers had been weakened by the defeat of the king a tribunate of two, later increased to ten, with immunity from arrest, was set up in 494 B.C.to protect them from the arbitrary authority of the consuls.

The pontifices assumed the sacred obligations of the king and as a privileged minority in a sacerdotal college monopolized the knowledge of unwritten laws.Equipped with trained memories a series of juristic oligarchies applied all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disputes were settled.The task of maintaining a body of law was met through the oral tradition by reference to rules of conduct, information, conclusions converted into slogans, axioms, and doggerel verse.Authority was strengthen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members with religious offices, and the power of the priesthood was increased by the absence of a written body of law.Priests became the makers, expounders, and administrators of law hampered by no meddlesome legislators and capricious monarchs.The results of their work have been described as comparable to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the Greeks and the religious ideas of the Semites.

The tribunes developed deliberative assembli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for the plebeians and demanded that laws should be reduced to writing and made public.The pontifex maximus had recorded the names of magistrates and important events on a wooden tablet and the practice was followed by requests for elaborate details partly to imitate the model of Greek codifications.［3］
 The decemvirs’ code was worked out in 451 and 450 B.C.and became the twelve tables.In spite of this encroachment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interpretation remained in the hands of the college of pontiffs and law was developed by legal fictions.The code maintained the power of the father over the son but admitted that patrimony might be divided among brothers.Property belonged to the individual and not to the gens, and the right to transmit property by will was conceded.The fiction of a pretended sale made possible the selection of the one chosen as heir.Inability of plebeians to contract a sacred marriage was overcome by recognition of a fictitious sale of the wife to the husband.One year’s cohabitation established the same legal ties as purchase or religious ceremony, but if in each year the wife interrupted cohabitation by no more than three nigh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usband’s power could be prevented.

Plebeian powers were steadily conceded and extended.In 445 B.C.the law against marriage between the two orders was withdrawn. Encroachment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consul began in 444 B.C.and to isolate and protect its religious function the position of the censor was instituted in 443 B.C.Two censors were chosen every four or five years to determine assessments for purposes of taxation and after about a century they were able to decid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enate.The struggle was renewed after the sack of Rome by the Gauls in 396 B.C., and the Licinian laws in 367 B.C.required that one consul must be plebeian.New offices, the praetorship, and the curule aedileship, in which the praetor officially administered justice, were created by the patricians in 366.Knowledge of the legal process was gradually made public after 312 B.C.and the ascendancy of the pontiffs came to an end in 304 B.C.The lex Ogulnia admitted plebeians to the offices of pontifices and augures in 300 B.C.After 287 B.C.measures of the plebeian assembly had the force of laws.In 253 B.C.the first plebeian pontifex maximus was appointed and, significantly, he was the first to profess law publicly.

In spite of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the plebeian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law, the influence of the oral tradition persisted, partly because of its adaptability to new demands and partly because the prudentes or lawyers probably continued in their connexions with the priestly class.Dominance of the Italian peninsula and expansion of territory was followed by an increase in trade with the Greeks and by the adoption of silver coinage by the Senate in 268 B.C.To administer justice for aliens a second praetor, peregrinus, was added in 242 B.C., in contrast with the first praetor, urbanus.The number of praetors was increased to four in 227 B.C.and to six in 198 B.C.The peregrine court familiarized Romans with the standard practices of commercial peoples［4］
 and enhanced a respect for equity.Lawyers were trained in the use of formula until even the urban court could abandon the rigid legis actiones.

Under the per legis actionem procedure, the praetor and the parties concerned had their roles fixed by law and new formularies were composed to destroy its rigidity.Under the per formulam procedure introduced about 150 B.C.the action was divided and the issue was first defined before the magistrate.A written instruction called the formula was sent to the judex ordering him to condemn or dismiss the defendant according to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raised. The exact question in dispute was therefore determined by trained lawyers and the actual facts by laymen (judex) who settled the dispute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decided by the praetor, a trained legal expert.The older spoken formulae were displaced by written formulae, but only after the technique of the jurist had been fixed to a degree that the innovation had little influence.Formulary procedure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 powerful an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jus praetorum which accompanied the increased powers of the praetor.The lex Aebutia, about 120 B.C., established documentary procedure or the formulary system as an optional process and avoided the excessive technicality and formalism of the system of legis actiones.The praetors issued edicts stating the rules of procedure to govern during their year of office, which were placed in black letters with red captions on white wooden tablets posted in the forum.The praetor generally adopted the edict of his predecessor, but with modifications.Control over procedure implied control over fundamental changes in law.［5］
 The lex Cornelia, 67 B.C., required the praetor to abide by his edict during his year of office.The edicts gave flexibility and certainty and became a source of equity.

Until the time of Cicero, laws and precedents were kept to a large extent in the memories of men and the results of the oral tradition were evident in the achievements of jurists.In the peregrine court the progressive character of law was evid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most the whole of the law of contract, “on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classical jurisprudence”.Property was divided into movables and immovables, and contracts and conveyances between organized groups were ceremonious in the highest degree and required a number of witnesses and assistants.Contracts created obligations and were separated from conveyances which transferred property rights.Steps in ceremonial were dropped, simplified, or neglected until in specific contracts, on which “the activity and energy of social intercourse” depended, no form was used.A contract was a pact plus an obligation, “the most beautiful monument” of the sagacity of Roman jurisconsults.［6］
 “The positive duty resulting from one man’s reliance on the word of another is among the slowest conquests of advancing civilization.”［7］


Contract replaced forms of reciprocity in rights and duties having their origin in the family held together by the patria potestas.Legal fictions permitted the creation of artificial relations and there has been “none to which I conceive mankind to be more deeply indebted”.［8］
 The father’s powers were limited as facilities for their voluntary surrender were multiplied.The perpetual guardianship of women died out and the Roman female attained a position of personal and proprietary independence.The greatest possible latitude was given to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the right of ownership was as unrestricted as possible.“Property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possession.”［9］
 Possession was merely an outwork of ownership and an aid to its better protection.Res publica had its counterpart in res privata.The state became a creature of law to be discussed in terms of legal competence.The relations of the state to religious institutions and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philosophy, which had scarcely been problems in the unity of the Greek polis, were vital to the Romans.［10］


The achievements of civil law in the concepts of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contract were not made by the state, though sanctioned by its protection, but by practising lawyers.Lex, used for the conclusion of treaties, the regulation of provinces and local areas, and ordinary matters under constitutional law, was sparingly used as a source of law.［11］
 Treaties were engraved on bronze or stone and stored in the Capitoline temple, laws of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in the Temple of Saturn, and important decrees of the Senate in the Temple of Ceres.The influence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shown in the problems of lex was in striking contrast with 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in civil law, a contrast which boded ill for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empire.

The success of Roman arms in extending the territory of the republic created problems of government.Wars and alliances left Rome as mistress of Italy by 260 B.C.War with Carthage from 265 to 241 B.C.was followed by the acquisition of Sicily and the Lipari Islands.From 236 to 219 B.C.Carthage extended her territory to include Spain, but conflict with Rome after 218 B.C.again brought defeat and the drastic reductions of the treaty of 202 B.C.The third Punic war after 153 B.C.end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Carthage.War with Carthage involved conflict with Hellenistic kingdoms.Assisted by the fleets of Pergamum and Rhodes,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Greek cities, Rome declared war on Macedonia in 200 B.C.and compelled withdrawal from Greece, Thrace, and Asia Minor.After the outbreak of rebellion in 171 B.C.the Macedonian kingdom was extinguished in 168 B.C., and the position of Rhodes was weakened in 166 B.C.when Rome in the interest of Athens declared Delos a free port.Opposition to Rome among the Greek cities was followed by drastic measures including the destruction of Corinth in 146 B.C.The dominance of trading communities on the Mediterranean came to an end.

Rome became concerned with the task of Eastern empires. Philip and Alexander had developed efficient instruments of war and rapidly overran the city-states and built a Macedonian empire with control over the sea, the Persian empire, and territory as far east as India.Through deification of the ruler Alexander had established cohesion in a single cosmopolis which joine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ith western Asia and transcended cities, tribes, and nations.“Man as a political animal, a fraction of the polis or self-governing city had ended with Aristotle, with Alexander begins man as an individual” (A.J.Carlyle).The problems of separatist tendencies in earlier empires immediately emerged and after Alexander’s death four dynasties were established, the Seleucids controlling roughly the former Persian empire, the Ptolemies in Egypt, the Antigonids in Macedonia, and the Attalids in Pergamum.

The impact of Greek culture in these kingdoms vari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traditions.The Seleucids inheriting the problems of the Persian empire attempted to dominate Persian, Babylonian, and Hebrew religions, but the concept of the Greek city-state made slight impression.The kingdom collapsed and left legacies of bitter memories of resistance to persecution.Monarchies without the cement of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and depending on force and solution of dynastic problems were insecure.

The Ptolemies inherited the problems of empire in Egypt.To offset the influence of the powerful priestly class at Thebes a new capital was built and a new centre for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was established at Alexandria.A new god Serapis, probably the only god successfully made by man, was deliberately created.The Serapeum became to the Egyptian cult what the temple had been to the religion of Israel.［12］
 Politics “changed the government of heaven when changing that of earth” (Cumont).The cursive style of Egyptian writing was abbreviated in business and private correspondence in a popular or demotic style.The crucial position of Egyptian script was destroyed.Introduction of Greek script was probably accompanied by displacement of the brush by the reed(Phragmites aegypteia).Thicker than the brush, it was cut to a point and split to form a pen.Easy access to supplies of papyrus facilitated development of the Alexandrian library.By 285 B.C.the library established by Ptolemy Ⅰ had 20,000 manuscripts, and by the middle of the first century 700,000, while a smaller library established by Ptolemy Ⅱ in the Serapeum possibly for duplicates had 42,800.［13］
 The library was accompanied by the university.Scholars established texts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classical works.［14］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through the work of Aristarchus were made into a sort of vulgate by 150 B.C., eventually to come under the “fatal glamour of false knowledge diffused by the printed text” (Gilbert Murray).The Hebrew scriptures were translated and edited, the Laws under Ptolemy Ⅱ probably between 283 and 246 B.C., Isaiah and Jeremiah between 170 and 132 B.C., the Prophets and Psalms by the latter date, and Ecclesiastes about 100 B.C.Alexandria brought the philosophical or religious ideas of East and West, of India, Palestine, Persia, and Greece to a focus.The Pythagorean system combined influences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nd suppor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Osiris and Dionysus.Personified reason or the Logos as the rational part of the soul with an existence above the daemons had emerged as a second god by 350 B.C.An idea of definite conversion or of abiding change in the individual mind had appeared.In the museum science became the spiritual continuation of the work of Aristotle.Ptolemaic systemization left its stamp on geography and astronomy.Geometry was developed by Euclid about 300 B.C.to the point that it probably hindered the invention of a system of numerical notation.Aristarchus of Samos (310-230 B.C.) discovered that the sun was far larger than the earth and regarded the geocentric theory as impossible.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made the Alexandrine age one of “erudition and criticism”,［15］
 of specialists rather than poets and scholars.The Alexandrine man was “a librarian and corrector of proofs and who, pitiable wretch, goes blind from the dust of books and printers’ errors” (Nietzsche).Collectomania and large libraries accompanied taste and respectability.［16］
 Aesthetic opinions were crystallized and the dilettante appeared.Literature was divorced from life, thought from action, poetry from philosophy.In the Argonautica Apollonius in his revolt against Callimachus protested that a great book was a great evil.［17］
 Astrology proved stronger than astronomy.Geography began in science and ended in literature.Strabo’s geography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swan song of Hellenism.

The oral tradition of Greece as it had crystallized in the writing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had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Alexandria.Plato opposed the naturalistic cosmogonies of poets and physical philosophers with the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ized monotheism spreading from Babylonia and Egypt.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belief in the divinity of the stars and acquaintance with the technique of mental repression in Egypt led Plato to state that governments must be free to lie.The inscription over Plato’s Academy, “Let none enter who knows not geometry”, implied a neglect of physis and of the study of growth.Aristotle, a student of Plato probably from 367 to 347 B.C., left the Academy after Plato’s death and eventually set up his Lyceum in 325 B.C.As an Ionian and the son of a doctor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biological sciences which implied a concern with observation rather than with system.Greek medicine had its significance in relation to ideals of health.It insist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experience is the basis of all knowledge, emphasized exactness, and distinguished the real causes of illness and symptoms by taking them out of the sphere of moral law.“One must attend in medicine not primarily to plausible theories but to experience combined with reason.”［18］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emphasized classification, which, in the words of Whitehead, stood half-way between the immediate concreteness of the individual theory and the complete abstractions of mathematical notions and involved an emphasis on logic.His system was provisional and open, and pointed to a striving toward totality of problems rather than finished knowledge.As a biologist rather than a physicist, he leaned toward a final cause.The science of natural knowledge was built up and set beside astronomy in the realm of philosophy.The dethronement of mathematics as a formative element created a breach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Metaphysics surrendered to special sciences.

Cheap subsidized supplies of papyrus became the basis for an extensiv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s well as large libraries.Ptolemy Ⅱ built up a monopoly of papyrus following a decline in price from two drachmae for a roll in 333 B.C.to a drachma for several rolls in 296 B.C., in spite of a general rise in prices incidental to the flow of treasure from the East.After 279 B.C.a roll cost nearly two drachmae.Prices in Delos were two or three times those in Egypt following a policy of increasing 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and lowering prices in the home market by maintaining or increasing them in the foreign market by an export tax or a prohibition of exports.［19］
 The temple monopolies of the Pharaohs were continued in the monopoly system of the Ptolemies, who farmed their estates and filled their treasuries.“Compulsion always leads to oppression and compulsion was the only recourse of a government that regarded itself as the sole ruling power in economic life.” “Cumulation of offices, nepotism, control by various means of many offices, are well known phenomena in any decaying bureaucratic régime” (Rostovtzeff).An Egyptian theocratic state compelled its conquerors to establish similar institutions designed to reduce its power.

The Attalids had shielded a number of cities from attacks by the Gauls and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influence of Pergamum.To offset the influence of Alexandria, Eumenes Ⅱ (197-159 B.C.) built up a library and encouraged a variety of scholarly studies in contrast with the verbal scholarship of Alexandria.Apollodorus probably left Egypt for Pergamum after the accession of Eurgetes Ⅱ or about 146 B.C.As a result of the prohibition of exports of papyrus to Pergamum, Eumenes Ⅱ encouraged the use of parchment,［20］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nopoly and of royal factories employ-ing large numbers of slaves.［21］
 Cattle and hides were imported through Cyzicus from the Euxine.Pergamum was “in all probability the source of that renewal of Atticism to which we owe in great par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sterpieces of Attic prose” (Susemihl).［22］
 Its art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meeting of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a conflict of good and evil, in the attempt at unfamiliar ways of expression.［23］


The Antigonids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 small city-states of Greece into municipalities.They captured Athens in 261 B.C.and maintained a garrison in the city to 229 B.C.They adopted an opportunistic policy toward the formation of leagues of cities.A league of twelve cities was dissolved by Antigonus Gonatas, but after 280 B.C.the Achaean league was formed and rapidly extended under Aratus.Antigonus Doson checked aggression from the Spartans by defeating them at Sellasia in 222 B.C.The Aetolian league expanded during a period of Macedonian weakness from about 311 to 245 B.C.The Achaean league was destroyed by Rome in 168 B.C.

In spite of particularism common interests were developed throughout the Hellenistic period.“There are many cities but they are one Hellas.” Hellenistic Greek as a common speech was developed from Attic.With supplies［24］
 of papyrus and parchment and the employment of educated slaves, books were produced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Hellenistic capitals provided a large reading public.In the words of Tarn, a world empty of machines and full of slaves demanded easy material for reading.The great bulk of writing was represented by third-hand compendia of snippets and text-books, short cuts to knowledge, quantities of tragedies, and an active comedy of manners in Athens.Literary men wrote books about other books and became bibliophiles.Though rhetoric had emerged to serve the democracy of Sicily and was introduced at Arragas in 472 B.C.and at Syracuse in 466 B.C., it was brought to Athens by Gorgias only in 427 B.C.Probably in 378-377 B.C.laws were enacted requiring pleadings before the Athenian courts to be presented in writing, partly to save time and jury fees and partly to meet the demands of professional speech-writers.By the second century everything had been swamped by the growth of rhetoric.In philosophy in the schools of Athens constructive system building was replaced by elementary pedagogy.In the third century alien influences on staff and in student body increased.Detachment of the individual from politics after 300 B.C.necessitated a concern in philosophy with happiness, conduct, and ethics.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y became crystallized in writing and was superseded by philosophy which emphasized teaching.Zeno, the founder of Stoicism, was a hellenized Phoenician from Citrum in Cyprus and came to Athens about 320 B.C.Free from the preposse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Stoicism became a collection of doctrines and a religion to take the place of polytheism.They returned to Heraclitus in an emphasis on a single principle of life.“Right reason is the law of nature, the standard everywhere of what is just and right, unchangeable in its principles, binding on all men whether ruler or subjects, the law of God.”［25］
 Stoicism was over and above all cults authorized by the state.“It made man at home in the universe”(Edwyn Bevan).All human beings had reason and a fundamental equality.“Before the law of nature all men have an equal status.” Dogmatism followed the conclusion that power governing the universe was rational.The Cynics protested against the idealiz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the city-state and poured contempt on popular religion and worship of material images of the Divine.“They were probably the purest monotheists that classical antiquity produced.”［26］
 Epicurus established a school, based on atomism and the writings of Democritus, at Athens in 307 B.C.He emphasized exper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in contrast with Plato’s concern with mathematics and the priority of reason.He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gods of popular belief and denied the validity of popular superstition.To him the very fear of death, of which the great ones claimed to be free, lay at the root of civic ambition.

The Olympian religion and the city-state were replaced by philosophy and science for the educated and by Eastern religions for the common man.Communication between tho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hilosophy and tho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Cultural division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class structure.Division between Athens and Alexandria and Pergamum followed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written tradition, weakened science and philosophy, and opened the way to religions from the East and force from Rome in the West.

Following success in the East, Rome came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Hellenism.“Captive Greece took captive her proud conqueror”(Horace).About 272 B.C.Livius Andronicus［27］
 came to Rome.He translated the Odyssey and as the first Greek to write Latin became the founder of Latin literature.In 240 B.C.he introduced the drama to Rome following the demands of soldiers returning from Greek settlements in the south for tragedies and comedies at Roman festivals.In 249 B.C.a choir of virgins introduced the Greek choral lyric.The Greek new comedy of the fourth century was adapted to audiences accustomed to the dramatic technique of the tragic stage.By 200 B.C.Greek plays could be presented without serious alterations.Opposition to Greek culture favoured an emphasis on Latin prose which had been confined to blunt sentences adapted to the economy of stone writing in laws, treaties, and official records.Cato protested that Greek literature would be the ruin of Rome and in his polemics help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a dignified versatile language.In 161 B.C.the Senate empowered the praetor to expel all teachers of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and in 154 B.C.expelled two disciples of Epicurus.The spread of Greek metaphysics and psychology was probably checked, but Greek teachers and grammarians enhanced the popularity of Hellenistic ideals in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second century.In about 168 B.C.Crates of Mallo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scholar of the Pergamese school,［28］
 established the first school of grammar in Rome and reflected the erudition and discernment of Hellenistic literary criticism.

Prose gained fresh power in attempts to meet problems of the Republic which followed a marked increase in wealth.Direct taxation was abolished by the Senate after 167 B.C.Large-scale farming and absentee ownership brought protests against the increased power of the Senate, particularly after revolt of the slaves in 139 B.C.The Gracchi were among the first to use the weapon of Greek rhetoric on behalf of the democratic cause.Gaius Gracchus increased the range of forensic prose and made it “vivid, clear, versatile and vibrant” (Tenney Frank).Large numbers entered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speeches were given wider publicity through an enlarged circle of readers.Public speech moulded prose style.Over the long period from 500 to 100 B.C.harsh sounds had been eliminated and the Latin language reached maturity.In an edict of the censors of 92 B.C.Licinius Crassus attempted to discourage Latin schools of rhetoric, but its influence was evid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se as a finished product to its climax under Cicero.Broken speech was converted into a literary instrument with “concentration and surcharge, magnificent sonority and architectonic sentence building”.Written speech became almost the equal of oral speech. Following the models of Isocrates, Cicero dominated the history of belles-lettres in Europe.Latin became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and his widely read books and compilations were vehicles for the spread of Stoicism.

Epicureanism and Stoicism with a common ideal, “the complete emancipation of the soul from the yoke of passion and superstition” (Asquith), were spread by living teachers and the spoken word to the disadvantage of Platonism and Aristotelianism.Lucretius, following Epicurus in the didactic verse of De rerum natura, attacked the spirit of cringing before the gods, the enslavement of the soul incidental to the belief in the beyond and the fear of death, the cruelties of sacrifice, signs and wonders, the mystification of seers and the interpreters of dreams.Stoicism proved more acceptable.It spread from Rhodes through the teachings of Chrysippus and Poseidonius, who taught Panaetius.The latter restated Stoic philosophy for assimilation by Romans of the aristocratic class and with Polybius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the second century introduced it to the circle of Scipio Amelianus.Through Cicero, who wrote that “a single copy of the Twelve Tables has greater weight and authority than all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world” (De oratore), Stoicism received fresh support in its influence on Roman law.Stoic philosophy brought the ideas of the world state, natur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citizenship in an ethical sense, which were independent and superior to the enactments of kings.The conception of natural law brought enlightened criticism to bear on custom, helped to destroy the religious and ceremonial character of law, promoted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emphasized the factor of intent, and mitigated unreasoning harshness.It was “an ultimate principle of fitness with regard to the nature of man as a rational and social being, which is, or ought to be, the justification of every form of positive law” (Pollock).The jus gentium began to be conceived as a law common to all mankind and equivalent to the law of nature.“We are servants of the law in order that we may be free” (Cicero).

The spread of writing reinforced Greek influence.Books and readers probably emerged in the third centur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tate and the demands of agriculture and law.In the second century books were securely established but circulated in a very limited educated class.After the defeat of Perseus of Macedonia (168 B.C.), the consul Aemilius Paulus brought the library of the king to Rome.Sulla brought the library of Apollion of Teus, including works of Aristotle and Theophrastus, from Athens to Rome.New biographies and contemporary histories were brought out and larger numbers of writers demanded more compendious and reliable reference works.Dominance of Egypt gave access to papyrus, which was more convenient than bark, the name of which persisted in the word liber, meaning book.［29］
 Under the Ptolemies papyrus production increased and the quality was improved through domestic cultivation which made it possible to harvest it all the year round.Sale was regulated under royal monopoly but private individuals cultivated and prepared it in factories.The best papyrus was purchased by the state at a fixed price chiefly for the use of notaries and poorer grades were sold outside the monopoly.

The character of the book trade is illustrated in the interests of Atticus, a friend of Cicero’s, who accumulated a large library from books collected in Greece and became a publisher.In 61 B.C.he was criticizing a collection of Cicero’s orations which had been put in book form and by 56 B.C.apparently controlled Cicero’s publications.Slaves were trained as copyists, readers, and librarians, and in 55 B.C.he had a copying establishment.［30］
 The strihoi, a measurement of fifteen or sixteen syllables, was apparently used as a device for paying copyists as well as in making citations and in protecting purchasers.Stichometry facilitated counting of the number of lines and establishing of market prices for manuscripts.The average rate of production for copyists was 250 strihoi per hour.Private libraries emerged and Vitruvius advised that “the sleeping rooms and libraries should face toward the east; for their utilization demands the morning light; also the books in the library will not decay”.

The effect of writing was evident in every phase of cultural life.Manuscripts written by Plautus for a single performance were resurrected from the state archives by the aediles.After Terence old plays glutted the market and new writers were discouraged.The conflict of the Greek method of scansion with Roman pronunciation by stress accent weakened the drama and demands for cheaper amusement reduced the mimes to low levels and drove the intelligent from the theatre.In law Greek influence favoured the abstract formulation of legal doctrines demanded by codes.Literal interpretation led to neglect of the nature of the matter itself.“The reasons underlying the legal system should not be inquired into, otherwise much that is certain would collapse” (Neratius).［31］
 In 198 B.C.Sextus Aelius had compiled the Tripertita,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treatise, and in 95 B.C.Quintus Mercius Scaevola, consul, made the first digest of civil law in twenty-eight books.A treatise of Saevius Sulpicius Rufus, consul, in 51 B.C., provided systematic comment on the edicts of the urban praetor.Julius Caesar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ibrary under Marcus Terentius Varro to reduce “all existing codes of civil law to a more simplified form by extracting only the essential features and combining them in a select series of legal documents”, and to make works in Greek and Latin available to the public.［32］
 As the written tradition was extended shorthand was introduced to bridge the gap with the oral tradition.Cicero dictated to Tiro, a freedman who used shorthand.In 63 B.C.stenographers were apparently introduced in the Senate and in 59 B.C.an official gazette acta diurna and the acta senatus including minutes of the Senate were started by Julius Caesar as consul.Publication of proceedings compelled speakers to consider the outside public.In 52 B.C.the triumvirs severely limited the time for pleas in court, which reinforced the demand for matter-of-fact style in the Senate and brought disaster to the style of Cicero.

The problem of government over large areas compelled an emphasis on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Models were available in the large secretarial departments of Hellenistic kingdoms.Concentration of control weakened the power of the Senate.As early as 327 B.C.the practice of extending the power of the consul by lengthening the time of his appointment to enable him to conduct campaigns over longer periods was introduced.In 149 B.C.judicial procedure was extended to cover cases of magisterial extortion in the provinces, including bribery and treason, but its effects were more than offset by the effects of reforms in the army introduced by Marius and Sulla and severance from the civil authorities.Nominally the provinces were protected by regulations of the Senate, but Roman governors returned with wealth, ambitions, and an experience of absolute power disastrous to the Republic.A fixed tribute was imposed on conquered nations in the West and following the practice of monarchies, revenues were farmed in the East.The system meant “government by the unpaid aristocrat and exploitation by the irresponsible profiteer” (H.Stuart Jones).In the third and second centuries B.C.“the Senate governed but did not reign whilst the people reigned but did not govern” (H.Stuart Jones), and dissension between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became the opportunity of Caesarism backed by an army.

The spread of writing contributed to the downfall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mpire.With the growth of administration the power of the emperor was enhanced and in turn used to secure new support.Eastern religions were mobilize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empire.Following a severe pestilence the Greek god Asklepios was brought from Epidaurus to Rome in 293 B.C.and a temple dedicated to him in 291 B.C.The migration of deiti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hird century compelled the Senate to attempt to check the spread of sacred writings in 213 B.C.The Magna Mater,［33］
 a pre-Phrygian goddess, was, however, of special interest to the nobility and in 204 B.C.her transfer to Rome was advised by the Sybils.Attalus who had helped the Romans against Philip assisted in her migration.Official recognition assumed a privileged position.“A breach had been made in the cracked wall of old Roman principles, through which the entire Orient finally gained ingress” (Cumont), although the authorities had isolated the religion to prevent contagion at the expense of Roman customs.Junius Brutus, praetor urbanus, celebrated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in the Palatinate in 191 B.C.In the last days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the mystic cult of Bacchus was introduced from Tarentum an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econd century B.C.the Dionysiac orgies “descended on Rome like a pestilence”.In 139 B.C.an edict attempted to check the spread of astrology.The spread of worship of Isis and Serapis from Egypt was followed by order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its altars and statues in 59, 58, 53, and 48 B.C.Under Julius Caesar an Alexandrian astronomer had reformed the calendar and the dates of the festivals of Isis were marked by Alexandrian priests.When Octavian accepted the title of Augustus in 27 B.C.he revised Roman religion.Ruined temples were restored and the temple of Apollo, his mother, and sister was dedicated and in 17 B.C., at his secular celebration, Augustus made them the equal of old deities.Apollo became the chief divinity and the rites were placed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fifteen men.After a fire in 83 B.C.additions had been made to the sacred collection of Sibylline books and Augustus ordered the destruction of over 2,000 copies of pseudo-books of unlicensed divination and prohibited books on magic.The remainder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 temple of the Capitoline Jupiter to a new hous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imperial residence.Deliberate emphasis was given to cults related to the Julian gens.In 12 B.C.Augustus became Pontifex Maximus and the colleges came under his control.The oath of officials and soldiers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geniu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divi Caesares of the past.

Emperor worship was steadily reinforced from the East.Pompey had been greeted as a god and after his defeat in 48 B.C.his place was taken by Julius Caesar.After the death of the latter his deification was fixed by law on 1 January 42 B.C.Octavian had discredited Antony in his alliance with Cleopatra, the one liv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divine monarchies in the East, but as a successor to the Ptolemies he himself necessarily became a god and by 9 B.C.was worshipped in the East as a saviour.The cult of the living ruler spread rapidly in the provinces after the long and prosperous rule of Augustus, and Caligula (A.D.37-41) was probably declared a god before the Senate.Eastern religions were held in check, although a bloody persecution of the priests of the cult of Isis and Serapis by Tiberius in A.D.19 was followed by the erection of a temple of Isis Campensis by Caligula in A.D.38.Claudius gave new importance to the Magna Mater by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cycle of events for an annual celebration on 15-17 March to mark the beginning of spring.The cult was especially attractive to women and under Trajan spread to the provinces.After the death of Nero (34-68), the last of the line of Caesars, the Flavian dynasty attempted to prove its legitimacy by assuming a divinity similar to that of its predecessor.Under Trajan the imperial cult gained in importance and the emperor became the vice-regent of God.Hadrian revived the religious attitude of Augustus in the classicism of art and architecture.Distrust of a divinized sovereign led to the avoidance of titles suggesting kingly authority, but deified Caesars were worshipped as symbols of continuity and legitimacy.

After Marcus Aurelius, his son Commodus (180-193) probably claimed sacrifices and images and weakened the two pillars of the empire, namely, rejection of oriental cults and postponement of the apotheosis of the emperor until after death.He was initiated to the mysteries of Mithra and recognition was followed by rapid advance.Deification of living emperors assumed public worship of them.In the following century of war the emperors relied to an increasing extent on force.Septimus Severus (193-211) was an African by birth and the Severi gave fresh support to foreign cults.

Elagabalus made his own god, Baal of Emesa, the proper lord of Rome but was murdered by his troops in A.D.222.Caracalla Alexander (222-235) erected a temple to Serapis and in his name he reflected the interest of Alexander in the idea of a world empire rather than the Roman attitude of maintaining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ruler and his subjects.In A.D.273 Aurelian defeated Queen Zenobia, who had formed a large state, at Palmyra, and in A.D.274 he proclaimed the dethronement of Roman idolatry and dedicated a shrine to the god Sol Invictus.The 25th of December, marking the sun’s entrance on a new course of triumph, became the great festival of Mithra’s sacred year.Diocletian (284-305) completed the work begun by Aurelian, though he was not worshipped as dominus et deus, and an oriental cult became the religion of the empire bringing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mperor and the empire.The disappearance of formal privileges of the Senate and the dyarchy weakened constitutionalism and strengthened an autocracy in an intricate bureaucratic state.Mithraism had spread with the army in the West and particularly in Germany and the Danubian provinces.After reach-ing its peak about A.D.250 it suffered a severe blow in the loss of Dacia in A.D.275.Hellenism never surrendered to the gods of hereditary enemies and Mithra was excluded from the Hellenic world.Diocletian, in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tetrarchy, recognized the growing division between the Latin West and the Greek East.

The rise of absolutism in a bureaucratic state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writing and was support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production of papyrus.Under Augustus cultivation, manufacture, and sale were placed in private hands.An embarkation tax was probably substituted for an export tax since Rome was the chief importer.［34］
 Manufacture shifted from small villages to more important towns.The ouvrier-fabricant became a workman in a factory.The swamps of the Nile delta supplied a convenient, reasonably priced material for 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covering territory from Britain to Mesopotamia.

Augustus overcame the distrust of experts and government without paid officials inherited by the Romans from the Greek city-state and created a civil service.He became his own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and introduced a trained personnel for the collection of taxes.Systems of account were devised to provide a guarantee of efficiency.Freedmen［35］
 who had probably been Hellenic slaves and had acquired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skill had been used by Julius Caesar as officers of the mint, and in the first century they were generally in control of correspondence with all parts of the empire.Augustus, following Persian example, organized a state post with the use of relays.Later a messenger was sent to travel the whole distance and to supplement written with verbal instructions.After the death of Nero, Vitellius, who represented the army on the Rhine, began to assign officers in the imperial bureaux to the knights.While freedmen continued as efficient administrators Vespasian recruited the governing class from the whole empire and Hadrian gave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knights in the civil service at the expense of the power of the Senate.Bureaucratic interference began to sap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municipal life.［36］
 Equites as secretaries introduced a new epo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bureaucracy.Severus created the res privata principis which became a central treasury and openly claimed it as his own.Procuratorships were treated as rewards for services and as pensioning posts for discharged officers.Gallienus excluded the senatorial order from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nd gave control of the legions and of the more important provinces to the imperial praefecti.By about A.D.250 the fiction of dualism of emperor and Senate had collapsed.Diocletian separated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arm from the civil authority and left provincial governors only with 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The large provinces were divided into small units and were subject to a vast bureaucracy.

The effects of bureaucracy were evident in the codification of law.Under the empire the urban edict which had been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in the advance of law ceased to be a living source of law.“While the Roman state was alive and developing no code was constituted or even proposed” (Savigny).The praetor became dependent and lost initiative and, under Hadrian, Salvus Julianus codified the edict in a final and fixed form about A.D.130.A limited number of privileged jurists gave answers by the emperor’s authority and under seal.These replies reached high authority by the time of Gaius who prepared the Institutes about A.D.161.By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the formulary system had been displaced by magisterial procedure which became legally inquisitorial and actually accusatorial.After Tiberius torture was applied to free-born accused persons and after Severus to free-born citizens.In the third century capital punishment became ordinary for serious and even comparatively trivial crimes.The decline of legal science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century when the calamity of legal insecurity overtook the empire was accompanied by private and official collections.The un-Roman state legislation was extended to the domain of civil law.The empire was accompanied by statute law.The letter of the law became supreme and decrees were inexorably and unalterably fixed.The living growth was replaced by the dead letter.

Attempts were made in the empire to build up the prestige of Rome to offset that of Alexandria by establishing libraries.Libraries were associated with temples as the most magnificent, accessible, and secure of public edifices.Augustus built two libraries, including the Palatine in which books were divided into Greek and Latin sections.Tiberius, Vespasian, Trajan, and Hadrian continued the imperial practice.By the fourth century Rome possessed at least 28 libraries with perhaps 20,000 rolls each divided into Greek and Roman sections.Municipal libraries we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empire.［37］
 Private libraries had become indications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38］
 Pliny gave an estimated ￡9,000 to establish a library at Como and an endowment of over ￡800 to maintain it.

The growth of libraries supported a trade chiefly in Latin books, since Alexandria continued as an important centre in the publication of Greek books.A single bookselling firm with 100 slaves trained as scribes could produce through the use of dictation a thousand copies of Martial (Book Ⅱ) in ten hours, which, plainly bound, sold at an estimate of 6 to 8 pence and yielded a profit of 100 per cent.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moderate prices assumed a wide distribution.An important export business［39］
 followed extension of territory and improvement of roads, particularly in Spain and the western provinces.Native languages were displaced by Latin and by the end of Augustus’s reign Spain was as Latin as Italy.Druidism in Gaul with its oral traditions and long poems (Caesar’s Gallic Wars) disappeared in favour of a book trade in Lyons.

In the empire books became instruments of literary propaganda.Patronage was used by Augustus as it had been by the Ptolemies.Maecenas brought together a literary group, chiefly Italians, and encouraged writers such as Virgil and Horace to achievements of the highest craftsmanship in a golden literary age.An artificial delicate literature which accompanied a profession of letters diverged increasingly with popular taste, and the death of Augustus was followed by almost immediate collapse.Suppression of public life in the empire, punishment, and confiscation of work reflecting on the emperor brought hypocritical silence, subterfuge, and servility.Vespasian took an active part in controlling education as a means of directing the influence of professors and rhetoricians who controlled the views of the upper classes.A system of higher schools of grammar and rhetoric was established and fixed endowments given to professors of the liberal arts.Quintilian became the first professor of Latin rhetoric in Rome in A.D.71.“Declamation is the most modern of all exercises and also by far the most useful” (Quintilian).In the silver age, roughly from A.D.14 to 128, the strongest voices such as Tacitus and Juvenal were those of protest.Writers turned to the compilation of facts.The elder Pliny, who held a high place in the councils of Vespasian, wrote thirty-seven books in his Natural History, for which 2,000 volumes were consulted.The younger Pliny’s panegyric on Trajan “became the parent and model of the prostituted rhetoric of the Gallic renaissance in the fourth century”.［40］
 Hadrian opened the Athenaeum as the first school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supported Athenian schools.“After a long eclipse, the rhetorical culture of Greece vigorously addressed itself in the reign of Hadrian to the conquest of the West.”［41］
 Marcus Aurelius established four professorships in Athens with a salary of 10,000 denarii each to support the teaching of Stoic, Platonic, Peripatetic, and Epicurean philosophers.

The written tradition dependent on papyrus and the roll supported an emphasis on 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Rome became dependent on the army,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law at the expense of trade 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y.Trade with India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discovery about A.D.50 that the monsoons provided a reliable means of transit for sailing-vessels, and by the fourth century Rome had probably lost two-thirds of her gold and one-half of her silver to the East.The inflation under Commodus was marked by decline of the value of the denarius by two-thirds.［42］


As a result of the decline of trade Roman religion escaped from the demands made upon Greek religion for adjustment in relation to time.Altheim describes the revelation of the gods to Romans in single historical acts and not in actions beyond time.The single day or hour had a unique position.Continuity was a sequence of single moments in a closed series.Everything represented the completion of that spoken by the gods or fatum and the results were evident in various aspects of Roman culture.The sculpture of historical situations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Greeks in making distinct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main and subsidiary figures in a group.The number of figures was restricted by insistence on a separate figure as the basis of composition.A concern with concrete and 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 rather than the universal and the ideal was stressed in the epic documentary［43］
 tradition of columns of Trajan and Marcus Aurelius.Continuous epic narrative technique was adapted to the uninterrupted continuity of surface of the book scroll, but the illustration of rolled manuscripts in continuous band forms was cut into pieces of the same size as the column width of single pages-each piece normally with one single scene depicting the hardship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troops in the field on great spiral columns.These typ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ose of emperors after Vespasian on coins were effectively propagandist.Architecture characterized by solidity of construction and magnificence of conception reflected the demands of the imperial state.The discovery of cement about 180 B.C.enabled the Romans to develop on a large scale the arch, the vault, and the dome.Vaulted architecture became an expression of equilibrium, stability, and permanence, monuments which persisted through centuries of neglect.

The individual with demands on religion for “the most positive and realistic assurances of his own personal salvation” was neg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unification.After Augustus the combination of creative forces in the princeps and the poet was followed by a settlement of religious form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A prescribed and formal collective demonstration replaced the free revelation of personality.To meet a widespread demand for individual salvation to be procured primarily by the aid of a deity redemptive religions were developed with great energy.They appealed to the lowest strata of society, developed in regions less exposed to the full impact of imperial expansion, and used a medium such as parchment designed to offset the centralizing tendencies of papyrus.

The limitations of papyrus were shown in the use of smaller rolls to preserve a fragile medium and to enhance convenience for reference. Codices of papyrus were introduced in Egypt possibly following the gift of 200,000 volumes of the library of Pergamum from Antony to Cleopatra.These were probably in parchment and possibly in codices.In the codex a number of sheets twice the size of a required page were folded once in the middle to make two leaves of four pages each.It could be increased in size and was more convenient than the roll for reference.On the other hand, in a small quire of eight to ten leaves sewn together inside a cover, the papyrus tended to tear away from the stitching with use and age, and in a quire of over fifty sheets the papyrus became too bulky.Parchment offset these inconveniences.The untanned hides of calves or sheep were put into lime-water and thoroughly soaked, the hair scraped off, and the skin stretched to dry on a frame.It was then rubbed with chalk and pumice-stone until it was even and smooth, and the finished product cut into pieces about the size of the thin pieces of wood covered with wax and written on with a stylus used for writing in Greece and Rome.［44］
 The pieces were arranged in quires with the hair side facing the hair side and fastened together in a codex.Used on both sides parchment was economical, durable, convenient, easy to transport, to write on, to read, and to consult.Ink could be removed and the parchment used again as in palimpsests.A sharp-pointed split pen could be used in place of the reed.Light and heavy strokes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uncials.The influence of waxed tablets on Roman cursive writing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 declined and an enlarged and flowing hand of a rounder type suggested the importance of parchment. Demands for durability in school books and in small popular editions used by travellers were follow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use of the parchment codex.

Use of the parchment codex gave Christians an enormous advantage over other religions.Christianity began as a ferment within Judaism and a protest against the increasing rigidity of the theocracy following the gap between Hebrew as a sacred language and Aramaic as the vernacular and accentuated by the persecutions of Antiochus.Its position was strengthened by the influence of Judaism as it had been assimilated to Hellenism in Egypt.Withdrawal of Christians from Jerusalem to Pella during the war against Rome severed bonds of sympathy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by Titus in A.D.70 hastened the break between the orthodox Rabbinism of the Talmud and Mishna and Hellenistic Judaism of the dispersion.In A.D.50 Jerusalem and Antioch were important Christian centres, but fifty years later they had been replaced by Ephesus and Rome.The Jewish scriptures which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Greek at Alexandria were used as a Bible by Christians, but its cumbersome forty rolls proved inconvenien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archment codex.An interest in publishing Christian letters was developed at Antioch, beginning with those written by Paul between A.D.50 and 62, and published in two papyrus rolls about A.D.90, and continuing with Luke and Acts published as two volumes about the end of the century.Mark was written and published as a popular book at Rome about A.D.70.The four gospels were published as a collection not later than A.D.125, and by A.D.140 publishers were using the codex and a book-reading public of the Greek vernacular was assumed.Christianity continued as a Greek movement almost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century, by which date codices capable of containing four-fifths of the New Testament were being used in North Africa.Early in the third century the codex was divided into quires and these were bound in a book.The codex was used to an increasing extent for Christian works, but the roll continued to be used chiefly for pagan works.The oral tradition of Christianity was crystallized in books which became sacred.The break with Judaism compelled reliance on an effective appeal to Gentiles of other religions with important results for Christianity.［45］
 “It is the irony of every religion that the most popular parts of it are those which do not belong to it but have been brought into it from those beliefs which it tried to supersede.”［46］


The position of Christianity was strengthened by the work of scholars in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synthesis between Hebraic religion and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47］
 St.Clement was followed by Origen, his pupil, who brought together Jewish revised vers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Hexapla, and after being driven from Alexandria in A.D.231 established a centre of study at Caesarea.Pamphilus founded a local library of his works which became a nucleus of Christian writings.Harnack has described the adherence of Christian learning at Alexandria and Caesarea to the Church as a decisive factor.It offset the powerful influence［48］
 of a learned Babylonian priesthood emphasizing cuneiform writing, which had been encouraged by the Seleucids in opposition to Persian religions.But the power of local cults in the East was evident in translations of the Bible into Syriac, Coptic, and later Armenian, and imposed serious strains on unity of organization.The primacy of the Roman Church had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century and a Catholic confederation emerged about A.D.180.After the middle of the third century Christianity became a syncretist religion.“The Christian religion is a synthesis and only those who have dim eyes can assert that the intellectual empires of Babylonia and Persia have fallen” (Cheyne).［49］
 “The triumph of the church will ...appear more and more as the culmination of a long evolution of beliefs” (Cumont).

In the East Christianity was checked by the religion of Iran and in turn its position was consolidated in Hellenism.After Alexander, prayers and canticles of the religion of Iran which had been transmitted orally were committed to writing through fear of their destruction.Religious autonomy contributed to the defeat of the Seleucids, to expansion of the Parthian empire, and to the fall of Babylon in 125 B.C.Syncretism brought reconciliation between Babylonian and Persian religions which became a support to the Sassanid dynasty established in A.D.228.A new capital at Ctesiphon was chosen and a ruling priesthood placed in charge of a reconstituted Mazdaism.The Avesta became a sacred book and the priests 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writing, and reckoning in the complex Pahlavi, a mixture of Aryan and Semitic.In the indecisive struggle with the Sassanids, Rome imitated Persian customs and religion, and Diocletian established an oriental court.Diocletian was the last emperor to celebrate a triumph and the last to be deified.The opposition of Hellenism compelled Constantine to choose a religion suited to its demands.Diocletian attempted to exterminate Christianity, but persecution brought prominence and the victory of Constantine in 312 was regarded as a victory of Christianity over Mithraism.In 313 the so-called edict of Milan secured the privileges of a licensed cult for Christianity, recognized the Church as a corporation by authorizing it to hold property, and dethroned paganism as a state religion.The Lord’s Day Act of 321 suggested that the divorce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could not be maintained.The Council of Nicaea in 325 called by Constantine denounced the dogma of Arius that the son of God was a created being and therefore not eternal and accepted that of Athanasius that Christ was the son of God, unbegotten and consubstantial (of one essence) with his Father.In the selection of a new capital at Constantinople,［50］
 dedicated on 11 May 330, Constantine was concerned with its possibilities of military defence and with the prospect of support from the large Christian population of Asia Minor and from proximity to the most important centres of Hellenistic culture.He emphasized a strong 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joined a powerful ecclesiastical interest to a military bureaucracy.Caesaropapism implied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 over the Church. Christianity became a religion of conquerors and Constantine rather than Christ was to christianize Europe.

The Nicene decisions proved unacceptable to the East and by 335 Constantine began to favour Arianism, and in 337 he died in the “odour of Arian sanctity”.Wulfilas, a Goth, became an active Arian missionary in Dacia about A.D.340.He invented a Gothic alphabet, in part from Greek letters and in part from runes of the northmen, and translated part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Gothic language.The Council of Rimini in 359 was a return to Arianism, but the death of Valens in 378 and the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called by Theodosius in 381 brought it to an end.

The Goths were driven back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pressed westward to create problems for the Western empire.Theodosius, as emperor of the East, was compelled to give assistance to the West and after his death in 395 left the empire to his two sons.Theodosianism regarded Trinitarian Christianity as a principle of political cohesion and paganism was ruthlessly exterminated.The Delphic oracle was officially closed in 390 and the temple of Serapis in Alexandria was destroyed in 391.Closing of the temples of pagan cults in 392, following a decree that every sacrifice was an act of treason against the emperor, meant the closing of pagan libraries.Later Stilicho ordered the burning of the Sybilline books.Ammianus Marcellinus could write ‘the libraries like tombs are closed forever’.In 396 pagan worship was prohibited.The pagan calendar and pagan festivals were replaced by the Christian calendar and Christian festivals.

As the power of the empire was weakened in the West that of the Church at Rome increased and difficulties with heresies in the East became more acute.In 390 Theodosius was refused admission to worship by Ambrose at Milan until he had done public penance for the massacre at Antioch.After the sack of Rome in 410 Eastern heresies became more vocal.Attempts of Alexandrian patriarchs to establish a papacy were defeated by Leo the Great (440-446), who founded the pontifical monarchy of the West.Pelagius and his disciple Coelestius rejected the doctrines of predestination and original sin, and were excommunicated in 417.At the cumenical Council at Ephesus Pelagianism and the dogma of Nestor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hat Jesus was only a man become God and that the virgin was not the mother of God, were condemned.The Council of Ephesus in 449 assured a temporary triumph for monophysitism, the doctrine of Cyril that human nature was absorbed by the divine substance in Christ, but its rejection by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in 451 enabled the Roman papacy to establish authority over the Eastern Church.Rejection of the doctrine alienated Christians in Syria and Egypt.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in 476 an attempt was made by Zeno (474-91) to restore harmony with the Monophysites by an edict in 482, but in turn it brought division between Constantinople and Rome.Justinian attempted to reconcile Rome, Syria, and Egypt, but in 551 the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left the episcopal city and the Coptic liturgy was given its final form.

Justinian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the prestige of the Eastern empire by strengthening the resources of Constantinople.In 529 he closed the schools of Athens.Constantine had started a library by ordering Eusebius to procure fifty copies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 written on prepared parchment.The great manuscripts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were produc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ourth century.About 300 Gregorius and Hermanogenianus attempted to bring order into Roman law.In 425 Theodosius Ⅱ established a university with thirty-one professors.The codex of Theodosianes completed in 438 included decrees issued by Christian emperors since Constantine, and was used in abridgement by the Visigoths.By the fifth century the imperial library was estimated at 120,000 volumes, and while it was destroyed in 477 it was restored under Zeno.Justinian’s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the code of civil law［51］
 and the cathedral of St.Sophia.A commission appointed in 528 published imperial constitutions promulgated since Hadrian.A second commission appointed in 530 published the decisions of the great jurisconsuls in 533 in the Digest.Decrees from 534 to 565 were published as the Novellae leges.The principles of the new code were summarized in the Institutes, a single manual for students.Written in Latin the Corpus juris civilis was followed by Greek commentaries and summaries.Latin, which had been the official language for all imperial decrees and edicts, was replaced by Greek in 627.The Digest, as the final development of Roman law, was a complete renunciation of systematic continuity.“The laws of Rome were never reduced to a system till its virtue and taste had perished.” The codes exercised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e legal systems of Europe.The work of the classical Roman jurists and the vitality of their influence are “among the most remarkable proofs in history that the indestructibility of matter is as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e indestructibility of mind.”［52］
 Justinian’s law influenced European life more than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any other work except the Bible.［53］


Justinian purchased his success in the West with large concessions to the king of Persia in 532.After his dea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Heraclian dynasty in 610 the disaffection of the monophysitic populations of Egypt, Syria, and Palestine facilitated the capture of Palestine in 614 and Egypt by the Persians in 618 or 619.Although territory was recaptured by Heraclius it was lost again to the Arabs, who captured Jerusalem in 637 or 638, Cyprus in 650, and by the close of the seventh century had conquered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provinc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North Africa, and Spain.But the hard core of the empire was to persist until 1453.“In some sense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represented for the East the gun and gunpowder for lack of which the Empire in the West had perished” (N.H.Baynes), but its continuity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success with which the concept of empire had been grasped.

The Byzantine empire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a compromise between organization reflecting the bias of different media: that of papyr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imperial bureaucracy in relation to a vast area and that of parch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in relation to time.It persisted with a success paralleled by that of the compromise between monarchical elements based on stone and religious elements based on clay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long period of the Kassite dynasty in the Babyloni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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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Parchment and Paper

The spread of Mohammedanism reduced exports of papyrus from Egypt.It had been imported at Bordeaux and Marseilles for use in schools and in the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but between 659 and 679 was replaced by parchment in the Merovingian court and after 716［1］
 practically disappeared.The change roughly coincided with the rise of the Carolingian dynasty.In contrast with papyrus, which was produced in a restricted area under centralized control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 centralized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and which was largely limited by its fragile character to water navigation, parchment was the product of a widely scattered agricultural economy suited to the demands of a de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 and to land transportation.

An appraisal of a civilization based on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demands a recogni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peculiarities of the medium. Papyrus largely disappeared but parchment could be preserved.Historical writing is distorted by over-emphasizing periods and regions in which durable materials prevail and under-emphasizing periods and regions in which impermanent or unknown materials prevail.The parchment codex was adapted to large books in emphasizing facility of reference and consequently lent itself to religion and law in the scriptures and the codes.A permanent medium suited to use over wide areas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librar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a limited number of large books which could be copied.Since the material of an earlier culture must be recopied, an extensive censorship emerged in which material suited to religion and law was given enormous emphasis.The size of the scriptures and of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made heavy demands on the energies available for copying.With the breakdown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Church law was largely neglected.We have described the implications of papyrus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tendency of each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to create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to the point that the human spirit breaks through at new levels of society and on the outer fringes, and can now turn to the implications of parchment to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 in the growth of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and to its breakdown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paper.

The peculiarities of parchment gave an important impetus to the power of monastic organization.In Egypt retreat from the ubiquitous demands of the state favou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nasteries.Buddhism, probably introduced into Egypt after the Persian occupation in 525 B.C., provided a model.Pachomios, formerly a pagan monk of Serapis, started the first monastic community at Tabennisi in A.D.322.St.Basil the Great worked out the elements of Christian moralia, and as a law-giver drafted a scheme of communal organization to provide appropriate means for its realization, and became the founder of Greek monasticism.Athanasius carried a knowledge of monasticism to Rome in 340.Jerome visited Egyptian mo-nasteries in 386 and introduced a Latin version of the rules of Pachomios.Monasticism spread with rapidity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worldliness of Christianity under Caesaropapism and against the sacramental sacerdotal basis of the Church established by St.Cyprian (about 200-258), who held that no one could remain permanently without sin after baptism, and that sins must be expunged by exceptional works of merit, notably alms-giving.［2］
 Recognition of its power was evident in an edict of 361 in which Constantius exempted monks from public obligations.Between 420 and 430 St.John Cassian completed the classics of monasticism in the Institutes and the Collations.Monasticism spread with great rapidity in Gaul, but in spite of its independence it was gradually brought under control and in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in 451 establishment of a monastery was made conditional to the bishop’s permission.The Council of Orleans in 511 subordinated monks and abbots to episcopal authority.Monasticism probably strengthen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Gallic bishop who succeeded to the dignity of the Augustan cult in the municipal community and followed the lines of demarcation of the Roman administrative system.Gallican organization defeated Arianism and became largely independent of the papacy.

Eastern Monasticism was gradually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West.St.Benedict followed St.Basil but differed in the “elimination of austerity and in the sinking of the individual in the community”.He founded a monastery at Monte Cassino about 520 and published his rule about 526.It required each monk to spend a specified amount of time each day in reading and assumed a library and provision for copying books.In 531 Cassiodorus, a minister under Theodoric, established a monastery at Vivarium and with his successors “completed the work of St.Benedict by making the writing of books, the preservation of authors, a sacred duty and an act of piety” (Loew).He was the first librarian of the Latin West and collected manuscripts of ancient writings on a large scale.His Institutiones divinarum lectionum outlined a scheme of study for monks and included an account of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 of transcription.Organization of a scriptorium in which books were copied provided a model for Benedictine monasteries.He “gave a scholarly bent to Western monasticism and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lassical culture”［3］
 and exercis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of the West.［4］


Western monasticism was securely established over a wide area under Gregory the Great (596-604).He disapproved of the “idle vanities of secular learning”.“For the same mouth cannot sing the praises of Jupiter and the praises of Christ.” “There is no merit in a faith whereof reason provides the proof.” Monasticism was given a higher religious status and the Benedictine order gained enormously from his support.At the same time he encouraged extension of the Church.

Since Ireland had never been a part of the Roman empire monasticism lacked the discipline of Roman order.Independent and self-governing monasteries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work of St.Patrick after about 432.Absence of a fixed endowment favoured the abbot rather than the bishop.Columba crossed over to the isle of Iona about 565 and developed the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religious houses in relation to the central body.With great missionary zeal Columban monks migrated to the Continent and established monasteries at Gallus about 613 and at Bobbio in 614.Conflict with the Roman Church led to the calling of a synod at Whitby in 664 by King Oswin and ultimately to acceptance of the Roman system.Iona recognized the Roman Easter in 714.Benedict Biscop brought from Rome “many books of all subjects of divine learning”［5］
 (Bede), and from the resources of his monastery established at Wearmouth in 674 Bede prepared h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Libraries increased rapidly in England from 670 to 735 and fresh impetus was given to Irish and English influence on the Continent.Wynfrith, renamed Boniface (680-754), was sent to Germany by Gregory Ⅱ and with his successor Lull drew on English librar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new monasteries, particularly at Fulda.York had superseded Yarrow as the chief educational centre of England, indeed of medieval Europe, and from here Alcuin, “a man of wide reading rather than original thought”, was brought by Charlemagne to the palace school at Aachen after 782.Transcriptions were made from English codices, and after Danish raids, from Roman codices and a large collection of books built up at Aachen to supply the monasteries of France and Germany.Alcuin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described as the Benedictine age ...extending ...to the rise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6］


The position of the Church was profoundly affected by the success of Mohammedanism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 and by the problem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hich accompanied it.In the Byzantine empire Constantine Ⅳ administered the first check to Islam in a treaty of 678, but the menace persisted until Leo Ⅲ, who was crowned emperor in 717, defeated the Moslems at Constantinople in 717-718.An attempt had been made to restore religious unity between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papacy in the cumenical 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680-681), but such attempts alienated monophysite influence and it became necessary to take effective steps to weaken its support to the Mohammedans and to check Mohammedan aggression.Mohammedanism developed its strength in relation to various peoples who came under its control by emphasizing the sacred position of the written word.“Images are an abomination of the work of Satan” (Koran).The Caliph Iezid Ⅱ (720-724) ordered the destruction of all pictures in the Christian churches within his dominion.In A.D.730 Leo Ⅲ issued a decree, sanctioned by the signature of the patriarch, against images and a decree of Constantine Ⅴ in 753-754 solemnly condemned image worship.［7］
 Proscription of images was not only designed to strengthen the empire externally but also internally, since it was aimed at the monks “who found in the images and in their cult the most powerful sanction for their acts”,［8］
 and who had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large landed properties through exemption from taxes and had become competitors of the state for labour.The Isaurian emperors secularized large monastic properties, restricted the number of monks, and through persecution, particularly after the martyrdom of Stephen in 764, drove large numbers to Italy.

In the West Pope Gregory Ⅰ had regarded images as useful for the illiterate “who could at least read by looking at the walls what they cannot read in books”.In a letter to the bishop of Marseilles in 599 he wrote “in forbidding the adoration of pictures, you deserve commendation, but in destroying them you are to blame”.［9］
 Pope Gregory Ⅲ was the last pope to be confirmed by the Byzantine emperor.In 731 the iconoclasts were anathematized and excluded from the Church.In 732 defeat of the Arabs by Charles Martel brought Mohammedan expansion in the West to an end.“Without Islam the Frankish empire would probably never have existed and Charlemagne without Mahomet would be inconceivable”(Pirenne).The aristocracy of the Merovingian line had been weakened by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the Church.Boniface brought the tradition of an organized Church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from England to Germany and his consecration of Pippin in 751 provided a precedent for the later crowning of Charlemagne.Pope Zacharias recognized in the person of Pippin the succession of the family of mayors of the palace.In 754 Pippin presented territories formerly belonging to the Byzantine empire to Stephen Ⅱ.The election of Paul was announced to Pippin and not to the emperor, and after 772 the papacy no longer dated documents by the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Eastern emperor.The synod of Gentilly summoned in 767 by Pippin approved the practice of image worship and the Lateran Council of 769 decided that images were subject to veneration by all Christians.

In order to recapture the sympathy of the West Leo Ⅵ abandoned the anti-monastic policy in 775.At the cumenical Council of Nicaea in 787 images were allowed “due salutation and honourable reverence but not the worship which pertains alone to the divine nature”,［10］
 and the decrees were approved by Pope Hadrian.Charlemagn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aroline Books (790) and the Synod of Frankfort in 794, attacked the decrees of the Council of Nicaea and forbade the worship or veneration of images.These views were tolerated by the pope since Constantinople refused to recognize his territorial claims.With the accession of Irene, a woman,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in 797, Charlemagne and the Papacy, following Salic law, regarded the position as vacant and Charlemagne was crowned emperor［11］
 in 800.The humilia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confirmed in the treaty of 812 in which two emperors were recognized and Italy, except for Venice and districts in the south part, was lost to the Eastern empire.Leo Ⅴ was crowned in 813 and a local council in Constantinople in 815 revived the decrees of 753 and proscribed images.

The Carolingian dynasty recruited its secretaries and notaries from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controlled by the Church and Charlemagne demanded higher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for the clergy.In capitularies of 787 he established schools in connexion with every abbey.An armarium for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was added to the scriptorium.He insisted on uniform obedience in the monasteries to the rule of St.Benedict and was active in securing a uniform liturgy and ritual in church services.The texts, including a revised Vulgate, were written in the Caroline minuscule which was apparently developed at Corbie and which gradually prevailed over other scripts.It marked the triumph of control by the Church over education.Writing “being in itself an instrument of conservatism, it wa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extremely conservative” (Lowe).The use of abbreviations and suspensions made reading and writing highly skilled crafts.

The Visigothic minuscule which had wide circulation in the Etymologica and the Chronicle of Isidore, archbishop of Seville, and which had spread with the migration of Spanish scholars after the Saracen invasion, had been finally suppressed by an ecclesiastical council in favour of the Gallic minuscule which in turn was superseded by the Caroline minuscule.The uncial and the half-uncial which had probably been used by scribes writing on parchment reached their highest developments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respectively.Demands for more rapid writing and the necessity of economy in the use of parchment had favoured the half-uncial.In Ireland scant supplies of parchment led to a crowded half-uncial script and extensive use of a system of abbreviation.It was followed by English script probably in the seventh century which was “less bizarre, clearer and less crowded” (Lowe).Both English and Irish scripts spread to the Continent, the influence of the latter being evident in the large number of palimpsests at St.Gall and Bobbio.The demands of public and private notaries for a more efficient script led after the fourth century to a new cursive of curved strokes and a new type of ligature which became the base for a book script and the minuscule.From this the Caroline minuscule was apparently developed and eventually won its way, even in Rome, against the uncial script or littera Romana, and finally against the entrenched position of Beneventan script［12］
 in southern Italy.The clear, precise, and simple Carolingian minuscule replaced a diversity of script and became the basis for more efficient communication.

The achievements of Charlemagne were disastrously impaired by the Teutonic principle of equal division among the heirs which was accepted by the sons of Louis the Pious after the battle of Fontenay in 841.An empire extending from Hamburg to Barcelona was permanently split into independent and national kingdoms.Attacks from the Danes and the Magyars accentuated local organizations of force and separatist tendencies.Defeat of the Danes at Paris in 886 marked the beginnings of a new kingdom in France.In the East defeat of the Magyars in 933 and in 955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royal power in Henry the Fowler and his son Otto the Great, who was crowned by John Ⅻ in 962.Power was extended in a marriage arranged between Otto Ⅱ and Theophano, a Byzantine princess.Otto Ⅲ (983-1002) began the Teutonic reforms by nominating Germans to the papacy.These encroachments on the Church brought resistance from monastic organizations notably by the Order of Cluni.In 1059,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ldebrand, Nicholas Ⅱ fixed a definite body to choose the supreme pontiff and to evade control by the emperor.With Hildebrand’s succession to the papacy reforms of a drastic nature were introduced.The Church was to be freed from ties binding it to the state.It became a sin for an ecclesiastic to receive a benefice from laymen.Condemnation of feudal investitures of land to the clergy struck a deadly blow at the authority of the secular arm.Within the Church celibacy was enforced as a means of exercising control over men’s consciences, preven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ecclesiastical dynasties, and guaranteeing the supremacy of Rome.He attempted to extinguish simony and to make the clergy a caste and a pattern of purity to the laity.

Parchment as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monasticism had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powerful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The monopoly of knowledge which had been built up invited competition from a new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which appeared on the fringes of western European culture and was availab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lower strata of society.The impact of Mohammedanism which followed its abhorrence of images was enormously strengthened by a new medium in which the written word became a more potent force.The significance of paper and the brush had been evident in China and the Far East, and its influence was enhanced by substitution of the pen in western Asia and Europe.

In China［13］
 writing began with the use of silk and the hair brush, invented in the third century B.C.for painting, and bamboo, but the inconveniences of these media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aper about A.D.105.Textiles were broken down into fibres which, placed in a solution of water to secure uniformity, could be matted into paper and dried.Rags could be used and gradually flax fibres in linen were found to be more satisfactory.Use of the brush implied that writing developed from painting to pictographs.“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Confucius).Ink［14］
 made from lamp black was gradually improved between A.D.220 and 419 to produce indelible writing.Since the pictograph was never exposed to conventionalization which came with successive conquests in the West, each character represented a single word and about 1,500 came into general use.

Attempts had been made to preserve the oral tradition by an edict against books in 213 B.C., but this had been revoked in 191 B.C.Paper was used to establish Confucianism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o supplement the oral trad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xamination system after A.D.124 for the selection of talent for administrative purposes.The govern-ing official class was made up of scholars.The empire was organized in districts connected by roads and post relays over which official reports, news-letters, and official gazettes were sent from and to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Imperial organization was designed to check independent thought.The polished essay was introduced as “a clever contrivance adopted by a former dynasty to prevent the literate from thinking too much”.Protests of public opinion were largely reflected in songs and ballads reflecting on the dangers of maladministration which had befallen previous governments.The Chinese were “consistently and thoroughly cynical about most of their officials all the time” (Lin Yutang).Student movements, developed in relation to the civil service, grew up in opposition to empresses and eunuchs, but with little notion of personal civil rights were rigorously suppressed.［15］


The wide gap between the governing and the lower classes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Buddhism from India.Monopoly of knowledge of the Veda by the Brahmans invited the introduction of a medium from the periphery which would appeal to the lower classes.The power of the oral tradition as controlled by a priestly class in India had resisted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writing, but after Alexander they spread rapidly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Asoka.［16］
 But weakening of Macedonian power was followed by the decline of Buddhism and its migration to central and further Asia.Again the monopoly of the Brahmans invited the inroads of Mohammedanism and success accompanied its alphabet and access to supplies of paper.In China Buddhism found an efficient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n paper and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a knowledge of writing. Characters were cut in reverse on wooden blocks, reproduced on paper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sold as charms.With this advance in printing attempts were made to reproduce the classics cut in stone by making ink rubbings on very thin transparent paper for impressions on wood.The enormous labour involved in cutting large numbers of woodcuts for single pages implied state support on a generous scal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was handicapped in the oral tradition and large numbers of dialects, but it was facilitated by a relatively simple script which was understood throughout the empire and bridged enormous gaps.The emphasis on space concepts in imperial organization implied a neglect of time concepts［17］
 and inability to solve dynastic problems.Domination of the Mongols from 1280 to 1368 suggested the limitation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but also the advantages of a tenacious language.

Paper was probably introduced to the West from China by the reign of the Persian king Chosroes Ⅱ, but the technique of manufacture was learned by the Mohammedans.Chinese workmen had been brought to Tibet to manufacture paper in 648.After the capture of Samarkand in 704 and of Turkestan in 751 manufacturing began in the West.Expansion of Mohammedan territory to the east created problems of government which became acute with dynastic difficulties incidental to polygamy which had been extremely effective in conquest but was less suited to periods of order.Omayyah at Damascus established his government on the Arab tribal system and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new Moslems who had been subjects of the Persian kingdom.Abassid capitalized Persian antagonism and the last Omayyah caliph was slain in 750.The Abassids started a new capital at Bagdad［18］
 and completed it in 763.A member of the Omayyah family escaped to Spain and established the Caliphate of Cordova which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in 756.At Bagdad, located at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supplies of papyrus in Egypt and prohibited from using pig skins for parchment and reluctant to use other animal skins because of difficulties of detection, the Mohammedans concentrated on paper production.The introduction of paper coincided with the splendour and prosperity of Haroun al Raschid (786-809).

Persia had been a repository of Greek philosophy.Followers of Nestorius at Edessa, founded in 428, and other colleges in Berytus and Antioch translated Greek and Latin works into Syriac.After the closing of Edessa by Zeno in 489 scholars migrated to Nisibis and then to Jundeshapur.Scholars fled from Athens, following the closing down of the schools by Justinian in 529, to Persia.After the capture of Alexandria in 642 the university was spared, but in 718-720 moved to Antioch.The tradition of learning was continued under the Abassids.The Caliph Al-Mamun (813-833) founded a school to translate Greek, Syriac, and Persian works into Arabic.Hunayn ibn Ishaq headed a group of translators who made large numbers of works in medicine available in Syriac and Arabic.

Increase in the prestige of Bagdad following the interest in scholarship stimulated an interest in learning in Constantinople.The iconoclastic party established supremacy after the death of Leo in 820 and a vigorous edict of 832 was followed by persecution of painters［19］
 who were chiefly monks.With the accession of Michael, however, a council in 843 restored the sacred images to the veneration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shown to them.Settlement of the controversy was followed by intellectual revival.Caesar Bardas established a university presided over by Leo the mathematician.Basil Ⅰ, the founder of a Macedonian dynasty, and his son Leo Ⅵ compiled the legal code in sixty books and as the Basilica (887-893) it became ‘the most complete monument of Graeco-Roman law’(Vasiliev).Photius, a prodigious scholar with a belief in the universality of knowledge, became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858 and gave a tremendous stimulus to learning.The prestige of Constantinople in turn invoked the hostility of Rome.The attack of Photius on Latin influence and his opposition to the filioque addition to the Latin creed led to his excommunication by Pope Nicholas Ⅰ in 863.In turn the pope was anathematized and denounced for his illegal interference in the Eastern Church in 867.Union with Rome was restored in 869 but again broken from 879 to 893.During this period of difficulty the influence of the Eastern Church was extended by missionary activity in competition with Rome.In 864 King Boris of Bulgaria was baptized and soon after his people became Christians.［20］
 St.Cyril and St.Methodius translated the scriptures into Slavic and invented the Glagolithic alphabet.The offices were celebrated in the Slavic tongue and a Slavic clergy was organized with the sanction of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The university was closed in 959 but reopened in 1045 under Constantine Ⅸ Monomachus.The intelligentsia became a ruling element in the state.As head of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Psellus gave a powerful impetus to Platonism and brought the encyclopdic phase of Byzantine scholarship to an end.［21］
 The emphasis on secular learning which characterized Byzantine education widened the breach with Rome and in 1054 the Church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finally separat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energy of the Abassids was replaced by that of the Seljuk Turks.In 1070 Atzig, the Seljuk Turkish general, captured Jerusalem and in 1071 Byzantine forces were defeated at Manyikait.The Byzantine emperors were compelled to turn to the papacy for assistance, but the latter turned to the idea of the crusades.The fratricidal abuses of private war in a feudal society incidental to feudal over-population were checked by concentrating attention on the sanctity of battle against the infidel.Division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rusades and in the objectives of the papacy, the German emperor, and the Byzantine emperor limited the possibilities of success.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1100 and 1131, but in 1187 Jerusalem was lost.Attention was directed toward Byzantium and in 1204 Constantinople was captured and the Latin states set up in the East.Holy relics were transferred to west European churches.In the Lateran council of 1215 the pope was proclaimed head of all Eastern Latin patriarchs.The Greeks retreated to Nicaea and began an intensive re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ife.A council in 1234 intended to bring un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ended by the Greeks stating: “‘You are heretics.As we have found you heretics and excommunicated so we leave you now as heretics and excommunicated’, to which the Catholics replied ‘You also are heretics’.”［22］
 Constantinople was recaptured by the Greeks in 1261 and the dream of the papacy brought to an end.But Byzantium was irrecoverably weakened during the crusades by the rise of Venice, Genoa, and Pisa and the shift of commercial activity from Constantinople to the West.Large territorial organizations were ground down with advantage to the commercial city-state.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beginning about 1275 was marked by the sprea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to Europe.［23］
 Paper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credit in the use of documents for insurance and bills of exchange.With Arabic numerals it enormously enhanced the efficiency of commerce.Production had increased in Bagdad and by 1226 it was celebrated for its manufacture of an excellent grade of paper.Over one hundred booksellers and paper-sellers were located on the chief street.Damascus became an important export centre.The sack of Bagdad in 1227 and its capture by the Mongols in 1258 brought this activity to an end.Apparently its use began to supersede papyrus even in Egypt sinc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mummies were being disinterred for supplies of cloth for paper-making.The unsatisfactory character of the Arabian paper led Roger of Sicily in 1145 to order the recopying of acts written on it and Frederick Ⅱ in 1221 to prohibit its use for public acts.It was claimed that Fez had 400 paper-mills in the twelfth century.The manufacture moved to Xativa at least by 1173 but again its poor quality involved limited use.Attempts were made in Ital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per by the introduction of stamps run by water power to produce a finer pulp, the use of metallic form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glue for sizing.The production of a better quality was marked by the use of filigraines or watermarks about 1282.A paper-mill existed at Fabriano before 1268 and at least seven paper-makers were located at that centre in 1283.The superior quality of paper was accompanied by a rapid extension of markets.Toward the end of the second thir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more primitive Arab processes were gradually abolished.Marked increase in production in Italy after 1300 was evident in exports to the French Midi.By the latter part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talian paper-makers had migrated to France, the art of paper-making was still further improved, and paper production had moved to the north.Linen production beginning in Flanders spread to other areas after the eleventh century, particularly as it brought a decline in cutaneous diseases.Linen rags were available in larger quantities and paper manufacture became established near large centres such as Paris and Languedoc to meet the demands of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The long apprenticeship and training necessary for paper-makers meant that skilled labour had a monopoly.Numerous attempts were made to check the migration of paper-makers, but the cost of moving labour to take advantage of such geographic factors as power and water proved less than that of moving the raw material and the finished product.Monopoly positions of various sites were gradually broken down.In contrast with parchment, which could be produced over wide areas, paper was essentially a product of the cities in terms of cheap supplies of rags and of markets.The control of monasteries in rural districts over education was replaced by the growth of cathedral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cities.The religious prejudice against a product of Judeo-Arabic origin was gradually broken as the demands of trade and of governments increased.

The impact of Moslem civilization［24］
 on the West was most powerful through Sicily and Spain.After the Mohammedans had been expelled in 1090 enlightened rulers in Sicily encouraged the translation of Arabic works on a large scale.Under Frederick Ⅱ (1194-1250) Greek, Latin, and Arabic were recognized for legal purposes.About 1228 Michael Scot translated the biological works of Aristotle.Farrachius translated the enormous medical treatise of Rhazes of Khorasan (865-925).In Spain the Caliph Hakin II established at Cordova the largest library of over 400,000 volumes in a total of at least seventy libraries.After the fall of Toledo in 1085, Cordova in 1236, and Seville in 1248 the resources of the Moslem world were thrown open to the West.Adelard of Bath translated the trigonometrical tables of al-Khwarizini in 1126 and Evendeath (1090-1165) made available the system of Arabic numerical notation which slowly gained ground throughout Europe.The work of Averroes (1126-1198), the greatest of Moslem philosophers, in his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 was made available by Michael Scot in Toledo after 1217.Jews［25］
 were activ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learning from Spain to Christian Europe.Maimonides (1153-1204) contributed to the accommodation of Aristotelian teaching to biblical doctrine.As these works became available to the West the Church attempted to offset them and to adapt them to Christian teaching.Albertus Magnus and other schoolmen made prodigious compilations of knowledge.St.Thomas Aquinas, influenced by Maimonides and Averroes, attempted to give reason a proper place between sceptical mysticism and rationalism divorced from the belief in the possibility of a revealed religion.He was assisted by direct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ek following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placed the work of Aristotle in a clearer light.From the Latin translations of Aristotle’s work at Toledo to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 of Constantinople about 1260 meant that knowledge passed from “a phase of almost total darkness to one of nearly perfect light”.［26］


The effect of the spread in the use of paper was evident in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vernacular.An emphasis on Latin in the monastery and the church widened the gap between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tradition.Bilingualism implied lack of “clearness of speech and therefore of thought”.［27］
 “One language blunts the other.” Learned literature was written in a complex script and “in the inmost thoughts even of the most learned men, the mother tongue seems always, or nearly always, to have remained uppermost”.［28］
 Latin was hampered as a medium by the widening gap with the vernacular and its limitations were more severe as it reflected a celibate type of thought.Scholars were concerned with letters rather than sounds and linguistic instruction emphasized eye philology rather than ear philology.［29］
 The position of Latin had been entrenched as a result of the conflict with the Eastern Church since encouragement of the Slavic liturgy in the East was followed by insistence on Latin in the West.［30］
 At Toulouse in 1229 the synod decreed that “lay people shall not have books of scripture, except the psalter and the divine office; and they shall not have these in the vulgar tongue”.In spite of the policy of the Church, translations were made of portions of the Gospel, and to avoid persecution and to spread its influence large portions were memorized notably by members of the lower classes unable to read.The Waldensians, followers of Peter Waldo of Lyons, after 1150 we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s they were inspired by lay reading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were declared heretics by the papal edict of Verona in 1184 and order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secular arm.Innocent Ⅲ declared in a letter in 1199 “in this matter certain laymen appear to be justly accused; because they hold secret conventicles, usurp to themselves the office of preaching, elude the simplicity of priests and scorn the company of those who cling not to these things ...the secret mysteries of the faith ought not therefore to be explained to all men in all places”.［31］
 Feudal courts became increasingly centres of literary activity in the vernacular, particularly with the prominent position occupied by women and the importance of patronage.［32］
 Charlemagne ordered the preservation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which had been transmitted orally.［33］
 Alfred the Great wrote in his translation of Gregory’s Pastoral Rule:

“Therefore it seems better to me, if it seems likewise to you, that we turn some books which are most needful for all persons into the tongue which we can all understand; and that you act ...to the end that all the youth now in England of free men who have the wealth to be able to apply themselves to it, be set to learning so long as they are no use for anything else, until the time when they can read English writing well: let those afterwards be instructed further in the Latin language.”

In Provence patronage supported a rich troubadour literature in the twelfth century.Vernacular literature favoured the growth of heretical writings［34］
 and led to the Albigensian crusade beginning in 1209 and ending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France in the Treaty of Paris in 1229.The Dominican (1215) and the Franciscan (1210) preaching orders were established to bridge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older monasticism and the vernacular.“An age of friars succeeded an age of monks” (Rashdall).In turn the Inquisition［35］
 was developed to detect heresy with greater facility.The papal bull Ad Extirpanda in 1252 established the Inquisition which had been worked out between 1227 and 1241.

The interest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law was［36］
 transmitted to Italy as the Church increased in power and the emperor in the West realized its possibilities in resisting the aggression of the papacy.The early teachers in law at Bologna were supported by the patronage of emperors.The teaching of Irnerius (1100-1130) led to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Corpus Juris Civilis.The glossators followed and the study of law in Italy made substantial advance at the expense of theology.Study of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Digest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law in relation to the demands of trade and commerce and urban communities.As Roman law was develope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emperors the Church followed with canon law based on the Decretum of Gratian completed in 1142 and accepted as a code by Gregory Ⅸ in 1234.After the breakdown of the German kingdom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Roman empire with the death of Frederick Ⅱ,［37］
 the Germanic and imperial crown to check the power of the papacy became elective.The Emperor Louis Ⅵ resisted the demands of the papacy and was excommunicated, bu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arsilius and William of Occam he deposed John ⅩⅫ and elected a Franciscan pope.The diets at Frankfort in 1338 and 1339 insisted that the empire was held from God alone.Marsilius held that the ultimate source of power was in the people and that the Church consisted of all Christians in contrast with the claims of the papacy.

Roman law was in a sense a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 in Italy.Paris became the great centre of theology.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38］
 shown in the writings of John Scotus Erigena became more powerful following acquaintance with the work of Aristotle and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sticism centr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39］
 The Latin language was made subtle and flexible and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rich possibilities of the French vernacular.The Dominicans, notably Albertus Magnus (1193-1280) and Thomas Aquinas (1227-1274), pressed “the whole Aristotelian philosophy into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Located at the capital of a great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dominated the theology of the Church even to the extent of overawing the papacy.In turn the prestige of Paris gave the king of France an important weapon in resisting the claims of the papacy as expressed in the Unam Sanctam of Boniface Ⅷ in 1302 “that it is altogether necessary for salvation for all human creatures, that they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Roman pontiff”.Attempts to build up financial strength were resisted by France and became more onerous for England.The French monarchy under Philip the Fair was supported by French lawyers.“From a broad political and social point of view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ults of the university was the creation, or at least the enormously increased power and importance of the lawyer class” (Rashdall).“Lawyers, that powerful profession of which historians and politicians do not recognize the permeating influence.No inconsiderable part of history is the record of the illusions of statesmen” (Morley).In opposition to the papacy and the emperor there emerged a central principle of French law, “the King is Emperor within his own realm”.Every power that made supremacy effectiv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king, and the emperor was left in theoretical supremacy.“Writing is a witness very hard to corrupt; the customs were therefore reduced to writing.”［40］
 “They were made more general, and they received the stamp of royal authority.”［41］
 The power of France over the papacy became evident i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1308-1378) of Avignon, the great schism from 1378 to 1417, repression of the Inquisition, and the hostility of England.

Roman law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the monarchy in France, but it had limited importance in England where the oral tradition was more strongly entrenched.The common law was developed from customs which had emerged over a long period and which, as in the case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Roman law, were carried in the memories of men.［42］
 “While, however, they use leges and a written law in almost all lands, in England alone there has been used within its boundaries an unwritten law and custom.In England legal right is based on an unwritten law which usage has approved....For the English hold many things by customary law which they do not hold by lex” (Bracton).［43］
 “To reduce in every instance the laws (leges) and rights (jura) of the Realm into writing would be, in our times, absolutely impossible, as well on account of the ignorance of writers, as of the confused multiplicity of the laws” (Glanville).［44］
 As late as 1628 Sir John Davis wrote: “So the customary law of England, which we doe likewise call jus commune as coming nearest to the lawes of nature, which is the root and touchstone of all good lawes, and which is also jus non scriptum and written only in the memory of man ...doth far excell our written lawes, namely our statutes or Acts of Parliament.”［45］
 G.B.Adams has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calling men together to give a true account of customs and events under conditions in which writing did not exist.“The law was not made, it was only proved” (Mcllwain).From this emerged the strength of the jury system and the growth of parliament.Representatives of smaller communities before the county court were follow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boroughs and counties in parliament which provided a knowledge of men, customs, and opinions.“A foundation of common law was indispensable to a house of common politics”(Pollard).Common law escaped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lawyers such as had isolated property in Roman law and retained the complex concept of ownership with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the growth of trade and politics.

As the court in France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French in contrast with Latin, the court in England, particularly as a result of the war with France,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English in contrast with French.［46］
 In 1362 a statute ordered all pleading at law courts to be in English and in the same year the Lord Chancellor first opened parliament in English.The influence of the vernacular was evident in literature, and in its struggle against Latin in religion.Wycliffe believed that Dominion is founded in grace and that all human authority is conditioned by the worthiness of the person exercising it, and advocated withdrawal of allegiance to such unworthiness as was evident in monastic foundations and the papacy.Since the immediat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Christian was to follow the life of Christ the Bible must be made available in the vernacular.Under his influence a first version was produced in 1382, and a later version completed by 1395 provided the unlearned with scriptures which could be memorized.Though the unlicensed possession of books in English dealing with theology was prohibited in 1408［47］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lation persisted in England and spread to Prague.The popular preaching of the friars was checked by a direct appeal to the scriptures.

A civilization dominated by parchment as a medium developed its monopoly of knowledge through monasticism.The power of the Church was reflected in its success in the struggle with Frederick Ⅱ,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thic cathedral from 1040 to 1245, and in the work of Albertus Magnus and Thomas Aquinas.Its monopoly position had been weakened by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paper,［48］
 but reorganizations and counter-attacks, notably in the Inquisition, delayed its collapse.Paper supported the growth of trade and of cities and of education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monasteries, and in turn of the Church and the cathedrals.The rise of the vernacular was reflected in the patronage of literature by the courts and in the increasing role of lawyers.The Dominicans and the Franciscans attempted on the one hand to dominate the universities and on the other to reach large numbers by preaching in the vernacular.［49］
 Institutions were designed to bridge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Church which emphasized Latin and the demands of increasing literacy in the vernacular reflected in the spread of heresy.The problems were evident in the increasing division between the old monastic orders and the new and between the new orders.The influence of the Dominicans in Paris was offset by that of the Franciscans in Oxford.Emphasis on vows of poverty brought division in the Church which was exploited by monarchies and political writers.Literature supported by the patronage of the courts reinforced the position of the vernacular in the poetry of the troubadours, and in that of such writers as Dante, Petrarch, Boccaccio, and Chaucer.In contrast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celibacy in the Church, the importance of women in the courts favoured a vernacular literature.［50］
 “A man’s proper vernacular is nearest unto him in as much as it is more closely united to him, for it is singly and alone in his mind before any other” (Dante).

The rise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hastened and was hastened by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The Church had broken the German empire and in turn had been dominated by the French king.［51］
 Opposition to French supremacy was evident in the resistanc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to pleas of the papacy for financial support［52］
 and in the encouragement of universities to offset the influence of Paris.Opposition of the papacy to French control led on the one ha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versities in Spain and in Germany and on the other to the growth of a Gallican Church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French crown.The papacy triumphed over the Council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urch through the support of canon lawyers in 1448, but its success led to the Reformation.“The worst corruption of the Middle Ages la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acerdotal hierarchy into a hierarchy of lawyers” (Rashdall).

The growth of bureaucracy in the Roman empire had followed dependence on the papyrus roll, but stability assumed a fusion with religious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parchment codex.Bureaucracy in terms of the state implied an emphasis on space and a neglect of the problems of time and in terms of religion an emphasis on time and a neglect of the problems of space.The tenacit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ssumed the achievement of a balance which recognized the role of space and of time.The dominance of parchment in the West involved an exagger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ime.A monopoly of knowledge based on parchment invited competition from a new medium such as paper which emphas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space as reflected in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t monarchies.A fusion between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developed by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with emphasis on parchment and a rural monasticism, and a monopoly of knowledge developed b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ith emphasis on paper and urban industry and trade gave power and influence to the French empire.

In its struggle to maintain the supremacy of Latin the Church was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opposition to the vernaculars but also with opposition to other learned languages, notably Greek and Hebrew.The iconoclastic controversies had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migration of monks to Italy,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marked by the transmission of manuscripts of classical writings.In 1395 Emmanuel Chrysoloras became a teacher of Greek in Florence and manuscripts were brought in large numbers to Ital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Scholars from the East introduced a new respect for Plato and the overwhelming influence of Aristotle in the West came to an end.

Paper “permitted the old costly material by which thought was transmitted to be superseded by an economical substance, which was to facilitate the diffusion of the works of human intelligence”.［53］
 It brought a “revolution ...of high importance without which the art of writing would have been much less practised, and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less serviceable to mankind”.［54］
 The spread of writing was accompanied by improvement in instruments.In the sixth century reed pens were being displaced by quills.Iron pens were perfected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The demands of trad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were met by increasing supplies of paper and the rise of clerks skilled in cursive writing and accounting.

Parchment was slowly displaced by paper in the universities,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The Greeks began to use paper in manuscripts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nd Italian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ut it was sparingly used, in spite of the very high cost of parchment notabl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fifteenth century.Monasteries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slow and costly production of parchment manuscripts.Writing on parchment required strength and effort.“Their fingers hold the pen but the whole body toils.” Working six hours a day the scribe produced from two to four pages and required from ten months to a year and a quarter to copy a Bible.The size of the scriptures absorbed the energies of monasteries.Libraries were slowly built up and uniform rules in the care of books were generally adopte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Demands for space led to the standing of books upright on the shelves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and to the rush of library constructio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55］


Universities demanded text-books on a large scale and by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monastic began to be replaced by lay scribes.In 1275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made provision for a group of copyists and calligraphy became the concern of a corporation of copyists.Dialectical discussion in class characteristic of a bookless age declined with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text-book.The universities favoured dictation and the preparation of a number of copies in a short period.The effect of text-books on lectures was evident in a sta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n 1355 against the abuses of dictating word for word.The University of Paris controlled the sale of parchment, fixed the number of booksellers and copyists, and regulated their activities in making, renting, and selling books.The demands of universities and lawyers were met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book trade in theology, medicine, and law.It was estimated that Paris had 10,000 copyists by the middle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cities without the restrictions of university regulations an important market was built up.In Florence and Venice an important trade in manuscripts was develope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at Frankfort and Nordlingen manuscripts in the German vernacular were manifolded and sold on a large scale.In Florence Vespasiano da Bisticci had a staff of copyists producing manuscripts in Latin, Greek, and Hebrew.The manuscript trade assumed the development of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libraries built up by wealthy merchants and noblemen of Church and state.Such demand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rapid advance of illumination in Italy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The example was followed in France where illumination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The production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had become in France almost a staple industry.Books of Hours in particular were produced in vast numbers not only to the order of wealthy patrons but also for booksellers.’［56］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Flemish illuminators surpassed French and Italian craftsmen especially in “the delicacy of their handling of landscape and portraiture”.［57］


Guild regulations restricted the use of engraving for the illumination of manuscripts, but the demands of monks for the production of religious pictures as a device for propaganda of the faith and as an exchange for penance following the organization of indulgences by Clement Ⅵ and Boniface Ⅸ led to the use of wood engravings.As in China the demands of religion in Buddhism had led to the wide-scale production of block prints, so in Europe block prints possibly introduced from China during the Mongolian supremacy began to appear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Large numbers of prints could be produced cheaply and distributed widely.The objection of copyists’ guilds to engraving of a text on the same block as the picture were overcome and block books began to appear as early as 1409.［58］
 As in China paper and block printing were adapted to the large-scale demands of religion, but in the West the sale of indulgences to offset the decline in revenue from the nation-states brought protests ending in the Reformation.Revenue from penance encouraged deeds for which penance was required and proved an unhappy support for ecclesiastical finance.

The monopoly of knowledge built up under ecclesiastical control in relation to time and based on the medium of parchment was undermin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paper.The bias of paper as a medium was evident in China with its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developed in relation to the demands of space.A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 supported by a complex alphabetical script written with a brush implied 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linking an oral and a written tradition and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Buddhism,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production of charms and statues among the lower classes.Limited supplies of satisfactory writing material in India strengthened the monopoly of the oral tradition held by the Brahman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invited competition from the invad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expansion of the Macedonian empire.India had no god of writing but a goddess of knowledge, learning, and eloquence.The exclusive right of teaching was bestowed by God on hereditary priests.Invasion was accompanied by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writing, but not to the extent of supporting a bureaucratic administration.The culture of Buddhist India became a civilizing and humanizing factor responsible for an empire based on spiritual and not o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unity.［59］
 The limited possibilities of political bureaucratic development with an emphasis on space in India accentuated an emphasis on religious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with the political bureaucratic development of China.［60］
 Hence Buddhism spread with great rapidity in China but eventually, failing to overwhelm the political bureaucracy, spread to Japan.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nd writing and printing in China was accompanied by an expansion of the paper industry and by its migration to the West through the Mohammedans.Paper responded to the invitation of the monopoly of knowledge based on parchment and reflected in monasticism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through competition hastene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bureaucracy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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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Paper and the Printing Press

The monopoly built up by guilds of copyists and others concerned with the making of manuscripts had its effects in high prices which in turn invited attempts to produce at lower costs.It was significant that these attempts were made in territory marginal to France in which copyists’ guilds held a strong monopoly, and that they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an imitation of manuscripts such as Bibles, which commanded, partly as a result of size, very high prices.In 1470 it was estimated in Paris that a printed Bible cost about one-fifth that of a manuscript Bible.The size of the scriptures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in haste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archment codex and in turn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The feudal divisions of Germany provided an escape from the more rigid central control of France.

Profits were dependent on exact reproductions of expensive manuscripts.It was necessary to develop arrangements by which type could be cast resembling exactly the letters of the manuscript and in sufficient quantity to facilitate setting up pages for printing.The alphabet which had been conventionalized to a limited number of letters used in innumerable combinations in words lent itself to adaptation to mechanical production of large numbers of the same letters which could be put together in the required combinations.In contrast with China, where the character of the script involved large-scale undertakings supported by governments, the alphabet permitted small-scale undertakings manageable by private enterprise.

The problem of producing quantities of letters with speed was solved through the resources of a highly technical metal industry.Letters were cut on punches which were hardened and driven into softer metal to provide a cast for the letter.For arrangement on a page each letter must be of the same height and of the same length, though the sizes of letters and in turn the breadths varied.An adjustable mould suited to varying breadths and in which various punched letters could be inserted at the bottom was basic to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type.In addition it became important to secure a metal which had a low melting-point and which did not contract and expand in response to temperature.An alloy including lead and antimony, of which one expanded and the other contracted with increased temperature, gave satisfactory results.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of metal type production was accompanied by a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ink.Engraved wooden blocks used indelible ink which was not suited to metal.Painters had developed oil as a base for paint and linseed oil and lamp-black were adapted to ink for metal type.Finally, arrangements for pressing parchment and paper firmly on the inked type and releasing them quickly were worked out on a screw press.Rapid manipulation in raising and lowering the press was essential to low-cost printing.In the production of a large book capital investment in equipment and raw materials was substantial.A single press could employ at least two typesetters and two printers.Six presses were used to print the Gutenberg Bible.Early printers used an alphabet of over 150 characters, including ligatures and devices which had been introduced by copyists.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rained printer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sack of Mainz in 1462, was followed by migration to other centres in Germany and in Europe.Supplies of paper and a market for books attracted printers to Italy.Paper-makers became concerned with printing as a means of expanding the market.Imitation of manuscripts compelled printers to produce type corresponding to the various writing hands developed in different regions.In Germany gothic writing and gothic type prevailed, and in Italy the roman characters developed during the classical revival of the Renaissance predominated.Venice as a centre of trade in Greek manuscripts became a cent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dus for the production of Greek type.As the market for large, costly, and cumbersome folios was met, convenient crown octavos at moderate prices were produced.In turn italic as a more compact type based on the Vatican chancery script was used.The influence of copyists and illuminators delaye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 Paris until 1469, but the delay and the control exercised by the University favoured the introduction of roman type,［1］
 earl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rinting spread to the Low countries and from there Caxton introduced it to England.Since Italy and France had concentrated on ecclesiastical and classical works, Caxton was compelled to emphasize books in English, and he printed translations and English works, notably those of Chaucer.

By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presses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larger centres of Europe.They had been concerned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manuscripts for the use of the Church, law, medicine, and trade.They had reproduced manuscripts in Latin and in Greek and in the vernaculars notably in Germany and England.With these developments a book trade had been built up and the size of printing establishments increased.The task of making available the manuscripts which had accumulated over centuries had been well begun.Printing accentuated a commercial interest in the selection of books and the publisher concerned with markets began to displace the printer concerned with production.The monopoly of monasticism was further undermined.The authority of the written word declined.“The age of cathedrals had passed.The age of the printing press had begun.”［2］


In Germany the vernacular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fter the fall of the Hohenstaufens in 1368.German music protected by the Hohenstaufens resisted encroachments from the Church.The large number of Dominican nunneries brought a demand for German words to explain scholastic terms and phrases and to adapt abstract thoughts to the minds of pious, imperfectly educated women.Mystical teaching was popularized in vernacular sermons and writings in opposition to scholasticism.Gerard Groote (1340-1384), the founder of the Brotherhood of Common Life, set up schools in which translations of the vernacular were taught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formalism of the Church.Lay people were instructed and German books and pamphlets circulated.At Deventer printing presses were set up and large numbers of works published in German.As a result of this background large numbers of German bibles were print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in spite of the statement of the Archbishop of Mainz “that the poverty of our mother tongue is quite insufficient and that i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translators to invent unknown names for things out of their head”.［3］


An interest in vernacular scriptures, particularly after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 led to conflicts between scholars and the Church.［4］
 John Reuchlin, a Hebrew scholar at Cologne, was bitterly attacked because of a pamphlet he had written in 1510.Erasmus continued the work of collating and translating manuscripts for publication and achieved notable success in collections of extracts from the classics.With the co-operation of John Froben, a printer at Basle, he published his Greek Testament in March 1516 which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liberation of the human mind from the thraldom of the clergy than all the uproar and rage of Luther’s many pamphlets” (Mark Pattison).It became the basis of Luther’s German translation printed in 1522, of Tyndale’s English translation printed in 1526, and of Estienne’s work printed in France in 1550.In his protests against the sale of indulgences by the Church and the drain of money to Rome, Luther was led to emphasize the Paulin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to attack the doctrine of the sacraments, the bondage of ecclesiastical enactments, and the self-glorification of the priesthood.He took full advantage of an established book trade, and large numbers of copies of the New and later the Old Testament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at low prices.Polemical literature implied the printing of pamphlets which were quickly produced on small presses, profitably sold, and capable of wide circulation in the hands of pedlars.High German became the basis of modern German literature.The number of titles printed in Germany increased from 90 in 1513 to 146 in 1518 and 944 in 1523.I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folios of ecclesiasticism and the pamphlets and sheets of reformers, the Frankfort Fair declined in importance, particular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ess censorship in 1579, and Leipzig gained enormously as a centre of the book trade.Large firms such as that of Koberger, who concentrated on Catholic works, felt th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from firms concentrating on Protestant writings.

The outbreak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was paralleled by repression in France and in regions dominated by the Church and the emperor.In Italy Greek declined in importanc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fall of Florence in 1512, the sack of Rome in 1527, and the crowning of Charles V at Bologna in 1530 were followed by an extension of Spanish influence.But the decline of learning was marked by the increas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vernacular shown in the writings of Machiavelli.In France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nd the monarchy offset the influence of the Frankfort Book Fair and introduced severe repressive measures against Lutheran publications in 1534.Increased efficiency of the printing press, in which production had increased from 20 to 200 leaves per hour, and restrictions on markets contributed to acute labour difficulties at Lyons and Paris after 1538 and to the migration of such printers as Estienne to Switzerland.The printing industry was encouraged, but regulations and suppression of attacks on royalty, religion, and public order l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 beyond French borders for import to France, particularly after 1570.The influence of the Jesuit Order established in 1540 and the bitter struggle against Protestantism culminating in St.Bartholomew’s massacre in 1572 implied the decline of learning.“The women and the ignorant-both very important conquests-had been recovered through the confessional and the pulpit.”［5］
 The position of Greek as an heretical language declined.“Philology is eminently the Protestant science”.［6］
 “From 1593, the date of Scaliger’s removal to Leyden, the supremacy in the republic of learning was possessed by the Dutch.”［7］
 “The deterioration of learning i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circa 1600 is a striking fact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Europe.”［8］


Decline in learning in France was paralleled by an improvement of the position of the vernacular.As the contents of written manuscripts were made available through printing the demand for writings of contemporary authors increased.The writings of Rabelais were design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printers in Lyons, a centre less exposed to interference from the Sorbonne.Montaigne made “the first attempt to treat in a modern language and in a popular form, question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human character and conduct”.［9］
 He drove out “the servile pedantry of the schools” (Hallam).Printers such as Geoffrey Tory and Dolet suppor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vernacular.“As to the ancients, as well Greeks as Romans, they have never taken any other instrument for their eloquence than their mother tongue” (Dolet).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Calvin’s 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in 1540 Protestants［10］
 continuing their interest in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made full use of the vernacular and their opponents were compelled to use it in reply.The monarchy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vernacular in enhancing its prestige and unifying the realm.In 1539 an edict of Francis I brought to an end the use of Latin on the judicial bench and recognition of French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The Edict of Nantes (1597) was in part a recogni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Protestantism and the vernacular.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victory of French over Latin was decisive.

Restriction of publications in France was paralleled by encouragement of the production of paper.Mercantilist policies favoured the export of paper.In the words of the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n 1554: “par le moyen de la papeterie plus que autre trafic de marchandises qui ne passe en France, tire l’or estranger.”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France dominated the export market for paper and supplied adjacent countries with raw material at low pric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books which were smuggled into France.Such regions as the Netherlands and Switzerland, capable of resisting censorship, exploited the advantages of cheap paper by an emphasi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Printers migrated from Lyons and Paris to Geneva and other centres.［11］
 In opposition to imports French printers supported censorship and accentuated the bitterness of the religious struggle between Huguenots and Catholics.“The Lyonnese printers availed themselves of the brand of ‘heretic’ to get the Genevan books confiscated at the frontier and thus secure at least the French market.Protestant countries had no index and the Genevan printers could not retaliate in kind.They therefore endeavoured-more irritating still-to undersell.”

In spite of censorship regulations in the Empire, Plantin built up an extensive publishing business in Antwerp after 1550.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hurch and monarchs he completed a polyglot Bible in 1568.After the sack of Antwerp in 1576 he moved in 1583 to the University of Leyden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as a Protestant centre of learning by William of Orange in 1575.He was the first publisher to associate typography with the work of the engraver on a large scale and produced a great series of illustrated works of enormous advantage to science, particularly botany.With his assistance Leyden became a centre of scholarship and learning, attracting notabl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such as Clusius and Scaliger.Expansion of printing in the Netherlands wa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large-scale type-founding industry which produced types of great variety.

An increase in printing in Europ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expansion of news services.News-letters were used by the Fuggers after 1554 and printed sheets developed with improvements in postal services organized by monarchies.Calendars were published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by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were introduced at Cologne.Acce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favoured the growth of new centres of finance.The success of Spanish arms supported by the Fugger mining interests of south Germany in Italy led to the rise of Genoa at the expense of Florence and the migration of Florentine financiers to Lyons in France.“Discovery of Cape Good Hope and America meant that Lisbon superseded Venice and Netherland merchants shifted from fishing to the carrying trade between Spain and Antwerp.”［12］
 By 1554 the Antwerp［13］
 money market had become largely dependent on Spanish-American silver.A daily bourse at Antwerp required a permanent news servic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rating of business hous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Loans were floated in Antwerp by the governments of the Netherlands, Spain, Portugal, and England.Antwerp and Lyons displaced the fairs and became the international clearing houses of Europe.Threats of the Inquisition were followed by the emigration of financiers from Antwerp and its destruction in 1576 was followed by the rise of Amsterdam and Holland.The Union of Utrecht in 1579 became the basis of a bourgeois republic.Calvinism was embraced and the privileged position of the priesthood destroyed.

In England suppression of printing was perhaps more effective than on the Continent, but the tendency toward absolutism under the Tudors haste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naissance and facilit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ormation.Henry Ⅷ encouraged scholars, became an active founder of schools, and abolished the monasteries.The Renaissance stifled on the Continent blossomed in England.Under monasticism territory and wealth had been monopolized and celibacy became a drain on the resources of education.Abolition of the monasteries was followed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clerical celibacy and development of a wide range of interests.“Henry Ⅷ with Thomas Wolsey, Thomas Cranmer, and Thomas Cromwell cleared the field and sowed the seed for Spenser, Sidney, Bacon and Shakespeare.”［14］
 The accession of Queen Elizabeth permitted by absence of the Salic law which prevailed in France and dominance of a woman over the court were accompanied by patronage of literature.Since England, with its interest in wool rather than linen, was dependent on the Continent for supplies of paper, restrictions on publications were in the interests of mercantilism and maintenance of royal power.Influx of silver from Potosi to Europe after 1545, rising prices, and defeat of the Armada provided the basis of Elizabethan prosperity.Restrictions on publications［15］
 accentuated an interest in the drama and enabled Shakespeare to exploit and expand the capacities of a language which had not been repressed by print.“Perhaps the greatest event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England” was the success of Marlowe’s Tamburlaine about 1587.“It naturalized tragedy ...and put an end ...to all the futilities of the theorists.Shakespeare appeared before academies when the processes of popular and literary education had not multiplied definitions and hardened usages.He enjoyed a freedom of invention unknown to his successors.”［16］
 In Athens, tragedy flourished before writing was firmly established and in England before printing had developed its overwhelming power.

The flexibility of the alphabet and its adaptability to mechanization facilitated an approximation of the printed word to the oral tradition.The written tradition dependent on parchment had been inflexible.Paper had expanded in part in relation to the gap between the written tradition dependent on parchment and the oral tradition, and the printed word, at first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on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 by its emphasis on manuscripts, late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ridged the gap with the oral tradition.By the end of that century the vernacular had become an effective basis of literature in the countries of Europe.The flexibility of the alphabet and printing introduced an overwhelmingly divisive influence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emphasizing the place of the vernaculars.The vitality of the vernaculars was strengthened by an emphasis on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which gave them a sacred appeal.［17］


By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monopoly of knowledge built up in relation to parchment had been overwhelmed and a fusion achieved with a new monopoly of knowledge built up in relation to paper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eparate kingdoms in which the Church was dominated by the state as in Lutheranism and Anglicanism.In France the concordat of 1516 virtually separated the French Church from Rom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riptures in the vernacular was offset by the role of literature.［18］
 Jean Bodin furnished princes with an invincible weapon against religious claims.A common sovereign was the essential element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In countries in which scriptures in the vernacular wer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retation supported scholarship and sects.“The prolific source of Protestant sectarianism was the notion that the scriptures speak unmistakably.”［19］
 Demands for toleration were met in part in Calvinism.Geneva was a community, the first which modern times had seen “to combine individual and equal freedom with strict self imposed law to found society on the common endeavour after moral perfection”.Self-control was the foundation of virtue and self-sacrifice the condition of common weal.［20］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ance continued as a major source of exports of paper, but the results of a mercantilist policy favoring exports and restricting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 led to collapse in the 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 in 1685 and the migration of large numbers of Huguenots including paper-makers to important consuming countries such as Holland and England.Toward the end of the century Holland, with the use of wind power, introduced new methods of cutting rags which did away with the old process of rotting, shortened the length of the process, and produced a better quality of paper.About 1620 Blaeu introduced numerous improvements in the printing press which greatly increased output.Suppression of criticism under a despotic monarchy led to the printing of gazettes and publications in Holland to be smuggled into France.French refugees such as Pierre Bayle developed a critical literature 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later criticism of Voltaire and the Encyclopaedists.Le Clerc was probably “the first person who understood the power which may be exercised over literature by a reviewer” (Hallam citing Bishop Monk).As a refugee Descartes worked out his philosophy and destroyed the influence of Aristotelianism.Dutch printers exploited their advantages in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The Elzivirs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works and distributed them throughout Europe.Paper was adapted to production of small formats.Type-founding［21］
 became a major activity and founts were sold to printers in England and Europe.It shifted from a handicraft undertaking to an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England, as in France, suppression of printing was followed by imports of Dutch publications.Corantos were published in 1621 and were followed by newsbooks, but discussion of domestic news was prohibited.A star chamber decree of 1637 restricted presses in London to twenty and type foundries to four.Such repression preceded the outbreak of civil war and insistence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such as Milton’s Areopagitica.Abolition of the star chamber courts in 1641 was followed by intense activity in the publication of pamphlets and newsbooks supporting parliament or royalty.“The slightest pamphlet is nowadays more vendable than the works of learnedest men.” “Pamphlet-debate was the first great experiment in popular political education using the printing press as the organ of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22］
 Success of parliament was followed by suppression and the policy was continued after the Restoration.Roger L’Estrange introduced a rigorous censorship under the Licensing Act of 1662.Periods of suppression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rise of news-letters which evaded censorship.Restrictions on the press as a medium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were offset by the rise of coffee-house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The extreme difficulties of the press were met by the growth of advertising as a source of revenue, and it was significant that the first advertisements included books or products of the press, quack medicines, tea, and chocolate.

Suppression of the printing of certain types of literature released facilities for other types of literature of which the Bible, especially after the King James Version (1611), occupied a foremost place.It became a centre of Puritanical interest and marked the ascendancy of prose over poetry and the drama.The theatre was suppressed by the Puritans in 1647 but revived by Charles Ⅱ in the Restoration and adapted to the demands of royal pa-tronage.［23］
 The effects of printing in the increasing use of prose accentuated an interest in science.Worship of the ancients, especially in Aristotelianism, emphasized a sense of decline and despair which was attacked by Baco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grandeur of the Elizabethan age.The attack of the Reformation on authority and emphasis on the Bible were accompanied by an attack on Aristotelianism and the vigorous sponsorship of science.“We are the ancients and the ancients are the youth.” Belief in the scriptures defeated attempts to merge the Hebrew and the classic tradition.Science emerged as a result of the break.A concern with nature rather than mind emphasized truth obtained from things rather than books.The discoveries of Copernicus and Galileo in astronomy, of Columbus in geography, of William Gilbert in magnetism, and of Harvey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reinforced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and of nature in contrast with books.“Words are wise men’s counters-they do but reckon by them; but they are the money of fools” (Hobbes).The profound shift in philosophical approach was accompanied as Whitehead has shown by an advance in mathematics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s of Descartes and Newton.In 1660 the Royal Society was founded to encourage an interest in science.“It will bring philosophy from words to action, seeing that men of business had so great a share in their first foundation”(Robert Hooke).Observation of the becoming replaced contemplation of being.The rise of deism rescued nature from Satan and restored it to God.Nature and reason vindicated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property as opposed to the feudal and ecclesiastical order.Hobbes’s attack on the soul weakened a central bulwark of ecclesiastical control.“To seek our Divinity merely in Books and writings, is to seek the living among the dead” (John Smith).“Why do we not, I say, turn over the living book of the world instead of dead papers” (Comenius).Science favoured prose and Sprat claimed that the Royal Society was designed “to separate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from the colours of Rhetorick, the devices of Fancy, or the delightful deceit of the Fables” and was concerned lest “the whole spirit and vigour of their design, had been soon eaten out by the luxury and redundancy of speech”.Milton resolved to rescue poetry from the Devil and to raise the English vernacular to the level of Italian by writing an epic which used the Bible as a source.But the prose style of Locke was an index of the age and had the tone of well-bred conversation without “the uncouth and pedantic jargon of the schools”.［24］
 It followed “English prose style ...written in the fear of death by heretics for whom it was a religious but also a revolutionary activity”.［25］


The impact of printing was evident not only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ut also in the rise of parliament.It contributed to the efficient conduct of business in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26］
 Law escap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nature which had been significant in the rise of science.There was “nothing more repellent to Anglo-Saxon instinct than the corruption of law by political ideology”.［27］
 The imprecise characte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hich followed its exposure to continental influence in French and Latin was not adapted to the precision of codes.

Sir Edward Coke regarded the common law as the fundamental law of the realm and the embodiment of reason which parliament could not change.“When an act of Parliament is against common right and reason, or repugnant, or impossible to be performed, the common law will controul it, and adjudge such act to be void” (Bonham case, 1610).But parliament, in opposition to the absolute demands of the monarchy, claimed and exercised a sovereign power.A theory of might was substituted for a theory of law.“Common law is living and human, statutes have neither humanity nor humour.”［28］
 Hobbes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which completely subordinated the Church to the civil power which had begun with Marsilius of Padua and laid the basis for the conflict between sovereignty in the colonies and sovereignty in Great Britain which broke the British Empire.［29］
 The Instrument of Government which set up the Protectorate in 1653 was the first and last attempt to limit the power of parliament by a written constitution.The Revolution in 1689 established the legal supremacy of parliament, but written constitutions with limitations on legislatures persisted in the colonies with the belief in fundamental law.

The supremacy of parliament was strengthened by the new financial devices which spread from Antwerp and Amsterdam to London and which accompanied improvements in communication incidental to the growth of newspapers.The concept of municipal credit had spread from Italian cities.［30］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 was the first to use state credit as an effective weapon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Amsterdam as the successor to Antwerp developed an exchange concerned with stock rather than government securities.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formed in 1602 as the first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s, was followed by the Bank of Amsterdam in 1609.Dutch trade expanded in relation to Asia after the annexation of Portugal by Spain in 1580 and in relation to Europe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The Amsterdam exchange facilitated the building of an effective coalition against Louis ⅩⅣ.In England the state followed the Dutch pattern in assuming the form of a corporation whose members were responsible for its engagements by which large funded loans were floated at a low rate of interest.The revolution of 1689 was followed by the creation of public debt.The funding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 1693, the Bank of England in 1694, and Exchequer Bills in 1696.Supremacy of parliament enabled England to introduce the grea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ublic debt.Efficient use of reserves for paper currency enabled England to meet the drain of specie to India and extend her trade.The concept of possession in common law in contrast with the concept of absolute ownership in Roman law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trade.［31］
 “Toleration was the necessary outcome of the new finance as it was of the new political system.”［32］
 “Trade is most vigorously carried on, in every state and government, by the heterodox part of the same, and such as profess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what are publicly established.”［33］
 In England “neither an absolute king nor an absolute church would ever again impede economic progress”.［34］


With the expansion of paper production in England follow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aper factories by Huguenot immigrants and the accession of William and Mary, restrictions on printing were relaxed.John Locke［35］
 pointed to the enormous advantages of freedom of printing to Holland and to the serious losses attending the monopoly of the Stationers’ Company in England, and in 1695 the Licensing Act was allowed to lapse-a step which, according to Macaulay, did “more for liberty and for civilization than the great charter or the Bill of Rights”.

Advance in Holland and England was paralleled by decline in France and Germany.The outbreak of savage religious warfare from 1618 to 1648 left Germany a number of despotic principalities in which princes determined the religion of their subjects.Rapid improvement in communication destroyed conventions even in warfare, and religion accentuated savagery.［36］
 After 1648 the influence of Grotius, who had returned to the concept of natural law in discussing relations between sovereign states, became more powerful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became a definite consideration.Louis ⅩⅥ attempted to crush the republican press of Holland in the war of 1672 and expelled the Huguenots in 1685.The Gallican Church, secure in its supremacy, displayed the worst attributes of the state Church.Centralization dried up the stream of national life.French finance collapsed in 1648, but the disappearance of Italian financiers had not been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ective exchange.After the death of Colbert in 1683 the budget was disorganized.But under Louis ⅩⅥ the growth of efficient administration gave government comprehensiveness, decision, and consistency.“The government of Louis ⅩⅥ appeared to be the first that was engaged solely in managing its affairs like a power at once definitive and progressive, which was not afraid of making innovations because it reckoned upon the future.”［37］
 But by 1712 monarchy was worn out as much as Louis ⅩⅥ.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French industry and trade became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the effects of suppression.The French paper industry was influenced in a belated and slight fashion by improvements such as the use of cylinders and of wooden glazing rolls (about 1720) developed by the Dutch.Attempts to compete with the Dutch product were evident in detailed regu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restrictions and embargoes on exports of rags.Difficulties of the French industry were evident in family control and the emergence of organized labour［38］
 intent on improved working conditions.Expansion of the Dutch trade had been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domestic and export markets and increasing imports of rags as raw material.In England paper production was given encouragement by protection and expanded throughout the century.Large quantities of rags were imported from the Continent.The pronounced movement toward self-sufficiency created an acute problem in raw materials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 end of the Licensing Act in 1695 was followed by a larg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first daily sheet in 1701.The limitations of the hand press in which 2,000 sheets could be printed by relays of press men on one side in eight hours checked the circulation of single newspapers, led to the appea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papers,［39］
 and favoured other media in which time was a less important consideration.［40］
 The limitations of newspapers accentuated the importance of pamphlets as weapons of party warfare［41］
 and assumed the enlistment of effective writers such as Swift, Defoe, Addison, and Steele.Of Harley, Swift wrote, “no other man of affairs has ever made such use of a man of letters”.The imposition of stamp taxes in 1712 restricted expansion and facilitated control of the press after the accession of Walpole to power.Taxes were increased in 1725 and the printing of parliamentary debates prohibited in 1738.With these restrictions printers concentrated on weeklies and in turn on summaries provided by monthlies such as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started in 1731.With the support of a Copyright Act, effective 1 April 1710, printers undertook compendious works and rapidly became publishers largely concerned with markets rather than craftsmanship.In the period prior to the growth of literacy publishers employed armies of scribblers in abridging, compiling, writing notes, and using scissors and paste.Ephraim Chambers’s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was published by subscriptions in 1728.By the end of Walpole’s administration publishers had developed more varied publications.In 1740 Richardson’s Pamela was published and was followed by other novels.The circulating library widened the market for new types of literature.In 1744 John Newberry began the publication of illustrated children’s books.［42］


Destruction of the monopoly position of publishers by a legal decision in 1774, which denied the right to perpetual copyright under common law, was followed by publication of cheap reprints by small booksellers.Large publishers turned to large and expensive publications such as those of Robertson, Adam Smith, and Gibbon.Scottish writers had not been hampered by the long period of drudgery which had characterized English writing and had been supported directly by the universities.A Roman law tradition fostered an interest in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reflected in Adam Smith and Hume.The Encyclopdia Britannica, published in Edinburgh in 1771, was dependent on scholarly writing.Scottish printers and booksellers participat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market after 1774.Constable began the notable publishing venture with which Scott was associated.Constable, “perhaps, the greatest publisher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etters”, “first broke in upon the monopoly of the London trade, and made letters what they now are”.［43］
 Scott superseded the “pursuit of old black letter literature”.［44］
 The Edinburgh Review was begun in 1802.English writers were rescued from hackwork, and Johnson and Goldsmith, following Pope, established the profession of authorship.［45］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newspapers gained in importance through the demand for news of wars and through the support of advertising, especially after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on sign posters.After 1774, following the efforts of Junius and Wilkes, the right of publishing parliamentary debates was established.Improvement in communications widened the market for the daily press.But the significance of more severe restrictions in stamp and advertisement taxes, and threats of libel suits, was evident in the enormous sale of pamphlets.Popular literature［46］
 became enormously important after 1790.Women writers occupied a prominent place.By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romantic literature had struck its roots in English reading.The essay creat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ardly survived it.［47］
 The emphasis on reason and nature had been changed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Hume to an emphasis on nature and feeling.“Reason is and ou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and can never pretend to any other office than to serve and obey them” (Hume).“Everyone believed in immortality until they heard Boyle give a lecture to prove it.” Destruction of reason and natural law, political restrictions, the weakening of deism, and the rusty ecclesiastical machinery provided the background for the growth of Methodism under the direction of Whitefield and Wesley.Discontent was driven from the political to the religious channel.

Developments in Great Britain had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colonies.Restriction of the press［48］
 was paralleled, but the expansion of literary activity in Great Britain, which had served as an outlet to political repression, overwhelmed the colonies［49］
 and compelled concentration on newspapers.Books were imported from Holland and England.The dominance of the printer in relation to the publication of laws of the assemblies and the post offic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s［50］
 largely dependent on the writings in English newspapers.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English press prior to their control by Walpole were reprinted in the colonies.［51］
 The agitation against restrictions was carried out with more success than in Great Britain, in part by revolutionary spirits who had emigrated to avoid repression.Peter Zenger, tried for sedition, was acquitted by a jury in 1735.The concern of the printer in governmental patronage involved constant agitation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colonies defeated attempts at uniform supervision.Printers such as Benjamin Franklin could migrate from one colony to another.The attempt of Great Britain to impose the stamp tax in 1765 touche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t its source and was followed by determined resistance.“Printers, when uninfluenced by government, have generally arrayed themselves on the side of liberty, nor are they less remarkable for attention to the profits of their profession.A stamp duty which openly invaded the first, and threatened a great diminution of the last, provoked their united zealous opposition.”［52］
 In the period preceding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paper production had increased on a substantial scale and the colonies were able to produce their own presses and type.With the importance of advertising the newspaper became “part of the machinery of economic distribution”.The power of the newspaper was reflected in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53］
 and in the adop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guarantee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spapers were more closely attached to political parties and concerned with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The resulting bitterness led Fenno to write in 1799: “The American newspapers are the most base, false, servile, and venal publications that ever polluted the fountains of writing-their editors the most ignorant, mercenary and vulgar automatons that ever were moved by the continually rusty wires of sordid mercantile avarice.”［54］
 Attempts at repression led to the defeat of John Adams and the Federalist party.“The printers can never leave us in a state of perfect rest and union of opinion” (Jefferson).The empire was broken in part through the distorted effects of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which reinforced division incidental to the legal supremacy of parliament based on forc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n element of Roman law.Inability to adapt English institutions to new circumstances lost the coloni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imperilled the empire in the East.Theory was unable to mediate between absolute dependence and absolute independence in Ireland and, in turn, in the colonies.［55］
 Religion which developed in the colonies beyond the influence of episcopalianism/
 sm}}［56］strengthened resistance to the demands of parliament.

In Franc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aper industry were accompanied by problems of copyright and suppression which favoured continued emigration of printers and the smuggling of French works from Holland and Geneva.“Holland was now the great printing press of France and ...it is just to remember the indispensable services rendered by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Hollan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Frenc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well as the shelter it gave to French thinkers in the seventeenth, by including Descartes, the greatest of them all.”［57］
 None of Rousseau’s chief works were printed in France.“That universal circulation of intelligence, which in England transmits the least vibration of feeling or alarm, with electric sensibility, from one end of the kingdom to another, and which unites in bands of connection men of similar interests and situations has no existence in France.”［58］
 Publication of a large work such as an encyclopaedia［59］
 evaded difficulties of copyright and dangers of smuggling, appealed to prestige, and offered possibilities of escaping censorship.An association of publishers undertook support of the project based on Chambers’s work in England.After numerous difficulties it was completed over two decades.With its completion secular literature triumphed over old institutions and doctrines.Spiritual power was transferred from ecclesiastical hands to the profession of letters.Theology and metaphysics were dwarfed by the physical sciences.The influence of the encyclopaedia was supported by the press in its attempts to escape the influence of monopoly.Limitations on advertising led to the appearance of diverse clandestine sheets in which leaders waged the battles of the Revolution.“L’imprimerie est l’artillerie de la pensée” (Rivarol).“All the wrath and indignation and revolt among the people reverberated first through the newspapers.”［60］
 The violence of the press was followed by attempts at suppression and with the death of Desmoulins in 1794 freedom disappeared.“Si je lache la bride à la presse, je ne resterai pas trois mois au pouvoir” (Napoleon).［61］
 The policy of France, which favoured exports of paper and suppression of publication and which increased printing in Holland and England, created a disequilibrium which ended in the Revolution.But this policy resting on a fusion of Church and state became the basis of an empire which extended in North America from the St.Lawrence to the Mississippi in the south and to the Saskatchewan in the north, and after its loss to Great Britain, and in turn the collapse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became a basis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sufficiently secure to permit the reorganization the lack of which had precipitated the crisis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and of printed material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ed from Amsterdam and Paris to England.The paper machine (Fourdrinier) was invented in France and improved and adopted in England.［62］
 Production was restricted by supplies of rags in spite of an increase in population and textile production until the utilization of woo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gave access to vast new supplies.Total production of pap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creased from about 11,000 tons of hand-made paper in 1800 to 100,000 tons in 1861, of which 96,000 tons were machine-made, and to 652,000 tons, of which 648,000 tons were machine-made, in 1900.［63］
 Including imports of paper, consumption reached over a million tons by 1900.Prices declined, roughly from 1s. 6d. a pound in 1800 to 10d. in 1836, [image: ]
 . in 1859, and less than 1d. a pound in 1900.Steam power was applied to printing by The Times in 1814 and gave it a powerful monopoly posi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Production of newspapers was increased from 250 to 1,000 copies an hour to 12,000 copies by 1853.Taxes on paper, advertisements, and newspapers accentu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Times monopoly and by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its circulation exceeded the total of all other London papers.Media such as periodicals and magazines concerned with material other than news carried lighter taxes and expanded rapidly.In the struggle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axes on knowledge’［64］
 the tax on paper was reduced, and in 1840 the penny postage was established.The possibilities of cheap large-scale agitation were shown in the success of the attacks on the Corn Laws and in the removal of the stamp and advertisement taxes in the fifties and the paper tax in 1861.As a result newspapers were established to challenge the position of The Times, such as the News in 1846 and the Daily Telegraph in 1855.The height of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Times was reached in the Crimean War through the effective correspondence of Russell.The telegraph was exploited by new competitors in London and by provincial newspapers whose demands brought government ownership.The deteriorating effects of monopoly on The Times were shown in the unfortunate dependence on the New York Herald［65］
 for American news and support of the Southern States.In the Franco-Prussian wa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News and the New York Tribune enabled them to dominate in news.Acceptance of the Pigott papers, which were proved to be forgeries, brought loss of prestige and, by 1890, The Times was practically bankrupt.The Education Act of 1870 created a new demand for reading material which led to publication of Tit-Bits and Answers,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new journalism in the Daily Mail and the Daily Express.

The effects of cheaper paper and of the Education Act were evident also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The circulating libraries of Mudie and Smith designed to meet the demand of women for fiction supported the three-volume novel which sold at 31s. 6d. Competition in the sale of single volumes led to the issue of a circular on 27 June 1894 declaring that after six months they would pay only 4s. a volume for novels in sets.By 1897 only one-volume novels appeared on the market.Triumph of the 6s. novel compelled publishers to concentrate on fiction commanding a wide sale.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dominance of the circulating library in its demands for cloth-bound volumes was weakened further by the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small paper volumes.

The monopoly position of The Times, which accentuated the importance of media not concerned with news, had important resul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ts absence of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egislation.The literature［66］
 of periodicals, magazines, and books associated with the names of Ainsworth, Dickens, Collins, Thackeray, Trollope, and others, was exported to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literature was restricted or confined to newspapers and media in which English competition was relatively ineffective.American authors found an outlet in journalism.‘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the growth of large centres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newspapers and to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technique.The cylinder press, the stereotype, the web press, and the linotype brought increases from 2,400 copies of 12 pages each per hour to 48,000 copies of 8 pages per hour in 1887 and to 96,000 copies of 8 pages per hour in 1893.Completion of the Atlantic Cable increased the importance of European news but introduced a condensed form of writing which enabled the American to develop independentl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Copyright legislation in 1890 protected American authors and accentuated differences in literature.

The importance of advertising in large centres strengthened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large newspapers and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etween newspapers and centres.The demand for news to increase circulation haste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legraph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news services.Monopoly positions were quickly made and quickly destroyed by technical change.The disturbances were reflected in political change.The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of J.G.Bennett, Sen., the penny press, and street sales weakened the monopoly of the subscription system of the large blanket sheets of the mercantile press and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political disturbances of the Jacksonian age.The metropolitan press destroyed the single authority of Congress and after 1840 the party machine shifted power from Washington.［67］
 Introduction of fast presses by the Chicago Tribune in the fifties coincided with the ris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followed by the election of Abraham Lincoln as President.Commercial activity in the North accompanying expansion of newspapers led to increasing friction with the less active Sou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West introduced a decisive element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Civil War.Success of the North was followed by the dominanc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until Pulitzer, with experience in St.Louis, introduced a fast press in New York and contributed to the retur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under Cleveland.In turn W.R.Hearst, with experience in San Francisco, entered the New York field, and with Pulitzer’s desertion sponsored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from wood pulp［68］
 brought a decline in price from [image: ]
 cents a pound in 1875 to [image: ]
 cents in 1897.Pulpwood, chiefly spruce, was ground into small fibres by pressure against a rapidly revolving stone to produce mechanical pulp which was mixed with pulp produced by the use of chemicals in the ratio of 75 to 80 per cent, and 25 to 20 per cent.The industry implied access to large spruce forests, cheap abundance of water power,［69］
 and cheap transportation for raw material and finished product.Plants were located near large hydro-electric power sites.Large paper companies emerged to supply the necessary capital and to exercise an influence on prices.Attempts to raise prices were met by determined opposition from newspapers.Proprietors attempted to enhance their prestige and to increase circulation of their papers by taking an active part in politics.W.R.Hearst, like Horace Greeley, aimed at the mayoralty of New York, the governorship of New York state, and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presidents, notably Theodore Roosevelt, made effective use of newspapers and favoured means of lowering the price of newsprint.The Taft administration succeeded in lowering tariffs on news-print from Canada and the low tariff policy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un-der Woodrow Wilson reflected newspaper demands even more effectively.［70］
 Pressure from Canadian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compell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sprint plants in Canada involved a lumpy type of development determined largely by the capacity of power sites.Increased production of newsprint led to the growth in size of newspapers, an emphasis on Sunday newspapers, and to new devices for the increase of circulation.The tabloids in which photographs became a central feature exploited the possibilities of lower levels of sensationalism.The effects paralleled the boom period of the twenties with its emphasis on advertising, on types of marketing organization designed to provide rapid and wide distribution of goods of the type adapted to advertising, and on types of news favourable to wide circulation of newspapers.

The highly sensitive economy built up in relation to newsprint and its monopoly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advertising hastened an emphasis on a new medium, notably the radio,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d to a large-scale depression.The radio was accompanied by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retur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power and the election of F.D.Roosevelt who claimed that “nothing would help him more than to have the newspapers against him”.Localization of metropolitan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accompanied by weeklies and digests which provided a common denominator from a national rather than a metropolitan point of view.Illustrated papers and the radio 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of advertising for national coverage.The radio emphasized a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with profound effects on music.The significance of mechanization in print, photographs including the cinema, phonographs including the talkies, and radio has been evident in literature, art, and music.The pressure of mechanization on words［71］
 has been reflected in simplified spelling and an interest in semantics.The limitations of words have led to resort to architecture and the rise of skyscrapers as an advertising medium.In North America, in contrast with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the book was subordinated to the newspaper.Mechanization involved an emphasis on best-sellers and the creation of a gap of unintelligibility of more artistic literary works.［72］
 Literature and other fields of scholarship have become feudalized in a modern manorial system.Monopolies of knowledge have been built up by publishing firms to some extent in co-ope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and exploited in text-books.A large text-book subject to revision at suitable intervals can be profitably exploited at the expense of works of scholarship.Monopolies are subject to competition from new media, but these in turn reflec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appear.Department stores which concentrate on sales of the Bible［73］
 and orthodox literature leave open a wide field to publishers exploiting “untouchable” subjects in small cheap booklets.［74］
 If civilization may be measured by the tolerance of unintelligibility, its capacities are weakened by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built up in the same political area using the same language.

The impact of large-scale mechanization in communication in North America on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 became significant with the new journalism of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The intense rivalry between Hearst and Pulitzer in New York during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was paralleled by the marked increase in circulation of the Daily Mail and the Daily Express during the Boer War.American influenc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editions of American papers and the migration of journalists such as Blumenfeld and Lord Beaverbrook to Great Britain.Technique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imported and adapted in Great Britain and Europe.The effects of the new journalism were conspicuou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Times in 1908 by Lord Northcliffe.Political journalism such as that of the Westminster Gazette was weakened.The prestige of the new journalism was shown in the creation of a newspaper peerage.The instability of foreign policy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dominance of the newspap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troduced in Great Britain with the new journalism.［75］
 The effects became apparent in the lack of stability in foreign policy leading to war in 1914.After the sensational telegram sent by the Kaiser to Kruger during the Boer War, opinion was turned from Germany towards France.［76］
 The power of the press during the war was shown in drastic reorganizations of the Cabinet.After the war, the death of Northcliffe, and new arrangements for control of The Times, the Daily Express under Lord Beaverbrook turned from an emphasis on continental politics to imperial preference with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to the traditional free-trade policy of Great Britain.In Great Britain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s favoure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radio as a means of checking encroachments on advertising revenu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radio as a new medium enabled politicians, notably Baldwin, to resist the pressure of newspapers.But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advertising to newspapers in the period from 1919 to 1939 was accompanied by a decline of intelligent interest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77］


On the Continent the impact of American journalism was less direct because of a more strongly entrenched position of the book and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and legal systems.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French press,［78］
 with less dependence on advertising than Anglo-Saxon countries, was continually exposed to suppression or threats of suppression.After an escape from the rigid control of Napoleon journalists began a long struggl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They exercised a decisive influence in the revolution of 1830 but later came under the repressive policy of Louis Napoleon.Under the censorship of the second empire French journalism became “the only considerable journalism in history in which form has prevailed over matter” and France was again exposed to competition from the Netherlands.In answer to complaints of the emperor of attacks by French refugees it was held that the “constitution of Belgium was made by journalists and the unrestrained liberty of the press is so interwoven with the constitution that the legislature itself has no power to deal with the case, nor any power short of a constituent assembly”.［79］
 Partly as a result of the intensity of the struggle journalism in France avoided anonymity and journalists became active politicians.［80］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political newspapers left the press exposed to manipulation by direct subsidy from external and internal groups.［81］


In Germany political censorship in small principalities had a powerful influence with the result that talent was turned to literature, to the universities, and to music.After the Napoleonic period and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Prussia censorship was replaced by manipulation.The traditions of manipulation developed by Bismarck continu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der Goebbels.［82］
 Discrepancy in the rate of expansion of influence of the newspap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and Germany contributed inevitably to misunderstanding.The political press of a bureaucratic Roman law state differed sharply from that of a common law state.The interview of the Kaiser with the Daily Telegraph in 1909 was incomprehensible to English readers since an interview by King Edward Ⅶ in a German paper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The clash between traditions based on the book and the newspaper contributed to the outbreak of war.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emphasized self-determination as a governing principle and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83］
 in the printing press.Consequently, it rapidly became outdated with 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spoken word in the radio.Governmental influence over the press was extended to the radio.The loud speaker had decis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election of the Nazis.Regions dominated by the German language responded to the appeal of the spoken word inviting them to join a larger German Reich.The Second World War became to an important extent the result of a clash between the newspaper and the radio.In the conduct of the war the power of the mechanized spoken word was capitalized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notably by Churchill and Roosevelt.Russia had an enormous advantage in the difficulties of language and its impermeability to German propaganda.The sudden extension of communication precipitated an outbreak of savagery paralleling that of printing and the religious wa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again devastating the regions of Germany.

In the Near East mechanized communication has been less effective as a basis of nationality.In the East Greek civilization successfully resisted encroachments from Latin.After the fal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1453 the dominance of the Turk was not accompanied by a uniform language.In areas dominated by Mohammedanism abhorrence of images delayed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Nationality failed to correspond with language largely because of religion.National feeling based on language was registered in protests against political arrangements.［84］
 Organization of the Russian empire checked the devastations of nomads which had threatened Western civilization over two millennia.［85］
 Byzantine influence persisted in Russia in the relations of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to the state.Developments in communication were restricted.Russia had no Renaissance and no eighteenth century.The late development of a vernacular literature was reflected in the works of great Russian realist writ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fusion of Church and state resisted Western influence until the effects of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ere crystallized in communism and communist literature.［86］
 The defeat of revolutionary tendencies in Germany, notably in 1848,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 especially in Italy, and the increasing centralization of the Church evident in the doctrine of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papacy were followed by the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communism by Karl Marx and others.Resistance of the West made communism attractive to Russia as a weapon against caesaropapism.The Russian revolution supported by an interest in communism eventually contributed to the breakdown of the state which had given birth to printing and had survived its influence without revolution.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had developed and declined partly in relation to th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on which they were built and tended to alternate as they emphasized relig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time, and force, centralization, and space.Sumerian culture based on the medium of clay was fused with Semitic culture based on the medium of stone to produce the Babylonian empires.Egyptian civilization based on a fusion of dependence on stone and of dependence on papyrus produced an unstable empire which eventually succumbed to religion.The Assyrian and Persian empires attempted to combine Egyptian and Babylonian civilization and the latter succeeded with its appeal to toleration.Hebrew civilization emphasized the sacred character of writing in opposition to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which emphasized the graven image.Greek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oral tradition produced the powerful leaven which destroyed political empires.Rome assumed control over the medium on which Egyptian civilization had been based and built up an extensive bureaucracy, but the latter survived in a fu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with Christianity based on the parchment codex.In the West the weapons of Christianity included the arguments of St.Augustine emphasizing original sin and the weakness of political rulers.Political power became more importan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nother medium, namely, paper, and in turn Locke and Rousseau developed arguments against original sin in the psychological tabula rasa and the emphasis on experience as a basis of learning.“Men always seek for a general theory to justify their efforts and they almost invariably choose one that is intellectually untenable” (Randall).The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based on language reinforced by mechanized communication led in turn to nationalism and the growth of communism.“If he desires that all should look up to him, let him permit himself to be known but not to be understood” (Hallam).

The enormous expansion of the printing industry and an emphasis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which favoured the growth of monopolies, have intensified nationalism.Toynbee has suggested that prior to 1875 industrialism and nationalism worked together to build up great powers and thereafter industrialism became world wide and nationalism narrow and small.［87］
 Henry Adams has regarded 1870 as “the close of the literary epoch, when quarterlies gave way to monthlies, letter-press to illustration, volumes to pages”.The effects of printing on nationalism have been conspicuous in common-law countries.“Success of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government has been materially influenced by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88］
 but its limitations have again been largely a result of printing.The publication of debates implied an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manner and context of parliamentary speeches.Lord Somers “knew of no good law proposed and passed in his time to which the public papers had not directed his attention”.［89］
 The vicious circle is described by Dicey “Laws foster law-making opinion”.“The capital fact in the mechanism of modern states is the energy of legislation”［90］
 (Maine).“The present age appears to me to be approaching fast to a similar usurp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religion by law” (Coleridge).The position of lawyers has been strengthened.“In England, the profession of the law is that which seems to hold out the strongest attraction to talent, from the circumstance, that in it ability, coupled with execution even though unaided by patronage, cannot fail of attaining reward.It is frequently chosen as 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life.It also presents great advantages, from its being a qualification for many situations more or less remotely connected with it, as well as from the circumstances that several of the highest officers of the state must necessarily have sprung from its ranks.”［91］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fession of law is the only aristocratic element which can be amalgamated without violence with the natural elements of democracy, and be advantageously and permanently combined with them”.［92］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ss on law has been tempered by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ral tradition in the “spirit of a rational freedom diffused and become national in the consequent influence and control of public opinion and in its most precious organ, the jury” (Coleridge).“In proportion as you introduce the jury into the business of the courts you are enabled to diminish the number of judges, which is a great advantage.”［93］
 “In whatever manner the jury be applied, it cannot fail to exercise a powerful influence up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but this influence is prodigiously increased when it is introduced into civil cases.”［94］
 As to Roman law “the bas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of jurisprudence is that the one accords privileges; while the other prohibits rights”.［95］
 “The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yers investigate what has been done; the French advocate inquires what should have been done; the former produce precedents; the latter, reasons.”［96］


In common-law countries particularly adapted to trade and emphasizing freedom of the press, monopoly of communication accentuates monopolistic tendencies in the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books.Publishers exploit well-known authors and readers to check the appearance of new authors.［97］
 In turn reprints of established books weaken the position of writers.“Give me dead authors-they never keep you waiting for copy” and it might be added, for copyright.“Originality is the greatest disadvantage to its possessor in the intellectual market.”［98］
 It becomes no longer possible to insist, following Montesquieu, that “the liberal theory of politics is a recurrent product of commerce”.［99］


These changes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empire.The British Empire, which gained from a fusion of Roman law traditions and common-law traditions, has been exposed to the effects of increasing nationalization based to an important extent on langu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chanization of the printed and the spoken word as in the case of the French in Canada, the Dutch in South America, the languages of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 attempt to revive the Irish language in Eire.The common-law tradition tends to become more powerful and to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elements which have been decentralizing in character.“Under democratic control England must abandon all idea of influence upon the world’s affairs” (Lord Salisbury).

The United States, with systems of mechanized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ed force, has sponsored a new type of imperialism imposed on common law in which sovereignty is preserved de jure and used to expand imperialism de facto.［100］
 It has been able to exploit the tendencies toward imperialism which have emerged in members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Canada has been used as a means of penetrating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Resistance to this influence can be made effective by adherence to common-law traditions and notably to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Europe.The state and the Church have lost control in large areas of Europe as a result of successive periods of occupation, and survival in the West depends on their continual subordination and on a recognition of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supremacy of Europe.States are destroyed by lack of culture［101］
 (Jaeger), and so too are empires and civilizations.Mass produc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are the enemies of the West.The limitations of mechanization of the printed and the spoken word must be emphasized and determined efforts to recapture the vitality of the oral tradition must be made.［102］


Large-scal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mplies a solution of problems of space in terms of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of problems of time in terms of continuity.Elasticity of structure involves a persistent interest in the search for ability and persistent attacks on monopolies of knowledge.Stability involves a concern with the limitations of instruments of government as well as with their possibilities.

Concentration on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implies a bias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ation concerned either towards an emphasis on space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r towards an emphasis on time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Introduction of a second medium tends to check the bias of the first and to create conditions suited to the growth of empire.The Byzantine empire emerged from a fusion of a bias incidental to papyrus in relation to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of parchment in relation to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The dominance of parchment in the West gave a bias towards ecclesiastical organization which l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a paper with its bias toward political organization.With printing, paper facilitated an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vernaculars and gave expression to their vitality in the growth of nationalism.The adaptability of the alphabet to large-scale machine industry became the basis of literacy, advertising, and trade.The book as a specialized product of printing and, in turn, the newspaper strengthened the position of language as a basis of nationalism.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minance of the newspaper led to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monopolies of communication in terms of space and implied a neglect of problems of time.Regional monopolies of metropolitan newspapers have been strengthened by monopolies of press associations.The bias of paper towards an emphasis on space and its monopolies of knowledge has been check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medium,［103］
 the radio.The results have been evident in an increasing concern with problems of time reflected in the growth of planning and the socialized state.The instability involved in dependence on the newspaper in the United States［104］
 and the Western world has facilitated an appeal to force as a possible stabilizing factor.The ability to develop a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can be checked and an appraisal of the significance of space and time can be reached remains a problem of empire and of the Wester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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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xpected variations in spelling were left as in the origin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ones listed below.Hyphenated words have been standardized.

Page 24: Two different spellings were noted.

Akhenaten (1352-died 1336 B.C.or 1334 B.C.)-18th Dynasty.Tutankhamen-1333-1324-therefore 18th dynasty.Pharaoh Akhneton, (xxvth Dynasty, 1370-1352 B.C.).Cannot be 25th Dynasty because that is from 752 B.C.to 653 B.C.Ergo, infers that the correct spelling is: Akhenaten.All instances have been unified to Akhenaten.Source-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haraohs.

Page 49: Added a hyphen to Tiglath-Pileser for conformity.

Page 60: Typo corrected from Achaeminides to Achaeminids.

Page 136: Ammanius Marcellinus corrected to Ammianus Marcellinus.

Ammianus Marcellinus (325/330-after 391) was a fourth-century Greek historian.His is the last major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late Roman empire which survives today: his work chronicled the history of Rome from 96 to 378, although only the sections covering the period 353-378 are extant.Source-www.thefreedictionary.com.

Page 142 and 148: Lowe or Loew, searching “The Beneventan Script: A History of the South Italian Minuscule”, it seems that there is no correct way to spell his name.Left as in the original.Source-http://en.wikipedia.org/wiki/Beneventan_script.

Page 152: In the Footnote (now renumbered 197), corrected typo from Abbasid to Abassid.Typo corrected from Omayyad to Omayyah.

Page 159: In the Footnote (now renumbered 208), corrected from Jespersen to Jesperson.

Page 163: Typo corrected from Glanvill to Glanville.

Page 188: completed the word “busi-” to business.

Page 190: publickly unusual but seemingly archaic spelling.Left as in the original.

Page 197: Dr.Otto Geirke, typo corrected to Gierke.Source-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233358/Otto-Friedrich-von-Gierke

Index: Typo corrected from _Aenid_ to _Aeneid_; typo corrected from Nabonnasar to Nabonassar; and under the heading Nicaea, added “Council of” to 787 for clarity.Some entries are out of alphabetical order, however they have been left as in the original.

The caret indicates a superscript letter.


译后记

今年7月3日，我在《传播的偏向》译者后记中说：“传播学的加拿大派或多伦多派，有一个开山鼻祖，这就是伊尼斯。”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两本传播学经典，依然经久不衰。

《传播的偏向》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帝国与传播》译事完毕，我仍然处在欣慰、亢奋之中。有两句话要对读者倾诉。第一句话：“媒介决定论”两位主帅的四部代表作，经过两年多的日夜操劳，已经悉数完成。中国学者研究并推进传播学，又有了一点坚实的文献基础。这是令人欣慰的。第二句话，我要为“媒介决定论”鸣不平。迄今为止，学界对媒介决定论多有诟病。其实，在我看来，它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第一生产力”主要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问题，而“媒介决定论”切入的角度，是媒介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影响而已。

本书的法语和德语难题承蒙深圳大学文学院段映虹、赵东明二位先生协助解决，特此致谢。

原书注释包括原注和补注，列于每章之后。译者注为脚注。谨此说明。

何道宽

2001年9月30日


修订版译后记

伊尼斯的传播学经典，全都是在他病入膏肓的最后几年里“亡命”“赶制”出来的。和中国清代的朴学相比，他“酷爱”考据尤甚；文字不嫌其简，注释不厌其详。其突出特征及可能的解释是：（1）严谨学风使然，（2）恨不得在每一句话里压缩进最大限度的信息；（3）与死亡赛跑，以最精炼的篇幅端出他的“偏向论”的“帝国论”，没有时间用“大部头”展开细细阐述；（4）超常密集甚至长篇的注释，以便在正文之外尽可能给读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信息。这次修订在“信”字上下工夫，“达”字上注意简洁明快，冗余的衍文能删定删。由于伊尼斯的每句话都像一个高度浓缩的“图书馆”，几乎每句话必须拆解开来翻译成短小精炼的汉语句子；虽努力避免衍文，却难免少许冗余，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

由于英文本的知识背景难，所以我们不得不追加了一些注释。

译者注一律用当页脚注。

作者注一律用每章篇末注。

关于作者注，有一个重要的说明：《帝国与传播》的中文版第一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采用原书的纸质版，其中的注释多达554条；2012年的第二版采用原书的电子版，其中的注释锐减到300余条。瘦身的结果使阅读更加流畅。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司马兰和姜颖昳两位女士，她们的重托使我有机会一并推出四本汉英双语版的传播学经典：《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和《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希望这些书能为中国传播学平衡而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的素材。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2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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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道宽，深圳大学英语及传播学教授、政府津贴专家、资深翻译家，曾任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副会长，现任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深圳市翻译协会高级顾问，从事文化学、人类学、传播学研究30余年，著作和译作近50种，逾1,400万字。著作有《中华文明撷要》（汉英双语版）、《创意导游》（英文版）。电视教学片有《实用英语语音》。译作逾40种，要者有：《思维的训练》、《文化树》、《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手机》、《真实空间》、《麦克卢汉书简》、《传播与社会影响》、《新政治文化》、《麦克卢汉如是说》、《媒介环境学》、《技术垄断》、《模仿律》、《莱文森精粹》、《游戏的人》、《与社会学同游》、《伊拉斯谟传》、《中世纪的秋天》、《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传播学批判研究》、《重新思考文化政策》、《17世纪的荷兰文明》、《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超越文化》、《无声的语言》、《传播学概论》（施拉姆）、《新新媒介》、《软利器》、《理解媒介》（增订评注本）、《迫害、灭绝与文学》、《菊与刀》、《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字母表效应》、《变化中的时间观念》（中英文双语版）、《传播的偏向》（中英文双语版）、《帝国与传播》（中英文双语版）、《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英文双语版）等。长期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一系列专业论文，要者有：《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比较文化之我见》、《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崇“二”的心理定势》、《试论中国人的隐私》、《论美国文化的显著特征》、《论非言语交际》、《比较文化的新局面》、《水向高处流》、《媒介即是文化——麦克卢汉媒介思想述评》、《麦克卢汉在中国》、《和而不同息纷争》、《媒介革命与学习革命》、《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我们为什么离不开纸媒体和深度阅读》、《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游戏、文化和文化史——〈游戏的人〉给当代学者的启示》、《破解史诗和口头传统之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评析》、《麦克卢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播种者和解放者》、《莱文森：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立体型的多面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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